

内容提要


《社会冲突》成书于30年前，本书是第三版。本书向读者呈现了冲突整个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既剖析了社会冲突的理论，又探讨了解决办法，理论模型紧密结合研究实践，而且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冲突案例，读来发人深省，欲罢不能。

新版本一如既往地紧跟时代的脚步，关注国际大事和学术进展。在保持原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几乎每个部分都进行了修改，加入了很多新的案例和内容。拓展了种族冲突和地区冲突的内容，强调了文化在冲突中的作用。第三版新增的冲突主题有：冲突群体动员、叙事和隐喻、暴力、非暴力抵抗、成熟度、去升级化螺旋、冲突解决培训、和平维护、和平建构、宽恕及和解。直接关注了最新的冲突现象，如恐怖主义、校园枪杀案等。

冲突缘何而起？卷入冲突的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面临着何种决策？为什么冲突升级最终会势衰力竭？怎样做才能使冲突朝着和解与解决的方向迈进？结合本书提供的丰富的现实生活案例，你一定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先前的版本已经应用于所有涉及社会冲突的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平研究、商务贸易、政治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等。本书既可以用做核心课程的主教材，也可以当做核心课程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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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心理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咨询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3000美元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美国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建设美丽中国”， 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概而言之，冲突主题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实际上，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现代社会心理学大约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人类冲突的本质这一主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在那个时代，心理学家自己也处在社会冲突的漩涡之中：国家法西斯主义横行，不但出现了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和大批追随者，而且处处充斥着权力与统治、战争与暴力、偏见与歧视；工作需求的变化和新就业策略矛盾重重；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汇集在一起，农村居民也搬迁到城市居住。有研究者分析了变革和抵抗的相对力量，还分析了民主社会的需要（要求共识和遵从）与个体追求独立和自主的冲突。也有研究者承认，民主决策的关键在于有说服力的言辞，但同时也允许各类听众发表反对意见。

社会心理研究者对冲突研究的这种普遍介入，曾经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内部发生的人际紧张状态。勒温（Kurt Lewin）强调：个体需要与群体目标和规范之间存在差距，对这种差距的认知具有激发动机的力量。勒温最优秀的学生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彻底颠覆了这种由紧张引发差距的冲突观。他认为个体信念和公开行为不一致时，差距发生在个体的认知体系之中。费斯廷格的这种诠释促使社会心理学向认知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人体机能的认知维度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社会心理学。数十年来，心理学界被行为主义否定心灵和漠视价值的教条束缚，正是社会心理学这支生力军还保持着反抗精神，无畏地向行为主义宣战，提出了情境主义、建构主义、人与刺激的交互作用理论以及人类行为的认知卷入等观点。社会心理学家们还高举着实际应用和社会责任的旗帜。社会心理研究者们从实验主义同行那里学会了这样一条原则：要进行严格设计、仔细控制的实验室研究。但同时又要将人为情境普具的新特色和独创性加入“世俗现实性”。不过，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已超越检测因果假设的实验室研究限制；他们出没于人们工作的各个场所，用笔记本记录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充满了好奇心，想要了解人类经验和行为为何产生、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并将这种好奇心带入无数的重要领域——教育、卫生、法律、政治、商业、环境和文化等，不一而足。

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读者的一场盛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以及实践者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并且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套丛书已成为杰出学者及前途光明的年轻研究者展示新理论，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描述当前方法论进展的平台。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分享对象包括他们的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书中包含的很多思想足以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这些知识必须付诸于实践，所以必须上达给那些能将这些知识转变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的掌权者。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之作，但精品译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心。社会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们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的“深度”辅助读物，而其他人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系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经验证明，本书也是那些以社会冲突为核心的课程的骨干教材，它整合了诸多学科，深入地考察了社会冲突现象。

所有的社会冲突都起源于：冲突一方想获得某些事物，而另一方拒绝或抵制这样做。冲突发生的范围极广，从日常交往，比如父母亲希望孩子们打扫自己的房间或做家庭作业，而孩子们不愿意，延伸到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论战、销售人员与客户之间的谈判、政治对手在全国或地区预算条款上的妥协以及预防战争的国际和平会议等。那么，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境之下，是否存在共同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理解了个体之间的冲突（独自行动或者代表某个机构）如何升级、到达僵局的停滞期、得到解决，那么是否有助于我们回避冲突，或者为冲突双方提供正确的咨询意见，从而减少冲突的破坏性呢？《社会冲突》一书的作者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精确地阐述了在诸多不同的冲突情境中，如何完美地剖析或者颇具洞察力地分析冲突各个阶段，找到冲突潜在的过程和路径，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或好或坏的冲突结果。他们渊博的学识让读者看到，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是解决人类冲突最公平的方法，它能代替容易引起争议的支配策略和难以让双方满意的让步策略。

《社会冲突》第二版所获的成功，给本书的作者和编辑们带来了新挑战：要突出本书的优点，纠正部分缺点，并且扩大本书的范围，涵盖最近的重要领域和当前的“热点”问题。他们在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在学术研究的专注度上、本书覆盖范围的广度上，还是信息更新的速度上，第三版都超越了先前已经颇受赞誉的第二版。第三版的理论取向变得更加连贯和紧凑，并且叙述更为系统。书中新增或扩展的主题包括：基于认同的冲突、冲突群体的动员、责备方向、策略选择、非暴力抵抗、宽恕与和解、冲突解决培训以及和平维护。那些喜爱本书先前版本并从中获取知识的读者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更新的美国国内冲突的案例，以及当前美国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原始资料。在加入大众化的资料之外，最具价值的附加部分是扩展了文化对冲突的影响内容，特别强调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作用。不过，第三版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北爱尔兰与南非的和平进程，以及在中东和平斡旋问题上存在的困难。另外，我们还将从美国校园谋杀案——声名狼藉的哥伦拜恩（Colombine）高中枪击案——的分析中获益匪浅，并获得针对新恐怖主义的有价值的观点，新恐怖主义正改变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点。

最后，即使本书的内容复杂深奥，有时甚至令人不悦，但读者一定都会喜爱本书平铺直叙的文体，这种叙述风格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故事那般酣畅淋漓。我个人以为，《社会冲突》这本书所具有的持久价值将体现在诸多方面：这本书能让所有人更能领悟到，如何敏锐而明智地处理日常的世俗冲突，以及如何更全面地了解我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广泛而又紧急的冲突。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作者序


本书第三版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写作计划。当时我们的目标是，撰写一本系统阐述社会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理论模型结合研究实践的著作，不但可读性要强，而且更具整合性，这一目标至今未变。我们希望，这本书不但能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入门级读物，而且也能成为他们思想和灵感的源泉。种种迹象表明，这两大目标都已经获得了成功。本书先前的版本已经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社会冲突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政治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本书第二版曾翻译为俄语，并于1996年荣获国际冲突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nflict Management）颁发的最佳图书奖。此外，在冲突领域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文献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本书得以引用。

本书先前版本的读者会发现，新版本的很多内容都非常熟悉。我们保留了先前版本的写作结构，即从冲突的本质和成因开始谈起，再谈到应对冲突的策略选择，进而到冲突升级，最后讲述去升级化、问题解决以及第三方在冲突解决中的作用。我们也保持了原书的心理学焦点。我们在坚持将冲突文献视为整体的同时，使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对这一领域进行整合，并且非常倚重诸如社会知觉、态度、情感以及群体动力等概念。

不过，本版做了相当大的修改。本版的每个部分都添加了新材料，以反映冲突研究取得的新进展，或者填补先前版本的空白。因此，在诸如冲突群体动员、文化和冲突行为、叙事和隐喻、暴力、非暴力抵抗、成熟度、去升级化螺旋、冲突解决培训、和平维护、和平建构、宽恕以及和解这些主题下，都添加了新内容或者扩充了原有的内容。而且，示例资料——即有助于读者掌握理论的现实例子——大量都已更新。先前版本有很多例子都取自冷战，第三版保留了其中最经典的案例。但现在的内容已经扩展到内战、恐怖主义、校园凶杀案、国际和平进程以及（生活气息十足的）比尼宝贝狂热。

很多人在我们修订新版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我们要特别感谢麦格劳—希尔公司的丽贝卡·霍普（Rebecca Hope）和凯特·卢斯洛（Kate Russillo）的鼓励和编辑建议。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罗杰·格西勒（Roger Geissler）推动了这一项目的及时完成。我们尤其要感谢阅读过本书第二版，并且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议的学者们：R·威廉·埃尔斯（R. William Ayres）、卡米洛·阿兹卡拉特（Camilo Azcarate）、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罗纳尔德·费歇（Ronald Fisher）、特伦斯·莱纳斯（Terrence Lyons）、布莱恩·波金霍恩（Brian Polkinghorn）以及莫里斯·里希特（Maurice Richter）。此外，莱斯利·亚希伯恩-纳德（Leslie Ashburn-Nardo）、凯文·阿夫鲁赫（Kevin Avruch）、尼迈特·伯里克（Nimet Beriker）、弗兰克·布莱克曼（Frank Blechman）、米雪儿·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莫莉卡·哈里斯（Monica Harris）、克里斯多夫·米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奥利弗·莫里斯（Oliver Moles）、理查德·斯密斯（Richard Smith）、波特·斯派克特（Bert Spector）、凯瑟琳·汀斯利（Catherine Tinsley）和詹姆斯·沃尔（James Wall）以及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等美国大学的学生们都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在参考文献部分提出了建议。保罗·普鲁特（Paul Pruitt）在如何建构参考文献部分提供了大量技术协助。乔治梅森大学的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慷慨地为本书第一作者提供了一间工作室，本书的诸多章节都在这间工作室里写出。水牛城大学的校长办公室、纽约州立大学为本书第一作者提供了资助，使之得以两次赶往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与其他作者会面，对这一项目进行计划，以及对即将完成的初稿进行审阅。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系批准了本书第二作者申请的学术休假，使之获得大量时间撰写书稿。最后，如果没有我们配偶的长期不断的支持和建议，这一项目也无法完成。

将这本书献给我们的导师兼同事杰弗里·鲁宾（Jeffrey Z Rubin），作为对他的纪念。本书的前两版都有他的参与。1995年，杰夫在爬山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不幸逝世。我们在修订这一版本时，仍时时感到杰夫就伴随在我们身旁。没有杰夫，这一项目绝不可能开始，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功。他对问题所进行的大量清楚透彻的理论分析以及优美的写作风格，成为了本书前两版的亮点。读者也将愉悦地看到，杰夫的学术水平和写作风格，仍然会反映在这一新版本之中。


狄恩·普鲁特（Dean G. Pruitt）



金盛熙（Sung Hee Kim）




序五：中文版序


美国学者狄恩·普鲁特和金盛熙合著的《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3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编辑恳切希望我能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写个序。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而我的心理学知识很有限，很难从心理学专业角度来评价这本书。但是，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当前社会正处在急剧的转型期。21世纪的中国，国内国外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书中介绍了冲突的核心概念、冲突的理论框架、冲突解决的策略选择等内容，这些都是中国民众和学者急需了解的知识，因而这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人类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遍而又永恒地存在着，只是形成矛盾和冲突的起因、参与主体及激烈程度存在差别，所以造成的后果也千差万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冲突也无处不在，小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和街头群体暴力事件，大到一国内部的分裂战争和世界大战。特别是随着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长，个体之间、族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在生存空间、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有些矛盾似乎在近期看不到解决的途径，例如近来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上的争端，或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在领土和建国问题上的对立。但是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冲突双方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却又找不到妥善的解决之道。那么，双方最终缓解矛盾、避免冲突以及建立和谐关系的出路在哪里呢？

人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创造性思维上，尤其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人类既有建立在本能反应上的防御和攻击行为，也有超脱现实束缚的想象能力和理性思维，后者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要看到了具体的利益（食物、领地、配偶、群居团体的领导权等），通常就会努力竞争以获取这些具体利益。激烈的争斗会导致冲突升级，动物也会愤怒发狂。如果人类也只有这些本能的防御和攻击行为，冲突势必愈演愈烈，也很难达到双赢的结果。幸运的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而且可以对冲突的远期后果做出预测，这就有可能创造性地超脱自身眼前的现实利益，在与对方的协调与合作中探索冲突的根本性解决策略。

我认为理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在双方的利益冲突中努力寻找共同利益，尽管共同利益看似不存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只是我们在矛盾出现后，往往热血上涌，情绪激愤，一时看不到与对方存在共同利益而已。我们必须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思考，把一个方面的利益与其他方面或整体利益联系起来思考，不能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群体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差异甚至冲突，但是在人类最终的长远利益中，冲突各方都能找到彼此相互结合的地方。我们人类做的许多事都“损人不利己”，冲突当事人的行为即使短期来看“损人利己”，但是这种“利”恐怕也是比较短暂的，最终还是会付出代价的，所谓“报应不爽”。

第二，要在矛盾的双方之间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寻找双方有可能进行情感沟通的文化基础。不同民族和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可能存在重大差异，这是事实，但是在最基础的价值认知上各方仍然存在共同点。举例来说，宗教冲突有时是十分血腥的，但是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在世界几大宗教之间同样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譬如待人诚信、不偷盗、施舍穷人等，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提倡的，否则就无法建立和保持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否则我们和其他文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对话就没有文化基础，所谓的“政治互信”也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所谓“和而不同”中的“不同”应该不涉及基础价值，因为“君子”都具有共同的基础价值，“不同”的只是针对具体事与人的看法不同而已。当然，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一方有没有权力把自己认定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另一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要在矛盾当中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在协商中寻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就是在双方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冲突中寻求各自都能接受的让步，兼顾和整合双方的利益。这就是理性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任由感情宣泄来引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把“零和博弈”看做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唯一方式，这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法只能导致“双输”而不是“双赢”。一心想拼个你死我活，其结果只能是鱼死网破。中国的古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有大智慧。

《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这本书中列举了大量国际冲突和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生动案例，对于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上的世界大事和了解美国社会的民间冲突很有帮助。我们有些人一想到美国，总以为这个高度工业化、掌握现代科技、富裕强大的超级大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是“田园诗”一样的，从这本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矛盾冲突和血腥事件。其实，这就是有着双重性的、真实的美国。我非常高兴的是，本书译者王凡妹的译稿流畅生动，让这本书更具可读性，我相信读者们在阅读中会有很多感触和收获。

最后，我也感谢新曲线公司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组织安排《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这一系列丛书，希望我们的各出版社今后能够出版更多的翻译精品，不断努力拓展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渠道。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3月1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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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冲突与策略选择




第1章 概述


● 年已18岁的本使用了家里的汽车，但开回来时忘了加满汽油。第二天早上，父亲被迫在交通高峰期间排队加油，因而上班迟到了。当晚，父亲告诉本，忘记加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本向父亲道了歉，但显得不太真诚。为了使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父亲从多个方面对本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进行了批评。但本却显得不耐烦，对着父亲大喊大叫。父亲被本的这种反抗行为激怒，收回了车钥匙，并宣布，除非征得同意，否则本再也不能使用家里的汽车。此时，本的母亲和一旁观战的姐姐站了出来，试图劝说父亲，这样对待孩子可能过于严厉了。父亲叫母亲不要管闲事，于是，本、母亲和姐姐一道走出了房门，只剩下父亲一人在苦苦思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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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公司一款新产品交付日期的问题上，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唇枪舌剑，双方鏖战正酣。销售部门说，该产品的交货日期必须限制在3个月内，否则公司在竞争中就会失去潜在的客户，这无论对于销售部门还是整个公司，都将是一个不小的灾难。生产部门则回应道，现有的生产计划经过仔细设计，已经井然有序，必须坚持。如果打乱该计划，提前交付新产品，导致的时间和金钱损失将对生产部门和整个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生产部门坚持认为，决不能提前，既然按照原计划新产品的生产时间为9个月，那么该产品的交付时间就应该是9个月！经过数日的艰苦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一项协定，即生产计划调整为6个月，也就是说，两个部门最终所获的结果都低于各自先前的期望值。

● 1978年10月，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来到戴维营。当时，这位自许为调解人的总统正肩负着一项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奈半岛的冲突看上去十分棘手，因为埃及要求以色列立即归还整个西奈半岛，而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就占据着该半岛，并拒绝归还一寸土地。最初，卡特希望促成双方妥协，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即双方各自保留一半的西奈土地。但事实上，双方均不接受这一方案。卡特总统及其幕僚们并未气馁，最终发现，在以色列和埃及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背后，双方却有着并非完全对立的潜在的利益点。对以色列而言，其潜在的利益点是安全，期望确保边境安全，防止埃及的地面或空中袭击。而埃及的主要利益点则是恢复主权，亦即重获从圣经时代起就已成为埃及领土的西奈半岛的统治权。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在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第23次拟定了协定样本之后，调解人卡特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以色列同意归还西奈半岛，但换回这样的保证，即西奈半岛要成为非军事化领地，并允许建立新的以色列空军基地。该项协定于1982年4月生效，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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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91年3月3日，美国黑人罗德尼·金被警察飞车追逐而被迫停车后，因明显的拒捕行为而遭到警察的强行制服。乍看上去，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但金的被捕过程却偶然被一名洛杉矶居民用新买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一看似普通的事件因此变得与众不同。录像带清晰地表明，罗德尼·金不但遭到一些警察的拳打脚踢，还被警棍打了约40下，与此同时，其他警察却站在附近，面无表情地冷眼旁观。1992年暮春，也就是该事件发生一年多之后，四名警察被控犯有过度使用暴力殴打罪，但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陪审团却裁定这些警察无罪。数小时后，洛杉矶市爆发了暴乱。以非裔美国居民为主的人群焚烧建筑物，发泄他们对警察，或者更广泛地说，对政府的怨愤。这一事件引起了乔治·布什总统的关注，他向洛杉矶市派驻了2 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才平息了这场为期三天的暴乱。



冲突理论


虽然以上4事件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而言，都存在着显著差别，但是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4个事件都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各方都希望获得某种对方不愿意提供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包括家里的汽车、时间、计划的弹性、领土、安全、公正、可容忍的生存条件，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事物。此外，请注意每个冲突例子都涉及不同的模式，即努力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那么，这些冲突模式有共同之处吗？表面看来没有相同点，但可以把它们归为4种主要的类别或策略，而且这些类别或策略揭示了个案之间具有的连续性。的确，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详尽地描述冲突各方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策略，并且考察使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和结果。

争斗（contending）是一项基本策略，即一方试图将本方偏爱的解决方案强加于另一方。父亲想必是希望儿子本道歉，并且试图通过表达自身的愤怒和失望来达到这一目的。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先是互相争论，希望对方就范，这与以色列和埃及在戴维营谈判早期阶段的表现没有什么差别。在罗德尼·金和洛杉矶警察的争执过程中，争斗采取了暴力形式，正如愤怒的洛杉矶居民在陪审团对警察做出法庭裁决之后的反应。

第二项策略是让步（yielding），即降低自身的期望值，并且对自身所得低于原先的期望值并无不满。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就是用这种策略来解决双方在交货时间上产生的争端。双方在争端解决之后，自身所得都较先前的期望值要低。而且让步时，双方都致力于制定出妥协性的协定。这样的协定有益吗？或者说，可以令双方都感到满意吗？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对于双方而言“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实施了吗？对于销售部门而言，延迟三个月交货可能足以损害其原本希望获得的利润，而对于生产部门而言，将产品生产计划提前三个月也可能会严重影响生产的效率。让步的确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未必是高效的解决之道。

第三项基本策略就是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即寻求一项能满足双方愿望的解决方案。该项策略能在谈判期间进行，或者借助于外部干预者实施，比如戴维营的卡特总统。在卡特总统及其助手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开始朝着停止西奈半岛争端的协定而努力。在理论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协助，埃及和以色列也可能会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他们可能会找到各自潜在的利益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项为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令双方都感到满意。但由于双方在历史上曾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卡特总统的干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而更有可能满足双方的愿望。

第四项策略是回避（avoiding），亦即不卷入冲突。该项策略大致会以两种形式出现，即 不作为（inaction）与撤退（withdrawal）。不作为就是面对冲突时，什么都不做。一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等待另一方行动。虽然戴维营谈判最后采用的是问题解决策略，但是在整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各方采用的最主要的策略就是不作为。这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是迟钝或笨拙的决策者，而是刻意为之。耐心地地等待对方采取下一步行动。实际上，为了努力打开双方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死结，卡特总统最终规定了一个强制性的最后期限，并指出，他将于该日期之后退出谈判，才迫使双方采取了行动。撤退表现为拒绝参与冲突。当本和他的母亲及姐姐一起走出门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这种回避模式。

针对处理冲突的这4种策略，还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大部分冲突情境（无论是军队换防、劳工罢工、国际谈判、家庭争吵，还是两名司机同时抢着通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时发生的心照不宣的交流）都会导致上述各项策略的组合使用或依次轮番使用。我们很少只使用某一策略而拒绝使用其他策略。因此，在本与其父亲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本先使用了争斗策略，最后以回避策略作为结束。

第二，争斗和问题解决策略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战术得以实施。术语“策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在范围上有所不同。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策略是可以应用于所有冲突的四种基本取径，而战术是这些策略得以实施的行动办法。比如，对抗策略可以通过如下战术得以实施：劝说战术（比如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之间的争论）、愤怒声明战术（比如本和父亲之间的争吵）、暴力报复战术（比如罗德尼·金所遭受的拳打脚踢）或其他战术。本书主要关注策略考量，但同时也会关注那些有助于将策略目标转变为现实的战术。

第三，争斗、让步和问题解决都是积极主动的策略，因为运用这些策略解决冲突都会做出相对连贯、持续的努力，也就是说，通过控制、放弃部分利益或者共同工作等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相比之下，回避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并未涉及任何解决冲突的努力，它的两种主要形式即不作为和撤退，都是暂停或放弃战术。

第四，争斗和让步互为镜像，因为争斗需要付出努力赢得胜利，而让步则需要至少接受部分的失败。

本书开篇列举了四个冲突例子，它们在冲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解决冲突所使用的各项策略以及冲突最终得以解决的方式上都有所差别。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我们相信，如果不考虑冲突所发生的社会层面，它们就会有很多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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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发生在人际、群际、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显然并不一样，但我们相信，肯定能找到可以贯穿并阐明大部分或所有冲突现象的概括性理论。本书的目的是要整理和报告新兴社会冲突理论的现有成果，并阐述我们自己有关冲突研究的一些思想。虽然我们希望本书能改善争端解决的实践，故而偶尔会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特别是第10章和第11章），但我们的目标主要还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尽最大的可能，对人们处理社会冲突所采取的诸多有趣的方式进行 诠释。



冲突的概念


按照《韦伯斯特词典》（Webster， 1983）的解释， 冲突（conflict）一词本意是指“打斗（fight）、作战（battle）、或斗争（struggle）”，或者指当事人各方之间的公开对峙。不过，现在这一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还包括了“在利益、思想等方面存在的尖锐对立或分歧”。冲突一词不但指公开对抗本身，而且还将公开对抗的心理根源囊括进来。简单地说，冲突这一术语应用得如此广泛，因而具有多种含义。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采用更为严格的定义，以《韦伯斯特词典》对“冲突”的第二种定义为基础。我们认为，冲突意味着感知到的利益分歧（perceived divergence of interest），即当事人各方当前的期望存在矛盾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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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冲突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当事人一方得偿所愿，那么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就会蒙受损失。比如，本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儿子使用汽车这一事件的影响，而本则坚信，父亲就是要阻止他使用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冲突各方都选择争斗之术来解决冲突，或者都采用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那么（正如《韦伯斯特词典》的第一种定义）冲突会造成公开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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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各方也可以选用让步策略、单方独自的问题解决策略或者回避策略，那么冲突未必会造成公开对峙。

我们择用这一“冲突”定义的原因是，这种定义似乎是构建理论的最佳起点。我们可以分析感知到的利益分歧的源头，以及思考这种感知对策略选择和冲突结果的影响，这样就能构建一个简单而实用的理论（我们将在第2章和第3章对这一理论进行诠释）。由于我们两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因此会习惯性地从心理状态对社会行为影响的角度进行思考，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思维决策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制约。不过，我们相信，对于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而言，这种做法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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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们的冲突定义中，暗含着对意见差异的刻意排斥，这种意见差异存在于各方对客观现实予以解释的事实和争论中。我们感兴趣的是看似不可调和的期望值，或者说，矛盾的目标和标准，而不是看似矛盾的观点。

从可感知的利益分歧角度来定义冲突，并不表示我们忽视公然对抗（《韦伯斯特词典》的第一种定义）。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后文，尤其是在第5章到第8章，关于冲突升级的主题中会详细讨论。当冲突一方或双方都采用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战术，且这些战术比先前采用的更为激烈时，冲突就会发生升级。

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冲突往往涉及多方当事人，因此在书中我们也会尽量考虑这种复杂性。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主要关注的还是双方的冲突，即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在这一领域内，大部分的理论和研究都着眼于双方的活动。其二，作为社会心理学学家，我们擅长于在最为熟知的分析单元上构建较为合理的理论，而这一分析单元就是两个个体、两个群体或者两个组织。其三，我们发现，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冲突往往可以简化为双方的冲突。因此，虽然本与父亲的争论逐步升级，随后本的母亲和姐姐也作为本的支持者参与进来，但是这一争论仍可简化为双边的，亦即“我们对他们”这一冲突结构。

有鉴于此，我们在全书中仅用了少量专业术语。当我们从双边关系中某一方的角度进行分析时，我们将此人或此群体称为一方（Party），而将另一人或另一群体（即“一方”行为所指向的对方）称为另一方（Other）。由于冲突双方均可能是个体或集体，我们有时又用代词“它”来称呼当事人一方或另 一方。



冲突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尽管在人类互动的各个领域几乎都会发生冲突，有些冲突升级之后甚至还成为人类生活中最重大且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互动必定会引发冲突，或者冲突通常会呈现剧烈升级态势，这都是错误的。其实，人们总会设法同其他个体、群体以及组织友好地相处，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通常会体谅对方、乐于助人，同时还会运用技巧，通常事后不留下冲突的痕迹。即使冲突的确发生，多半也能和解，甚至还能在冲突双方几乎毫无敌意，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得以根除。

至少从公元前1250年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圣经时代起，人们就开始对冲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曾出现一股令人瞩目且充满活力的思潮，人们今天仍在受其影响。查尔斯·达尔文对因“适者生存”而导致的物种内部竞争产生兴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控制自我的各种心理动力的内部斗争进行了研究；而卡尔·马克思则在提出“冲突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内容”的假设基础上，发展出政治经济学理论。

如果我们从这三位深邃的思想家的理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冲突必定具有破坏性，那我们就没有领会其思想的精髓。按照达尔文理论，生存竞争的积极作用是促进有利于生存的遗传基因的出现，生存竞争引发的基因适应还导致了新物种的出现。类似地，弗洛伊德推断，个体的成长和洞察力的获得均来自了解和应对内部冲突过程而进行的内心斗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冲突促进了社会变迁，正是这种变迁客观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可见，他们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冲突的积极作用和必要性，同时他们也都看到，冲突也往往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是一柄“双刃剑”，利弊参半。下文将逐一讨论，并重点探讨表现在行动上的冲突，亦即公然对抗。


积极面


首先，如果冲突表现在行动上，它就会成为孕育社会变迁的温床。如果人们认为自身的处境不公正，或者当前的政策不合理，他们通常会与旧秩序进行斗争，从而改变现状。否则，只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旧政策就会占据优势。用科赛（Coser， 1956：197）的话来说，“冲突通过施加压力以求革新和创造，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在美国国会中，几乎每项新的法案都须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并经利益对立的群体交互施压后才得以颁布。试想，如果为了避免冲突而总是压制改革者或者强迫改革者自我压制，那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状 况呢？

公开冲突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防止不成熟的群体决策。惧怕内部对抗的群体可能会采用第一个提出的貌似合理的建议，以结束其成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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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熟的群体决策往往是不良决策，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决策错误解读了群体成员的本意。弗莱等人（Fry et al.， 1983）的研究显示，这种误读有时会出现在求爱阶段。一方是如此惧怕得罪另一方，以至于未能将自身的想法充分地表达给对方而使之明白。

第三个积极作用是有助于协调人们的合法利益。大部分冲突并非以一方获胜而另一方失败告终。相反，冲突的结果往往互有胜负——以某种整合式协定的形式出现，这一结果在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双方所属的上层集体的共同利益。假设工会和管理层、埃及和以色列、销售部和生产部或两个因汽车而争吵的人都能设法协调相互利益，他们就能在获得个体利益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更大的组织、邻近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相反，如果为避免摩擦，不允许他们相互争论，那么这种深层的协调将几乎不可能存在。准此而论，冲突可视为一种创造力。

第四个积极作用是，借助于前3项积极作用，群体内部（within-group）冲突往往能促进长期的群体团结，亦即那些已经发生冲突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在缺乏社会变迁或不能协调好个体利益的情况下，群体的团结性可能会有所下降，而群体效率和群体经验的共享亦将随之下降（Coser， 1956），最终会导致群体瓦解。如果没有冲突存在，那么群体会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影片《伴侣》中的那对夫妻一样，认识不到他们婚姻所存在的问题，更无法正视这些问题，最终双方因无所适从而分手。

第五个积极作用是，群体之间（between-group）的冲突会使冲突群体内部团结起来。挑起群体冲突成为许多群体加强内部团结的方法，能将每个群体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努力（Coser， 1956；Deutsch， 1958；Johnson， Johnson& Maruyama， 1984）。因此，从独立战争到当前的反恐战争，美国人民的团结及同心协力，几乎在每次的国际冲突中都得到了提高。研究还显示，获胜的冲突要比失败的冲突更能产生此种影响（Turner et al.， 1984；Worchel et al.，1977），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经历的战争中，以美国战败而告终的越南战争的团结性最低。


消极面


我们看到，许多社会交往并不会引起冲突，即使冲突出现，也往往会在未造成痛苦和怨恨的情况下就得到解决，同时还会带来一些积极作用。不过，冲突也往往有其不利的一面。任何社会对公开对抗的容忍程度都是有限的，即使这样的对抗最终能带来有益的后果。毕竟，冲突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这会妨碍其他事务的进行。如果某个群体、组织或者国家深陷于某种矛盾冲突之中，甚至会造成无法应对最基本的环境需求。此外，如果在冲突过程中，各方或一方使用了可能会引起严重争议的战术，那么冲突就会给有关的各方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冲突方、第三方以及整个社会。

当人们陷入剧烈的冲突时，很可能发生各种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包括免疫系统日渐低下（Kiecolt-Glaser et al.， 1997）、抑郁（Christian- Herman et al.，2001）、酗酒（OFarrell & Murphy， 2002）以及进食障碍（Van den Broucke et al.， 1997）。更有甚者，多数情况下冲突各方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比如，公然的婚姻冲突与下述问题有关：儿童情感和行为适应不良（Kline et al.， 1991），问题重重的亲子关系（Fauber et al.， 1990）以及攻击行为（Jouriles et. Al.，1991）。此外，婚姻冲突还常常会在孩子们未来的婚姻中投下阴影，让他们未来的婚姻生活更可能发生冲突（Amato & Boo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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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战争这样剧烈升级的冲突，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后遗症。比如参战的国家，无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也无论该国的战后经济复苏还是衰退，都经历过战后自杀潮（Archer & Gartner， 1984）。在战争期间，暴力行径不但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因而变得合法化，甚至宣传为英雄行为。结果，普通民众抵制暴力的决心消失殆尽。

至于冲突本身到底造成了何种不利影响，我们也许可以从那些曾经饱受剧烈冲突伤害的个体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中去寻找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虽然人类心理的复原能力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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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剧烈的冲突往往会削弱这种复原能力，也会损害人们的应对机制，进而给人们留下深深的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比如，经历过武装冲突中的个体往往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其临床症状表现为创伤事件的周期性和侵入性地追忆、噩梦和往事突现（flashback）、情感麻木、社会性退缩以及过度警觉。有研究表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中，90%的人都表现出了全部或部分的上述症状 （Carney， 1994）。

某些情况下，冲突带来的恐惧可能超越人类心智所能承受的极限。一名阿富汗医生曾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阿富汗国内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给人们带来的痛彻肺腑的苦难：“我已经当了15年的医生，我们的战争也持续了23年。在我看来，除阿富汗人之外，再没有人能了解战争对人们健全心智的摧残”（Hea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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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体创伤没有得到愈合，那么就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并往往会传递给下一代或几代人。沃尔坎（Volkan， 2001：79）认为这种未愈合的创伤就成为“选择性创伤”，它是“那些曾在敌方手中遭受过巨大伤害的群体祖先所共同拥有的心理表征”。选择性创伤是人们群体身份或群体同一性（group identity）的核心内容，它深深地植入到群体伤痛的集体记忆库中，并且定期地浮现出来，以证明自己攻击对手的合理性。选择性创伤使得敌意延续数代而不止。

类似恐怖主义袭击和核武器扩散这类事件，无不在强烈地提醒我们，核袭击与生化武器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紧张地悬在我们的头顶。面对此类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冲突仍旧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

我们说冲突在带来伤害的同时，也能带来有利的结果，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情况下，冲突的积极作用被消极后果掩盖，而这些消极后果的产生是因为，冲突各方使用了剧烈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可以增强各自群体内部的团结性，但是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苦难相比，冲突的这一积极效果则微乎其微。在侮辱、威胁以及身体攻击所造成的苦难中，人们很难认识到冲突的积极作用。

虽然冲突未必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只要后果是负面的，就可能造成可怕的影响。虽说与那些更具建设性的冲突相比，破坏性冲突出现的频率要小得多，但是这些冲突却足以给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本书将特别考察那些会导致冲突朝着破坏性、升级方向发展的情境。



总结与结论


本书重点关注二元冲突——即发生在双方之间的冲突。当事人可以是个体、群体、组织或国家，虽然这4个层面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冲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都适用于所有这4个层面。“冲突”可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即冲突一方认识到自身的期望与另一方的期望存在矛盾。冲突要求我们在四大策略之间做出选择，即争斗策略、让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和回避策略。其中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的实施方式多种多样，这些策略实施方式称作“战术”。如果双方采取争斗战略和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战略，就会引致冲突的一种行为方式——双方的公然对抗。与我们通常的观点相反，公然对抗能起到积极作用，而如果冲突升级，那么这些积极作用往往会为消极作用所掩盖。



本书安排


本书的结构安排反映了我们曾在导论中阐述过的系列指导性假设和兴趣点。第2章详述了冲突的定义，用一种简明的图形分析法阐明了冲突的定义，并总结了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阻遏冲突爆发的条件。第3章介绍了策略选择这一主题。我们首先详尽地描述了应对冲突的4大策略，继而讨论冲突各方选择不同冲突策略的原因。第2章和第3章是全书的理论核心，其中的概念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出现。第4章探究了一些争斗之术，冲突一方能在另一方付出代价的前提下采用这些战术获得优势。

接下来的4章从不同的侧面集中讨论了冲突升级这一重要主题。第5章详细介绍了冲突升级期间发生的转型，同时也考察了解释冲突升级的两种模型：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第6章介绍了第三种升级模型，即结构变化模型，该模型主要针对那些经常发生在冲突升级中的心理和群体变化，这有助于解释冲突升级倾向于持续不断和重复发生的原因。第7章考察了那些会使冲突升级到更高水平的条件，并将这些条件与那些能将升级维系在可控范围内的条件进行了对比。第8章讲述了那些使得冲突一旦升级到高水平，就会继续持续下去的机制。

本书的最后3章讨论了去升级化和冲突解决。第9章关注的是冲突的僵局，也就是说，在某个阶段冲突一方和/或另一方开始相信，不再有能力或者不再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以维系还在不但升级的冲突。僵局代表了剧烈冲突双方交互中的转折点，该转折点处在冲突升级的轨迹与去升级化和谈判的通路之间。第10章阐述了问题解决策略，它非常重要、具有建设性，并往往富有创造力。这一章还描述了迈向整合式解决方案的几种方法，这些方法能满足冲突各方的期望。这一章的末尾部分，我们讨论了和解问题，和解通常必定伴有冲突解决过程，从而持续地解决冲突。在最后的第11章，我们陈述了社会冲突中第三方的角色和作用。



第2章 冲突的本质和根源


第1章我们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本章我们将考查界定冲突的若干要素，从而详细地阐述这一定义。换句话说，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怎样推断冲突发生的时间？我们也将考察冲突发展的过程和激发冲突的条件。本章前半部分，我们主要关注整体形式的冲突，而不管冲突发生在个体还是群体之间，而后半部分，我们会关注与群际冲突密切相关的过程与条件。



冲突的要素


在冲突的定义（感知到的利益分歧）中，利益一词指的是人们对那些根本上值得拥有的事物的感受。也有人使用价值（values）（Druckman et al.，1988）或需要（needs）（Burton，1987）这类词语来界定冲突，但我们使用“利益”一词。利益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至关重要，是人们的态度、目标和意愿的核心部分。

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考查利益的特点。有些利益是有形的，比如水、金钱和领土，而有些利益是无形的，比如权力、荣誉和认可。有些利益几乎具有普遍性，比如一些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健康、安全、认同、自由、公正、尊重和个体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有些利益则是具体的，针对的是特定的行动者，比如，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渴望，或者本希望能使用家里汽车的愿望。就优先性而言，有些利益要高于其他利益，或者说比其他利益更为重要，而且这样的优先性往往因人而异。而有些利益则构成其他利益的基础，比如，美国的安全利益就是其反恐战争主要的利益基础。

在一方的利益与另一方的利益发生冲突之前，这些利益必须转化为愿望（aspiration），即一方努力争取或认为其必须获得某一事物的心理表征。愿望有时表现为一方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比如获得36 000美元的年薪或一个月内攻占坎大哈。愿望也可以表现为，一方希望达到或超越的某种最低标准，比如，要求32 000美元的最低年薪，或与盟友保持良好的关系。除了利益之外，愿望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一方过去所获得的成就、一方用来做比较的另一方所获得的成就、公认的公平原则和其他社会规范。

当可用的备选方案（选项）似乎无法满足冲突双方的愿望，或一方发现自己的愿望与另一方的愿望无法调和时，就会发生冲突。

我们可以借助几个图形来阐述这一概念。图2.1代表着一方对与另一方共同结果空间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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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轴表示一方价值的某一维度或多个维度的组合，而纵轴表示另一方类似的价值维度。虚线表示感知到的愿望。P虚线代表一方自己的愿望，O虚线代表一方对另一方愿望的看法。空间中的各点表示各种已知的选择性方案，这些选择性方案可以是一方的行为、另一方的行为、或者双方的共同行动。A和B可以视为双方各自的选择，分别代表一方和另一方的价值。C选择对双方而言都有一定的益处，是一种妥协，而D选择对双方都极为有利，是一种整合式解决方案。





图2.1　一方对与另一方共同结果空间的设想


图2.1中的D点的选择性方案称为整合式解决方案（integrative solution），因为这种方案兼顾了或协调双方的利益。无论何种事物，只要能为某种整合式解决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就能减少感知到的冲突。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的访问，就给埃及和以色列解决双边主要差异带来了曙光。这次著名的访问之后，埃及和以色列大部分人都认为双方敌对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Kelma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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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展示出感知到的选择和愿望的四种模式。在图2.2a中，由于一项已知的选择性方案满足了双方的愿望，因而不存在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该项选择用位于两条虚线交叉的右上部分的点来表示）。与图2.2a相比，图2.2b、2.2c和2.2d描绘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产生的不同模式。在图2.2b，一方的愿望上升到了缺乏可实施的选择性方案这种程度。在图2.2c中，己方认为另一方的愿望也上升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图2.2d中，出现在图2.2a中那种双方都可接受的（整合式）选择方案已不复存在，而剩下的选择方案则具有零和游戏的特点，也就是说，一方获得优势意味着另一方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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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规模






图2.2　感知到的选择性方案和愿望的四种可能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冲突在规模或强度（即解决冲突显然的难易程度）上有所不同（Deutsch， 1991）。显而易见，利益分歧会影响冲突规模。以下3种情况，利益分歧会导致更大的冲突规模：（1）一方的愿望水平（期望值）更高；（2）另一方显现的愿望水平更高；以及（3）双方几乎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性方案。（如果我们将图2.2a分别与图2.2b、2.2c和2.2d相比较，那么就能明了这3种导致冲突规模加大的情况）。除此之外（图2.2并未展示），如果一方和另一方表现出的愿望越坚决，那么冲突规模也会越大。坚决的愿望难以改变，因而要解决冲突就会困难重重。

如下3种情况，愿望会变得坚决而难以改变，并因此会增大冲突规模：（1）激起愿望的主要原因是重要的利益，比如安全、认同和尊重等基本的人类需要；（2）激起愿望的主要原因是能强烈感受到的原则，比如认定犯罪行为不应予以嘉奖；（3）可用的选择方案是一种非此即彼型，也就是说，一方或另一方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当出现非此即彼这样的难题时，愿望就会变得坚决，因为让步就意味着屈从。也就是说，一方必须放弃全部的利益。比如，要购买一辆轿车时，丈夫想要红色而妻子想要绿色，那么冲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妥协（或者说双方各让一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合理的或者公正的，也就是说，认定自己有权利获得所期望的结果，那么愿望也会变得非常坚决。当事人尤其难以放弃那些合理的愿望，如果合理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当事人就会觉得特别沮丧。比如，在纽约州北部的阿提卡监狱发生暴动之前，犯人们都相信，自己在监狱里的条件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因为监狱官员奥斯瓦德曾经做出过承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奥斯瓦德的承诺并未兑现，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们感到异常失望。这种失望感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付出惨重代价的监狱暴动。在这次暴动中，将近40名犯人和监狱官员送掉了性命（New York State Special Commission on Attica， 1972）。


相对剥夺的作用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合理的愿望未获满足，那么由此而带来的不良体验就常常会导致利益分歧。这样一种体验称为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情况下，一方的剥夺感是相对于某种合理标准而产生的，因此这种剥夺感具有相对性。比如，上述阿提卡监狱犯人的精神状况就可视为相对剥夺，这些犯人并未获得自己认为理应得到的事物。

人们如何判断愿望是否合乎情理？判断可能会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如果其他人认为这些愿望是应该获得的，正如阿提卡监狱的例子，人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愿望是合理的。有时，判断也可能会根据某些社会规范的要求。这些规范明确指出，所有处于某种境况下的人都应该获得些什么。因此，在第1章所描述的罗德尼·金被殴事件中，那些暴动的人们可能相信美国的社会规范不允许警察打人，而这种规范本身是正确的。另外，人们判断愿望的合理性还有其他标准，比如，将自身所获的结果与其近期所获经验作比较，或者与具有可比性的另一方所获得的结果做比较（Brewer & Brown， 1998）。

相对剥夺会产生两种效果。其一，相对剥夺会提醒冲突一方注意利益矛盾的存在。一方在探究剥夺的起因时，会了解与自身利益矛盾的冲突另一方。其二，相对剥夺往往伴生沮丧感和愤怒感，而这些感觉是力量的源泉，使得人们更经常、更卖力地应对剥夺。当剥夺看似不合理时，这种力量变得尤为强大。设想一下，如果某人感觉相对于某种合法标准自己本应获得的事物被剥夺了（即遭遇不公平或不公正的待遇），没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如这种剥夺感更能促使人采取行动（dEstree， 2003）。如果冲突一方认定某项剥夺源自某个人或某一群体，那么这种力量就会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使得冲突一方倾向于采取争斗行动。

如果相对剥夺感一直持续，最终可能会引发绝望感，而这种感觉通常会造成一方愿望的消失，冲突从而减少了。为了适应现实，一方也会调整自己的愿望，这就减少了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所以如果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效果，那么导致冲突出现的并非剥夺本身，而是相对剥夺，也就是与一方所期待的或感觉应该获得的事物相比之下而产生的剥夺感。

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相对剥夺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某些理论学家将之视作冲突出现的必要条件（Gurr， 1970；Kriesberg， 1998）。我们对这种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相信，一方能从相对剥夺以外的其他证据中，得出自身与另一方存在利益分歧的结论，这些证据包括另一方关于自身动机的声明，以及一方对另一方信任感的缺失。



激发冲突的条件


很多条件能激发冲突的发展，或者说会导致感知到的利益分歧的发展。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我们将这些条件分为4大类，即情境的特征、冲突各方的特征、冲突各方相互关系的特征以及冲突各方所在社区的特征。


情境的特征


稀缺性　如果各方都希望获得某一有限的资源，就往往会出现冲突。比如，两个男人为了获得某位单身女子的青睐而相互竞争。再比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控制耶路撒冷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既然在一方获得大量资源的同时，另一方必定只能获得少量资源，冲突就难以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冲突各方对稀缺性认知的增长，他们追逐有限资源的愿望也会变得更加强烈。无论是领土、停车位、恋人还是市场上新出的玩具，数量越少，人们就越珍视，越想占有。这使得人们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和坚决，进而增大了冲突的规模。为什么人们会对感觉稀缺的事物倍加珍视呢？一方面因为，稀缺的物品往往拥有更大的价值，人们根据经验认为，稀缺性与物品的价值有关联；另一方面因为，人们讨厌对自由的任何限制，而某一物品的稀缺性却意味着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它，于是，为了重获这种失去的自由感，人们就会反抗，千方百计要得到这一物品（Cialdini， 2001）。

对某一稀缺物品的竞争会使该物品看上去更有价值，从而增大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假如你亲身经历过“比尼宝贝（beanie baby）”热，或者是“神奇宝贝卡（Pokeman card）”热，那么很容易赞同这一观点。“比尼宝贝”是一种里面装满了豆子的布艺玩具。在这种玩具大热之时，各玩具店只要新运来一批“比尼宝贝”，人们就立刻向商店冲去。为了抢购这些供应量“很少”的玩具，人们拼命地用胳膊肘推开甚至撞开其他抢购者，因此而发生的斗殴事件也不绝于耳。在“比尼宝贝”热进入了疯狂的巅峰状态时，有些人甚至愿意花费数百美金来购买这一实际价值不超过10美元的小玩具。物品的稀缺性与他人的竞争行为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令人疯狂的愿望。在这一案例中，“比尼宝贝”的稀缺性是玩具公司刻意制造出来的。

除了使一件物品看上去更具价值之外，竞争者的出现也往往会制造出时间压力。当事人没时间更全面地考虑问题，比如，“比尼宝贝”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去抢购？所以，时间压力会加大恐慌行为发生的可能。

迅速扩大的成果　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人们对未来就会更加抱有期待，期望就会随之增高。在成果迅速扩大的时期里，这种日益增大的期望有时可能会超越现实。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在屈服了两个世纪之后，美国黑人的自我意识、自信和激情都日益高涨。在这之前的十年，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学校隔离非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之后，民权的实施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到了60年代，进步的节奏开始加速，不但很多新的法律条文得以通过，而且白人的态度也普遍发生了转变。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美国黑人都没有像60年代那样普遍地表现出不满和焦躁。这很可能是因为民权运动的进步激发了美国黑人进一步迅速改变现状的期盼，随后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期望不合理，而只是说，这些期望与他人的期望不一致，因此引发了冲突。

如果当事人所获得的成果在持续扩大一段时期之后，进步开始变缓，甚至发生逆转，就非常有可能发生冲突。戴维斯（Davis， 1962：5）用证据证明：“当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一段时期后，接下来的往往是一个短时期的快速逆转”，暴动革命往往发生在这个逆转期里。恰尔蒂尼（Cialdini， 2001：219）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那些传统意义上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未必是最有可能起来反抗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把自身所遭受的剥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实际上，更有可能成为革命者的是那些至少体验过富裕生活的人们。”


冲突双方的特点


零和思维　相信他人所得必定是自己所失，反之亦然，这就是零和思维（zero- sum thinking），也称为“总量固定”（fixed-pie）假设。在这种思路下，双方似乎都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冲突便由此而生。诚然问题在本质上往往是零和的，尤其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比如，只剩下一个“比尼宝贝”，但双方都想得到它。然而，很多情况下，冲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问题在本质上具有零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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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因为冲突双方认为它是零和的。这种情况下，零和思维就成一种错误的信念。实际生活中，冲突双方的利益的确能共存，只是他们看不到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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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这种错误信念是导致冲突的罪魁祸首（Thompson & Hrebec， 1996）。


冲突双方关系的特点


相对权力的模糊性　如果冲突双方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己方比对方强大，也就是说，对权力的判断模糊不清，那么冲突就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愿望往往会变得互不相容，进而导致冲突的产生。以越南战争为例，由于美国和北越采用了不同的军事技术，双方都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并对这一信念抱有强烈的期望。直到双方打了多年的仗之后，答案才正式揭晓，即北越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公平的比较　如果一方觉得另一方并不比自己的功劳更大，却得到了更多的财富或者特权，那么冲突也会由此酿成。这就会导致不公平的比较，这种情形下愿望会因为现实原因（一方认为自己只要尝试就可以和另一方做得一样好）或理想原因（一方认为自己应该和另一方获得同样的好结果）而变得强烈。

挪威著名的戏剧家亨里克·易普生的经典剧目《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可以用来证实比较在冲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女主角诺拉是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处处受丈夫的支配。在与一名思想开明的妇女克里斯汀熟识之后，诺拉将自身条件与对方进行对比之后，开始渴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权力。这一切使得诺拉与丈夫发生了冲突，并最终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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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公平的比较可以部分地解释纳比尔·哈拉比耶（Nobil Halabiyeh）的行为。哈拉比耶是一名自杀式攻击者，他试图尽可能多地杀死以色列人。在自杀式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只知道哈拉比耶酷爱运动而非政治。然而，当这名年轻人在以色列工作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的堂兄弟这样解释，“看到以色列人过着奢华的生活，也许他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好呢？”（Hockstader， 2001）。与巴勒斯坦诸多其他自杀式袭击者的动机（例如迫切希望为自身所在的群体改善条件、复仇等）相比，哈拉比耶先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不公平比较的影响。

有数项研究结果表明，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社区的谋杀率都要更高（Berkowitz， 1993）。不公平的比较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研究结果。试想，如果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那么后者就可能变得更加愤怒。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这种不公平的比较，进而防止冲突的发生呢？最公平的办法是，在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上尽量平等。此外，我们还常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制定一套固定的规范，将奖励与某种单一且很容易度量的标准相结合，比如个体的资历或者受教育程度。美国的公务员体系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以尽可能地减少不公平的比较。二是普遍为各种公司机构所采用的隐匿员工奖励信息的方式。由于薪酬信息很容易保密，许多公司机构都将薪酬信息隐匿起来，以避免冲突的发生。

身份地位相差悬殊　如果冲突各方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那么极有可能发生不公平的比较（Kriesberg， 1998）。人们在评估功劳或贡献时可能存在多重标准，若按照其中一种标准，某个人的功劳或贡献就超过他人，而按照另一种标准，情况则恰恰相反，这样就会出现身份地位的差别，或者说等级不均衡现象。比如社会上经验和教育都能用作工作业绩的评定依据。经验丰富的人愿意相信，工作中经验是最为重要的，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则持相反观点。如果这两种人一起工作，双方都可能觉得自己要比对方更应获得奖励，这时，冲突就尤其有可能发生。

相反，如果身份地位体系足够明确，无论按照哪种标准，胜出者都是同样的人，那么人们就不大可能去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进行比较，因而冲突也就减弱了。假设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社会，优势越多的社会阶层就越应该拥有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社会体系就一定是最有效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就建议设立这样一个虚拟社会：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那些体内有金元素的人，而辅佐者是那些体内有银元素的人，而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体内则只有铁元素和铜元素。此外，认为存在低等种族和性别等级的谬论也有着类似的目标。美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美国黑人和妇女智力低下、情感匮乏，因此不应该获得嘉奖。同时这些人自己也大多认可这种谬论。这种谬论让人们相信，优势越多的社会阶层就越应该拥有更多的资源，因而避免了人们的向上比较，阻碍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Wood， 1989）。这种情况下，虽然社会的公平正义惨遭践踏，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确减少了。

猜疑　猜疑是指一方认为另一方对己方的利益充满敌意或漠不关心。形势不明时猜疑会使人感到威胁，从而引发冲突（Pruitt，1965）。我们以兹讷斯等人（Zinnes et al.， 1961）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事件的分析为例。1914年欧洲有两大对立的联盟，一个联盟的主要成员是德国和奥地利，另一个联盟的主要成员是英格兰、法国和俄国。这两个联盟相互之间充满猜疑。当一名塞尔维亚公民暗杀了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之后，奥地利当即宣战。而为了阻止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俄国出动了军队。之后，由于担心受到俄国及其同盟国的袭击，德国跨过比利时，对法国进行了袭击，战争由此而爆发。显然，德国皇帝误解了俄国出动军队的目的，错误地认为对方要大规地模袭击自己。这种误解就源于高度的猜疑，导致德国皇帝试图通过掌握军事主动权来阻止袭击。

猜疑的反面是信任，暗示着一方相信另一方对己方的利益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这样的关注不一定要真实存在，但一定要使一方能感觉到积极的情感。就一方而言，如果相信另一方要依赖自己，而不会激怒自己，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这种信任感。正如定义中所说，信任会使一方相信，另一方将己方的利益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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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就会被阻止。


社区的特点


我们用 “社区”一词来指代较大范围内冲突各方的集合体，可能发生争论的各方都是这一集合体的子集。比如，对于一对已婚的夫妇而言，社区就是他们生活的家庭或者居住的小镇。对于两个毗邻的小镇而言，社区将是他们所在区域内的县、州或者省。对于两个国家而言，社区将是他们所在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或者一个整体的“国际组织”。双方的成员关系可以分属于多个的社区，而社区的特点也常常会影响社区成员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安全困境　 前面说过，1914年两个处在竞争状态的欧洲联盟之间互相猜疑，而这种猜疑可以部分归因于斯奈德和迪辛所说的安全困境（Snyder & Diesing，1977）。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区中，邻里之间很难有互不信任的理由，因为掌握权力的第三方——警察和法庭，会对这些公民予以保护。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往往无法找到既有权力、又愿意进行干预的第三方，使得国家或国家同盟必须进行自我保护。换句话说，国际社区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Mearsheimer， 2001）。1914年前的那些年，这种状态造成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不断累积，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战争准备又进一步增强了体系内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使得战争的准备（如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猜疑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境涉及一种两难的处境，虽然各个国家因害怕攻击而武装起来的行为是合理的，但其实如果各国之间能相互信任，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但却没有任何一国信任对方阵营。不幸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之间无法相互信任。安全困境是著名的“非零和游戏”，即“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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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版本（Pruitt, 1997；Rapoport & Chammah, 1965），游戏中个体的理性促使冲突双方无法进行合作，但其实如果他们能互相合作，双方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好。

其他情境下，如果缺乏有效的第三方保护，也会产生安全困境，并由此产生猜疑问题。这些情境包括那些人口不太密集的边境地区（如拓荒时期的美国西部地区）、警力不够的城市中心地带以及一些监狱。

缺乏规范性共识　社区和社区内的群体会不断地完善规范（即规则），以约束社区成员的行为。这些规范包括社区期望人们追求的目标、角色定义、决策程序以及社区成员地位和权力高低的具体规定。这些规范的主要作用是切合潜在的反对者的愿望，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Thibaut & Kelley， 1959）。比如，如果反对盗窃这个规范不存在，那么冲突将会变得非常普遍而且严重，以至社会实际上无法正常运行。再举一个影响力稍弱的例子，比如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就明确了日常工作的单一工资水平，限定了工人和雇主的期望值，从而降低劳资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规范起到类似的作用，即配偶一方做饭而另一方洗涤餐具，这已经为很多家庭接受。

如果社区缺乏规范性共识，那么某些社区成员将会产生与其他成员利益矛盾的愿望，冲突就会普遍存在。我们举个典型的例子，当今很多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陷入僵局，这是因为，当今社会在界定配偶能彼此期待的合理行为上，比以前的界定要模糊得多（Rubin & Rubin， 1989）。

冲突不多的社区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范，这些规范约束着那些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人际关系，如权力和地位关系。比如，雇主和工人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因为两者之间的行为和期望联系紧密。但大部分人在刚开始工作时，都非常清楚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工人会期望能大致按照雇主的要求行动，并努力给雇主留下好印象，而雇主则希望给出清楚的工作方向，并给予正强化和负强化。如果我们想找出职场冲突潜在的因素，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并不存在导致冲突的环境。

如果在某一社区，规范得到了权力阶层的普遍支持，那么即使弱势群体的规模很大，也不大会产生改变这些规范的愿望。因为大部分人学会了适应，他们大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他们的愿望与社会现实是相适应的。

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社区中，人人都是快乐的。因为处于最劣势地位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不快，比如美国黑人、妇女、学生或者奴隶。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充满了沮丧（因为其他所有人似乎都支持这一规范），或者充满了恐惧（恐惧来源于那些实施规范的手段），以至于无法改变现状。诚然，面对这种困境，也还是有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懈地斗争。如果这些人能轻易地逃离现状，就像19世纪时很多美国人从新英格兰移民到西部边陲那样，冲突就不会发生了。



群际冲突的根源


前面我们从整体上阐述了引发冲突的过程和条件，不管冲突的主体是个人还是群体。现在我们讨论那些只影响群体冲突的条件。 “群体”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身份，并且具备互相合作的能力。我们用这一术语来指代各种集合体，不管他们是配偶、工作团队、组织机构、政治派别、还是民族、国家。当然这些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差别，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努力说明这些差异。但许多基本原则适用于各种层次的群体，我们将在本部分中重点讨论。


罗伯斯山洞实验


在美国俄克拉马州的圣波伊斯山（Sans Bois）中，有一个孤立的但却占地甚广的国家公园——罗伯斯山洞公园。1954年夏，研究者在这里进行了一项最著名的群际冲突实地研究。主要的研究者莫扎菲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他的同事（Sherif et al.， 1961；Sherif & Sherif， 1969）精心挑选了一批几乎在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的12岁小男孩，并将这些孩子们分成两组，每组12人，分别带到两个相互隔离的营地中。几天过去了，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对方群体的存在。他们参加了各种各样典型的夏令营活动——划独木舟、游泳、野餐、搭帐篷、在附近的室外棒球场打棒球等等。不出研究人员的意料，群体凝聚力或者说“我们”这一感觉，很快就在两个群体中出现。两组成员都给自己的群体起了名字，分别叫做“响尾蛇”和“老鹰”。

又过了几天，两个群体都发现了对方群体的存在，都渴望在团队运动项目中与对方一决高下。甚至在发生实际接触之前，两个群体就产生了竞争意识，还常常萌生敌意。双方都自信地认为自己会在竞赛中打垮对手。

在比赛开始的第一天，研究者们在餐厅里向孩子们展示了比赛奖品——一个闪闪发亮的奖杯、一些做工精美的奖牌以及数把四叶小刀，并宣布只奖给获胜团队。不出所料，这些奖品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竞争感和敌对感。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恶语相向。虽然双方起初还想努力保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不过双方很快就停止了这种努力，频频侮辱谩骂对方（“一群畜生”、“叫花子”、“胆小鬼”、“可怜虫”）。之后，双方的敌对行为迅速升级，针锋相对地袭击对方或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但砍下对方的旗帜，破坏对方的小木屋，而且还偷偷地搜集并制作了很多武器，包括球拍、棍子、装满石块的袜子。等到比赛结束，双方成了不同戴天的仇敌。

幸运的是，孩子们的这一野营经历，最终的结局是令人愉快的。研究者们成功地将这种敌对群体关系转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第9章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种转变。但目前我们重点讨论造成群际冲突的原因。为什么“响尾蛇队”和“老鹰队”如此轻易地就变得互相敌视呢？


现实冲突相对于社会认同


罗伯斯山洞实验中冲突的发展有两种解释。谢里夫将冲突归因于研究者强加于男孩们身上的竞争情境。他认为，比赛在群体之间制造了利益分歧，而为了解决这些分歧，群体采用了争斗之术，进而导致了冲突升级。这种解释建立在坎贝尔（Campbell， 1965）的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冲突总是能用某些有形资源（如领土、金钱、奖品等）或无形资源（如权力、声望、荣誉等）来进行解释，双方都渴望拥有这些资源但数量有限。虽然这一解释很有价值，但是如果用来解释“响尾蛇队”和“老鹰队”的实验结果，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两队的敌对在他们进入到竞争情境之前就开始了，实际上，彼此的敌对始于他们听说对方存在的那一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塔吉菲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 1979， 1986）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仅仅意识到外群体（out-group）的存在，就足以激起内群体（in-group）的群际竞争或歧视反应” （Tajfel & Turner， 1979：38）。这是因为，个体所属的群体是此人自我概念（自我身份）的一部分。因此，个体为了满足自尊感，就会倾向于积极看待自己所属的群体，这就产生了内群体偏见。带有内群体偏见的成员会过高地评价内群体成员，而且会偏向于支持内群体成员（Brewer & Brown， 1998）。虽然这种偏见未必一定会引发冲突，但是如果人们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轻蔑或者侮辱态度，或者为了内群体而去夺取外群体所需要的资源，那么就可能引发冲突。

社会认同理论得到了 “最简群体（minimal group）”效应或“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效应等许多研究的支持（Tajfel， 1970）。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依据某种无关紧要的主观标准将一群人划分成两个临时性“群体”。比如，在进行了某项艺术偏好的假测试之后，研究者可能告知一部分人，测试结果表明，他们更喜欢克雷的作品，而另一部分人更喜欢康定斯基的作品。虽然这种人为地暂时划分出的两个群体内部成员以及两个群体的成员未发生任何的互动，但是人们还是更加喜爱、高估并且偏向于支持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而对另一群体的成员则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Gaertner & Dovidio， 2000）。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偏袒自己的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在人类社会如此普遍（Summer，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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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也有很多冲突的案例，不但与最简群体效应类似，而且能用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解释。我们以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为例。公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绿派和蓝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Ridley， 1996）。当时，马车比赛是一项颇受城市民众欢迎的运动。比赛时一组车手身着蓝色套装，而另一组车手则身着绿色套装，因而很容易区分开。不久之后，这一看似不重要的识别方式却将整个城市划分成支持绿队的绿派和支持蓝队的蓝派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敌意，迅速与宗教和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激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在骚乱中，绿派杀害了3 000多名蓝派成员，而蓝派则屠杀了30 000多名绿派成员，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夷为平地。最近，在欧洲频频爆发“足球大战”，虽然这些打斗的暴力程度远远不及蓝绿两派之争，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此外，类化过程也使冲突各方产生“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想，似乎是引发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


群体愿望与群体失望


群体内部通常会有大部分成员都持有的共同愿望，或者叫做群体目标和群体标准，这意味着不同的群体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一对已婚夫妇和一名汽车经销商在一辆新车的价格问题上发生微不足道的小冲突；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和版图问题上发生根本利益的大冲突。

群体愿望往往源自群体自身强烈的根本需要，这些需要群体成员都能感同身受（Fisher， 2000）。因而，很多以色列人的立场都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关注，鉴于以色列四周都是敌对势力，这种安全顾虑并不奇怪。而巴勒斯坦人的根本需要则包括认可、自我决定以及公正对待，这样的需要也不奇怪，因为数百年来，他们一直被外来者控制。双方都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能否自由实施，这一点至少能部分地解释双方在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上出现的分歧。

与基于个体需要的情感相比，基于群体需要的情感往往深厚得多。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自杀性袭击事件。虽然劫机冲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可悲地受人蛊惑，但是袭击行为却似乎表达了那种捍卫种族和宗教群体利益的深切愿望。

相对剥夺感在集体和个体层面上都会出现。如果人们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某些合理的标准进行比较，认为剥夺这一事实成立，那么冲突往往会接踵而至。这种现象称为同胞剥夺（fraternalistic deprivation），与之相对的是自我剥夺（egoistic deprivation），即发生在个体层面上的相对剥夺（Runciman， 1966）。要想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第1章讨论过的案例，即洛杉矶市的黑人居民在罗德尼·金被殴打之后所经历的余波。当时，很多人都希望那些残暴地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们，被送上法庭、宣判有罪和接受惩罚。当法庭裁决这些警察无罪之后，人们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对美国黑人这一群体的不公正行为。随后发生的暴动就是同胞剥夺引发的结果。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同胞剥夺才是群际偏见和政治暴力的主要根源，而不是“自我剥夺”（Brewer & Brown， 1998）。

社会认同理论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遭受同胞剥夺时常常会感到焦躁不安，因为人们会认为群体受到攻击就是自我价值受到攻击。


群体认同


对于那些为群体目标努力工作，并且对同胞剥夺敏感的人们，他们必定对自己所属群体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肯定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美国黑人、底特律市民或者高中乐队成员等。随后，那些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其成员对群体有高度的认同感），就会比那些缺乏认同感的群体，更经常、更深入地卷入到各种冲突之中。因此，与意大利裔美国人相比，美国黑人的情绪要激进得多，事实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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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体认同感强烈，那么人们就会对群体中的任何成员及所有成员所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为了抗议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遭遇，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都可能会聚集街头表示抗议。

即使最没有凝聚力和持续时间短暂的群体，也能建立一定程度的群体认同，这已经在先前最简群体效应的讨论中得到例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那些相互只有肤浅共同点的人们，即使简短的交往也会给他们带来群体认同感，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试想一下，那些具有历史关联的族群或者宗教关系的人，如果认识到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或者基本人类需要正在遭受非法剥夺，那么他们会产生多么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冲突群体的动员过程，通过群体动员能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并与强烈的群体愿望结合在一起，共同激发群际冲突。


冲突群体动员


冲突群体动员理论（Azar， 1990；Coleman， 1957；Dahrendorf， 1959；Gurr， 1996）主要考察，关系松散且政治消极的人们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冲突群体的过程和条件，而且该冲突群体还应具备挑战现状的能力。该理论主要想了解那些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发展出抗议、暴动和革命的能力。该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下列事件，美国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饮用水中加氟计划引发的公众抗议，南美黑人运动的发展，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行独立战争。甚至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组织动员过程。

该理论始自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的拥有潜在利益的准群体，即一群拥有共同利益，但对此并未充分认识的人。群体动员的过程往往始自触发事件（或系列事件），警醒或者唤醒了准群体成员（Azar， 1990）。比如，在南非夏普斯维尔大屠杀（Sharpville Massacre）中，手无寸铁的黑人抗议者遭到白人当局的射杀。再比如，18世纪英国政府的茶叶税收政策警醒了广大北美殖民地人民，最终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人们将一船茶叶倾倒在港口里以抗议苛税。如果准群体成员彼此再就此类事件进行沟通，那么他们的同胞剥夺感就会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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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至关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领导者，他们不但能清楚地表达出人们的关注点，而且能加强成员的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失望感，认清对手，并且开展行动来安抚群体的不满。冲突群体就此形成，群体成员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认同感（群体身份），都对某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感到同样不满，都有安抚这些不满的愿望，彼此通过领导层或直接沟通。

如果出现了许多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群体，就有可能发展到下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具有超凡个人吸引力的组织者会设法将分散的群体团结起来，迫使政府注意到这些群体的不满，一场运动由此形成”（Zartman， 1995：13-14）。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北美的乔治·华盛顿以及基地组织极端分子本·拉登，都属于此种具有超凡个人吸引力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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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变革群体的领袖可以视为洋葱的核心，那么紧邻洋葱核心的外一层就是该领袖最密切的组织，负责发动各种冲突（比如基地组织）。该组织被更大的人群（即被唤醒的冲突群体）所包围，他们积极支持该组织，向该组织输送新成员，提供金钱和政治庇护。我们还会发现，洋葱的最外层是一个更大的群体，该群体虽然对该领袖及其组织的部分或所有目标表示同情，但是却不愿支持该组织所采用的战术。

激发冲突群体动员的条件　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曾明确指出，冲突群体的动员要满足3个条件，这3个条件满足后还会激发群际冲突。第一个条件是群体成员的沟通能力。沟通强化了普遍的群体认同，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发展，加深了同胞剥夺感。有时统治集团能压制不满的准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比如限制集会权、隔离同伙犯、或者在亚群体之间制造矛盾，以防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在空间上或者心理上隔离群体成员，这些战术可以防止冲突群体结成联盟或者制订计划。不过，随着电子邮件和网络沟通的出现，要制造空间上的隔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技术进步的确推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沟通，使得基地组织快速发展，并可能组织发动9·11袭击。

第二个条件最为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能将冲突群体组织起来，并能为群体制订行动计划的领导层。在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54年所写的小说《蝇王》中，当一群孩子因船舶失事而被抛在一个孤岛上时，两名领导者迅速脱颖而出。其中一名领导者拉尔夫的领导方向是，引领年龄小点的孩子们逃离孤岛并寻找外部救援。相比之下，另一名领导者杰克则似乎想鼓动那些在孤岛上感到恐惧的孩子们组成冲突群体，准备同杰克之外的所有其他权威作斗争。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杰克占据了优势。

再则，统治集团常常会想方设法除掉新兴的领导者，他们的手段有监禁、驱逐甚至杀害。不过，这类行为往往会弄巧成拙，反而坚定了冲突群体的决心。还有一种可能，统治集团会试图“招安”这些领导者，与之形成某种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韩国政府先前就采用过此种战术，特意给那些反对派领导人授以政府要职。比如，有一位大学校长对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进行了抨击，并获得了大批激进学生的支持。之后，政府任命该校长为教育部部长。他走马上任之后，很快就收回了自己先前的抨击言论，开始转而支持政府的立场。可见，“招安”很容易将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达伦多夫所阐述的第三个条件是，（群体所处的）大社区眼里的群体合法性——或者社区至少不对群体实施有效的压制。因此，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易组织起反对者群体，虽然后者并非不可能发生。此外，民主政治下的冲突群体反而不大可能具有革命性，因为政府往往会对他们的抗议进行回应，并倾向于做出改变。

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延展中，还暗含着引发冲突群体动员的另外两个条件（Tajfel & Turner， 1979），并且得到了研究证据的支持（Brewer & Brown，1998）。第一个条件是，几乎没有或者根本不存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即个体从低地位群体向高地位群体移动。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卢旺达居于统治地位的图西族和居于从属地位的胡图族之间的关系。500年以来，这两个群体一直处于混居状态。正如古雷维奇（Gourevitch， 1998：47-48）所言，“胡图族和图西族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相互之间通婚，混居在并未划定领土边界的同样的山丘上，有着共同的酋邦式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然而，在殖民地时期，殖民者重新制定族群边界，族群边界不但清楚明晰，而且缺乏渗透性，于是就出现了乔伊特所说的“被阻碍的认同”现象（Jowitt， 2001）。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后殖民地时期，严重损害了群际关系和群际混居状态。“被阻碍的认同”有助于解释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在短短的100天之内，就有超过80万的图西族人和持温和态度的胡图族人惨遭杀害。

如果可以进行社会流动，那么群体动员就往往会受到限制，而代之以这样的情形，即“鼓励个体远离原来所属的群体，并努力让自己及其直系亲属获得统治集团的接纳。社会流动性被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奉为神圣”（Hogg，1995：558），能让社会体系避免严重的群际冲突。社会流动性也暗示着，如果一方取得的成就不如另一方，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因此，一方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来要求更大的回报，也没有进行不公平比较的合理依据。

引发冲突群体动员的另一个条件是，地位较高的群体看上去软弱或者非法，因而很容易遭遇挑战。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即地位较高的群体看上去不但强大而且合法），那么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就可能会去进行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而不是进行群体动员攻击社会。社会创造指的是，地位较低的群体通过表明自身所长（比如，美国黑人拥有“灵魂”），或者将自己与那些地位更低的群体进行比较（比如，美国黑人要优于穷苦白人），而自认为要优于那些地位较高的群体。



总结和结论


当看起来已经没有哪种选择能同时满足当事人双方的愿望时，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就会出现。冲突之所以发生，或者是因为双方的愿望都非常强烈，或者是因为缺乏整合式选择方案。如果双方的愿望都很坚决，都认为自己的愿望合理，冲突的规模就会变得相当大，因为双方都无法让步以解决问题。我们常常会发现，相对剥夺会造成利益的分歧；而相对剥夺引起的失望感会促使人们追逐冲突目标。

无论是在人际层面还是群际层面上，以下这些条件都会引发冲突：资源的稀缺性、迅速扩展的成果（尤其是在进步变慢的情况下）、零和思维、相对权力的模糊性、不公平的比较、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猜疑以及缺乏规范性共识。由于有利的群际比较是自尊的源泉，因此仅仅另一个群体出现，就可能引起群际冲突。如果群体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 “同胞剥夺”，那么群际冲突就更可能发生。（“群体”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小群体、政治实体、组织、国家以及任何其他拥有共同身份和合作行动能力的人群。）

群体动员必定发生在那些拥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卷入冲突之前。群体动员包括，形成共同的群体认同，产生一个领导机构，在追逐共同利益时采纳群体目标。此外，群体内部的沟通能力、是否拥有领导层、（群体所处的）大社区眼里的群体合法性、感知到的外群体软弱或者非法（并认为外群体阻碍群体成就）以及社会流动性的缺失，都能激发群体动员。群体动员一旦发生就难以扭转，正所谓覆水难收。

统治者为了阻止挑战其权威的群体动员，可以采用3种战术，即干扰群体的内部沟通、除掉潜在的领导者以及“招安”这些领导者。在本章讨论的诸多原则中，还隐含着其他能压制冲突的战术。这些战术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因而表面上来看似乎颇具吸引力。不过，它们也很容易带来反作用，往往会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有时造成不公正现象，通常无法保证长治久安。

接下来，我们要转而讨论策略选择。第3章我们要讨论，决定一方在4种应对冲突的策略（争斗、让步、问题解决以及回避）中进行选择的条件。



第3章 策略选择


彼得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期待着能在一间安静的山间小屋中度过两周的假期。在那里，他能打猎和钓鱼，还可以漫步山间，登高远眺。然而，他的这一梦想却突然遭到妻子玛丽的反对。玛丽觉得在山上度假太无聊了，他们应该去热闹的海滨胜地——马里兰州的海洋城度假，但彼得却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主意。为了解决这一争端，彼得必须决定采用何种策略。

第1章我们提到过4种解决冲突的基本策略，这些策略彼得都能采用。其中3项是积极策略，旨在解决冲突。比如，彼得可以采取争斗行动，并努力降低玛丽的期望；他还可以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努力找出解决的办法，要么两个地方都去，要么去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度假胜地；或许，他还可以向玛丽的要求让步，同意去海滨度假。第4种策略要更为被动：彼得要么表现出不作为，要么撤出争端，进而完全回避冲突。

本章要考察决定彼得（或者更广泛地说任何面对冲突的人）在这些基本策略中作出选择的条件。



策略的本质


争斗策略指冲突一方只根据自己的主张，罔顾另一方的利益而作出的任何解决冲突的努力。冲突一方采用这种策略，往往是在坚持己方愿望的同时，试图说服或者强迫对方让步。冲突一方如果选择了争斗策略，可以运用各种战术，包括为自身的立场辩护，威胁对方（上例如果玛丽不同意到山间度假，彼得就可能会与她分开度假），实施某种惩罚，直到另一方妥协才肯撤销（比如，彼得开始冷淡玛丽，直到她同意自己的度假计划）。如果冲突一方希望协商解决争端，那么争斗策略还可以使用另一些战术，如出示有说服力的证据、提出实际上远超对方所能接受的要求、将自身置于“坚定不移”的立场或者设置最后期限。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战术。

相比之下，问题解决策略要设法找到那些致使冲突双方产生分歧的问题，并呼吁双方共同解决。如果冲突一方选用此种策略，就会在坚持己方愿望的同时，还试图兼顾对方的愿望。问题解决策略既可以由双方互相讨论共同实施，也可以由冲突一方独自进行。问题解决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战术。有些战术风险较大，比如先让步转而期待对方让步作出回报、将谈话重点放在可能的妥协方案上以及披露己方潜藏的利益点。有些战术则较谨慎，比如暗示可能的妥协方案、委托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来讨论问题、通过幕后会议进行沟通以及通过调停人进行沟通。我们将在第10章进一步讨论问题解决策略的各种战术。

让步策略指的是降低冲突一方的期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投降。比如，为了使双方更易达成一项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协定，彼得可能会决定放弃自己的次要目标，即漫步山间、登高远眺。之后，他就可以着手解决问题了，寻找一处既能打猎也能捕鱼的静谧度假胜地，而妻子也能实现她的主要目标，在繁华的海滨旅游胜地度假。

第4种策略回避策略指的是不参与冲突。这种策略大致有两种形式，即不作为和撤退。如果冲突一方仍旧与另一方保持联系，但是并不设法解决冲突，就是不作为。因此，彼得可能会避而不谈冲突问题，而寄希望于逐步淡化问题。还有一种形式，即如果妻子坚持要讨论假期问题，彼得可以采用推脱战术，比如“用深奥的术语讨论问题，发表不着边际或者程序性的言论，或者问一些与冲突无关的颠三倒四的问题”（Van de Vliert， 1997：33）。如果不作为不足以终止一场新的讨论或者争吵，彼得还可以从冲突的问题上撤退，只需说自己不想再讨论了，但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度假，或者根本取消度假，他就能回避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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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选择


在4种基本策略中，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就不太可能使用其他的策略。由此看来，这些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取舍关系。回避策略与其他3项策略完全不相容，这是因为采取其他3种策略的冲突方会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以解决冲突。虽然有时人们会同时使用争斗、让步以及问题解决策略（Van de Vliert， 1997），但是这3种策略并不完全兼容。原因有三。首先，无论我们在这3种策略中选择哪一种，都是为了解决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发现，某种策略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那么很可能会转而选用其他两种策略。其次，这些策略的选用需要不同的心理取向。比如，冲突一方如果打算向另一方让步，或者和另一方合作，那么试图左右另一方的行为就显得不太妥当。第三，这些策略往往会给冲突另一方传递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让步常常意味着自己不够强大，这就与向另一方有效地施加压力的行为矛盾，而争斗则可能会削弱另一方的信任，降低问题解决的有效实现的可能性。

本章剩余的篇幅将主要探讨4种影响基本策略选择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我们总结为双重关注模型（dual concern model），这种理论主要探查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对结果的相对关注力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第二种理论我们称为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这种理论认为策略选择取决于冲突方感知到的成功可能性，以及各种策略实施的成本或风险。第三种理论侧重归责方向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而第四种理论则注重文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这些理论具有互补性，因为某种理论所忽略的问题可以用另外的理论来解决。

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很多，许多都来自实验室所做的模拟谈判实验。谈判（negotiation）是一种冲突行为，往往发生在冲突双方（或多方）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利益分歧时。在实验室研究谈判时，往往把参与者（通常是大学生）置于模拟的谈判环境，研究者操控与冲突有关的变量，并仔细测量参与者对这些变量所做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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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关注模型


图3.1展示的是双重关注模型。该模型假定冲突一方有两种关注点：一是对一方自己结果的关注（也称为“自我关注”），标在横轴上；二是对另一方结果的关注（也称为“他方关注”），标在纵轴上。图上这些关注点的变化范围可从“漠不关心”（在两轴交叉的零点上）到“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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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的两个关注点定义如下：自我关注指的是，在争论的领域中，冲突一方着重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冲突一方的自我关注太过强烈，那么其愿望会变得过高并且固执，而且还会非常排斥让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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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另一方关注则意味着，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利益予以重点关注，感觉自己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的好坏负有责任。这种关注有时候是真诚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发自内心地关心另一方的福祉。不过，多数情况下这种关注是工具性的，或者说是策略性的：冲突一方帮助另一方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冲突一方乐意帮忙，只不过是为了讨好有权势的另一方。

双重关注模型对影响策略选择的原因做了如下预测：如果冲突一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都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那么就会倾向于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果冲突一方只是强烈关注另一方所获结果，就会倾向于采用让步策略；如果冲突一方只是强烈关注己方所获结果，那么就会采用争斗策略；而只有在冲突一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都不太关注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回避策略，尤其是不作为行为。

某些版本的双重关注模型（Blake & Mouton， 1964；Rahim， 1983；Thomas， 1976）还包括第五种策略，即“妥协（compromising）”策略。妥协是指冲突双方努力在双方的诉求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妥协点，这是一种双方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妥协策略位于图3.1的中心部分，与其他四项策略距离相等。我们认为妥协策略并不能与其他策略截然分开，而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问题解决策略，因为冲突双方并没有全力寻求能满足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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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Thomas， 1976）指出，双重关注模型往往错误地将两个关注点简化为单一的维度，一端是自私（自我关注），而另一端是合作（对另一方关注）。这样的简单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很明显，两种关注同时都可以很强烈。冲突各方既有自私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从而可能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果我们承认双重关注，就必须区分与另一方合作的两种方式，即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而之前的策略选择理论并未将这两种策略完全分离，只是提出了从竞争到合作这样一种单一的动机维度（Deutsch， 1973）。此外，承认双重关注也迫使我们区分冲突一方谋取自己利益的两种方式，即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


冲突类型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最初是作为冲突类型中的一种个体差异理论提出的（Blake & Mouton， 1964；Filley， 1975；Rahim， 1983；1986；Thomas， 1976）。冲突类型指的是个体应对冲突最常见的方式（Pruitt & Carnevale， 1993）。双重关注模型意味着，冲突类型是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差异变量决定的，即自我关注和他方关注。

如果冲突类型的确存在，人们在应对各种冲突状况所使用的策略就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这一点已经在两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Sternberg & Dobson，1987；Sternberg & Soriano；1984）。研究者们通过设计好的问卷来测量这些一致性（Kilmann & Thomas， 1977；Lawrence & Lorsch， 1967；Rahim & Magner， 1995），从而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某个人通常偏爱问题解决策略、争斗策略、让步策略、回避策略还是妥协策略。

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参与者针对自己应对冲突的方法进行了自我报告，研究者对报告结果进行了多维尺度分析（Van de Vliert， 1990；Van de Vliert & Prein， 1989）。这些研究结果与双重关注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发现了一种二维解决方案，且在争斗策略和让步策略之间、问题解决策略和回避策略之间距离最大。这些研究结果与图3.1中展示的双重关注模型的唯一差别是，与问题解决策略和争斗策略之间的距离相比，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之间的距离要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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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影响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


双重关注模型也可以用于这样一种理论，即阐述各种条件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该理论假设，个体总会在某一时刻发现，某种策略颇具吸引力，当然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因此，如果彼得非常渴望打猎和捕鱼（高自我关注），同时认为妻子玛丽对到山间度假表示出的疑虑很“可笑”（低他方关注），那么就会采用争斗行为。如果彼得非常渴望打猎和捕鱼（高自我关注），但是也决定取悦妻子（高他方关注）——彼得这样做，或者出于对妻子的爱，或者因为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妻子将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快——他就会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果彼得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悦妻子（低自我关注及高他方关注），就会向妻子的偏好让步。如果彼得失去了度假的愿望，并且也不在意如何取悦妻子（低自我关注和低他方关注），就会采用回避策略。

条件常常影响策略选择的观点，与认为在偏爱的冲突类型中存在个体差异的观点，并非是互不相容的。通常情况下，彼得可能会优先采用一种争斗的方式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类型），但是当他试图左右妻子时，妻子给出了负面的反应（条件），于是就可能会转而采用问题解决的立场。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哪些条件会影响自我关注和他方关注的强度。

影响自我关注的条件　高自我关注度将使冲突各方倾向于选用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同时远离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自我关注的强度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一是利益对冲突一方是否至关重要（Druckman， 1994；Druckman et al.，1988）。正如第2章所述，重要的利益会引发强烈且坚决的愿望，这与高自我关注是一回事。比如，雇员甲的工作负担极为繁重，需要在假期里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整，而雇员乙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如果管理层建议两名雇员取消自己的休假计划，那么甲为了维护自己的重要利益，就可能会采取争斗行为或者问题解决行为，而乙则可能会采用让步策略或者回避策略以避免冲突。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选择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那么自我关注度就可能会特别高，这种情况下，尤其不可能采用让步策略或者回避策略（Pruitt， 1995）。

决定冲突一方自我关注度的第二个因素是，在其他领域所获结果的意义。冲突一方的时间或精力有限，因此无法付出同样的努力来追逐所有的利益。因此，对某个问题的高度关注极易导致对其他问题的忽视。比如，如果一名雇员忙于处理各种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或者正在参与一场政治斗争，或者正从事其他颇具吸引力的活动，可能就会对休假持无所谓的态度。

将冲突一方所获结果置于何种思维框架中，也会影响该方对结果的关注度。如果在冲突中，冲突一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可能获得的利益上，那么就会采用一种积极思维框架，而当该方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可能失去的利益上，那么就会采用一种消极思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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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与使用消极思维框架进行谈判的人相比，使用积极思维框架的人能作出更多的让步（Neale & Bazerman， 1985；Schweitzer & DeChurch， 2001；Thompson， 1990a）。如果冲突各方将结果视为不同程度上的获益，那么很容易进行让步。但是，若将结果视为不同程度的损失，那么让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增加。所以，消极思维框架要比积极思维框架产生更多的自我关注。

害怕对抗会造成自我关注度的降低，因为争斗策略和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必然会引发对抗。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恐惧感是一种人格倾向，而另一些人则把它归因于一些条件。比如，如果冲突一方被另一方吸引，或者说依赖于另一方，但是又对另一方的感受不太确定，那么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恋爱关系刚开始时，也就是青年男女刚刚认识的时候，冲突一方可能会避免与另一方对抗，而另一方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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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针对新情侣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情感往往会阻碍各种武断行为，这些行为既包括那些争斗行为，也包括问题解决行为（Fry et al.， 1983）。

群体的自我关注　自我关注也存在于群际冲突中，以关注群体所获结果的形式出现。我们常常发现，具有相互高度认同的内聚群体（cohesive group）中，存在着对群体结果特别强烈的关注。因为这些成员共同具有某种类似的生活状况，并且相互探讨他们共同的命运。当这些群体成员将自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时，也就是在其他方面和类似的群体联合起来时，这种现象尤其可能发生（Kreisberg， 1982）。

如果冲突各方都是群体或者组织，那么实际的冲突行为通常是由其代表来实施的（比如劳资纠纷）。德鲁克曼（Druckman， 1994）发现，与那些以个人身份参加谈判的人员相比，那些被选为代表的谈判者更不愿意进行让步，这是因为，后者试图取悦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并且通常认为成员们不愿意和解。只有在少数案例中，群体成员具有和解倾向时，才不存在德鲁克曼所说的那种效果（Benton & Druckman， 1974；Tjosvold， 1977）。

其他研究表明，如果群体代表急于取悦其群体成员，比如在群体中地位较低（Kogan et al.， 1972），不为群体成员所信任（Wall， 1975），重视与群体的长期合作（Klimoski， 1972），或者有完全不同于男性成员的女性代表（Pruitt et al.， 1986），那么他们会特别不愿意让步。这些情况下，代表们对所在群体所获结果的关注大大增强。

谈判代表对群体成员的责任感（accountability）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代表们往往有义务将谈判结果报告给那些有权力的群体成员，这种责任感使得代表们对所在群体所获结果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因而特别不愿意让步（Druckman，1994），反而极有可能采用争斗之术或问题解决的方式（Ben-Yoav & Pruitt，1984b；Neale， 1984）。

影响另一方关注的条件　另一方关注度高将使冲突各方倾向于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同时远离争斗策略和回避策略。如前所述（第49页），另一方关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真诚的关注，以冲突一方发自内心地关心他方的福祉为基础；二是工具性关注，旨在谋取冲突一方自己的利益。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工具性关注是为了给另一方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当另一方对自己所获结果变得更为关注时，这种关注就会变得更为强烈；相比之下，真诚的关注旨在为另一方提供服务，而不关注另一方的自我利益程度如何。

真诚的另一方关注源于各种各样的人际纽带，包括友谊或爱情（Clark & Mills， 1979；Zubek et al.， 1992）、感知到的类似性（Hornstein， 1976）及亲属或共同的群体认同（Brewer & Kramer， 1986；Fisher， 1990）。这可能是因为，人际纽带引起了针对另一方的共情（empathy），即一种产生帮助行为的精神状态（Baston， 1998）。主动将自己放在另一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倾听那些能产生共鸣且颇具人性化的另一方的信息，也能引发共情。真诚的另一方关注也源于积极的情绪，比如，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得到了一份小礼物，吃到了美味的食物，听到了一段幽默的评论等等，都能给人们带来这种积极的情绪。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有助于促成合作（Baron， 1990；Carnevale & Isen，1986）和帮助行为（Isen & Levin， 1972；Salovey et 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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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何时，只要冲突一方认为自身对另一方具有依赖性——觉得另一方能给予奖励或惩罚，那么就通常会呈现出工具性关注。比如，期待未来双方能进行互动交流，会引发让步行为（Gruder， 1971）和问题解决行为（Ben-Yoav & Pruitt， 1984a， b）。因为，依赖性会使得冲突一方认定自己必须与另一方建立或者维系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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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积极依赖和消极依赖区分开来大有裨益——积极依赖指的是另一方能提供奖励，而消极依赖则意味着另一方只会带来惩罚。研究结果表明，当人们对另一方存有积极依赖的时候，要比对另一方存有消极依赖的时候，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性（Pruitt， 1967， 1970；Van de Vliert， 1997）。这可能是因为，消极依赖会令人产生恐惧和不满，而被另一方惩罚会令人非常反感，这种感觉往往会将另一方关注抵消掉。

依赖绝非是单方面的，相互依赖不但司空见惯，而且能令双方相互让步，或者共同解决问题。

由于冲突一方意识到自身对另一方的依赖，必然会考虑未来，即会经历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所称的“未来的影子”。我们分析冲突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当人们卷入正在升级的冲突时，往往会丧失对未来的考虑，他们太想赢得当下的胜利，以至于偏离了轨迹，而不去想与另一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几种方法重新唤起对未来加以考虑。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暂停一段时间，或者说，从争论中暂时撤退一段时间，以便冲突方能重新审视争论。

虽然人际纽带和人际依赖通常能引起另一方关注，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却又会产生消极反应：对另一方产生敌视以及采用争斗之术。当与我们有关联的人，包括朋友、亲戚及那些我们尊重的人，并未履行他们最起码的职责或者令我们感到深深的失望时，就很可能会产生这些消极反应（Bersheid，1983；Fitness， 2001）。我们感到，这些人没有给予我们应有的优待，因而变得尤其愤怒并且咄咄逼人。当我们所依赖的人对我们的需求未作出回应时，类似的反应也会出现（Gruder， 1971；Tjosvold， 1977）。对依赖的通常反应是关注另一方所获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感知到，另一方正在利用这一关注，那么情况就往往会发生逆转，产生报复行为。


双重关注模型的支持性研究


为了测试条件影响理论的双重关注模型，研究者们做了很多针对谈判的实验室实验。有项元分析总结了17项此类研究，为该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De Dreu et al.， 200）。结果发现，每项研究都表明如果高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关注相结合，就会导致冲突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如果高自我关注伴随着低另一方关注的话，就会导致争斗策略，这一点与模型的预测结果相一致。

在元分析研究中，有项研究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展示了双重关注模型的实用价值（Ben-Yoav & Pruitt， 1984b）。该项研究设置了一个模拟的批发市场场景，两个公司的代表在市场上就几种产品的价格问题进行谈判，而公司的经理们则在一旁监督他们的行为。结果表明，当代表对经理表现出高度负责（高自我关注），并且也期待着在未来与另一方谈判者继续谈判（高另一方关注）的时候，他们最可能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从而为他们的公司获取很高的收益。相比之下，如果这些代表对经理表现出高度负责（高自我关注），但是并未期待未来与另一方进一步打交道（低另一方关注），那么就最可能采用容易引起争斗之术，而只能为公司获取较低利益。推而广之，这一结果说明，组织谈判的最好方式是，不但要赋予谈判者高度的责任感（这可以通过要求他们向有权力的监管者进行汇报来实现），而且要鼓励他们与对手保持可持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讨论的是高度责任感，而不是严密的监督；研究表明，应该要求谈判者们汇报他们的谈判结果，而不是他们得到这些结果的具体方法。严密的监督会破坏创新性，因而妨碍谈判者找到那些能给双方带来利益的整合式解决方案。

虽然以上研究对双重关注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型能完全解释策略选择问题。它只是有助于理解众多决策的策略选择过程。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问题的发生往往可以找到多重原因，而且在对某一现象进行解释之时，大部分理论不过是体现了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变量而已。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进一步阐明决定策略选择的另外三个观点，即感知到的可行性、责备方向以及文化差异。



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


在三项主动策略中进行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感知到的可行性（perceived feasibility）问题，即一项策略何种程度上似乎能使冲突一方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成本和风险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可行性考量的是对双重关注模型解释体系的补充。双重关注模型说明了，在某一特殊的环境下，哪种策略是优选策略。然而，如果一项策略最终得以采纳，那么实施该策略的冲突方至少认为它具有可行性。否则冲突各方就会选用其他策略，即使该项策略不完全符合当前的各种关注点。

比如，假设冲突一方主要关注的是己方所获结果，那么就会优先选择争斗策略，因为该策略注重的是，己方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有利结果。然而，如果争斗之术看上去根本不可行，或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冲突一方就会将问题解决策略当做第二选择。这是因为，按照问题解决策略，冲突一方虽不情愿地做出一些帮助另一方的行为，但是他的自我利益却也得到了满足。

这种推理思路有助于解释谈判中经常发生的两步连环策略（Pruitt， 1981）。刚开始的时候，冲突双方都会展示令对方信服的证据，采用各种争斗之术，努力推动并且维护那些有利于己方利益的提案。然而，如果双方并未就此达成协定，那么往往会转而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找到一种能满足双方利益的选择性方案。冲突各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往往是在争斗的策略根本行不通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3个部分中，我们将讨论3项主动策略（即问题解决策略、争斗策略及让步策略）的感知到的可行性。


感知到的问题解决策略可行性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Perceived Common Ground， PCG）指冲突一方对找到同时满足冲突双方愿望之选择的评价。PCG越大，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就越可行。如果找到这种选择的可能性越大，那么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越可行。如果（1）冲突一方降低自己的愿望；（2）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方的愿望降低；（3）可行的或者可能设计出来的整合式解决方案越多（指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那么PCG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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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据上述定义，PCG是冲突的镜像（mirror image）。随着PCG上升，冲突（即在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个意义上）会下降。

图3.2中的各个图形进一步解释了PCG。在这些图形中，横轴指代的是冲突一方自身的利益，而纵轴则指代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知觉。大圆点指那些已知的选择，中等大小的圆点指那些似乎有可能被发现的选择，而小圆点则指那些风险未知的选择。像先前那样，一个点在空间中的位置指的是，一项选择对于双方而言感知到的价值。纵向虚线指代冲突一方自身的愿望，而横向虚线则指代的是冲突一方感知到的另一方所持有的期望值。

如果两条愿望线交叉领域内的东北区域（右上方）内圆点越多，而且这些圆点越大，那么PCG就越多。在图3.2的上面两幅图中，由于冲突一方自己的愿望值降低，因此图形（b）的PCG就要比图形（a）多一些；而随着感知到另一方的愿望降低，因此图形（c）中PCG就要比图形（b）多一些；而由于在图形（d）中看上去可用的选择更多，也就是说更容易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在图形（d）中的东北走向上远离初始点的圆点更大），因此该图形中PCG就要比图形（c）中多一些。

以下这些条件会使PCG增多，从而促使冲突一方选择问题解决策略：

● 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心。冲突一方可能善于沟通，并且/或者可能知道如何找出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这将会使得该方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很可能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能力较差的冲突方则往往会感觉到难以应对冲突，并且会采用让步策略或者争斗策略，而不是问题解决策略。

● 正和思维（Positive-sum Thinking）。按照正和思维方式，冲突双方的利益并不全然对立，因而问题解决策略是可行的。这与第2章讨论过的零和思维正好相反。

● 动力（Momentum）。是指在当前的争论中，如果冲突一方曾经成功达成过协定，而且成功的次数越多，时间越近，那么该方对再次成功越会充满信心，而问题解决策略也就越加可行。休伯等人（Huber et al.， 1986）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谈判中把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安排到前面，那么就能激发出这种动力，从而使得后面困难的问题更容易解决。





图3.2　感知到的共同之处（PCG）的4种水平，PCG从图a的一无所有上升到图d的非常高。


● 第三方是否存在。第三方常常担任冲突双方沟通的媒介，促成双方达成妥协，或者帮助双方找出整合式解决方案。第三方的出现使得问题解决策略似乎更加可行。

● 感知到另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的诚意。冲突一方单方面选用问题解决策略是有风险的，这种做法有可能被另一方看成是软弱的标志，进而采用争斗的冲突解决策略。因此，在另一方看上去也准备参与的情况下，问题解决策略才似乎更为可行。

信任　选用问题解决策略的冲突一方必须相信，另一方的立场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另一方可能愿意接受一种合乎情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冲突一方选用这种策略就毫无意义；策略本身也行不通。这种信念的根源就在于信任，也就是说，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方对自己的利益还是关注的。

虽然信任感使得冲突一方可以选用问题解决策略，但是未必会采用该项策略。实际上，信任感有时候还会起到相当大的反作用，激发出强烈而且坚决的愿望，并采取争斗行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冲突一方并未对另一方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关注，而且认为对方是一个容易打败的对手。这种情况下，信任则意味着认为对方软弱可欺。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种知觉，另一方必须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值得信赖的品质，也就是说，准备与冲突一方进行合作，不过前提条件是冲突一方愿意合作。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项谈判研究得到证明。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考查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某些帮助行为所作的反应，这也很可能会促使信任感产生。研究结果表明，另一方只有表露出坚定的立场，也就是说，（1）过去不愿意作出单方面让步（Komorita & Esser， 1975；McGillicuddy et al.， 1984）；（2）过去不曾屈服或者勇于竞争（Harford & Solomon， 1967；Hilty & Carnevale，1993）；（3）有很强的威胁性（Michener et al.， 1975；Tjosvold & Okun，1976）；或者（4）有不好对付的群体成员（Wall， 1977），那么冲突一方才会对这些行为进行回应。

信任感的建立方式很多。如果冲突一方感觉到，另一方对己方持有积极态度、与己方类似或者依赖己方，就会对另一方产生信任。我们以所罗门（Soloman， 1960）的研究为例，围绕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依赖性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拥有惩罚另一方的不合作行为的能力，那么对另一方的信任感就会增强。如果另一方是冲突一方所在群体的成员（Kramer & Brewer， 1984；Yamagishi & Sato， 1986），或者冲突一方觉得另一方的不合作行为将会遭到第三方的惩戒（Yamagishi， 1986），那么也可能会建立起对另一方的信任感。冲突一方信任感的建立也可能源于另一方的帮助或合作行为，尤其当这种行为发生于近期时（Kelley & Stahelski， 1970）。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曾经向另一方提供过帮助，那么也会建立起这种信任感（Loomis，1959），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另一方将对自己的帮助行为有所回报。

采用问题解决策略感知到的风险　即使冲突双方存有PCG和信任感，冲突一方也可能无法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这是因为，问题解决行为可能带来三种风险，即形象损失、立场损失以及信息损失（Pruitt， 1981）。形象损失指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由于能力不足或决断力不够而准备做出大幅让步。这种知觉可能来自于冲突一方的安抚行为，而这一知觉往往会促使另一方采用容易引起争议的策略，以便给对方施压，使之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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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风险是立场损失，指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原先的立场开始退让。如果冲突一方采用了问题解决策略常见的战术，即试探性地暗示自己可能会改变立场，那么另一方就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知觉。如果冲突一方暴露出其深层利益或者更低的底线，那么另一方就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取得优势，这就是第三种风险，即信息损失。


感知到的争斗策略可行性


争斗策略的可行性受到冲突一方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另一方显露出的弱点影响。冲突一方的论据有力吗？另一方的反驳是否有力？冲突一方是否擅长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另一方的辩论效果如何？冲突一方能否惩戒另一方？另一方应对各种战术的防护措施如何？

这些能力可以归结为我们所熟知的概念，即权力和反权力。这些概念的优点是能让我们进行广泛的概括化。比如，不管权力是谁赋予的，拥有更大权力的冲突方往往有着更高的期望，并且会更多地使用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战术，这样的情形处处可见。然而，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往往存在对这些概念过度化使用的倾向，或者轻率地进行一些几乎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概括。问题是权力有很多种，而每种权力都有一整套不同的属性（French & Raven， 1959；Raven & Rubin， 1983）。

如果另一方看来缺乏决断力、自我关注度低或者反对让步策略，那么争斗策略看上去更具可行性。如果另一方的期望看似较易改变，那么冲突一方则更有可能采取争斗行为。相形之下，如果另一方的情感极为强烈、另一方群体内成员不但影响力大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或者冲突一方已经做出了尽可能的让步，那么继续向冲突一方施加压力往往没有效果。此外，如果对手有其他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而使之远离谈判桌，那么冲突一方继续施压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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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采取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等其他战术，可能看上去更具可行性。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观点意味着，争斗行为往往具有自偿性，或者说，这种行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这种行为遭遇到失败，就表明，另一方的抵抗要大于冲突一方原来的想象，后者就会因此而放弃这种战术；如果这种行为获得了成功，另一方做出了让步，那么随着距离另一方可能接受的底线越来越近，另一方会对进一步的让步产生抵制。最终，冲突一方不得不再次放弃这种战术。

研究表明，冲突规模越大，使用争斗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Deutsch，1973）。如果冲突各方的期望越高涨并且越坚决，而且可供的选择性方案看上去希望不大，那么各方越可能采用争斗策略。这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冲突使得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不具可行性。由于冲突双方分歧较大，这些策略都不可能使双方让步，进而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定，因此，争斗策略就成了唯一可行的主动策略。此外，冲突规模也会增强冲突一方的失落感，使之感到自己无法达到目标，进而促使其采用争斗策略。采用争斗行为感知到的风险　冲突一方的争斗行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引致严重争议的行为，很可能会疏远另一方并引起冲突升级，还有可能会遭到第三方的谴责。冲突一方如果考虑到这些风险，就可能会暂缓采用争斗行为，尤其当一方对另一方具有依赖性，或者对关注另一方福利的第三方具有依赖性时。此外，冲突一方还必须留神，不要在与他方交往时给自己留下过于好斗的恶名。研究表明，背负着好斗恶名的冲突方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其他人都会避免与之打交道，即使要打交道也会采用极易引起争议的行为（Tinsley et al.， 2001）。


感知到的让步策略可行性


有时我们会怀疑问题解决策略和争斗策略能否成功，因为这两项策略的实施要依赖另一方的回应，而不只是冲突一方说了算。相比之下，冲突一方更容易选用让步策略，因为该项策略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己方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步总是一项可行的或者有效的策略。

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也能促成让步策略的采用（Pruitt & Drews，1969；Smith et al.， 1982），这可能是因为，让步策略是达成协定的最快的方法。时间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投入争论的单位时间成本，二是截止日期的临近。在谈判中，时间压力可能来自为继续谈判而要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让谈判对手继续留在谈判桌上所需的花销或者争议物体的迅速消耗（如水果和蔬菜）。截止日期指的是一个未来的时点，如果到那时争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就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在罢工期限到来之际，工会会将工人们拉出工厂；而当招募的截止日期到来之际，录用通知书就会撤销。冲突一方越接近截止日期，或者超过截止日期还未达成协定所遭受的惩罚越大，时间压力就会越大，因而该方就越有可能做出让步。

采用让步策略感知到的风险　由于让步可能会被人视为软弱的标志，因而冲突一方选用让步策略可能会造成形象损失。让步策略的采用方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该项策略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采用争斗的策略。比如，另一方可能会施加压力，以图降低冲突一方的期望。此外，冲突一方的软弱形象也会使未来的对手认为自己“好欺负”，因而招致另一方得寸进尺的行为。对形象损失的担心不利于让步策略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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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备方向和策略选择


当人们经历负面事件时，往往想知道该事件为何会发生（Shaver， 1985），冲突也不例外。在人们遭遇冲突之时，往往会问这样的归因问题，比如 “谁该为此次冲突负责？”，“谁该受到谴责？”（Orvis et al.， 1976；Shaver， 1985）。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从3个方向上指出了责备的对象，即另一方（责备另一方）、己方（自我责备）或者双方（相互责备）。接下来，我们以先前提到的彼得和玛丽的冲突为例，分析一下责备方向是如何影响策略选择的。


责备另一方


发生冲突后，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冲突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谴责，这是一种典型的利己倾向（Finkel， 2001；Morries et al.， 1999；Sillars et al.，2000）。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会倾向于选择争斗策略。试想，如果彼得觉得玛丽很自私，结果会怎样呢？假如彼得这样想：“我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全身心地放松。但是，她关心我吗？不！她总是强迫我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带着这样的想法，彼得就可能不会考虑玛丽的想法，而会逼着她接受自己的想法，换句话说，彼得会采取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

为什么责备另一方会使冲突一方倾向于选择争斗策略呢？这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其一，责备可能会使得冲突一方接受零和观点，也就是说，认为“或者她赢，或者我赢” （Gelfand et al.， 2001；Pinkley， 1990；Sillars， 1981）。研究表明，这种想法会促使争斗策略的采用（Thompson & Hrebec， 1996）。其二，责备另一方常常会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冲突一方受到了另一方不公正的对待（Finkel， 2001）。这种感觉很容易使冲突一方认为，自己采取争斗行为是合乎情理的（Miller， 2001）。其三，责备另一方会引起愤怒感（Lazarus， 1991），而愤怒感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一种非常激烈的争斗策略（Averill， 1983；Berkowitz， 1993）。用道奇的话来说就是，“责备往往会火上浇油” （Deutsch，2000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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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责备


冲突发生后，冲突一方往往会责备另一方，但是自我责备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比如，彼得可能觉得，自己并未问过玛丽想要到哪里去度假，就宣布两人应该去山间小屋度过他们期盼已久的假期，自己应该是与妻子不愉快冲突的始作俑者，从而感到自责。基于这种考虑，彼得将冲突的爆发归咎于自己的自私且不关注他人的行为。

研究表明，冲突一方想要保持对事件的控制感时，往往会引发自我责备（Andrews & Brewin， 1990；Bulman & Wortman， 1977）。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碰到几乎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时，责备自己感受到的打击往往比责备他人要小得多。

自我责备会使己方倾向于让步。这至少部分是因为，自我责备往往会引发负疚感（Lazarus， 1991），进而觉得对自己所犯错误必须做出补偿（Freedman et al.， 1967；Konoske et al.， 1979）。因此，为了使自己不再感到内疚，彼得可能会同意玛丽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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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表明，在冲突并不严重的时候，冲突一方可能会责备自己，但是当冲突变得激烈时，则往往会责备他人（Sillars， 1981）。这有两个原因（Brehm，1992）：第一是自我防卫（ego-defensive），它是自利归因偏差的产物。冲突越严重，责备必定越多。既然对于冲突一方而言，自我责备令人痛苦，那么随着冲突的加剧，要做出自我责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个原因出现在知觉上，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视角存在差别（Fiske & Taylor， 1991）。在冲突升级时，冲突一方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而不会反过来认为，另一方是在对自己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这是因为，冲突一方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到对方行为的正当理由，也就是说，很难换位思考。因此，随着冲突升级，变得越来越激烈，冲突一方会寻找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表明，这一切绝非自己的过错。


相互责备


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对冲突的发生负有责任时，他们就可能会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一种解释是，相互责备会促使双方从双赢角度，而非输赢对立的角度（即零和角度）来考虑问题（Gelfand et al.， 2001；Pinkle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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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双赢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往往会认识到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能认识到，自己和对手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而正如我们先前提到过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增加了问题解决策略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责备另一方和自我责备相比，相互责备不太可能带来不公平感、愤怒感、内疚感或者羞耻感，正是这些感觉导致冲突方不愿意选用问题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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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策略选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广义上说，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意义、价值和信仰的体系，这些体系不仅为各个国家、族群或其他群体所共享，具有稳定性，而且还能体现这些群体的特征（Faure & Rubin， 1993）。文化是人们的态度、行为和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因此也是人们进行策略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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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我们可以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对文化的差异性加以讨论（Hofstede，1980；Triandis，1995）。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成员们往往将自身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认为个人的目标和利益应凌驾于群体之上；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成员们往往认为自己与其他成员相互依存，而集体的目标和利益应优先于个人目标和利益（Markus & Kitayama， 1991）。个人主义文化，比如北美文化，非常重视诸如独立、个人成就、权利、自由和公正这样的价值，而像东亚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则非常重视诸如相互依存性、群体福祉、群体和谐以及平等这样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我们会重点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个人主义文化与东亚最大的3个集体主义社会（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中的人们的比较研究。


直面对抗与间接迂回


在这两种类型的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个人主义者非常愿意直面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Ohbuchi et al.， 1999）。他们往往一开始就采用争斗的战术来处理冲突，果断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立场的优势所在，同时质疑另一方的主张（Keating et al.， 1994）。一旦这种方式行不通，他们就可能会转向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直接索取与对方利益有关的信息，并提出可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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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比之下，只要有可能集体主义者往往都会避免面对冲突，并且也很反感直接的对抗，尤其是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行为。实际上，研究发现日本学生在应对所卷入的冲突时，即便认为直面冲突的策略会更为有效，也会避免发生直接对抗（Ohbuchi & Takahashi， 1994）。集体主义者的这些倾向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发生冲突，对于他们来说，冲突不但时常出现，而且也不容忽视，这一点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并无差别。只不过在处理冲突的方式上，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有所不同。

集体主义者倾向于采用间接而隐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避免使用那些公开的或者双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方式（Gelfand et al.， 2001），比如，他们会通过中间人来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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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可能会请求第三方，尤其是那些地位较高的第三方，来处理他们的冲突问题。因此，谢等人（Tse et al.， 1994）研究发现，发生冲突时，与加拿大经理（个人主义者）相比，中国经理（集体主义者）更可能去找上司商量。类似地，廷斯利及其同事（Tinsley， 1997；Tinsley & Brett，2001；Tinsley & Pillutla， 1998）发现，与同事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喜欢让上司来解决，而美国人则更愿意直接和对方一起解决问题。基廷等人（Keating et al.， 1994）还发现，虽然美国大学生时常因寻求安慰、获取批准或者征询建议等原因接触第三方，但是在日常发生争论时，却几乎从未找过第三方进行干预（调解、仲裁或者斡旋）。

另一种为集体主义者普遍使用的间接迂回方法是高语境（high-context）沟通（Hall， 1976），也就是说，与那些口头表达的信息相比，集体主义者宁肯相信那些没有直接表达出的信息。因此，他们非常注重情绪表达、声音高低或者视线接触所蕴含的关键信息。集体主义者更为注重谈话的方式，而非谈话的内容，并且还认为沉默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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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个人主义者进行的是低语境（low- context）沟通，谈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谈话的内容。他们重视沟通的特异性和清晰度（Triandi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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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不认为沉默是件好事。对个人主义者而言，“是（yes）”清楚地意味着“我同意你的意见”，而对集体主义者而言，“是”意味着很多事情，包括“我正在听你说”。个人主义者时常说“不（no）”，而集体主义者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要谨慎得多，担心这样说会损害双方的颜面（Cohen， 1991；Fang， 1999）。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喜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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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一个镜头，来看看高语境和低语境沟通文化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在影片中，一位年轻的华裔女子邀请她的美国男友到家里见她的家人。当各种看上去美味无比的中国菜肴摆放在饭厅的餐桌上后，这名女子的母亲小心翼翼地端出最后一道菜，也是她最拿手的菜，谦虚地说：“这道菜盐放少了，寡淡无味，简直难以入口！不过，还是随便尝尝吧”。其实，所有家人都对这道菜明显地满怀期待，只有这位美国男友例外。他尝了尝这道菜后说，“这道菜只要再加点酱油就可以了!”于是就倒了些酱油在菜里，破坏了这道菜的美味。从那些中国家庭成员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 “集体主义者”的震惊表情。实际上，当母亲说这道菜难以入口之时，她的真实意思是，这是她最拿手的菜肴，期待的是极大的赞美而绝不是批评。当然，美国男友只明白她所陈述话语的表面含义。


差异的来源


我们如何解释应对冲突时存在的种种差异呢？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差别来自于不同的冲突观念。对于那些把个人权利置于群体和谐之上的个人主义者而言，冲突是伴随着社会生活自然发生的，并不一定就具有内在的消极性。他们相信，人们有权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即使与他人不同。因此，非但偶然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如果能正确地处理这些冲突，还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Ting-Toomey， 1994）。

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者关注群体和谐，故而将冲突视为洪水猛兽（Chen，2002；Ohbuchi & Takahashi， 1994；Ting-Toomey， 1994）。这种观点可以从一句中国谚语中得到体现，即“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因此，人们会避免对抗性冲突，而当冲突升级时会采用隐蔽的沟通方式。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各种直接应对冲突的方法都可能会破坏和谐，因而需要冒着丢“面子”或者说失去“社会声誉”的风险（Blackman， 1997；Fang，1999）。然而，在个人主义者的理念中，公开表明自己的差异和要求是诚实的体现，而并非表示敌意。

在评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合理性上，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谋求个人自身的利益是合理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因此，那些令另一方反感的行动可能是正当的” （Jedeschi & Bond，2001：268）。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然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群体和谐超越了自我关注，人们认为宣扬个人权利和利益会威胁到集体的团结，而如果公开主张个人利益，就可能会引发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枪打出头鸟”。

还有3种文化差异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为何个人主义者喜欢选用争斗策略，而集体主义者却对这一策略深恶痛绝。第一种文化差异与责备的对象有关。大渊和高桥（Ohbuchi & Takahashi， 1994）研究发现，那些卷入冲突的日本人即使客观上不应对冲突负有责任，他们也会认为自己妨碍了社会的和谐。因此，他们会或多或少地为冲突的发生进行自责。类似地，盖尔分德等人（Gelfand et al.， 2001）发现，面对完全相同的冲突，日本人认为冲突双方都应该受到谴责，而美国人则只会谴责对方。我们先前曾经说过，责备另一方往往会造成冲突一方选用争斗策略，因此，这一策略就成为大部分美国人的首选策略。

第二种文化差异指的是，个人主义者往往较少关注对方的利益，因而意识不到自己与对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争斗策略（Thompson & Hastie， 1990）。比如，盖尔分德和克里斯特科波卢（Gelfand & Christakopoulou， 1999）发现，与集体主义者（希腊人）相比，个人主义者（美国人）更可能犯“总量固定”（fixed pie）错误，即错误地判断冲突的结果是零和的，即使冲突各方存在某些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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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人要比希腊人更加频繁地采用争斗之术，如威胁、警告打压。

第三种文化差异指的是，个人主义者更可能会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公平偏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比另一方的行为更加公平。研究表明，这种自利偏差会促使冲突各方选用争斗策略（Morris & Gelfand， 2004）。

集体主义者请求上司解决冲突的行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他们的文化中，人际关系倾向于垂直命令（Tinsley， 1998， 2001；Triandis， 1995）。这在东亚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像孔子在教学中强调的，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人们理应互相了解对方所在的等级。地位较低的人应该尊重地位较高的人，反过来，后者也应该善待前者（Steers， 1999）。相比之下，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大部分人际关系都是平等的，人们将平等视为天赋人权（Triandis，2000）。


文化与内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待遇


在冲突中，冲突双方群体认同度的大小，对集体主义者的影响要比个人主义者大得多。与个人主义者相比，集体主义者更可能怀疑外群体成员（Fukuyama，1995），对普世公平原则感受性不强（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在与群体外成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采用欺骗战术（Triandis et al.， 2001），以及起诉陌生者（Leung， 1988）。在对资源进行分配时，集体主义者往往会对群体内成员使用平等规则（平均分配）或者慷慨规则（给他人更多的份额），而对外群体成员则会采用公平原则（即按照各方所作的贡献来分配资源）。然而，个人主义者在分配资源时往往会采用公平原则，而对成员所属的群体不加考虑（Leung & Bond， 1984）。更有甚者，集体主义者还会对外群体成员采用那些更加苛刻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Leung， 1988）。在总结了这些差异之后，特里安迪斯（Triandis， 1990：42）断言：“集体主义者对内群体成员极端慷慨、愿意合作并且乐于助人，而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得粗鲁无礼、巧取豪夺甚至充满敌意。”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Bond & Wang， 1983），儒家思想针对如何维系内群体成员的和谐这一问题，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指导，而对如何与外群体成员相处却很少给出指导意见。在集体主义者眼里，外群体成员成了“无足轻重”或者“不熟悉”的人，因此，就算是对他们实施暴力，也很容易找到合理的理由。外群体成员被排斥在个人的道德社区之外，当然也就得不到那些内群体成员享有的保护。

这意味着，如果外群体成员看似威胁到内群体成员的利益，往往会激发集体暴力，而且还常常是极端的、滥用的暴力（Parish & Whyte， 1978）。比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会用集体参与的体罚措施来惩处罪犯，比如小偷会遭到其所在村庄的其他村民的残暴殴打（Smith 1900/1972）。



总结和结论


处理冲突的4种策略，即争斗策略、问题解决策略、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互不相容。因此，如果客观条件促使冲突一方选择其中一种策略，就不太可能采用其他策略。我们可以通过4种主要理论取径（即双重关注模型、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责备方向分析以及文化影响力分析）来理解影响策略选择的条件。这些理论取径各有所长。

双重关注模型假定了两种类型的关注：对己方所获结果的关注（自我关注）和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的关注（另一方关注）。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如下： （1）高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问题解决策略；（2）高自我关注和低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争斗策略；（3）低自我关注和高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让步策略；（4）低自我关注和低另一方关注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冲突一方选用回避策略。很多针对策略选择的实验室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而该模型本身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冲突的类型，以及影响策略选择的特定条件。

如果冲突一方所面临的问题很重要，冲突涉及了是与非的原则性问题以及面对问题时采用消极思维框架，那么冲突一方的自我关注度会很高，进而会选用争斗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那些群体认同和凝聚力都很强的群体，会对己方群体所获结果予以高度关注（这也是一种自我关注）。如果群体代表在群体里地位较低，同时又承担了相当重大的责任，或者得不到其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就会对群体所获结果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另一方关注既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只是工具性的。积极的情绪以及友谊、亲情和共同的群体认同形成的纽带，能促成冲突一方真诚地关注另一方，而对另一方的依赖则会带来工具性的另一方关注。

从感知到的可行性视角上看，策略选择取决于冲突各方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评价。这些考量补充完善了双重关注模型中的影响因素。比如，如果冲突一方对己方和另一方所获结果高度关注，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问题解决策略。当然，只有在投入合理的代价有望获得成功的前提下，冲突一方才会采纳此种策略。感知到的问题解决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冲突一方感知到的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是否相信有可能找到能满足双方愿望的选择。信任感也会促使冲突一方选用问题解决策略，不过前提是，该方认定另一方一定不会让自己受到盘剥。如果冲突一方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对方的立场又显得不够坚定，那么争斗策略就显得更为可行。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会促使冲突各方采用让步策略，这或许是因为让步策略最容易使冲突各方迅速达成协定。冲突规模越大，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就显得越不可行，而冲突一方就越有可能选择争斗策略。

在冲突中责备另一方会推动冲突一方选择容易引起争议的策略；自我责备则会推动让步策略的采用，而相互责备则会推动问题解决策略的采用。

文化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也会对策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只要有可能，集体主义者往往会回避冲突，而比个人主义者更少使用直面对抗的策略——争斗策略和双方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策略。如果集体主义者想要解决一项冲突，他们通常会采用那些间接而隐蔽的方法，比如，让中间人来解决冲突问题，请求群体里的一名高层来解决，或者采用高语境的沟通方式。这是因为，集体主义者关注的是群体内部的和谐，而且他们相信，个人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大胆诉求会破坏这种和谐。集体主义者对和谐的关注往往仅限于自身所属群体，如果与外群体成员发生冲突，这些人往往会比个人主义者采用更加苛刻的战术。

在对这些影响策略选择的力量进行深入讨论时，我们并未过多地提及这4项基本策略的本质和作用。第4章我们将详细地剖析其中的一种策略，即争斗策略。



第4章 争斗之术


争斗策略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冲突一方想要将自己偏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另一方。这样做，冲突一方通常要劝说或迫使另一方进行让步。争斗策略偶尔会造成所谓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指的是冲突一方利用另一方，通俗地说，就是抢过对方的三轮车骑上就跑，或者抢到钱就跑路。争斗之术有很多种，包括出击和反击，以及冲突一方为左右另一方而做出的种种姿态以及所用的种种伎俩。

接下来根据勾心斗角的盟友关系的种类，我们要讨论各种策略，从逢迎讨好、作出承诺和辩论说服，到羞辱、针锋相对和威胁对方，再到强制性任务（coercive commitment）和各种形式的暴力，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基于以下三个前提，对战术进行分析：

首先，争斗之术与暴力有所不同，它们不具有内在的破坏性或危害性，只有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才可能有害。比如，人们很容易认为威胁战术是具有破坏性的或者带有恶意的工具，但在总体上协作的冲突情境中，这些战术也可能用来表示冲突一方不愿超越、或者不能超越某个重要的临界点。类似地，强制性任务不但可以用来将冲突一方的愿望强加到另一方身上，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冲突一方也决定与另一方保持关系。简言之，大部分争斗之术既能用来加强冲突双方的合作关系，也能用来战胜对方。

其次，我们假定，不同的争斗之术在轻重程度上有所不同。轻型战术会给另一方带来有利的或者无害的结果，相比之下，重型战术则会或至少有可能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利的结果，或者使另一方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做出承诺就比威胁战术要轻些，而威胁战术也比暴力战术要轻些。

第三、我们假定，不同的争斗之术多半处在一个由轻到重，逐步升级的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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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序列之所以形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冲突一方而言，采取轻型战术往往要比采取重型战术成本要低。此外，冲突一方采用这样一种序列，也是为了正式通告对方及所有碰巧正在观阵的旁观者，自己本来是颇具“理性”的，选用重型战术实在是情非得已，是一步一步被逼迫的结果，不得不将这样的战术作为最后的手段。从轻型战术转变为重型战术，这本身就意味着，冲突一方已经试着利用“胡萝卜”来进行说服工作，只是因为另一方毫不妥协，才不得不勉强挥动“大棒”。通过这种由轻到重的转变方式，冲突一方得以将自己实施的争斗行为的责任转嫁给另一方。

为与上述观点保持一致，本章我们将大致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逐一介绍争斗之术。我们先考查逢迎讨好和作出承诺的战术，两者都属于相对轻型的战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让后续招数变得更为有效。随后，在介绍诸如威胁和强制性任务这些较重型的争斗之术前，先简单地看看辩论说服和羞辱战术。本章倒数第二个主题是暴力战术。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突破前面由轻到重的序列，转而讨论非暴力的抵抗形式，这是一套特殊的强制性战术，使用者是那些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使用暴力来挑战权威的冲突方。我们将这个话题留到最后，因为要把这些战术与暴力战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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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逢迎讨好


逢迎讨好（ingratiation）是这样一种战术，冲突一方试图使自己对另一方更具吸引力，尽力让后者觉得还能得寸进尺地利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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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另一方极为忽视冲突一方的根本目的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才会达到效果。一旦另一方“看透”了冲突一方，或者洞悉了后者的真实意图，这种战术就可能无效，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逢迎之人是如何行事的呢？琼斯和沃特曼（Jones & Wortman， 1973）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他们认为谄媚或“赞美抬举他人”很重要，这类战术在夸大另一方令人钦佩的品质的同时，却对另一方的弱点轻描淡写。这一技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很难厌恶那些说好话的人，就像女性很难对夸赞自己“美丽而又细腻”的约会对象产生反感，或者说，老板很难对溜须拍马的下属心生厌恶。

第二类逢迎讨好战术涉及琼斯和沃特曼描述的“观点从众”。 冲突一方通过表达与另一方观点的一致，想要给另一方营造态度相似的印象——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这种状态通常会激发人际吸引力（Byrne， 1971）。第三类逢迎讨好战术涉及为对方提供帮助，这是因为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为他们做了好事的人（Cialdini， 2001；Regan， 1971）。

最后，琼斯和沃特曼还描述了几种可能被成功的逢迎者所使用的“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战术。运用这种战术的冲突一方，会展示出那些被另一方认为颇具吸引力的良好品质。自我展示往往需要高超的技艺：如果太过直接地去表述自己的良好品质，就可能会使他人认为自己在欺骗或者带有操控的意图；如果表述过于含蓄，那么预期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殆尽（Jones & Gordon， 1972）。约翰和沃特曼建议，为了处理这种矛盾关系，逢迎者可以使用间接但明确的方式“自吹自擂”，比如，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强项，露脸增光，而不是口头吹嘘。他们认为，“逢迎者无需告诉目标个体自己是个好厨子，而只要邀请那人来享用一顿丰盛的正餐（Jones & Gordon， 1972， 23）。”

如果有人在某种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换中使用逢迎战术，常常是为了软化另一方，以换取另一方的后续让步。这些战术凭借的不是强迫、断言或者攻击，而是迷惑和诡计。引诱另一方放弃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向另一方强加愿望来进行索取，不但要容易很多，而且花费也少得多。

如上所述，逢迎讨好战术要想生效，重要的一点是，另一方并未将冲突一方的行为归因到别有用心的动机上来。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冲突一方的权力比另一方越大，后者将前者的行为归因为别有用心的动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这种逢迎战术就会更加有效——然而，这种情形下，冲突一方将逢迎战术作为首选的可能性却很小。相反，如果与另一方相比，冲突一方的地位相对较低，那么后者最值得依赖的就是逢迎战术。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该战术生效的可能性却最小，因为冲突一方越需要另一方，他为了给另一方留下美好印象所作的种种努力，就越会遭到另一方的怀疑。



承诺


如果冲突一方宣称，只要另一方能遵从自己的愿望，就打算奖励另一方，这种信息就是承诺（promises）。因此，父母可能会向孩子承诺，如果孩子打扫了自己的房间，那么就会带他去看电影。


决定承诺战术成败的因素


冲突一方要使承诺生效，对另一方所承诺的奖赏一定要超过他因遵从而导致的损失（Tedeschi et al.， 1973）。此外，有效的承诺还要保证可靠性或者说可信度。可信度包括三个部分，都是从冲突另一方的角度来看待的。另一方必须相信，冲突一方有能力提供所承诺的奖励；如果另一方遵从的话，冲突一方就会打算提供这种奖励，而如果另一方不遵从，这种奖励就会撤销；还有，冲突一方要能完全监控另一方的行为，以便对另一方的遵从与否作出明确的判断。

监控的可信度很容易考察，因为另一方为了获得奖励，本身就会去积极主动地提供遵从的证据；然而，如果另一方伪造遵从的证据，冲突一方要能指出来，这一点很有必要。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过去曾经履行承诺（Schlenker et al.， 1973），而且能灵活处理事情（Tedeschi et al.， 1973），那么其意图的可信度就会提高。


承诺战术的若干优点


承诺战术在冲突争议中有很多可取之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不像其他“强硬的”策略（如威胁），大部分的承诺都是相对“温和的”（轻型）战术。冲突一方采用承诺战术之时，会提供某种自认为对另一方具有吸引力的事物，用来交换另一方的遵从行为。承诺不仅是索取的过程，而是反过来回馈的过程。因此，与威胁战术不一样，承诺作出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残存效果了。与上述观察结果相一致，人们通常认为承诺战术要比威胁战术更有吸引力，而且作出承诺的人更为友善，这并不出人意料（Rubin & Lewicki， 1973）。此外，冲突一方的承诺反过来也会引发对方的承诺，这一点也是意料中事。

第二，如果承诺者拥有履行承诺的良好记录，那么在引发对方的遵从行为时，运用这种战术就会非常有效，不会遭遇太多抵抗和愤恨（Lindskold & Tedeschi， 1971）。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父母不会运用承诺战术，那么在劝说孩子吃西兰花、打扫房间、拿走自己的脏衣服、降低音乐的声量等事情上，将会遇到多少困难。

承诺通常还有第三项优点，即常常会在另一方的思想中营造出一种负债感。并非所有的承诺战术都有这种特点，比如，为商品或服务付钱，或者说用冰激凌来交换吃西兰花的行为，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负债感。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做出和兑现一项承诺意味着，冲突一方在某种程度上给另一方提供帮助，而另一方则有责任对此进行回报。这一点在教父的慈善行为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至少在原则上，承诺常常带有成串的附加条件，这使得冲突一方未来能影响另一方。


承诺战术的若干问题


考虑到承诺战术的上述优点，个体在遇到争议时就可能希望更加频繁地使用这些战术，并且认为会获得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承诺战术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只不过开始时并不明显。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冲突一方无论承诺了什么样的奖励，都要为此买单，否则承诺就会失效。相比之下，如果一项威胁战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不需要冲突一方付出任何代价。因此，成功的承诺战术要比威胁战术成本更高。

第二个问题是，一项承诺的履行使其不太可能在未来奏效，这颇具讽刺意义。另一方有可能对冲突一方为交换遵从行为而给出的恩惠，开始变得厌倦。比如，只有在另一方还没有厌倦冰激凌的时候，冰激凌才能用来交换另一方的西兰花。此外，如果另一方已经体验到了冲突一方不得不提供的最好事物，那么另一方就可能受到诱惑，要么未来不再遵从，要么试图索取更多的奖励，以交换自己的遵从行为。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承诺战术反复提出和得以履行，那么带来的就可能不再是满意度，而是一种过度依赖了。另一方可能开始期待，冲突一方在未来会继续提供某些利益，这一点或许能证明，长期来看，冲突一方必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明智的做法也许是，可以许诺但不必坚守。可不幸的是，这样就会产生第四个问题，即不遵守承诺同样会带来高昂的代价。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乔治·布什总统（老布什）曾经在竞选时承诺不增税（他说，“请仔细听好了！不会再有新的税负了”），但是当选后并未兑现，结果付出了高昂的政治成本。冲突一方背弃承诺几乎肯定会遭人鄙视和怀疑，而另一方则可能觉得有义务对这种背弃行为进行惩罚性回应。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未来再进行许诺，不可能赢得对方的信任。

承诺战术的第五个问题就是，难以决定承诺的程度。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如果提供给另一方的奖励微不足道、或者少得可怜，那么就可能有失败的风险，即可能无法带来所期待的行为，甚至会给对方带来受辱感，产生敌意。因此，冲突一方应该用较大的奖励来交换另一方的遵从行为，这样做才是明智的。不过，太有吸引力的奖励可能会被另一方视为贿赂。另一方可能会认为，冲突一方从另一方的遵从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超过其愿意表露出来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可能会受诱惑避免遵从，而是努力去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冲突一方做出如此慷慨的承诺，或者勒索冲突一方，也就是说，另一方会指出，既然遵从行为对后者而言如此重要，那么为了证明这样一种慷慨允诺的正当性，后者应该再多付出一些，才能达到他或者她的目的。



辩论说服


逢迎讨好战术和承诺战术都是预备性战术，因为它们是逐步削弱另一方的抵抗，进而降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非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期望值。相比之下还有几项争斗之术可以直接降低对方的期望值。其中最轻型的就是辩论说服（persuasive argumentation），即冲突一方通过一系列逻辑的诉求，导致另一方降低期望值的技术。

不要低估成功的辩论说服战术所需的技能。冲突一方必须说服另一方放弃它所珍视而自己想得到的事物。冲突一方达到这一目的，不是通过胁迫或者拿奖励作诱饵，而是通过劝说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在容易引起争议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
 

[51]



 。多年来，致力于劝说理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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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不一一详述这些范围甚广的文献研究，而只是简单介绍两种常见的诉求，它们在出现利益冲突时是很有用的。

首先，冲突一方可以试图劝说另一方，自己对争论中某种有利的结果拥有合乎情理的权利。如果我能说服你，“或者拿出你的钱，或者交出我的命”——即除非你能满足我的期望，否则我就会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我或许就可以说服你降低期望值。比如，谈判代表会提到，除非他们能将某一特别有利的资源回报给他们所在的群体，否则他们就可能失业、降职、或者被人顶替。以色列经常使用这样的诉求来向美国要钱，用以帮助他们抵抗邻国的袭击。

辩论说服的第二种主要的形式就是，冲突一方要让另一方相信，如果后者降低期望值，对他自己而言也是有利的。这的确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策略：我在劝说你，为了你的利益着想，请允许我获得胜利。比如，一个正在亏损的企业，管理层成员劝说劳工谈判者，除非工人们接受降低薪酬和裁员，否则企业将全线败退，所有的员工都将受到影响。听上去有些牵强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航空公司最近的案例，该公司成功地说服了飞行员接受大幅度降薪，以提高企业的存活机会。诸如此类的案例很多，冲突一方向另一方指出一种看似一点都不具备吸引力、但却令人信服的选择，从而说服了另一方接受了较低的期望值。



羞辱


羞辱是引发另一方羞耻感的行为，这种羞耻感令人痛苦，它的特征是全面自责（Smith et al.， 2002）。为了达到效果，羞辱通常会将另一方的缺陷或者过失公开化。

羞辱是引发对方遵从行为的高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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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羞辱都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Braithwaite， 1989），经典小说《红字》就是这种现象的文学典型。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e）被迫在胸前的衣襟上戴着象征通奸行为的字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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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塞勒姆人的面前游街。她不得不忍受“数百双无情的目光紧盯着她，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这种羞辱给海斯特带来的痛楚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她想 “使出全身的力量尖声呼号，并从断头台上翻到地面，否则，她会立刻疯掉”（Hawthorne， 1850/1962：45）。

至少在美国，清教徒式的羞辱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其他形式的羞辱却仍旧普遍存在，无论在家里（Dutton， 1999）、职场（Graham， 2000）、法律环境（Braithwaite， 1989）还是国际场合（Scheff， 1994）中，处处都能找到用来引发另一方遵从的羞辱行为。这些羞辱的表现形式既可以很微妙，比如，皱眉头或者在口头上轻轻责备一句，“你真丢人！”，也可以在一个群体内公开发布，小到一个三口之家中，父母亲因为孩子没有说“请”字而对他或她进行批评，大到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广泛的传播，比如将那些藐视法庭裁决、离异后拒绝给予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名字公之于众（Braithwaite， 1998）。

羞辱战术的缺点是，如果另一方认为羞辱是不公正的污蔑，那么就很容易使冲突一方引火烧身。用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的术语来说，这叫“污名化（stigmatization）”，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副作用。一种副作用是，另一方以愤怒和攻击行为来进行回应。另一种副作用是，这种羞辱会破坏冲突各方之间的社会纽带。另一方可能与冲突一方决裂，甚至会发展到与后者所在的社区决裂，而与那些遭到类似污名化的人联合起来。因此，一名被其他同学当做羞辱目标的十几岁少年，可能会加入价值体系与学校相反的帮派（Cohen， 1955）。这时，这名学生因犯错而被送到校长办公室的行为，就会成为荣誉的象征，而不会带来耻辱，这样羞辱战术就失去了重塑行为的力量。

为了避免这些副作用，冲突一方应该采用布雷斯韦特所称的“重新整合的羞辱（reintegrative shaming）”。羞辱战术使用完后，应该紧接着作出姿态，重新确定各方之间的社会纽带。姿态的形式很多，小到一个微笑，大到旨在进行公开调解的正式仪式。



针锋相对


另一种控制另一方的战术是与另一方的行为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另一方合作时给予奖励，而另一方不合作时则给予惩罚，这就叫做针锋相对（titfor-tat）。因此，如果父母想让儿子停止捉弄自己的妹妹，那么就会在他没有打搅妹妹的时候给予表扬，而一旦他再犯，就让他回自己的房间去。围绕“囚徒的困境”所作的研究表明，作为促使另一方合作的方式，针锋相对战术是相当有效的（Axelrod， 1984；Kim & Webster， 2001）。这种战术起作用的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方式相当于简单的行为强化，这表现在大部分动物的学习行为中。二是树立冲突一方的坚定形象，而且给另一方这样一种感觉，即如果另一方准备好了的话，冲突一方也准备进行合作（Komorita & Esser， 1975）。

使用针锋相对战术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按照这种战术，哪怕另一方犯了一个临时性错误，冲突一方也要立刻回应。而通常另一方也会使用针锋相对战术，这就有可能会在一个本来良好的关系中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螺旋。另一方一次没有合作，冲突一方就对其进行惩罚；之后，另一方实施报复，而这种报复又引发冲突一方的进一步报复，这样循环往复，就可能会伤害双方的关系，并且威胁到他们各自的利益。此外，如果在双方刚开始相互交流时，另一方就没有予以合作，那么另一方就可能永远感觉不到好的行为会得到回报。相反，另一方可能会产生这样不正确的观念，即冲突一方原本就是令人厌恶的家伙，根本不懂得合作，不要理他，或者惩罚他。

如果冲突一方能给另一方宽限期，在一段时间内，即使另一方表现出令人不快或者自私自利的行为，也用积极行为进行回应，那么这个问题就会避免了。在这个宽限期内，甚至一个警告都往往是有效的。如果另一方开始利用这个宽限期，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冲突一方，直至后者无法忍受，之后又很快地“改过自新”，博取后者的欢心，那么新的难题就会出现了。研究表明，冲突一方要想避免陷入这样的处境，就要做到，一旦对另一方实施了反击，就不要很快地又谅解对方（Bixenstine & Gaebelein， 1971）。

针对这一问题，冲突一方的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用言语来诠释针锋相对战术，“如果你配合我工作，而不是反对我，那么我会做得很好”（Deutsch，1973）。在采用这种解决办法时，冲突一方还可以偶尔进行单边合作，以试探另一方是否真的准备改善关系。

针锋相对战术的第二个问题是，它的效果往往限制在这项战术运用的时期里。如果冲突一方停止使用这种战术，那么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就可能会逐渐停止。学习理论学家发现，如果另一方因其合作行为，间歇性地而不是次次都获得冲突一方的奖励，那么在针锋相对战术停止使用之后，该项战术的效果会维系较长时间（Kazdin， 1975）。



威胁


威胁（threat）是指冲突一方宣称如果另一方不遵从己方的愿望，那么就会伤害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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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在明晰度上有所差别。有些威胁的表述很清晰，能明确地指出，如果另一方不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于是，父母可能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次抢走妹妹的玩具，就回自己屋里去。”有些威胁对行为或惩罚的表述比较模糊，还有些威胁涉及那些微妙的而且往往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比如适时地皱皱眉头或者是咳嗽。某些情况下很多威胁非常明确，比如，警察对闯红灯的司机开罚单，就是一种威胁。如果威胁的概念得以扩展，将那些微妙的和明确的威胁都囊括进来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的生活将处处充满着威胁。威胁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很少成为社会问题，除非它们失去控制。

我们要将威胁与警告（warnings）区分开来。警告指的是这样一种预测，即如果另一方不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那么就会受到伤害。警告与威胁的关键差别就在于，在警告中，冲突一方（提出警告者）并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受到伤害（Tedeschi et al.， 1973）。如果预料中的伤害发生，那么实施者将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或者是冲突一方自己被迫实施。因此，一位母亲可能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去打扰妹妹，那么你爸爸就会让你回自己屋里去。”或者这样说，“如果你再去打扰妹妹，我将被迫让你回自己屋里去。”可以肯定的是，后面那种警告是处在威胁与警告之间的灰色地带。

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影响威胁奏效的条件。之后，我们将分析威胁战术有哪些潜在优势，最后再对该战术的潜在缺陷加以分析。


威胁战术奏效的决定性因素


威胁战术要想发挥作用，那么该战术将要带给另一方的伤害，肯定要大于不遵从所获得的好处（Tedeschi et al.， 1973）。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将要带来的惩罚越严重，威胁本身就会变得越有效（Horai & Tedeschi，1969）。这里我们只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果威胁与被要求的行为不符，那么就会无法令人相信（Schelling， 1960， 1966）。比如，在大多数家庭中，如果家长对一个打扰妹妹的男孩威胁说，要在一周之内不给他东西吃，这样的威胁就无法让人相信，因而注定会失败。

由此我们要谈到威胁战术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威胁如果要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要令人信服，这一点与承诺战术相似。另一方必须相信，冲突一方有能力按照威胁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伤害；如果自己不遵从，冲突一方会施加伤害，而如果自己遵从，这种惩罚就会撤销；而且冲突一方会监控自己的行为，以获悉自己是否遵从。因此，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男孩认为家长不能让他回自己的房间；认为家长不会真的想要他回自己的房间；认为无论他做什么，家长都会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认为家长无法发现他什么时候行为不端，那么他就未必会遵从家长的指令。

最令研究者关注的是，何种条件下冲突一方的威胁意图具有可信性，能使另一方认为对方打算实施所威胁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意图的可信度与冲突一方的诚信度有关。因此，冲突一方过去言行的一致将使其更加可信。如果冲突一方过去未曾实施自己的威胁或者过去的承诺未曾兑现，那现在的威胁就会显得空洞无力（Schlenker et al.， 1973）。如果冲突一方地位较高，或者恶名在外，被人认为不好说话或者是不好相处，那么其威胁的可信度会因此而加强。当威胁来自那些地位较高的个体（Faley & Tedeschi， 1971），或者是那些具有负面形象的人（Schlenker et al.， 1970），威胁就变得更加令人可信。

如果实施威胁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威胁就会丧失可信度。实施威胁总要付出代价。有时候，即使温和地管教一个孩子，如果孩子提出抗议，也会令我们感到筋疲力尽。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实施威胁的代价越高，冲突一方就越不可能实施威胁，而了解这一点的另一方就越会认为威胁不可信，而且也越不可能遵从（Mogy & Pruitt， 1974）。

为实施威胁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可以表示威胁意图的认真程度。因此家长为了加强威胁的效果，可能会将孩子的课本拿到他的房间里，然后说，“我已经把你的书本放在你的房间里了，这样当你被关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有事可干了。”

成功的威胁者往往能找到坚决实施威胁的方法。其目的是不给自己留退路，如果另一方不遵从，那么自己将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就是把威胁转变为了警告。冲突一方表达坚强决心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布有关威胁的公开声明，因此，如果自己将来不能坚持实施威胁就会感到尴尬。比如，父母可能会当着家庭所有成员的面和儿子谈话。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种威胁的承诺附着在一种神圣的原则或者是规则上，而冲突一方应责无旁贷地遵循这些原则和规则。因此，父母可能会告诉儿子，他破坏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社会规则，而自己正在努力向他教授这一规则。第三种方法是，将威胁的实施责任转嫁到第三方身上，法律契约和强制令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威胁战术的若干优点


威胁战术可能不如承诺战术那样令人愉快，但是作为引发他人遵从的方法，威胁却更具诱惑力。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原因来进行分析：

首先，有效的威胁根本不会给威胁方带来任何损失。威胁方既不需付出任何奖励，也不需实施任何惩戒。威胁之所以会产生效果，是因为被威胁方想避免遭受违抗引发的代价——而不是受到代价本身的影响。正如谢林（Schelling，1966）观察到的，冲突一方若使用不讲人情的强制性手段，往往会造成另一方的反抗和阻力增大，因而无法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威胁要使用这种强制性手段，反而有可能成功。

其次，威胁往往是非常有效的。这一战术的价值已经在诸多研究中得到了重复、一致的证实（例如，Bonoma & Tedeschi， 1973；Mogy & Pruitt， 1974）。某些情况下，威胁的确要比承诺更能激发另一方的遵从行为。这部分是因为威胁者通常要比承诺者更有权力，也更具控制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实验室研究发现，威胁是非常可信的影响方式，往往要比承诺令人信服得多（Pruitt & Carnevale， 1993；Rubin & Brown， 1975）。还有，通常说来，与获得某一奖励相比，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可能蒙受的损失（Taylor， 1991）。因此，面临威胁的时候，人们更可能会让步。

威胁的第三个可能的“优点”是，即使威胁者并未实施威胁，他们也仍然能获得好处。如果冲突一方在另一方并未遵从的情况下选择不实施威胁，那么这一行径有可能会被另一方看成一项人性化措施，而非软弱或愚蠢的标志。如果承诺者食言，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其人将会被另一方看成言行不一致的人，然而如果威胁者食言，那么尚有可能被视为强大却又慈悲的人——一名懂得宽容智慧的人（就像慈祥的父母）。可以肯定的是，威胁者如果食言，其信任程度就可能会在另一方的眼中降低。然而，如果另一方能从慈悲的角度对这种食言行径进行解释，那么这一解释就可能会（至少会部分地）抵消掉食言行径可能所带来的损失。

在冲突中，人们频频使用威胁战术，是因为这一战术往往与伴随威胁而生的正义感和正直感相一致，这就是威胁战术的第四个优点。遇到有争议的情境，人们常常相信，或者表面上相信，上帝和正义站在他们一边。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有什么方式要比威胁方式更具影响力呢？如果另一方按照冲突一方的需求做事，那么这只不过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不值得特别的嘉奖，但如果另一方并未按照冲突一方需求做事的话，惩罚就是对这种错误行径所进行的恰当回应。（如果乔尼在停止打扰妹妹这件事上，既未认识到严重性，也表现得满不在乎，那么应该受到惩罚。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威胁战术的若干问题


使用威胁战术可能引发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方法往往为另一方所憎恨（Smith & Anderson， 1975）。这部分是因为，冲突一方发出的是意图伤害另一方的讯号，也因为该方要求另一方遵从，却又并未给予另一方任何回报。这意味着另一方将失去某种自由，却不能得到补偿，也暗示着冲突一方认为己方优于另一方，并有权向另一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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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这些知觉而产生的反感常常会导致另一方对抗威胁，而非遵从。这样不但威胁的目的达不到，而且促使双方敌意如负螺旋般加剧上升。我们将在第5章和第6章中对这种螺旋加以讨论（Deutsch & Krauss， 1960；Youngs， 1986）。

威胁战术还会逐步破坏冲突各方的关系，并且滋生不信任感，使得双方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威胁战术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如果另一方不遵从的话，这些威胁可能会带来高昂的代价。假设另一方目中无人，那么对其进行惩罚往往既困难又耗费时间，而且会激起对方更大的不满和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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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三种方法可以缓解这些问题带来的副作用。一是将威胁战术与承诺战术相结合——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一方法类似于针锋相对，能给另一方的忍辱负重和俯首听命行为提供有意义的奖励。二是运用那些合法的威胁，比如法官威胁被告如果再因超速被捕，就会予以罚款。与不合法的威胁相比，合法威胁较少激起人的愤恨之心（Milburn & Watman， 1981）。三是实施与强制性威胁正好相反的威慑性威胁（Schelling， 1966），后者要求另一方不要采取某种特定行为，而前者则要求另一方采取某种特定行为。在强制性威胁中，冲突一方总是左右另一方，因而这种威胁方式更容易招致另一方的不满，也不如威慑性威胁方式有效。



强制性任务


冲突一方采用威胁战术，是以“如果……那么……”这样的陈述形式出现的，比如，“如果你不遵从我的愿望，那么我会处罚你。”相比之下，强制性任务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我已经开始惩罚你了，除非你遵从我的愿望，否则我会继续惩罚。”冲突一方要想不断地惩罚另一方，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或者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强制性任务就是让另一方来把握双方福祉的控制点，明确地给另一方最后的机会，以避免对双方造成伤害。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第一个讲述的是胆小鬼游戏，而第二个则是国际关系案例。

在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一部老电影中，两人参加了胆小鬼游戏，要以极其危险的速度驾车，然后在车道上迎头相撞。对这两位参与者而言，这样的撞击几乎肯定意味着死亡，因此谁为了避免迎头相撞而先将车偏离方向，谁就是失败者（亦即胆小鬼）。广而言之，只要冲突双方或双方以上陷入了愿望的竞赛，而双方都不愿意先行让步，并且因互不妥协而失去很多，那么就可以视为胆小鬼游戏现象。无论是正在闹离婚，而且在为可怜的孩子的监护权进行激烈争论的夫妻，还是深陷一场代价高昂的罢工中的劳资双方，都是胆小鬼游戏分析的好案例。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做出了战术选择，这一强制性任务的例证与前面提到过的胆小鬼游戏大相径庭。在危机发生前的数月间，苏联——当时还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就开始成船地将中程导弹和核弹头运往古巴。苏联的意图显而易见，即一旦完成这些武器部署，就会将矛头直指美国东部的主要中心城市。肯尼迪总统拿到了苏联这一行动的无可辩驳的影像证据之后，马上对事件予以了关注，古巴导弹危机随后爆发。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声称美国有义务对苏联开往古巴的所有船只实施海上封锁，除非苏联停止其运送武器的行为，并且销毁那些已经部署在古巴的武器和基地，否则将不会撤除海上封锁线。美国军舰被派遣至该地区，开始阻止苏联船只。肯尼迪总统的这项战术最终获得了成功，苏联人从古巴岛撤出了导弹，这一点我们还将在第9章予以阐述。


强制性任务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强制性任务必须具有可信度才能起到作用，这一点与承诺和威胁战术相似。另一方必须相信：如果自己不遵从，那么冲突一方不但有继续实施惩罚的能力和意图，而且如果自己遵从，冲突一方就会解除这种惩罚；冲突一方能充分地监控自己的行为，从而判断自己是否遵从。

既然在对另一方进行惩罚时，冲突一方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或冒一定的风险，那么主要问题就在于冲突一方意图的可信度了，也就是说，另一方是否相信，冲突一方会继续实施惩罚，直至自己投降。比如，在胆小鬼游戏中，冲突一方会让另一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方向盘抛出车窗外（Schelling， 1960）。这一动作传递的信息就是，现在只有另一方拥有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控制权。冲突一方将自身逼上了一条充满潜在灾难的不归路，除非另一方让步，否则灾难将无可避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以坚定的口吻宣布了将要实施封锁的计划之后，美国军事人员那些明显的举动、美国军舰抵达相应地区以及对苏联船舶进行的实际性干扰，都是对这项口头宣布任务的贯彻实施。可以说，没有承诺比此更可信了。这项争论结果的控制点从美国人的肩上转移到了苏联人肩上，使苏联成为唯一有能力阻止双方发生灾难的国家。

冲突一方可以通过如下几件事情来加强意图的可信度。首先，冲突一方有望借助于第三方的力量，并告知第三方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像派遣信使传递信息，而派遣者在发出信息之后，或是失去联系，或是无法再产生影响力了。谢林（Schelling， 1960：38）曾举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学教师都会受到这样一条规则的保护，即一旦课程成绩记录在案，那么他们就失去了改变分数的权力。”这种做法就是将成绩录入者置于信使的位置，传递着这样一条信息，即冲突一方现在不能再改变成绩了。

加强意图可信度的第二种方法是将任务公开化，而不是私下里将任务布置下去。这样做会将冲突一方言行一致的声誉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中。谢林指出，在谈判的情境下，冲突双方往往会将自己置于无路可退的境地。他写道：“如果那些国家代表会因任何一个小小的退让而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他们就不会做出明显的让步（Schelling， 1960：29）。”

加强意图可信度的第三种方法是证明冲突一方拥有这样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密切关注任何偏离任务的事件。实际上，冲突一方想要说明的是，自己的脖子正放在套索中，而那些不妥协的支持者正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会拉紧这条套索。

第四种加强意图可信度的方法是让另一方直面冲突一方所下决心的证据。如果想让另一方了解冲突一方所承诺任务的深度和强度，那么面对面的交流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缺乏这样直接人际冲突，另一方会无法真正感受到冲突一方的强制性力度，这一战术也就不会像设想的那样发挥作用。

如果另一方有办法免受冲突一方的惩罚，那么冲突一方不但会缺乏可信度，而且强制战术也会遭遇失败。比如，在1948年冷战开始时，苏联曾试图通过对西柏林实施地面封锁来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撤出该市。然而，后者通过空中运输，从外部向西柏林大量输送供给，维系了城市的运行。1949年，苏联人的强制性任务战术失败，被迫解除了地面封锁。


强制性任务的若干优点


如果强制性任务战术得以成功使用，那么就能迫使另一方主动提出达成协议的要求。这一战术将球踢到了对方的场地，由对方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因而能引发另一方做出退让。比如，假如你我都驾驶着自己的机动车靠近一个十字路口，而且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存在（因为我眼睛盯着前方），那么你就应该为将要发生的交通事故负责，而不是我；是你必须要踩刹车，以免撞车。很多波士顿司机都善于利用这一战术，以便能抢先通过拥挤的十字路口（Rubinet al.， 1974）。

强制性任务的第二个好处是，该战术并不要求冲突一方拥有与另一方一样或更大的权力。冲突一方只要将自身置于这样一种情形，即少量地付出一些对另一方而言很重要的成本，这种付出甚至可以只是临时性的。比如，如果一个地位卑微的环卫工人没有从一个有权有势的老主顾那里拿到圣诞节小费，他就可以从12月26号开始，将鸡蛋壳扔在这家老主顾的草地上，直到他得到小费。的确如谢林（Schelling， 1960）观察到的，处于弱势的一方使用这一战术时，有悖常理的是，往往会处在一种更为强势的讨价还价的位置上。这是因为，弱势方的极度弱势能加强其承诺的强制性任务的可信度。比如，那名环卫工人的贫困状况以及他由此产生的对金钱的极度需求，使得他将继续使用这一战术的行为变得更加令人可信。可以这样说，一只被逼到绝路的动物和一名濒临绝境的男人肯定是处在弱势地位的，但是他们很可能会奋起反抗，而他们的弱势使得他们所承诺的惩罚敌人的任务变得更加令人可信。

强制性任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它们往往在冲突一方或另一方还未亲眼目睹所承诺任务的最终结果时，就产生作用了。美国并未被迫长时间对古巴实施封锁。如果冲突一方有过兑现各种所承诺的任务这样的“光荣记录”，就可能足以取得胜利，而根本不必一直坚持到痛苦的最终结局。


强制性任务的若干问题


由于强制性任务具有不可逆转性，或者说是显见的不可逆转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项战术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冲突一方的命运置于另一方的手中，而另一方有可能并未做好退让的准备，而这种让步对于避免灾难的发生又是必需的。如果另一方并未做好准备做出退让，那么灾难往往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胆小鬼游戏中的两名参与者都会死掉，或者是，苏联予以回击，核武器大战随之爆发。强制性任务的确是带有风险性的战术。

至于另一方为何没有按照该项战术的原初设想进行退让，至少有四种原因。首先，另一方可能并不了解冲突一方所承诺任务的后果。比如，如果你看不见我在开车，因而也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么我俩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了。第二，另一方可能想要遵从冲突一方的愿望，但却无法这样做——比如在胆小鬼游戏中，对方司机因刹车失灵而无法及时停车，或者是一名遭到绑架的人无法弄到赎金。

第三，冲突一方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任务，兑现自己曾经声明要采取的行动，但是另一方却可能对其所承诺的这一任务表示怀疑。另一方可能这样解释道，强制性任务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冲突一方未必真的敢实施。这种误读就会酿成悲剧。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突一方可能会错误地判断，到底对于另一方而言，自己正在强迫另一方做出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相对价值。冲突一方可能相信，另一方会优先选择向灾难屈服，而实际上，另一方却有可能愿意面对灾难。比如，在发动对古巴的封锁行动时，肯尼迪不得不假设，赫鲁晓夫会优先选择令自身感到尴尬的撤军行动，以避免爆发海上战争，或是危险的核武器复仇战。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判，冲突一方要全面了解另一方的观点和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新近介入某种关系的冲突方而言，采用强制性任务战术可能就是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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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四种风险的存在，冲突一方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必要时采用那些能逆转的强制性任务。如果冲突一方明智地——胆小鬼游戏中将方向盘扔出窗外之前——准备好第二套不为另一方所知的操控机制，这套机制能在强制性任务没有起到作用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刻用来避免灾难的发生。多数情况下，被人视为傻瓜或者骗子，总比丢掉性命明智得多。最有效的单方强制性任务可能是，另一方相信是不可逆转的，但却能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加以修改。

除风险性之外，强制性任务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冲突一方在使用这一战术的时候必须先发制人。在胆小鬼游戏中，只有第一个剥夺自我控制权的人才有可能获胜。如果另一方在冲突一方将方向盘扔出车窗的同时，或者是紧随其后，也将方向盘扔出车窗，那么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为冲动而愚蠢的行为。只有冲突一方有望另一方仍保有控制权时，放弃对事件的控制才有意义。

我们看到强制性任务存在可信度和风险性问题。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任务往往会推动冲突升级，除非它们以绝对的非暴力形式出现（参见下文）。这一战术并不会终结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而往往会带来如下这些反应：冲突各方都可能绝不妥协，或是都觉得自己不能稍稍让步，以免颜面尽失，而这样一些反应会使得业已形成的困境更为严重。



暴力


我们将暴力（violence）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所珍视事物的行为。暴力一词常常引申到这一定义之外。比如，奥珀托（Opotow， 2000：404）给出的定义就包括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指的是拒绝向社会的某些成员提供“享有人类幸福和尊严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尽管结构性暴力很值得我们考察并寻找解决办法，但是它与身体暴力有着不同的起源和效果，后者才是我们感兴趣的现象。

区分工具性暴力（instrumental violence）和情感性暴力（emotional violence）很有意义（Berkowitz， 1993）。工具性暴力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旨在强化冲突一方与另一方发生冲突的理由。前面描述过的几种战术可能会涉及工具性暴力。比如，针锋相对战术和威胁战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采用暴力形式（比如男孩欺负妹妹时爸爸就打他屁股），也可能会采用非暴力形式（比如把他关进自己的房间）。强制性任务也会涉及暴力形式（比如折磨犯人直到他们说出自己的同谋），或者涉及非暴力形式（比如把犯人关进审讯室直到他们说出自己的同谋）。冲突一方也能用工具性暴力来打败另一方或者进行自我防御。

就情感性暴力而言，伤害另一方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暴力所涉及的情感——诸如愤怒、敌意或是复仇的愿望——都直指另一方。这些情感可能来自于因另一方而感知到的烦恼，或者说，它们可能映射出另一方给冲突一方或其所在的群体所带来的侮辱、痛苦或是相对剥夺。它们或许可能源自某种其他的情境，并被转嫁到另一方身上。比如，如果有一天，父母在工作中很不顺心，那么他或她就有可能回家后，因孩子所犯的轻微过错而打孩子。

大部分暴力行径既带有工具性，也带有情感性，只不过程度有差异。因此，一名刑讯者拷打犯人，可能主要是为了达到工具性目的，即从犯人那里获得信息，但也可能是为了发泄自己对世界的愤怒，因为刑讯者在童年时期受到过虐待。上面提到的那位沮丧的父亲或母亲，主要的目的是发泄自己对老板的愤怒，但也有可能带有工具性目的，即让孩子不要制造噪音、反驳自己或者做任何会令父母感到暴怒的事情。

群体暴力通常要比个体暴力更具破坏性。群体暴力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群体的力量大小和授权等级高低。政府和握有权势的群体，往往会通过警察或者军事力量公开实施暴力。而弱势群体则往往会采用秘密行动的方式，成立突击队或进行恐怖活动，来反抗那些他们正在挑战的强势群体。他们秘密地派遣个人或是小分队去破坏桥梁或建筑物，并且还杀死另一边的人。采用恐怖主义战术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些群体公开行动，他们的成员往往会在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前就已被捕。

像基地组织对世贸中心进行袭击这样的恐怖主义行径，通常都至少带有四大目的。一是情感性目的，即通过报复权势较强的敌人来表达内团体真实的或臆想的怨愤。其他三个都是工具性目标：（1）骚扰对手，直到对方为了制止暴力而做出让步；（2）为保护内群体而削弱对手的力量；（3）说明对手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不堪一击，以便能招募更多的内群体成员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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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反抗


非暴力反抗指的是弱势群体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形下，对现状进行挑战的一套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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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暴力反抗可以视为代替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的战术，既能给强势一方加诸真正的压力，同时又避免采用暴力而导致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暴力给双方都带来痛苦（遭受恐怖攻击方的反应往往是，对恐怖分子所宣称代表的那个群体实施暴力），破坏与对手的关系，以及疏远那些本可以给对手施加压力的第三方。

非暴力反抗的例子有：为了让占据印度的英国军队撤军，圣雄甘地所进行的绝食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美国南部勇敢的美国黑人发动的联合抵制和静坐抗议运动；以及那些为抗议发动内战而拒绝登记入伍的人们，或是拒绝为正在驶近的坦克让开道路的行为。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些行为所体现出的勇气、决心和道德信念表示钦佩，但是绝不能忽视这些起到作用的方法本质上正是争斗之术，而这些战术本身就优先适用于交流非常困难的冲突情境。就像甘地（Gandhi， 1949：4）所述，“非暴力……并非意味着软弱地屈从于恶人的意志，而是意味着用个体全部的精神来反抗暴君的意志。”实际上，使用非暴力战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不但因为当权者可能会使用暴力镇压或进行其他严重的处罚，而且也因为抗议者在面对来自对手的暴力行径时，还必须保持非暴力状态。

就像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一样，非暴力反抗要起作用，也须借助骚扰或削弱对手，以及继续招募愿为他们的事业而献身的支持者这些方式。非暴力反抗还有一个不同于突击行动和恐怖主义的优点，即这套战术往往会赢得对反抗者事业的外部同情。因此，甘地的非暴力立场使其扬名世界（其中还包括英国社会的一部分！）。当甘地开始绝食之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纷纷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做出甘地所希望的让步，以免甘地死亡。如果当权者使用暴力来镇压非暴力抗议者的话，那么外部同情的力量可能会非常强大，因为当权者的反应与挑战本身相比显得过于悬殊。比如在1960年夏普斯维尔（Sharpsville）大屠杀期间，南非的白人警察杀死了67名非暴力的非洲抗议者。这一事件导致南非政府遭到了全世界公共舆论的谴责，并最终导致南非遭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并进而导致时任政府在1993年为一个公选出来的黑人掌控的政府所替代。

我们最好是将非暴力反抗看成是一组而非完全统一的战术。夏普（Sharp，1970：32）曾经将非暴力行径分成三种类别：非暴力抗议，其中包括“游行……设置工人纠察队……‘长期不断地骚扰’官员……发放抗议资料，”以及“让大家了解异议的存在”和异议人士持有的观点；非暴力不合作，诸如“经济抵制……罢工……不合作主义（civil disobedience），以及哗变”，这些“都向对手显示出，社会系统的正常效率和正常运作已经难以维系”；以及非暴力干预，包括“静坐示威、绝食、非暴力障碍物、非暴力入侵以及建立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积极地侵扰对手。

在本章提到的术语中，夏普指出的第二种和第三种非暴力行径是强制性任务的形式。因此，经济抵制、罢工、静坐示威以及绝食的目的都是向对方表达一种不可撤销的任务，以实现一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它们还是一种以不同方式向对方（权势较强的一方）实施惩罚的非暴力行动方案。如果这项强制任务能有效地传递给另一方，就会将事件的责任明确地转移到另一方肩上，也就是说，把球踢给了另一方。比如，甘地在宣布自己打算通过绝食行动来抗议英国在印度的政策之前，就正式通知了英国，宣布英国决定危机后果的唯一责任方。任何事情都不会让甘地改变立场，除非英国满足他的愿望，决定的责任就完全在英国方面，要么同意甘地的要求，要么让甘地饿死。甘地是在冒险，但是在印度几乎所有非暴力行径的尝试场合中，这套战术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管战术实施者是甘地个人还是大批民众。

使用非暴力反抗战术的冲突方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并非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而是因为他们能用那些对另一方而言，不但代价高昂而且看上去不可逆转的方法，这一点与强制任务非常类似。甘地用来迫使英国改变其印度政策的力量，并非是他上好的身体条件资源，而反倒是其极度的虚弱。甘地凭借虚弱的身体来承担这样的绝食任务，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这对于迫使强大的英国做出让步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如果强制性任务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那么弱小也能因此而成为力量的源泉。



总结和结论


本章我们试着概述了几种更重要的且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冲突一方运用这些战术的目的是为了在冲突中获得胜利，其中大部分战术——诸如逢迎讨好、承诺、辩论说服、羞辱、针锋相对、威胁、强制性任务和暴力——都是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呈现给读者的，从不易引起争议到极易引起争议。这一由轻到重的序列往往视为冲突发展（尽管并非在每项冲突中都能找到我们所列出的所有战术）的过程，反映了冲突升级的共同趋势。我们最后提到的非暴力反抗战术，并非由轻到重的序列，该战术放在本章最后是为了与暴力战术做对比。

在以上这些阐述中，有几个要点需要在此总结一下。逢迎讨好战术能以谄媚、观点从众、或是积极进行自我展示这些形式出现。如果另一方认为并不存在刻意操纵，逢迎战术就能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少讨论羞辱战术，然而在全世界羞辱战术却是一种普遍而有力的方法。羞辱战术的最大危险就是，它会导致另一方远离群体，因而削弱该群体将来对另一方施加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重新整合的羞辱，即将这一战术与重新表态确认另一方与该群体存在的社会纽带联合起来使用。

针锋相对战术——另一方合作时给予奖励，不合作时予以惩罚——可能在所有争斗之术中应用最广。这一战术的主要缺陷就是，它会引致冲突螺旋上升——一种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另一方无法清晰地懂得，自己可以与冲突一方进行交易。要想缓解这一问题，可以让冲突一方在实施惩罚之前，给另一方一个宽限期，也可以让冲突一方用言语来诠释针锋相对战术的实施过程，或者还可以在冲突螺旋上升期间，偶尔转而和另一方进行合作，希望另一方对这一偶发的合作行为予以回报。

承诺、威胁以及强制性任务都必须具有可信度，然后才能产生效力。这意味着，另一方必须认为冲突一方拥有实施其曾经提及的行动的能力，并且有实施这些行为的意愿，此外，冲突一方还要能对另一方的行为有足够的监控，从而分辨另一方到底是否遵从。冲突一方的意图可信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冲突一方必须证明，如果另一方遵从，就会得到所承诺的奖励，或者不会受到伤害，而另一方面，冲突一方也必须证明，如果另一方并未遵从，就不会得到所承诺的奖励，或者会受到伤害。很多当事人只是利用了双刃剑的一面，他们只是强调说，如果另一方遵从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另一方不遵从会发生什么。正因为如此，他们未能成功地影响自己的目标对象。

暴力——伤害他人身体或破坏他人所珍视事物的行为——的产生既可以是情感性的，也可以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而暴力的使用往往反映了两种暴力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工具性暴力往往与逢迎讨好、威胁或者是强制性任务这些战术相伴。恐怖主义者的暴力是一种弱势群体选用的战术，旨在逐步削弱那些强势群体的力量和决心，他们视为这些强势群体控制或打压他们。

就像恐怖主义一样，非暴力反抗也是一种弱者为了求得改变，对强者施加压力的工具。但与恐怖主义不同的是，这项战术并不会导致冲突失控升级，因而鲜有不良后果。大部分非暴力运动都是以强制性任务的形式出现，比如，甘地的绝食到死，或是在政府大楼前的静坐示威。非暴力反抗这种武器具有恐怖主义所没有的两大长处，这些长处都源于反抗者所采用的战术与对方的反应之间存在的悬殊：一方面，反抗者采用的战术是温和的（虽然是长期的），而另一方面，这些战术却往往会招致对方重度的且带有惩戒性的回应。第一个长处是，这种力量上的悬殊能唤起第三方对抗议者的同情，并会因此会对目标对象施加外部压力。第二个长处是，这种悬殊能给目标群体的某些成员带来负罪感，这种感觉可能会加速目标群体改变政策。

本章全篇我们都将冲突一方描绘为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行动的发起者，而将另一方描绘为这些行动的接受者和回应者。这样一种描绘有时是正确的，但却往往会造成歪曲。敌对双方的交流往往更像在跳小步舞曲，期间双方的步伐需要非常准确地匹配在一起，各自对另一方某个部位的动作做出回应。双方轮流采取行动发起人和行动接受者的立场，而冲突升级既是冲突中的一方全盘掌握了一系列战术主动权的产物，也几乎可以（或更严重地）说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物。在接下来的四章中，我们将仔细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探讨。这些章节将涉及冲突升级产生的条件及过程，以及是何种条件和过程使得众多已经升级的冲突得以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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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故事选自杰弗瑞·鲁宾和卡罗·鲁宾1989年撰写的《家庭之战》（When Families Fight）。


　　




[2]

 对戴维营谈判的斡旋所进行的分析（尤其是强调找到识别潜在利益点的价值，可作为达成协定的手段）选自费希尔、尤里和巴顿撰写的《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Fisher， Ury & Patton， 1981）。


　　




[3]

 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杰·费舍尔（Roger Fisher）曾发表讲话，标题为《与俄罗斯人谈判和与自己的配偶谈判：有何不同？》他的回答是，“ （差别）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的回答也是这样。


　　




[4]

 某些专家（如Hopmann，1996）使用 “利益冲突”这一术语，而不是“利益分歧。”


　　




[5]

 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是指各方共同努力，以寻求一种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而单方独自的问题解决策略是指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在寻求各自所能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多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策略几乎总是一开始就公开表明利益的差别，并且因此造成了各方期望值的碰撞。这就意味着，冲突成为一种公然的对抗形式，即使其形式较为温和。


　　




[6]

 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分歧，使得我们偏离了社会科学的惯常做法。不过，我们相信，这样的偏离也有其价值，因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更能预测人们将来的实际行为。这是因为知觉通常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即时直接的影响（也即冲突情境下的策略选择），相比之下，现实的影响力不但来得缓慢，而且不太确定。我们承认，按照知觉来对冲突进行定义会造成一种可能性，即一方相信存在利益冲突，而另一方却不这么认为。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知觉来采取行动，但是显然必定有一方是错误的。


　　




[7]

 据普遍推断，王安电脑公司在其创始人辞世之后衰败的原因之一就与它的组织文化有关，该文化强调内部和谐、避免对抗。由于担心发生冲突，经理们不愿自己做出困难的决策，面对那些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们，他们等待着另一位王安先生来进行干预。结果，公司难以做出调整，以应对王安先生的逝世和瞬息万变的市场。


　　




[8]

 陷入敌对婚姻的父母如何保护儿童，使之不受婚姻冲突的不利影响，请参看戈特曼（Gottman，2001）的建议。


　　




[9]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1995）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些巧妙的应对策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贝鲁特，人们运用这些策略以应对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轰炸、绑架和谋杀。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策略就是选择性注意，也就是说，人们只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自身能掌控的事件中，而将那些自身无法掌控的事情排除在注意力之外。这样的策略给了当地人一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是这的确阻止了他们沉溺于无助的感觉之中。一位居民对这种策略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我在去打网球的路上，一架以色列F-15战斗机突然从我头顶飞过。对于这件事情我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他会向我投掷炸弹吗？我不这么认为。因此我继续往前走，去打网球（p. 38）。”


　　




[10]

 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请看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的有关介绍。如果想了解与心灵创伤主题有关的综述，请看沙莱夫等人的文章（Shalev et al.， 2000）。


　　




[11]

 该图形和以下其他图形都和托马斯（Thomas， 1976）所用的图形有共同的要素。


　　




[12]

 我们将在第9章单向调解行动部分详尽地讨论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见第223~225页）。


　　




[13]

 虽然图2.1和图2.2能使我们直观地了解冲突的含义，但是由于两者将效用（即某一个体的利益水平）视为单向维度，因而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实际上，大部分情境下人类的需要是多维度的。比如，人们既需要食物也需要宽敞的住房，并非如简单的效用概念所示，人们愿意为了更多地满足某种需要而放弃其他需要。正如图2.1和2.2中所示，人们的愿望水平并不是单一的，而可能是多种，每种愿望都一一对应着卷入争议中的某种需要。因此，要进行更加复杂全面的分析，就应该绘制多维图形。


　　




[14]

 实际上，即使那些具有零和性的问题，也常常能转变为非零和性的等价问题。至于通过何种方式来转变，我们将在第9章到第11章中进行具体介绍。


　　




[15]

 本书的作者之一金盛熙，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个故事讲的是“天堂”和“地狱”的根本差别。故事伊始，两个地方并不存在明显区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了吃饭时间，在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天堂和地狱的食堂里，都供应着相同种类和数量的食物，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没有任何差别。食堂的长条桌上放着很多又大又圆的薄饼，每名用餐者都有一双非常长的筷子（或者一把非常长的叉子）。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两条规则：第一，必须用筷子夹薄饼；第二、如果薄饼掉在了地上，任何人都不能捡起来再吃掉。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天堂中的人们总是显得饱食而安逸，而地狱中的人们则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和烦躁不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地狱中，人们不太友善或者不太信任。因此，他们蜂拥而上地争抢薄饼，因为他们认为别人拥有更多的薄饼就意味着自己得到的薄饼更少。然而由于不能灵便地使用长筷子，薄饼常常掉在地上。按照规则，所有的进餐者都不能再吃掉到地上的薄饼。由于很多薄饼掉在了地上，最后桌上剩下的薄饼寥寥无几。为了抢夺那所剩不多的食物，人们频繁地争吵和打斗，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薄饼掉落在地。相比之下，天堂的居住者们用筷子夹起一张张薄饼，然后将饼喂到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嘴里。虽然筷子的长度对自己吃到薄饼有些妨碍，但是却能将薄饼喂到那些同住在天堂里的其他人嘴里。一句话，在地狱中，占优势地位的是零和思维，而在天堂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双赢思维。


　　




[16]

 平等理论（Adams， 1965；Walster et al.， 1978）主张，如果那些功劳（更专业的名称是贡献）基本与我们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要好于我们，或者那些看上去功劳要比我们少的人所获得的结果与我们相同，那么不公平的比较就非常有可能发生。


　　




[17]

 关于信任和猜疑的问题，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进一步探讨。


　　




[18]

 1950年，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困境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出卖自己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囚徒最大的利益所在。——编者注


　　




[19]

 我们以鲁宾等人（Rubin et al.， 1994）的研究报告为例来解释“民族中心主义”。鲁宾每天早上6点钟都要去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游泳池游泳。他发现那些刚巧也常常在这一时刻去泳池游泳的人士，能迅速地结交为朋友。实际上，这些人的“群体性（groupness）”感觉往往非常强烈，以至于常常对泳池的新来者采取敌视或者轻蔑的态度，唯一的原因就是后来者是新面孔。这些后来者，不得不付出努力来求得群体的青睐。


　　




[20]

 我们必须将群体认同与群体认同需要区分开来。群体认同指的是某一群体的成员对该群体的平均认同程度（成员们将该群体看成是他们自我形象的中心），而群体认同需要则包括成员对群体生存及其独特文化的关注、使用该群体独有的“语言、历史、服饰、教育、仪式和领土”等文化载体的心愿（Leatherman et al.， 1999）、以及获得其他群体的认可和尊重的需要。群体认同需要的受挫往往会导致群际冲突（Stein， 1996）。双方的群体认同感越强，这类冲突就可能会变得越激烈。


　　




[21]

 群体极化效应的研究表明，具有类似想法的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往往会强化诸如态度、判断及行动计划等心理状态（Isenberg， 1986）。这是因为：（1）如果群体成员了解到，自己所偏好的方向又获得了新论据的支持，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而且（2）很多人获悉，其他成员在自己所偏好的方向上比自己更极端。希望加入观点相同的成员前锋队，或者对自己的信念更加有勇气，成员因而会变得更加坚持自己的方向。


　　




[22]

 伊斯兰极端分子不但在信仰上非常正统，而且在政治上非常好战，而普通伊斯兰教徒则没有这些特征。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本·拉登是无法与曼德拉和华盛顿相提并论的，但是就其在群体内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他们都同等重要。


　　




[23]

 回避策略倾向于维持现状，因而不能算是一种纯粹的策略。站在对现状进行挑战的冲突一方的角度来看，这一策略类似于让步策略。而从现状对之有利的冲突另一方来看，这一策略则类似于对抗策略。比如，假定我正在试图说服你借给我一本书。如果我变得不作为或者进行撤退的话，那么这就通常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也就是说，我让步了。而如果你变得不作为或者进行撤退的话，就意味着你拒绝借给我书，这就类似于那种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因此，与那些反对现状的人相比，既得利益者会更普遍地采用回避策略，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Peirce et al.， 1993）。


　　




[24]

 此类研究的详情讨论，请参见Pruitt（1981）， Pruitt & Carnevale（1993）以及Rubin & Brown （1975）的研究。


　　




[25]

 理论上冲突一方有可能对另一方所获结果，甚至己方所获结果的关注存在负值。这一点虽未展现在图3.1之中，但是我们可以将图中的两个坐标轴分别向下和向左延伸，就可以说明负值的存在。本章会稍微探讨负面关注的一些观点，在第5章和第8章讨论冲突升级问题时会进一步探讨。针对冲突一方和另一方结果负面关注的讨论，请看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 1988）的研究。


　　




[26]

 凯利等人全面而详细地讨论了冲突方对让步策略的排斥（Kelley et al.， 1967）。


　　




[27]

 有时候，双重关注模型会以坐标轴旋转90度的方式出现。其中“整合”轴从回避策略区穿越到问题解决策略区，而另一条“发散”轴则从让步策略区穿越到争斗策略区。正如范·德·福利尔特（Van de Vliert， 1997）所指出的，这种词语的使用有助于描述现象，但是不能解释为何人们会选择一种策略而不是其他的策略，图3.1双重关注模型中的双重关注模型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


　　




[28]

 请参见Pruitt & Carnevale， 1993：106。


　　




[29]

 比如，劳资纠纷中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资涨到16美元，而管理方却坚持每小时12美元，这时候就可以采用“各让一步”的选择，也就是说，最终达成一项每小时14美元的协定。如果工人们把这一结果看成是自己损失2美元（因为14美元要比他们原来的要求少2美元），那么他们运用了消极思维框架。相比之下，如果他们将这一结果看成是自己多获得2美元（因为14美元要比管理方提出的多2美元），那么他们运用了积极思维框架。


　　




[30]

 据说，诸如此类的情况涉及了“假内聚力（false cohesiveness）” （Longley & Pruitt， 1980）。


　　




[31]

 矛盾的是，某些负面情绪，比如负罪感也会增强个体的帮助行为（Carlson & Miller， 1987；Cialdini & Kenrick， 1976）。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帮助人的行为是工具性的，旨在使助人者走出不良情绪（Carson & Miller， 1987）。


　　




[32]

 罗斯博特（Rusbult）和她的同事（Drigotas & Rusbult， 1992；Rusbult et al.， 1991）将这种建立或维系关系的愿望称作“承诺（commitment）”，并且指出，这在处理婚姻冲突时至关重要。


　　




[33]

 更低的愿望能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更为可行，这一点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惊讶，因为从表面看来，这一点和我们先前提到过的有些不一致，即低自我关注（造成愿望较低）减少了问题解决策略的可行性。不过，这两点却并不矛盾。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两种对抗性力量，当自我关注度下降的时候，这两种力量同时被激发出来，一种力量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更加可行，而另一种力量（允许使用让步策略）则使得问题解决策略看上去不太必要。


　　




[34]

 为了抵消掉形象损失，冲突一方必须在安抚的同时表现其坚定的立场。


　　




[35]

 这就是费歇等（Fisher et al.， 1991）所描述的BATNA（谈判协定之最佳选择）的概念。如果另一方拥有一种强烈的BATNA，对抗策略就会令另一方采纳这一最佳选择。


　　




[36]

 某些时候，冲突一方提早让步无论对自己还是另一方都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一方过早地做出了让步，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双方在有机会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整合式解决方案）之前，就将问题在不成熟的状态下解决掉。还有一个原因是，冲突一方过早地让步，可能会使得另一方变得更好争议，以至于无法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或者无法达成协定（Pruitt & Carnevale， 1993）。


　　




[37]

 请注意，不公正感和愤怒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不公正感能引发愤怒感，而愤怒感也会造成不公正感。请参见米勒（Miller， 2001）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全面讨论。


　　




[38]

 在一些案例中，自我责备可能会唤起羞耻感而不是内疚感，并且会造成冲突一方采用回避策略。按照拉扎勒斯（Lazarus， 1991：244）的说法，人们在感到内疚的时候，可能会对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进行弥补（比如做出让步）。然而，当感到羞耻的时候，人们则可能会“对自身的失败进行隐匿或回避，不让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看到这些失败。”这就是回避策略。


　　




[39]

 平克利（Pinkley， 1990）和盖尔芬德（Gelfand et al.， 2001）用“妥协”这一术语来表述双赢角度，而用“获胜”来表述输赢角度。


　　




[40]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冲突双方责备双方之外的人或事。比如，彼得可能会将冲突的发生归咎于所在公司的度假政策不够宽松，如果公司能给雇员们一个更长时间的带薪休假期，那么彼得和玛丽就既能去山间度假，也可以去海滨度假了。我们有理由假设，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冲突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就会倾向于采取问题解决的行为。虽然这种假设并未得到证实，但并不妨碍它的合理性。


　　




[41]

 要想了解文化对冲突过程的广泛影响，请参看阿夫鲁赫（Avruch， 1998）、科恩（Cohen，1991）、以及福尔和鲁宾（Faure & Rubin， 1993）所做的研究。


　　




[42]

 研究表明，与集体主义者相比，个人主义者更可能与对方达成整合式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个人主义者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式的问题解决方式。比如，廷斯利和布雷特（Tinsley & Brett， 2001）发现，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不但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而且能找到更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然而，针对文化差异所作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乔斯沃德及其同事（Tjosvold et al.， 2000， 2001）研究发现，当集体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公开讨论和提出要求不会危及群体和谐时，他们有能力并且也愿意选用积极主动的、开放的以及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策略，并且也能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正如廷斯利和皮路特拉（Tinsley & Pillutla， 1998）所指出的，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说明，我们有必要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元分析。


　　




[43]

 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讨论隐蔽的问题解决方式。


　　




[44]

 对于韩国人来说，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技能就是“nunchi’I”，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目测”。这是一种默默地察觉和辨明他人想法和情绪的能力，而在处理冲突时，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倚重。斯蒂尔斯（Steers， 1999：209）指出，“如果一名现代（Hyundai）公司的雇员去向上司请求帮助，但是上司没有能力，或者愿批准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用‘nunchi’I’的方式来告诉下属这一负面信息。与上司正式并且公开地驳回下属的请求相比，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双方陷入尴尬境地。”不懂得“nunchi’I”方法的韩国人注定是社会的失败者。


　　




[45]

 一名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韩国记者这样说道，“韩语并不是一门能很好地用于辩论的语言，因为其中含有太多的隐性意义。韩语太容易被人误读。英语是一门清楚明确，而且富有逻辑性的语言，也非常适合用于辩论。当我和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英语”（Breen， 1998：35）。


　　




[46]

 《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当年曾经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成电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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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比希腊人更了解对手的利益。


　　




[48]

 从第5章到第8章，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逐步升级的序列问题。


　　




[49]

 虽然我们认为这里考察的争斗之术更加有趣和重要，然而还存在很多其他的争斗之术。这些战术包括骚扰战术（gamesmanship）（Potter，1948），负疚经历（Rubin et al.，1994），既成事实（Falbo，1977；Falbo & Peplau， 1980），愤怒声明（Averill， 1982）（艾夫里尔曾经指出，愤怒声明带来的结果多为帮助行为，而非对关系的伤害）以及更多的间接手段，比如暗示（Falbo & Peplau，1980）。


　　




[50]

 要想更完整地了解逢迎讨好战术，请参看戈登（Gordon， 1996）、琼斯（Jones）以及施腾格尔（Stengel， 2000）的研究。要想了解组织背景下，雇员如何运用逢迎讨好战术，请参看伊斯曼（Eastman， 1994）、库克等（Harrell-Cook et al.， 1999）、冯科（Vonk， 1998， 1999）以及沃特曼和林森迈尔（Wortman & Linsenmeier， 1977）的研究。


　　




[51]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十二怒汉》这一极好的例子，看到劝说的力量。在这部电影中，陪审团需要判定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是否有罪，这个孩子被控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个陪审团中，除了一个态度温和的人（亨利·方达扮演）之外，所有其他人都认为这个男孩子铁定有罪。然而，亨利·方达逐步对这些人进行了劝说，最终改变了对这名男孩的草率判决。


　　




[52]

 例如柴金等人（Chaiken et al.， 2000）的研究。


　　




[53]

 一名被宣判犯有福利诈骗罪的妇女，想要的是在监狱里服刑，而不是戴上这样一个标志：“我从穷人那里偷了食物”（Etzioni， 2001）。


　　




[54]

 A即英文adultery的首字母，意为“通奸”。——编者注


　　




[55]

 有时候，术语“威胁”还有另一种含义，即难以控制或者是不能控制的当头之灾，比如疾病或者是核战的威胁（Milburn & Watman，1981）。我们称这种危险为非条件性（noncontingent）威胁，这种威胁截然不同于我们在本小节中讨论的条件性（contingent）威胁，后者指的是，冲突一方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遭受伤害。


　　




[56]

 在海尔曼（Heilman， 1974）的一项研究中，那些遭到威胁的参与者感觉自己就像孩子一样被人管教。大部分成年人都非常反感此种行为。


　　




[57]

 要想了解组织环境中威胁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实证研究，请参看弗里德曼（Freedman， 1981）的研究。


　　




[58]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凯利（Kelley， 1996）的实验结果，在谈判后期谈判者往往会承诺不再进一步向对方退让，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谈判者。


　　




[59]

 要了解恐怖主义的信息，请看拉克（Laquer，1999）；利夫顿（Lifton，1999）；鲁本斯坦（Rubenstein，1987）以及怀特（White， 1998）的研究。


　　




[60]

 有关非暴力反抗战术的讨论，请看阿克曼和科鲁格勒（Ackerman & Kruegler， 1994）；埃里克森（Erikson， 1969）；金（King， 1963）；以及斯蒂格和林德（Steger & Lind， 1999）的研究。




第二编 冲突升级




第5章 冲突升级及其发展


一提到冲突升级，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那些国际关系案例。因此，我们将以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例子，即冷战的发展，作为本章的开篇案例。然而，升级并不仅限于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都可能会升级。因此，我们也会分析其他领域的案例。



冷战的发展


冷战指的是从1945年开始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的巨大政治冲突。在那段时间里，这一残酷且令人恐怖的冲突，成为国际社会中最为显见的特色，影响着全球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冷战从未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即便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战争几近爆发（将在第9章详加描述）。然而，这段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冷战发展的产物，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时至今日，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世界上这些地区之间的对抗也已经基本停止，然而，冷战的遗留问题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诸多机构和文献之中。下面我们讲述一下冷战的发展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同盟国家。虽然二战在1945年结束，但是双方仍旧有望继续合作。然而经过战争洗礼的苏维埃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于是，他们企图控制那些与之毗邻的国家，这加大了东西方合作的难度。苏联不但在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同盟，还支持希腊的红色游击队，并对土耳其施加政治压力。1947年，美国以三种方式反击了苏联的这些行动：对希腊和土耳其给予军事援助；启动马歇尔计划，计划重振西欧经济和削弱西欧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力量；先与英国联合，再与法国联合，开始了统一西德和重建其经济的漫长过程，以便构筑一个防止苏联扩张的远方堡垒。

在之前的三十年中，苏联曾两次与德国交战，因此，美国在德国的上述行动被苏联视为严重的警示。苏联先以抗议的形式做出了反应，之后在1948年，苏联尝试偶尔中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往来。当时的柏林虽然是在联合统治下，但却是苏联人包围控制下的一块飞地。最后，在西方国家统一了西德货币之后，苏联人宣称，他们正在修复通往柏林的道路，开始对柏林实施了全面的封锁。美国及其盟友们对此做出了回应，成功地启动了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空运线。他们还开始进行磋商，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北约）。北约是一个由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组织。后来局势的发展最终引致了西德重整军备，而苏联将这一行动视为严重的警示。

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但是我们不再继续讲述了，因为到此为止，读者可以看到冲突升级的生动案例。



升级中发生的转型


升级（escalation）一词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升级可以指冲突一方正在使用比先前更为严重的战术——给另一方施加更大的压力。升级还可以指冲突的强度在整体上有所增加。由于冲突一方的升级往往会导致另一方的升级，因而导致整个冲突的激化，因而这两种含义具有关联性。本书所使用的冲突一词会兼顾这两种含义，不过主要关注后一种含义。

冲突在升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特定的增长转型。虽然这些转型分别发生在冲突各方的身上，但却在整体上影响了冲突，因为转型通常通过另一方映射出来。作为这些转型的结果，冲突得到了强化，而这种强化有时极难撤销。本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转型的本质及其发生的过程。

冲突在升级过程中，通常至少会发生五种类型的转型。虽然这些转型可能不会在某一个单独的冲突中全部出现，但都非常常见。这五种转型如下：

1. 轻→重。正如第4章所示，在一项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中，冲突一方通常一开始会采用那些影响力较小的战术：采取逢迎讨好姿态或是进行辩论说服。很多情形下随着冲突的发展，这些温和的战术会被诸如威胁、强制性任务等较为严重的战术所取代，甚至最后可能会突然爆发暴力。1948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可以视为此种转型的例证：苏联从抗议到中断与对方的沟通，最终封锁了柏林。而美国及其盟友也果断地从加强一个新同盟，发展组建一个完整的军事同盟。

2. 小→大。随着冲突的升级，问题往往有迅速扩散的倾向（McEwen & Milburn，1993）。冲突双方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越来越陷入到斗争之中，并且为求获胜，不断追加资源的投入。这两种倾向都可以在冷战危急中看到。从苏联一方来看，对西方世界初始的普遍怀疑迅速演变为大量具体的抱怨：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的项目、重建西德、发行独立通行的西德货币并最终形成一个敌对的军事联盟。从美国方面来看，新问题随处可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支持希腊的游击队以及封锁柏林。双方不但迅速增加了对冲突的资源投入，而且冲突在双方都发展成全国关注的事件。

3. 具体→普遍。在升级的冲突中具体问题往往会给普遍问题让路（Coleman，1957），而且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也会恶化。纵观一个令人痛苦的冲突升级过程，小型且具体的担心往往会被那些大型且包罗万象的立场所取代，而且最终发展成普遍无法容忍对方。

在冷战的发展历程中，这些改变在美国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对自己在1945年及1946年看到的那些具体摩擦的担心，迅速转变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整体上的普遍谴责。苏联被美国人视为希特勒德国的新化身，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而且一心一意想要侵占全世界的“邪恶帝国”。这种看法导致美国做出很多过火的行为，诸如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多年来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参与越南战争。美苏之间的关系恶化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有些时候，双方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沟通。

4. 尽力做好→取得胜利→伤害另一方。在很多冲突的早期，冲突一方只是着手尽自己的可能做得更好，而未曾考虑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这种观点被多伊奇（Deutsch， 1958）描述为 “个人主义定向（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以关注自我利益为特征，完全不考虑另一方的命运。然而，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一方从只对“尽力做好”感兴趣转变为注重明显的竞争性目标，而“尽力做好”则意味着要超过另一方。最终，随着冲突的继续，冲突一方的成本开始逐步增加，目标再次转变为伤害另一方。此外，如果冲突一方正在付出代价，那么目标就转变为对对方的伤害要多过自己受到的伤害（Glasl， 1982）。冲突一方流出的每一滴血，都会让另一方付出更为可怕的血的代价。这就是在极端状况下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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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这些动机发生改变，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积极性情感很快随着冲突的升级而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诸如生气这种不大强烈的负面情感。当升级继续进行，这些不大强烈的负面情感就会转变为更为强烈的负面情感，诸如愤怒、敌意以至于最后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类似这样的情感和刚刚描述的目标改变是相互支持的。

在1945年以后的美苏关系中，这些转型是很明显的。初始时那种推翻具体政策的愿望完全变为一种广泛的竞争，双方都对另一方有着强烈的负面情感，并试图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打败另一方。在美国，这一竞争的重要性反映在广泛存在的爆炸性的政治观点上，即中国自1949年革命以来，就走上了“迷失”的道路。在冲突双方很多人认为，针对这一问题的逻辑性解决方式就是削弱对手的力量，或者对于少数人而言，甚至是摧毁对方。

5. 很少→许多。面对持续不断的冲突，那些源自少数参与者的愤怒感的冲突往往开始增强，逐渐演变成集体行为。冷战期间两大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与其东方的对手华沙公约组织——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转型可能部分出于冲突一方的战术性考虑。如果另一方不按照冲突一方所希望的那样做——而且如果冲突一方不能通过威胁、承诺或其他一些方式来掌控另一方的话——那么冲突一方最大的兴趣点，就是找到那些愿意与之团结的其他力量。冲突一方不能靠自己完成的事务，可能会很好地得到协作者额外的支持和力量。这种转型可能也与先前那些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思想的改变有关。由于对另一方加诸冲突一方身上的要求或对另一方已采用的战术感到恐慌，部分第三方可能会转而支持冲突一方，而其他第三方，同样因担心冲突一方的要求和战术，转而进入另一方阵营。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整个世界的两极分化，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8章对此详加探讨。



国内冲突的升级


刚刚描述过的冲突变化并不仅限于国际舞台。实际上，这些变化也往往发生在国内情境中。我们来看一对年轻夫妻，以下是妻子对事件的陈述（Peterson，1983：360）：

我们正开车去看望我的父母。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两人都疲惫不堪。当时我正在开车，而保罗则在旅行车的后座上读书。我们要上高速了，于是我让他挪到另一边去，因为我要回头看，而他却挡住了我的视线。他让我看两侧的后视镜，或是转过身子来看。我不习惯用后视镜，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改变驾驶习惯，因为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我就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能动一下吗？”……他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我又问了两遍，最后他开始发脾气了，告诉我停车，由他来开车。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向我展示，如何既不用看镜子，也不用向后看，就能上高速。保罗继续说出一些更加伤人的话语。

数分钟后，妻子指出丈夫反应过度，丈夫道了歉，这次冲突算是结束了。因而，这次冲突不但短暂，而且一点也不严重。然而，我们先前提及的三种冲突转型在这次冲突中都有所体现。冲突表现为由轻变重，丈夫先是盯着妻子，然后开始表现出愤怒，最终变得出言不逊。冲突表现为由小变大，妻子一再重申她的要求，直至丈夫忍无可忍，而双方都将注意力放在争吵上。冲突也表现为由尽力做好转变为伤害另一方，开始丈夫只是拒绝挪一下身子，到最后却做出种种伤害妻子的行为。妻子并未告诉我们，丈夫的“伤人”言论到底是什么，但只要这些言论是对妻子开车技术的普遍的指责，就意味着冲突已从具体形态转变为普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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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升级模型


要理解冲突升级，我们必须知道，随着冲突的加剧，在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各自内部以及双方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过程。广义的升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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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种（Pruitt & Gahagan， 1974）：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冲突螺旋模型，以及结构变化模型。这些模型针对冲突升级的发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这三种模型都有价值，都能准确地描述某些冲突中升级的发展，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本章我们要讨论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而在第6章讨论结构变化模型，该种模型还能应对日益恶化的关系。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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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者-防御者模型（contender-defender model）将冲突一方（争斗者）和另一方（防御者）区分开来。冲突一方带有改变现状的目标，因而将其放在与另一方相冲突的位置上。冲突一方的目标可能是从另一方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通常而言，冲突一方在开始时，往往采用那些比较温和、略带争议的战术，因为这样做风险最小。然而如果这样做起不到作用，冲突一方就会转而使用那些更加严重的战术，战术不断升级，直到另一方做出让步或者冲突不断升级的成本超出了所追求目标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冲突进程中，另一方可能表现得被动，或者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行为作出同样的升级反应，但如果另一方升级的话，那么这样做的原因绝对是防御性的，与冲突一方不同。

很多过去的征服之战就涉及此类冲突升级，包括科尔特斯（Cortez）和毕沙罗（Pisarroe）（争斗者）为了窃取黄金，打败阿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防御者）的战争，以及拿破仑与俄国的战争。这一模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即苏联正式树立了阻止西德统一的目标，这种统一对苏联来说是种严重的侵犯。苏联（争斗者）一开始使用了温和的抗议战术。这种战术没有作用时，他们就转向更加严重的战术，即间歇性地切断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联系。但该战术尚未取得成功之时，西方（防御者）发行了统一的西德货币，苏维埃则使用了非常严重的战术——对柏林全面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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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驾车故事（家庭冲突升级部分）也描述了争斗者—防御者序列。故事中的丈夫是争斗者。由于对妻子不断坚持的要求感到烦扰，他从温和的辩论说服，转而进行愤怒的非语言展示，进而发展到出言羞辱。不过，我们在描述这一事件的特点时，必须加以小心，因为整个的故事是从妻子口中说出来的，所以故事可能并不全面（请看下文）。

这一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还与一个实验结果相符和，该实验讲述的是个体和群体对持续不断的烦扰所做出的反应（Mikolic et al.， 1997）。实验中的冲突另一方（研究助手）不断制造麻烦，就是不给冲突一方（被试）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种种供给。任何时候都允许被试（争斗者）给另一方打电话，而研究者在对这些电话进行内容分析时，识别出七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被试（争斗者）按照标准的升级序列使用这些战术。他们先是请求获得这些供给，然后依次提出强求，抱怨另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感到愤怒，威胁另一方，不断骚扰另一方，最后发展到羞辱另一方。很少有被试按照这一序列走到最后一步，大部分都止步于中间某个环节。有趣的是，总体而言，群体的升级要比个体的升级走得远得多。

校园枪击事件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有助于我们了解近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众多校园枪击事件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枪击者受到过持续不断的烦扰——受到某些同学的嘲笑或欺负。最终，这些遭到奚落的个体（防御者）诉诸某种致命的暴力形式（这种极端的冲突升级），来反抗他们的对手，并常常将对手扩大到他们所在学校的其他同学和老师。虽然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这类暴力事件开脱，但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类事件往往与报复行为有关，或许有助于我们未来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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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肯塔基州帕迪尤卡市（Paducah）14岁的迈克尔·卡尼尔（Michael Carneal），因个头不高而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作弄。1997年12月1日他冲进学校清晨祷告集会，杀死了三名学生，并伤害了五名学生。类似地，阿拉斯加州贝瑟尔镇（Bethel）16岁的伊万·拉姆齐（Evan Ramsey）据说在上学期间因比较瘦削且性格拘谨而受到过骚扰。他被同学称为“斯科瑞奇（Screech）”，电视节目《救命铃声（Saved by the Bell）》中一个令人乏味的人物。1997年2月19日他来到学校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开枪射死了一名学生和学校校长，还射伤了另外两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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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案例的冲突升级，有别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案例（如驾驶故事中那位丈夫的行为）。因为校园枪击事情中冲突的升级并不表现为愤怒行为的逐渐上升，而是突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反应。这些未来的杀手们可能会避免使用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战术甚至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取笑和欺负。相反他们压抑着报仇的愿望，直到这种愿望在他们的生命中变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就在那一刻，他们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已经受够了！”

在这类案例中，到底是何种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这些未来杀手所经历的讥讽和欺负，几乎总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公开的羞辱，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其他看来，对于冲突一方的形象都是一种威胁，同时会唤起巨大的耻辱感。研究表明耻辱感往往会引发复仇的愿望（Scheff，1994）。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 1996：110）曾研究过诸多暴力犯罪分子，他断言道：“我尚未看到任何一种严重的暴力行径，不是源于令双方都感到羞耻和卑贱、不被尊重及遭人奚落的经历，而且不带有预防或消除这种‘丢脸’的企图——不管面临多么严重的惩罚，哪怕是死亡。”

另外，这类案例可能存在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的因素，即自控能力的降低，这源于先前对复仇愿望的过多压制。有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研究（Finkel & Campbell， 2001），被试要观看那些容易引起激烈情绪体验的电影片段。观看时研究者要求部分被试压制自己对于片段的情绪反应（高自我消耗），而另一部分被试则不作此要求（低自我消耗）。看完片段后，要求他们说明自己是如何对伴侣的攻击性行为做出反应的。不出研究者所料，实验结果表明，与那些未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进行控制的被试相比，那些压制自己情绪反应的被试表明自己将做出更具惩罚性的反应。先前的情绪压制引致了自控能力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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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讥讽和欺负事件在学校较普遍（Nansel et al.， 2001），而暴力形式的报复却鲜有发生。是什么使得这些杀手有别于那些也受到公开羞辱的普通受害者们呢？这方面的理论还很薄弱，我们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做出两点回应。第一，校园杀手或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或是从其他那些遭到排斥的学生中取得了社会支持。此外从前面提及的实验可知（Mikolic et al.， 1997），与个体相比，群体的升级会走得更远。大部分校园杀手都曾把自己的枪击计划告诉过其他受到过羞辱的同伴们（Vossekuil et al.， 2000），他们不但得到了后者的鼓励，而且有时还得到过后者的帮助。有些朋友甚至还推动了他们计划的升级。我们再来看一下伊万·拉姆齐案件。拉姆齐曾对他的两个朋友说，他想要带把枪到学校里，在那些折磨他的人面前挥舞炫耀，好好地吓唬吓唬他们。他的朋友们则鼓动他开枪射击，说这样一定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拉姆齐在枪杀名单上列上了三个人的名字，但这些朋友又建议他再加上11个人。拉姆齐说，他并未计划枪击校长，他这样做是受到一个不喜欢校长的朋友的鼓动（Dedman， 2000）。第二，所有的这些校园杀手都能拿到枪，就他们所在的环境而言，枪要比任何其他可用的武器致命得多。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的观点评述　虽然争斗者—防御者模型适用于诸如校园枪击事件这类冲突升级情况，但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这种模型却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人用来试图理解冲突升级问题的唯一模型。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采取的是一种单向因果序列，即冲突一方总是在升级中处于先导地位，但是，大部分升级事件涉及的却是一种循环过程。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接着是另一方对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再后就是冲突一方又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做出反应，以此类推。我们需要用冲突螺旋模型来理解这种冲突过程。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想为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找个人进行谴责的自然冲动。一方（通常被标示为“攻击者”）被视为挑头让冲突变得更为激烈，而另一方（通常被标示为“防御者”）则被视为试图合法地反击攻击者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比如，冷战时期大部分美国人将苏联看成是冲突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视苏联为“攻击者”。而实际上，双方都同样对冲突负有责任，而冲突螺旋模型则更适合解释此种情况
 

[9]



 。


冲突螺旋模型


冲突螺旋模型（con
 ict spiral model）认为冲突升级是源于行为和回应的一种恶性循环。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推动了另一方做出类似的报复或者防御性反应，这种回应进一步唤起了冲突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完成了一个循环，并且开始下一轮重复。冲突螺旋模型是一种双向反应模型，因为双方都是对另一方先前的行为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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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螺旋中，双方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报复——因另一方所制造的痛楚而惩罚另一方，也有一部分是出于防御或威慑的目的——使自己免受另一方所做各项准备活动的影响，给另一方以教训，并且让另一方觉得痛苦，以停止其令人恼怒的行为。

冲突螺旋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停止，因为双方都认为，不报复对方就会被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这会招来对方变本加厉的烦扰行为。双方都认为坚定地维护己方自我防护的声誉迫在眉睫。此外，双方都不愿意采取那种可能会打破这种循环的和解性举措。这是因为：第一，冲突一方并不相信另一方会对自己的善意做出回报；另一方也并不认为，只要自己表达善意，冲突一方也会示好作为答谢。第二，冲突一方担心己方采取和解性举措将意味着奖励另一方，并因此促使更加烦扰行为的发生。第三，另一方通常会被对方视为“攻击者”，因而会因冲突螺旋上升而遭到谴责。这表示另一方（而非冲突一方）有责任首先采取和解性举措。

在大多数冲突螺旋中，战术都是由轻而重发展的，这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所有的回应，都会比激起这种回应的行为本身要更为严重和强烈。为什么会这样？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冲突螺旋导致了前面曾经提及的由小到大的转型。冲突螺旋中的所有报复性或防御性回应，都为这一行为的目标增加了新的问题。因此，随着冲突螺旋的继续，双方清单上对方所犯的过失会变得越来越长，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回应。二是双方在冲突中的损失，自己看来往往要大于对方的损失（Baumeister et al.， 1990）。因此，双方对于对方的挑衅行为所做的反应，己方觉得好像经过深思熟虑，但是对方却觉得反应过度，故意升级冲突，遭到类似的回应的确罪有应得。三是人们往往会忽略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中这样一个事实，并且认为自身是在对来自另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他们在开始时采用的是温和的略带争议性的战术，因为这些战术所涉风险最低。而如果这些战术不成功，他们则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他们认为这些战术是理性行为，以便给另一方施压，劝阻其断了念头。这种做法的讽刺之处是，另一方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们的冲突升级水平做出回应。因此，对于双方而言，冲突去升级化要比升级更好。

冲突螺旋模型为众多的冷战升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冷战升级是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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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苏联在东欧、希腊和土耳其的举措做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开始建立西德。为回应之一行动，苏联随后封锁了柏林，而为了对苏联的封锁行为做出回应，美国及其同盟们成立了北约组织，并且开始武装西德。依此类推。

在上文妻子口述的驾驶故事中，只有丈夫进行了升级。然而，这很可能是妻子对实际发生事件的自利式的歪曲。实际情况可能是，妻子在说出 “你能挪一下吗？”的时候，带着一种愤怒的腔调，接着又说出这样一些话语，比如 “该死的混蛋，你挡住我的视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的丈夫可能就会对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她也会这样做，这一过程实际上可能成为冲突螺旋。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冲突螺旋的例子，2000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爆发了暴力争端，这一争端依照本章所指出的模式不断升级（April， 2002）。每一周双方都采取了新的暴力行动，这些行动激起了对方越来越多的暴力回应。在试过那些较为温和的战术之后，巴勒斯坦开始派出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而以色列则逐步采取了越来越残暴的军事行动。双方都认为自己采取的是一个单方面“防御性”升级，针对的是那些提出不合理要求，难以和解的“攻击者”。因此，对于双方而言，唯一合理的行动方案就是继续升级，以便“让另一方懂点道理”，并且用恐吓来停止另一方的攻击行为，最终酿成了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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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之间的冲突螺旋之所以恶化，是因为双方都坚定地相信，他们各自都拥有制胜的武器：巴勒斯坦人的制胜武器是人肉炸弹，以色列人的制胜武器则是常规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很难客观地分辨何种武器更为强大，因此双方对自己的胜利都很乐观。

冲突螺旋模型除了能诠释升级的发展，还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水平冲突升级的维系问题——也就是说，那些严重的战术一旦运用，往往会持续地用下去。我们来看一项标准的拳击比赛。如果我打你的话，那么你完全能还击，这就引发了我再次打你，依此类推。首先，双方的下手会越来越重，而冲突就会升级。然后，由于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挥拳的力量会达到一条渐近线，之后下手就不可能变得更重了。我们所有人都会在遭到的挑衅水平上予以还击。虽然冲突螺旋能持续，但现在是稳定在某一冲突状态上，而不能继续升级。我们将在第8章更为详细地探讨冲突升级的持续问题。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之间的关系


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力常常会结合到一起。比如，争斗者—防御者的冲突序列往往是更大的冲突螺旋的一部分，就像苏联对西德统一计划所做出的反应（请看脚注11）。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持续不断的烦扰就是推动争斗者采取行动的原因。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纳粹德国征服欧洲做出种种努力，依据冲突术语的所有定义，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升级行为。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纳粹德国的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蒙受的耻辱的回应——德国不得不付出战争赔偿，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斗者—防御者序列可以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之中，而这一螺旋始于一战之前。

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的动力还有一种结合方式，即一项冲突螺旋植根于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片段中，冲突一方采用不断升级的战术，以图对另一方施加影响。比如前述巴以之间的暴力升级问题，这一升级起源于2000年巴勒斯坦青年团以及激进分子（the Second Intifada）为劝说以色列放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定居点，并撤出守卫这些定居点的以色列军队所做出的种种行动。他们先是朝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之后就开始对以色列士兵和那些定居者进行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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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考虑冲突螺旋的话，你也应该考虑到那些巴勒斯坦人的部分严重的袭击行为——虽然不是绝大多数——是出于他们对以色列占据行为的愤恨。



总结和结论


升级——使用越来越严重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绝不是无法避免的冲突结果，但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冲突升级往往会让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升级通常伴随着几种形式的转型：问题迅速扩散；当事人变得越来越投入争斗；特定问题让位于普遍问题；成功的愿望转变为获胜的愿望，进而又变成伤害另一方的愿望；积极的情感让位于消极的情感；冲突双方都招募那些先前保持中立的个体和群体来扩大自己的规模。

本章讨论了两种冲突升级模式：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将冲突一方（争斗者）的争斗行为追溯到从另一方（防御者）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改变现实；或者停止另一方的烦扰行为。如果冲突一方所采用的更为温和的战术没有作用，就会转而使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以图取得优势地位。面对冲突一方的攻势，另一方的回应可能一直是被动的，也可能进行防御性升级。冲突螺旋模型则将升级追溯到一种行为和回应的恶性循环——双方都用升级的方式来做出回应。我们往往可以同时援引两种模型来对升级做出最好的解释，将逐步变得严重的战术视为植根于更大的冲突螺旋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片段，或者视为更大的争斗者—防御者动力的一部分的冲突螺旋。

我们将在第6章转而讨论第三种更为复杂的升级模型，即结构改变模型。



第6章 结构变化模型


本章我们将讨论结构变化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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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洞察冲突升级的发展过程。该模型描述了升级发生及促动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也使得升级得以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这些变化有些是个体争论者或群体决策者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如敌对态度）变化；有些是群体作用方式的变化（如军事领导力的形成）；还有一些是争论各方所属社区内的变化（如社区的两极分化）。因为这些变化是指那些影响冲突双方战术选择的各种情境特点的变化，所以称作“结构性”变化。

我们可以建构两种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由于这两种版本所描述的结构变化种类非常相似，因而我们只探讨后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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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螺旋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见图6.1。在图中我们能看到冲突的螺旋式上升：冲突一方使用严重的战术引起了另一方的结构性变化（A部分），这促使另一方给予了激烈回应（B部分），于是带来了一方的结构性变化（C部分），进而促使一方（D部分）使用更为严重的战术，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我们将图中展示出的这一过程看做一种升级循环。





图6.1　结构变化模型。箭头的循环代表着一种升级循环。


结构变化模型的冲突螺旋版本体现了多伊奇（Deutsch）冲突发展的“原始法则（crude law）”（Deutsch， 2000a）。用本书的术语来说，原始法则是指那些容易引发严重争议的战术冲突过程，这些过程反过来也由这些战术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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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过程包括了本章所讨论的所有结构性变化。比如，如果我们在图6.1中标有“结构变化”的方框中插入“敌对态度”，那么就会看到，敌对态度既引发了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也为这些战术所引发。

结构变化模型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推断何种条件下冲突会升级及升级能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能使得该模型中所描述的变化得以发生并得到推动的条件，或者说，那些能用来强化图6.1中A部分和C部分所展示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我们也了解一些推动这些变化得以表现出来的条件，或者说，那些强化图中B部分和D部分所展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按照图6.1中的逻辑，所有这些条件都应该使得冲突螺旋更可能向前发展并持续下去，因而应该推动冲突升级并停留在已升级的状态。与这些条件有关的大部分讨论将在下两章呈现。



心理的变化



情感的变化


某些心理的变化涉及情感或者与情感有关的知觉。情感能对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它们能逐步增强，直到战胜自我约束并引发剧烈的升级行为。不过，这些情感往往处于临时状态，不但与当前的事件有关，而且只有在冲突螺旋持续的情况下才会继续下去。一旦冲突螺旋开始减弱，情感往往会消退。这里我们将讨论四种这样的状态，即谴责、愤怒、恐惧以及形象威胁。

谴责和愤怒　第3章我们曾经提及，谴责另一方容易招致争议行为。在这里，我们将谴责看成是一个变量，并且假设谴责越强烈会导致升级行为越剧烈。谴责推动冲突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谴责招致了愤怒（Averill， 1983），进而产生了伤害另一方的愿望。二是谴责会使冲突一方觉得，有必要惩罚另一方以儆效尤。

当另一方采取行动，损害冲突一方的利益时，有几种知觉会推动谴责。如果看上去另一方能预计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伤害，谴责就会变得更为激烈（Dyck & Rule， 1978）。这使得伤害似乎是出于故意而非偶然。而且，与那些迫于严重的环境压力的行为相比，那些看似自由状态下故意采取的行为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谴责（Green， 1990）。即使另一方的行为源自严重的环境压力，但如果另一方理该承担起抵御这类压力的责任，那么也会招致某些谴责。其他一些行为，如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Mallick & McCandless， 1966）或者与其他各方不大一样的行为，都尤其会招致谴责（Ferguson & Rule， 1983）。另一方必须有某种令人信服的借口，才能避免在这些情况下被谴责。

以上这些意味着，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的争议行为有悖情理，而且是有意为之或者不能归因于某种情有可原的情境，冲突就尤其有可能升级。在这些条件下，冲突一方尤其有可能会对另一方动怒，或者觉得有必要约束另一方，进而采取了惩罚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将招致另一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会启动或者延续冲突螺旋。

恐惧　有时候另一方粗暴的行为看上去具有威胁性，引发的不是谴责和愤怒，而是恐惧，或者有可能三者兼而有之。恐惧引发的冲突螺旋不同于谴责和愤怒。谴责和愤怒主要表现在报复性螺旋中，冲突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行为令人生厌而进行惩罚，比如相互咆哮、拳脚相加及其他类似的行动。另一方面，恐惧则主要表现在防御性螺旋中，冲突双方都试图使自己远离对方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威胁。比如在军备竞赛中，两个国家都在稳步增长自己的武器装备，而双方这样做，都是为了回应对方武器装备的增长（Richardson， 1967）。升级通常是报复性螺旋和防御性螺旋的联合体，比如冷战，再比如第1章本和父亲的故事。

形象威胁　对冲突一方形象（冲突一方呈现给自我或他人的方式）的威胁是升级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人威胁到冲突一方能否胜任的形象——即该方拥有的权力、地位、正直、强制力或自主权，冲突升级尤其有可能发生（Coleman，1997；Felson， 1982）。这些威胁既会带来愤怒也会引发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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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托克（Toch， 1970：164-165）曾经举过一个冲突螺旋的例子，这一螺旋看上去已经对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强制力形象产生了威胁。这是发生在美国某个州立监狱里的敌对行动。

我们正看着这些家伙玩牌，我们正站在这个哥们的身后。他是那些大块头的举重者之一……嗯……大约走90步……嗯……他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当我玩的时候，别站在我身后，笨蛋！”嗯……我刚看一下我的搭档，他就看着我，嗯……而且还又一次转过身来说：“我叫你不要站在我后边。”而且他还说：“上帝保佑你，伙计。”这个家伙站起身来，哥们，所以我在一侧打他，而另一个家伙也打他，我们一起打他，哥们。我们把他痛打一顿……在那之后我感到像一个国王，哥们……嗯……我感觉到我就是那个人；这样你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这种形象威胁对国家与对个人一样重要。各个国家通常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声誉，拥有自己的权力并且能随时使用这些权力。很多战争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国家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形象。这里我们以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为例。越南对于美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但越南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运动却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挑战，而这种挑战引起了美国官员的关注。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不打击这场运动，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纸老虎，进而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观点来源于相互存在关联、责任之承担的更广泛信念，总结如下 ：“如果我们不想处处树敌，那么我们必须时时作战。”

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与形象有关的关注，或者认为这种关注毫无意义，甚至认为太幼稚。然而，在没有规范约束的“原始丛林”里，比如国际舞台、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蛮荒西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以及众多的州立监狱，这种关注就是一种理性反应（虽然这些往往是短视的）。此种环境下，没有适当的第三方来实施规范，反对剥削和侵犯。因而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树立一种强硬的形象——即一种充满力量、愿意战斗的声誉——来保护自身。虽然人们也可以采用其他较温和的方式来避免身体受到威胁和袭击，但是大部分人却并不了解这些方式，或者不相信这些方式的效果。在这里的箴言，用利奥·杜罗秋（Leo Durocher）的话来说就是，“好人总是吃亏。”

这句箴言及对形象的关注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常常会让人们深陷困扰。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强硬的过程中，人们会激怒或惊吓他人，使之针锋相对地采取相应举措，冲突螺旋由此产生
 

[18]



 。适得其反的是，人们往往最终会成为他们设法阻止的特定袭击目标（Glasl， 1982）。这就是我们在第2章提到过的安全困境。


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另一组心理状态，即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以及两种特别有说服力的知觉：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像谴责、愤怒、恐惧和形象威胁一样，这些状态都促使人们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因而这些心理状态也能放入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化”的方格之中。但是它们也有情感状态所缺乏的持续性特点。它们往往会在那些引致它们生成的冲突结束后，再持续一段时间，并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1）当另一冲突出现时推动新的升级；（2）在并未发生新冲突的情况下，让冲突双方感知到新冲突的存在。

冲突中非常容易滋生敌对态度和知觉。冲突一方逐渐对另一方失去信任，并认为另一方对自己的福祉持无所谓甚或反对态度。冲突一方往往将那些贬损性特点加诸于另一方，认为另一方以自我为中心、道德败坏、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是恶魔般的敌人。这就造成了第5章曾提及的现象，即问题从特定性转变到普遍性；冲突一方现在必须要应对的不是来自另一方的特定的威胁，而是如何抵制没有道德的敌人的普遍性问题。因为去人性化或去个体化，冲突一方也会变得难以从对方的角度除非考虑问题。此外，冲突双方还存在着一种割断联系的倾向——即不愿意进行沟通。他们往往会形成零和思维——要么自己获胜，要么对方获胜。在冲突螺旋的动力作用下，争论双方通常都会发生这些变化。

这些心理变化有助于解释导致冷战的冲突升级及其冷酷地持续的原因。从冷战早期开始，极度的不信任、敌人形象以及不能换位思考，这些都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美国零和思维非常普遍，引致了大众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扩张过度恐惧。这种恐惧感笼罩着杜鲁门之后的美国各届总统；而当又一个国家加入共产主义时，无人还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下去。大部分美国人变得无法对苏联真正的安全需要进行换位思考，而这些需要却能解释他们大部分行动的原因。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早期，美苏之间大部分的沟通都中断了，直到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去升级化时期，两国之间的沟通仍旧维持在较低水平。

什么是态度和知觉？　态度（attitude）是指对某个人或物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评价。知觉是对某个人或物体所持有的信念或看待方式。态度和知觉往往在价值评价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持有消极的（积极的）态度，那么前者也就往往会对后者产生明显消极的（积极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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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升级的冲突特别有可能具有如下知觉特点（在冲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诸如不诚实、不友好或者好战；另一方不但在基本价值观上与自己有所不同，而且大都自私自利且不近人情（Struch & Schwartz， 1989）；另一方往往得不到信任，对己方的福祉带有敌意，且有时候会带有打败甚或毁灭己方的无限目标。此外另一方还可能缺乏能力或成就（Blake & Mouton，1962），但是由于能找到另一方能力和成就特点的更多合理证据，因而不太可能产生这种知觉歪曲（Brewer， 1979）。相比之下，冲突一方通常会认为自己比对方更道德，并且是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受害者（Hampson， 1997；White，1984）。

群体发生冲突时，这些知觉有时会以刻板印象的形式出现，使冲突一方对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产生偏离性的知觉。或者冲突一方可能会认同怀特（White， 1984）所说的“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 。冲突一方知觉到，另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是中立的、甚或对己方持积极态度，但那些领导者却是可怕的恶棍。如果对方的普通成员对己方存有敌意，那是因为受到领导者的误导。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都反映出这些特点。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使得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明确的消极观点，而他们实际上承认，任何群体不可能所有的成员都是邪恶的。

由于态度以及伴随着态度的知觉是升级循环的一部分，因而对于争论双方而言，这些态度和知觉往往是类似的，这就是所谓的“镜像”现象（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比如，大部分美国人对苏联感到极度不信任，苏联对美国的印象中也类似地存在信任问题，只不过在强度上要稍微弱一些。如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镜像现象；双方都将对方看成是难以和解的敌人。不幸的是，冲突双方往往意识不到镜像的存在。冲突一方通常不信任另一方，但并未意识到另一方对己方也缺乏信任。

敌对态度和知觉的效果　对另一方持有的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冲突的升级，并至少在7个方面妨碍冲突的解决。

首先，敌对态度和知觉使得冲突一方更容易谴责另一方令己方不快的经历。由于人们都希望找到造成这类痛苦经历的始作俑者，也由于涉及责任方的证据往往很模糊，因而令人讨厌和怀疑的另一方往往会招致谴责——而令人喜爱的另一方通常会因证据不足而假定为无辜。由于谴责往往会导致人们采用粗暴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战术，这表明敌对态度通常会推动冲突升级。

布卢门撒尔等人（Blumenthal et al.， 1972）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态度对谴责的影响。在1969年夏季美国政治动乱期间，人们将冲突归咎于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群体。自由人士谴责警察，而保守人士则谴责游行示威者。双方都倾向于用术语“暴力”来描述那些自己讨厌的群体行为，而用“正义的力量”来描述那些与己方观念相符群体的行为。如果有第三方运用武力反对他们谴责的群体，也更易激起他们的同情之心。

第二，如果另一方得不到信任，而且其模棱两可的行为被解读为威胁（Pruitt， 1965），那么敌对态度和知觉就会引发升级。由于另一方几乎既未因证据不足而被假定为无辜，也未因用意良善而得到信赖，因而会促使冲突一方的恐惧和防御升级。错误地解读另一方行为的倾向，这是冲突升级很难避免的原因之一。对升级感到厌倦的另一方，通常会向对方示好以避免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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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另一方失去信任——这可能是剧烈升级之后的状况——那么这些示好的姿态将往往会遭到误解，而升级将会无情地持续下去。

第三，如果冲突一方受到挑衅，而自身抑制报复的力量减弱，另一方敌对性看法就会导致冲突升级。虽然冲突一方不愿侵犯自己喜爱和尊敬的另一方，即便后者显然已经给前者带来了痛苦而遭到谴责，但却非常乐于去侵犯那些自己不喜爱或不尊敬的另一方。研究发现，美国南部的白人学生（可以假定其中很多学生都曾遭到歧视）遭到一名美国黑人冒犯时，要比其遭到白人冒犯时，表现出更激烈的报复行为（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第四，敌对态度推动升级还可以通过阻碍交往和干扰沟通得以实现。人们往往会避开自己敌视的人。科勒曼（Coleman， 1957：11）曾经很好地对这一点进行过阐述：“随着争论日趋激烈，对立双方的交往……会日渐消失。”这不但致使冲突方互相误解，而且也因而使冲突问题迅速增多。这也使得和平解决争论问题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发生在冷战时期，具体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具体是在1992年奥斯陆秘密谈判之前。在后一事件中，与巴解组织所进行的沟通实际上在以色列是非法的（Pruitt et al.， 1997）。

尚不完全清楚的是，这一切到底因何而生。为何冲突一方变得对另一方带有敌意时，就会中断和对方会面和谈话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冲突一方担心，自己与另一方进行交往会被错误地解释为对另一方立场或者是战术的接纳。这种现象可能也有更深的情感渊源。按照平衡理论（Heider， 1958），指向任一客体的敌对态度，在心理上都意味着与这一客体的敌对关系，因而也就意味着要在己方和该客体之间建立起心理距离的愿望。

第五，敌对态度和知觉往往会减少对另一方的共情（White， 1984）。冲突一方似乎与另一方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解释很容易让共情看上去没有必要，即另一方的行为源于邪恶的动机。缺乏共情就像失去信任及缺乏沟通一样，因为它构成了对另一方的误解。缺乏共情也将目光锁定在冲突螺旋中，进而推动了冲突升级。如果冲突一方了解到另一方的敌对性行为是对己方敌对性行为的反应，那么常常会限制己方的升级行为。然而，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动机缺乏共情，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推动另一方的攻击行为上所处的角色，并且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升级 冲突。

第六，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零和思维的形成，这往往会让问题解决策略看似一种无法实现的选择。当事人的立场变得强硬，逐渐失去创造性。这不但使冲突难以解决，而且激发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斗争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可能的结果就是冲突升级。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即当敌对性知觉真的变得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另一方就会被视人为恶魔般的敌人（White， 1984），而冲突则变成光明和黑暗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邪恶的帝国”（引用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描述）或者是“邪恶轴心”（这是乔治·布什总统用以描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的词语）。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就会准备将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另一方，并相信最不靠谱的另一方背信弃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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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往往一落千丈，共情变得微乎其微，而问题解决策略则极难维系。剧烈升级的战术往往成为规范；频频出现新的争论，进而证实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 看法。

敌对目标　在刚刚描述的这些变化发生之后，冲突一方往往会形成敌对的和竞争的目标——冲突一方看上去要比另一方更好，要惩罚、怀疑、打败甚或毁灭另一方。这是第5章曾提及的从尽力做好到伤害另一方的转型。目标的这一升级引发了战术的升级。就像敌对态度和知觉一样，敌对目标往往带有持久的特点，这使得这些目标在它们得以从中生成的冲突结束后，仍旧能持续下去。

复仇的愿望是一种频繁涉及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Kim & Smith， 1993；Morrill & Thomas， 1992）。即使因琐碎小事而起的冲突，如果充斥着渴望复仇的情感和愿望，也会迅猛地升级，很多世仇的案例就是明证。我们来看一个声名狼藉的世仇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两个美国乡村家族，即哈特菲尔德（Hatfields）家族与麦科伊（McCoys）家族之间，他们居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接壤的边境上。虽然引发这场长达12年（从1878年到1890年）世仇确切的导火索，至今尚无定论（Evans， 2001），但最初的源头似乎是伦道夫麦科伊（Randolph McCoy）发现自己家丢了一头猪。伦道夫被激怒之后，马上就开始怀疑哈特菲尔德家族。不久，他就自己的怀疑当面与弗洛伊德·哈特菲尔德（Floyd Hatfield）对质，而这一对质迅速升级为相互杀戮的冲突循环。至于那头猪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题，双方早就忘掉了，而将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伤害对方上（Rice， 1982）。

复仇的几个特点会推动冲突升级。首先，复仇往往会引发对方以牙还牙，这意味着冲突螺旋通常会被这一动机所驱使。这样的螺旋在国际舞台和美国乡村都可能发生。比如，巴勒斯坦好战分子的自杀式爆炸挑起了以色列人的报复行为，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自杀式爆炸。冲突双方都试图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报复，而这些复仇行动只不过进一步坚定了对方加紧反击复仇的决心。因此杀戮循环并未停止，继续加深着双方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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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仇强化升级的第二个特点是，复仇的推动力通常深入而有力——这种推动力如此强大以致超过了所有的其他关注点（Marongiu & Newman， 1987）。南斯拉夫共产党奠基人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复仇是一团不可抗拒的烈焰，它突然燃烧起来，烧掉了所有其他的思想和情感……复仇……是我们眼中的光芒，我们脸颊上的红晕，我们庙宇里传来的撞击声，这个词已经在我们的喉咙中幻化成石，一听到它，我们就觉得热血沸腾（cited in Elster， 1990：871）”。复仇所具有强烈性意味着，受复仇驱使的人往往会诉诸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极端战术，这一点在很多校园枪击案（Vossekuil et al.， 2000）、世仇（Kuschel， 1988）、恐怖主义袭击（Mylroie， 2000）、蓄意破坏（Greenberg， 1996）、职场暴力（Folger & Skarlick， 1998）以及种族灭绝（Scheff， 1994）都能看到。

复仇推动力的强烈性也能解释为何某些特定的事件似乎有悖常识。我们总是觉得，那些较为弱小的一方通常会因为害怕受伤害，而避免侵犯那些较为强大的另一方。然而，在复仇推动力的支配下，他们可能会采取报复行为，既不管后果如何，也不管是否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最终会因此送命（Kim et al.，1998）。人肉炸弹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复仇往往会过度；它带来的伤害往往会大于曾遭受的痛苦（Fellm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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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个故事，故事中的丈夫想要报复日渐疏远的妻子。如果他想要直接伤害妻子，本可以找到很多机会。但他的目标却是让妻子遭受一位母亲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夺走她四个孩子的生命（其中三个孩子是她与前夫所生，还有一个是与他自己婚后所生）。当妻子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他悄悄溜进她居住的房子里，有条不紊地杀死了所有四个孩子，然后自杀（Boxall，2002）。这一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故事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所撰写的古典戏剧《美狄亚》（Medea）的翻版。悲剧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为了报复因一位年轻女子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杰森，谋杀了她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复仇容易过度呢？原因之一是，那些被激起复仇心的人们，往往会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这种感觉引发了强烈的不公平感，进而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以残暴的行为惩罚那些烦扰自己的人（Miller， 200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会夸大自身所遭受的苦难，而忽视那些遭到自己报复的人所遭受的苦难（Baumeister et al.，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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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复仇行为公平正义，但实际上反应过度。

复仇推动升级的第四个特征涉及记忆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些记忆包括过去遭受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的复仇动机（Frijda， 1993）。甚至在复仇行为已经得到压制的情形下，复仇行为之下的推动力也会继续下去且日益恶化。的确，复仇的推动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强大。我们来看个例子。2002年柯蒂斯·汤普森（Curtis Thompson）冲进了詹尼特（Janet）和詹姆斯·格森哈根（James Geisenhagen）的家，将二人开枪打死。按照汤普森的陈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15年前由詹尼特提起的一桩诉讼案复仇。实际上在那次诉讼中，汤普森还获得了胜利（Hughes， 2002）。

在群体层面上也有很多例子能证明复仇的长期性。比如，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仍然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在土耳其苏丹军队手中蒙受过耻辱，而这一事件实际上发生在600多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中。虽然复仇的愿望并非是导致1992至1995年波黑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愿望与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采取的暴力行动有关。

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　研究表明去人性化（即认为另一方缺乏人性）会使侵犯另一方变得更加容易（Bandura， 1990；Kelman & Hamilton， 1989；Struch& Schwartz， 1989）。这可能是因为去人性化减少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共情，并将另一方放置在道德约束之外，不再受到遏制侵犯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保护（Opotow， 2000）。

研究发现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拒绝接受那些对自己而言颇为重要的价值，那么就会将另一方去人性化（Schwartz & Struch， 1989）。给他人起绰号（如“黑鬼”、“傻瓜”等）也会起到去人性化的效果。冲突一方给另一方起绰号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并且与己方存在差别。有些绰号——比如“猪猡”，就在罗德尼·金挨打事件之后紧接着的骚乱中，人们用它大声叫骂警察——使得另一方看上去似乎低人一等，因而特别容易遭到袭击。

当人们被视为某一类别或群体的成员，而不再是独特的个体时，他们就被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了。这种知觉几乎以和去人性化相同的方式，即通过减少共情和削弱规制攻击之规范的力量，来逐渐破坏抑制攻击行动的因素。米尔格拉姆（Milgram， 1992）通过实验展示了去个体化的作用。如果扮演“学生”的被试站在远处或处于扮演“教师”的被试视线之外，“教师”给“学生”的电击强度要大于双方相邻而坐之时。战场上敌人的去个体化可能使飞行员更容易将炸弹投掷在那些看不见的目标上，这比步兵直接对看得见的活生生的敌人进行射击容易得多。

如果接受了那些使另一方看上去独一无二的信息，就可以抵消去个体化。比如，据说纳粹集中营里的守卫们如果知道了犯人的名字，就会对犯人更加仁慈些（Zimbardo，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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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方法能抵消对群体外成员的去个体化，这就是与他们进行一段时期的友好往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能培育出种族之间友谊的居住环境应该可以逐步消除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这样一种效果已经在两个调查研究中得到了证实（Deutsch & Collins，1951；Hamilton & Bishop， 1976）。甘地在领导一场游行示威之前，有时候会去求见当地的英国长官，并因此与对方结成了好友。这是甘地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运动在当权者眼里个体化的一种方式，并因此减少了政府所用战术的攻击性。

同理可知，带有侵犯性或歧视性的冲动行为应该会导致冲突一方通过类似合理化过程，对另一方去个体化。通过这种方式，冲突一方会对自己的敌对行为感到心安理得。我们可以从沃切尔和安德里奥利（Worchel & Andreoli， 1978）的研究中找到支持这一预测的证据。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将被愤怒对待或是预计将要遭受电击的研究对象，加害人尤其可能会忘掉此人的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名字），并可能会记住去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种族）。

这一发现表明，在冲突升级循环中去个体化是另一个环节。冲突一方将另一方去个体化，以便能将自己发起的那些惹人非议的举措合理化。这让冲突一方更易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另一方，促使冲突进一步升级。

冲突一方除了会将另一方去个体化，还有可能将自己去个体化——换言之，让人意识不到自己与众不同身份特性。这也助长了攻击行为。比如，个体采取与他人一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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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缺乏独特性的服装、情绪唤醒及睡眠不足等，都会造成自我的去个体化。津巴多（Zimbardo， 1970）在研究服饰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女大学生在扮演实施惩罚的教师角色时，如果穿着学位风帽就特别有可能对另一方实施电击。此类统一的学位服减少了冲突一方的顾虑和独特性。军服和警服也可能有类似的效果。



群体的变化


在所有升级的冲突中，无论冲突方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发生心理上的变化。然而，当群体（如家庭、部门、组织、国家）卷入冲突时，该群体内部也可能会发生结构变化。在群体讨论之后，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得到突出强调，并往往转变为群体规范。通常会确立打败敌人的群体目标，还会建立亚群体实施这类目标。群体凝聚力会因共同拥有外部敌人而得到增强，而这种增强的凝聚力不但促进了这些规范的约束力，而且也促使群体成员为实现这些新确立的目标努力奋斗。新一代更加好战的领导集体往往会出现，进一步推动群体朝着斗争的方向前进。鸽派（温和派）为鹰派（主战派）取代。如果冲突中有一派是由一群未组织起来的个体组成，那么冲突有时会促使新群体的形成——该群体从强烈的个体情感混合中突然生成，再之后，该群体就会奋力保卫己方的利益打击对手。正如第2章所述，我们把这样一个新群体称为冲突群体，而其形成的过程就是群体动员（group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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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源自升级，而且也能促进升级。因此，这些变化中的任何一个都能置于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化”的方格之中。正如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变化一样，这种群体变化也往往会持续下去，并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

在冷战的升级过程中，群体的变化不可忽视。在美国，敌对规范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让那些替苏联说好话的人感到很不舒服，而且有时候不得不在国会会议受人责难。20世纪50年代美国甚至一度失去理智，当时的领导层非常好战，代表人物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是一名充满仇恨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领导，拥有一大批政治追随者。幸运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时这些群体过激的现象得到了部分克服。


水牛城大学危机


在开始详细讨论这些群体变化之前，我们将描述一项冲突。该冲突发生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当地称为水牛城大学），该校也是本书的合著者狄恩·普鲁特曾任教的学校。这一根据普鲁特和加哈甘（Pruitt & Gahagan，1974）所提供的大事记表做出的有关叙述，鲜活地例证了涉及三种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群体变化）的冲突螺旋。

从1964到1969年，全美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之所以产生，既可以归因于诸如种族歧视和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这些问题，也可以归因于大学生对成人世界表现出的极度不信任。这些运动波及很多校园，其中就包括水牛城大学。从1969到1970学年度开始，水牛城大学不但有大批学生关注上述问题，而且还有一批相当多的校园激进分子，准备领导任何即将爆发的学生运动。

在1970年2月末一个寒冷的冬夜，水牛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城市警察，当时一些黑人运动员正在游行示威反对该校的体育系（该事件发生之后黑人运动员并未参与进一步的游行示威活动），一场危机随即爆发。第二天晚上，大约40到60名白人学生，包括很多校园激进分子，来到代理校长办公室，要求对方解释为何校园会出现警察。当时正在开会讨论黑人运动员的代理校长拒绝与这些白人学生对话，于是部分白人学生就开始朝窗户扔石头。校园警察带着防暴设备赶到事发点，代理校长吩咐他们逮捕那些打破窗户的学生。随后，这些警察来到学生会，逮捕了两名激进分子，并且当着一群已经群情激奋的学生旁观者的面，殴打了其中一名激进分子。之后，部分旁观者就开始满校园追打这些警察，有位校警被扔过来的金属垃圾桶砸中，受了重伤。有人呼叫城市警察增援，后者来了之后，与大约500名愤怒的学生发生对峙，并逮捕了数十人学生。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学生会和激进的学生领导层组织集会，就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冲突事件做出决策。数千名参加集会的学生不但明确反对学生会提出的与学校管理层进行沟通的计划，而且支持激进的领导层所制定的罢课运动计划。他们支持对校方提出九大要求，包括阻止城市警察进入校园、撤销代理校长、废除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停止国防部支持的研究项目等要求。第一天晚上，愤怒的学生们将燃烧弹投入图书馆。到第二天傍晚时分，学生会已经明显失去了大批政治上激进的学生们的尊重。结果，这届学生会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激进分子领导的罢课委员会，该委员会甚至接管并占据了学生会办公室。

罢课委员会大约由400名活跃分子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阻止学生上课。罢课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课堂的出勤率大约因此下降了30%到40%。之后罢课委员会转而使用更严重的战术，占据了行政办公大楼，并打开了大楼中的消防水龙带。为了自卫，校方管理者暂时控制了一群激进的学生领袖，并最终将水牛城警察召回校园。周日清晨，也就是这场危机进入到第11天时，400名水牛城警察悄悄进入校园，各就各位。学生们对这一事件的初始反应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比如为大学举行一场模拟葬礼。最后，这些学生向管理层发布了最后通牒，并举行了“军事会议”，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军事会议举办之夜，一大群学生不但辱骂警察，而且向他们投掷东西。他们聚集在行政大楼前，想要保卫大楼。最终，警察冲破了层层排列的捍卫者，冲进人群，挥舞着棍棒，打伤并逮捕了许多学生。

第二天，45名教职员工在代理校长办公室举行了静坐示威。警方将他们赶离大楼，并将他们逮捕。之后学生们再也没有举行示威活动；然而，教职工理事会因自己的同行被逮捕而被激怒，通过了一项对管理层的不信任提案。

在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为重新整合校园所做出的大量努力，这些努力还算成功。成立了一个由学生、教职工和校方管理层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讨论罢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及相关事宜。该委员会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校园政策，包括废除预备役军官训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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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体变化的本质、来源及其影响


当小型群体、组织或国家卷入冲突争斗之中，这些集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往往会在至少6个方面发生变化，推动冲突的升级循环。

首先会发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冲突双方的普通成员对另一方的敌意越来越深。部分原因在于双方的极端主义分子相互争斗，制造出一系列影响恶劣的事件，从而激怒很多原本持温和态度的群体成员转变为极端分子。水牛城大学危机就证明了这一过程。最初冲突只发生在校园激进分子和持有防暴设备的校警之间，而这一对抗向双方成员都发出了警告，双方成员都加入到这场摩擦之中，制造出更多的极端事件，也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偏激。最终，校内出现了极化现象，形成了两大相互敌对的阵营：一边是大部分的学生和教职工，另一边是大部分的管理层成员。

日常的群体讨论有时也会激发群体极化。研究表明，当群体成员共同持有某种观点（某种态度或知觉），并互相讨论时，这一观点就会变得更为坚定（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Pruitt， 1971）。我们可以用两个主要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Isenberg， 1986）。一是群体成员听到了其他成员相同的观点及支持这些观点的论证。当他们发现其他成员赞同自己的观点时，不但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而且还了解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新证据。二是在群体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现象，所有人都努力持有一种看法，而至少在群体支持的方向上，这种看法与大多数普通群体成员所倡导的看法一样极端。作为这两种机制的结果，很多成员都会将他们的观点转向群体一开始就支持的方向。如果冲突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群体讨论会让群体成员对另一方变得越来越敌对，而且越来越想采取行动。

冲突的第二个普遍性结果就是形成好斗的群体目标。比如，冲突一方的夙愿是要打败甚或毁灭对方。这些目标源自冲突的经历，并进一步激化冲突。此外，由于众多个体的行为能相互配合，因而群体能采用个体无法实施的方式来追逐目标。群体成员内的劳动分工能为群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助力，使得群体能完成一些高度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常规事情，如招募和培训一支军队。因此，如果群体成员带有这样的倾向性，那么群体就会在冲突升级中发挥特别效力。在水牛城大学危机中，罢课委员会试图关闭所有课堂的决定是最终导致冲突大幅升级的群体目标。

第三种变化是失控规范的形成，这些规范助长了争议的斗争解决方式（Raven & Rubin， 1983）。规范是指任何被多数群体成员视为“正确思维”的态度、知觉、目标或行为方式。规范被教授给新的群体成员，并且强加于那些似乎对其质疑的老成员身上。本章先前所提及的大部分心理变化——包括负面态度、不信任、零和思维以及不愿与另一方沟通——都能成为规范的主题。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些规范就获得了力量和稳定性。它们成为群体的传统而非个体私自拥有的观念，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升级。这样的事情曾发生在冷战早期的美国。我们先前提到过，在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人施加压力，就是一个佐证。

第四种能推动升级的变化就是群体认同和群体凝聚力（团结）的形成。群体具有凝聚力以致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的吸引力。

凝聚力以三种重要的方式来影响群体行为。它推动了成员对群体规范的从众（Festinger et al.， 1950），而这种从众是因为群体内部沟通的加强（Back，1951）；群体成员对群体排斥的恐惧（Festinger， 1950）；以及凝聚力强的群体所具有的特别强烈的社会压力（Schachter， 1951）。凝聚力强的群体在追逐目标时，也能做出强硬的举措。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凝聚力强的群体成员尤其坚信他们事业的正确性，以及他们群体行为的有效性（Janis， 1972；Kriesberg， 1998）。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就是具有所有这些特点的高度凝聚的群体。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能预料到，群体的凝聚力会将本章先前讨论过的心理状态的效果扩大化或使之成倍增加。在一个凝聚力强的群体中，如果面对外部群体的态度是负面的，那么这些负面态度就会特别强硬。如果另外一个群体得不到信任，或被视为一种威胁，那么凝聚力就会加强这些知觉。如果凝聚力强的群体以打败另一方为目标，而且为此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的话，那么该群体就会在这一方向上发动一场特别有力的战争。

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这一点已经反复得到了研究的证实（Dion， 1979；Ryen & Kahn， 1975；Worchel & Norvell， 1980）。由此可以断定，凝聚力的提升是升级循环的另一种机制，它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使升级得以持续。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说凝聚力本身就推动了对抗或升级。研究证据（Dion， 1973）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问题的关键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推动了凝聚力，而凝聚力强的群体卷入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时，会变得特别好斗。

参与剧烈冲突的群体的第五种常见变化是，好战的领导人接管权力（Sherif et al.， 1961）。大部分群体都有领导者，部分领导者是经过正式任命的，也有部分是那些没有正式头衔但却有强烈影响力的人。领导者之所以能取得领导地位，通常是因为他们与群体成员的主流情感存在共鸣，并且也擅长于从事群体为之奉献的那些活动（Hollander， 1978）。这一点既适用于那些冲突中的群体，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从事其他活动的群体。如果冲突涉及谈判，那些熟谙讨价还价技术的人就可能会脱颖而出。但如果冲突涉及严重的斗争活动，那么领导权就更有可能落入到好战分子手中，因为这些好战分子会反映成员的愤怒，并建立战斗力。这些个体会对敌对方形成特别强烈的负面态度和知觉，而且对己方提出的要求尤其强硬。因此，他们一旦接管权力，就往往会强化并扩大群体对极端战术所做出的承诺。

在水牛城大学危机中，双方的领导层都发生了这种变化。随着校警殴打学生会中的几名示威者，冲突开始变得白热化。首先，学生会的干事们试图掌握校园的领导权，承诺和大学的管理层进行谈判。然而，由于学生们对校方的管理层极为愤怒，以至于他们将学生会干事们抛在一边，反而支持一群先前并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激进分子。大学的管理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名想要调解双方矛盾的副校长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而其他一些鼓动对学生采取更加严厉措施的领导成员变得更具影响力。

除了设计战术对付反对方之外，身处冲突中的群体领导者通常会污蔑反对方的形象，来督促群体成员对争斗作出更大的贡献（Bowers & Ochs，1971）。比如，在波斯湾危机时期乔治·布什总统就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相比。

第六种发生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的群体变化就是好战的亚群体的形成。这样一种亚群体有时从属于一个很有序的组织，比如成为一个处理新出现的冲突的新部门。有时它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就像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的建立。



社区的变化


当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他的社区成员就往往难以再保持中立。他们往往会支持或加入其中一边，这种现象称为社区极化（community polarization）。社区极化是冲突循环的另一个环节——它生成于早期的冲突升级，并推动了后期的冲突升级。

冲突升级有两种途径造成社区极化。其一，投入争论的参与者会动员中立的社区成员，强烈要求旁观者做出决定，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其二，升级战术的使用往往会令更广泛的社区感到烦扰或恐惧。当人们相互咆哮、破坏对方财产、或者相互伤害之时，中立方极难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在这些情形下，中立方会倾向于寻找过失方，并支持与自己关系更为密切的那一方，或是看似更不应遭受谴责的那一方。

社区极化推动冲突进一步升级有两个原因。其一，新的支持者和新的招募行动会给双方的个体或群体增添新的力量。他们不但提供了人力、物力和金钱，而且使得群体更有信心地认为，自己的立场不但合理有效，而且会取得胜利，更容易为自己采用的严重争斗战术辩护。其二，社区极化将一个社区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当那些维系两个阵营间的纽带遭到破坏时，各阵营内部的纽带却变得越来越坚固（Coleman， 1957）。这不但会造成群体成员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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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会造成中立的第三方消失不见，而第三方原本能调停和缓和矛盾。

社区极化会造成由少到多的转型。比如冷战期间，大部分国家都感到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同样在水牛城大学危机期间，很多身处更广泛的水牛城社区的成员或者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或者选择站在管理层一边（其中大部分都投向管理层的怀抱）。2001年整个世界变得两极化，大部分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国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战争，而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则支持塔利班。很显然，战争方之一的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就像布什总统所宣称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选择站队：“你支持还是反对我们。”



总结和结论


本章介绍了第三个冲突模型，即建立在冲突螺旋模型上的结构变化模型。我们描述了那些卷入冲突的个体和群体及他们所属的社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冲突升级循环中，这些变化都只是不同的环节：它们源自先前的升级，并且推动了进一步升级。比如升级循环可能起始于冲突一方认为己方受到了另一方的侮辱。如果这件事让冲突一方感到愤怒，并且感到自己是否胜任这一形象受到威胁，那么这些情感变化就会促使一方回报以侮辱。这种侮辱行径可能会在另一方身上产生出类似的情感性变化，进而推动了下一个侮辱行为。之后冲突循环得以完成，但它又能紧接着下一轮循环，导致冲突逐步升级。

心理的变化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当这些心理变化在群体成员中普遍存在时，也影响着群体的行为。除了情感变化（如谴责、愤怒、恐惧以及感知到的对己方形象的威胁），心理的变化还包括去人性化、去个体化以及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形成。在逐步破坏那些本可以阻碍侵犯行为的抑制力量方面，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是类似的。冲突一方能在自己的眼中变得去个体化，这也会逐渐削弱禁忌力量。复仇目标的形成是一项颇为强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能在烦扰发生很长时间之后，还能导致剧烈的冲突升级行为。

结构性变化也会发生在群体中。群体的变化包括敌对群体目标的形成、失控规范的出现、群体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及好战的亚群体和领导者的出现。当群体成员由温和转为好战时，群体也会发生极化，而冲突双方所属的社区也一样会发生极化现象。所有这些变化都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且促进了进一步的升级。

情绪性变化是即时的产物，而一旦冲突事件结束后，就往往会迅速消失。然而，各种结构性变化则往往会持续存在，一直损害冲突双方的关系。这些滞留的变化使得升级一旦开始便难以控制，并且往往会推动后来的新一轮冲突和升级。

在本章和第5章我们已经展示了促使冲突升级的机制。在第7章我们将转而讨论那些使得冲突升级和稳定局势的条件（以便使冲突双方从冲突升级中全身而退）以及能促使升级平息的结构性变化。



第7章 推动和阻碍升级的条件


第1章我们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发生在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他们认为各自的愿望无法协调——也就是说，如果一方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另一方必将失败。我们认为比较温和的冲突往往是良性的，会促使冲突双方协调各方的利益，并引起必要的社会变革。然而，严重的冲突却具有破坏性，会导致冲突升级。升级会给冲突本身带来不好的声誉。虽说小幅度的冲突升级可能具有建设性，但对于卷入冲突的双方及其所在的社区而言，严重的升级却往往成为问题之所在。

为理解轻度升级和重度升级的差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图7.1中的两条曲线。这两条曲线描述了冲突对比条件下升级的时间轨迹。曲线A为轻度升级的个案，伴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一度变得较为激烈，但是冲突的强度和时间有限，局势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第5章曾提及丈夫和妻子因驾车而发生的冲突，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冲突双方在短时间的争执之后，很快就解决了争端。

曲线B指代的是重度升级个案。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迅速增强，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冷战和水牛城大学危机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





图7.1　冲突对比条件下的升级路径。曲线A为轻度升级个案，而曲线B为重度升级个案。


本章和第8章我们将关注决定冲突升级的过程及条件，具体而言A曲线和B曲线背后的机制有何不同。请注意，这两条曲线有两点差别：其一，与A相比B中的冲突会更快地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关注轻度或重度升级发生的决定因素。其二，与A相比B中的冲突保持升级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是第8章要讨论的主题，关注升级的持续性。



轻度升级


下面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另一种按照曲线A进行的冲突升级，这是一名大学生在讲述自己与一位朋友的短暂争执（Kim， 2002）。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一群同学为化学考试而备战。晚上11点，大伙都要休息了。我们开始放音乐，讲笑话，放松一会儿。这时，一个同学离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大伙儿开始逗他，不让他进门。突然间，他开始在外面踢门——一直踢……直到把门踢破，锁和门都被踢坏了。这真把我给气着了。我跑到他的房间，开始踢他的门。他紧紧跟着我，但却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我踢他的门。在使劲踢了几脚之后，我停下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傻气。但我感觉不错，因为释放掉了对抗情绪。他开始大笑，说如果我把门踢破，我们就都得为坏锁赔钱。他说 “对不起，”然后就没事了。后来，我们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重度升级


我们可以用“冰球场风波”（Rink Rage）这一案例，来印证曲线B的发展路径。在“冰球场风波”事件里，一位年轻冰球队员的父亲杀死了另一位队员的父亲。这场冲突原本始于一场小型争论，之后迅速升级为相互间大喊大叫，进而发展到相互推搡，最后发展到一场致命斗殴。结果是，一个男人死了，而另一个男人则因过失杀人而被判罪，两个家庭从此破裂。

据报纸的记载（Daniel，2002），案发当日马萨诸塞州林菲尔德的迈克尔·科斯汀（Michael Costin）正在看一场没有身体接触的冰球比赛，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子的两个朋友都参加了比赛。科斯汀请求托马斯·浚泰（Thomas Junta）的儿子——当时他所穿的冰鞋码数为10号半——和他的一些朋友来参加比赛。他们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芮丁。比赛越来越激烈，孩子们相互打了起来。据报道，当时浚泰注意到，科斯汀对这些打斗视若无睹，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性行为，于是就对科斯汀大声喊叫，希望他来控制局面，但是科斯汀只是回应道，“这是冰球赛！”两人为此争吵了几句。浚泰声称，当他的儿子正打算离场的时候，林菲尔德队的一名球员用肘弯撞了孩子的侧脸。他带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了更衣室，敦促他们尽快离开是非之地。随后科斯汀出现了，两个男人开始相互争论、咒骂、并大喊大叫。很快，两人就扭打在一起，但一些成年人将两个人分开了。一名冰球场工作人员让浚泰离开更衣室。浚泰离开几分钟后又转回来，据说是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全。至于谁先打出第一拳，证人之间的证词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说，是科斯汀先出手的，而浚泰回击了三拳，而另一些证人则证实说，122.5公斤的浚泰走回到冰球场中，当着那些恐惧的孩子们的面，用膝盖将68公斤重的科斯汀压在地上，不断地用拳头猛击。科斯汀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一天后，因受到严重的头部创伤而死亡。



升级的基本前提


与宿舍破门事件不同，冰球场风波历经了冲突螺旋的几次反复，变得越来越严重，直至悲剧发生。这样一种失控的升级有两大前提，即很大的冲突规模和局势的不稳定性。


冲突规模


第2章我们曾指出，当双方的愿望既强烈又坚决，而且可供选择的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没有什么利益时，冲突规模会变得很大。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考虑让步，而问题解决策略看来也没有希望得到采纳。因此，争斗策略看上去是获取成功的唯一路径。给对方施压显得尤其有必要；所感知的冲突规模越大，有必要采用的争议战术看来就越严重。实际上，如果冲突一方采取了容易引起争议的行动，往往会引起对方类似的回应，冲突螺旋就此开始。

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规模是问题的一部分。科斯汀和浚泰在对待如何玩冰球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如此坚定，乃至形成了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坚定的立场可能部分源自第6章讨论过的形象威胁。两个男人都不退让，因为退让则意味着软弱。男性之间的冲突中各方对形象威胁的关注极为常见，尤其是有一群男性观众围观冲突双方时（Felson，1982）。冰球场风波正是如此。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本次事件中发生的极端暴力现象。人们常常会惹上麻烦，但却很少有人因此遭到杀害。接下来我们必须看一下不稳定性的来源，以便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全面解释。


不稳定性


本章大部分篇幅都将集中探讨不稳定性。不稳定性是指在冲突一方认识到某种利益分歧或者面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时，推动己方采取严厉行动的那些情况。如果微小的利益分歧或挑衅就能促使冲突一方或双方采取严重升级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局势是高度不稳定的。不稳定性的对立面就是稳定性（stability），描述的是那些冲突并不容易升级的局势——看上去往往像图7.1中的曲线A。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冲突或是挑衅达到一定程度，即便是最稳定的局势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升级，而在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下，哪怕出现些微的冲突迹象，也有可能促使冲突升级。

不稳定性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对烦扰或威胁产生过度反应倾向。比如那些处在警觉或紧张心理状态的人，尤其可能在面对挑衅的时候变得愤怒。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一方（或者是双方）在兵戎相见时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职场或家庭生活里遇到了困难和问题——于是就对另一方的争议行为反应过度。这种反应过度倾向往往源自冲突一方容易产生某种结构性改变（第6章曾讨论）。

不稳定性的第二种基本类型是对攻击行为抑制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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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都知道，共同的群体成员纽带、友情或者冲突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会抑制——或者说限制冲突一方——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严重战术。这些约束力是稳定性的源泉，正如在宿舍破门事件中，故事的主人公是朋友。然而，如果这些约束力消失或减弱，冲突出现时冲突一方就可能会采用冷酷的战术。在冰球场风波中，我们绝不会相信科斯汀和浚泰相互认识，因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约束力。

不稳定性的第三种基本类型就是冲突管理能力的降低。如果冲突双方都愿意并且能讨论他们的差异性，或者第三方能维持秩序，那么局势也往往是稳定的。在冰球场风波中，两个男人都感到非常生气，因此不可能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讨论。在冲突的某个点上，第三方曾经实施过控制，将他们两个拉开，并且让浚泰离开。然而到事件的最后，当科斯汀被杀害时，并未出现有力的第三方干预。

不稳定性的这三种基本类型都能促使冲突双方对挑衅产生激烈反应，而这些反应就是图6.1（读者可以回去看这张图）中的冲突螺旋（升级循环）的基石。如果条件促使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产生激烈反应（在图中激发了路径C和/或D），那么升级循环将更为迅速地转型，并发生更快速、更广泛的升级。如果条件也促使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挑衅产生激烈反应（激发路径A和/或B），升级循环就会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飞轮。冲突一方对来自另一方的挑衅反应激烈，引发了针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从而引致另一个升级循环的开始。如果激烈反应不但针对另一方，而且也针对那些被视为与另一方等同的人（如家人、同事或是族群成员），比如许多年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升级，那么这样的升级就可能会无限延续下去。

本章将在四个标题下——即情境、冲突双方、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冲突双方所处的社区——查看那些推动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的条件。通过激活或消解上述一种或多种升级基本类型，所有这些条件可以发挥作用。本章最后会特别谈到威胁起到的稳定性作用。



情境的特征


攻击行为的研究（参见Berkowitz， 1993；Geen， 1990）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情境会促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产生激烈反应。我们从中区分出两种条件：一种条件影响的是，面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冲突一方产生的愤怒情绪到底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另一种条件影响的是，此种愤怒表达为行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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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返回头去看图6.1，第一种条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C（或者其对立的路径A）；而第二种条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D（或者其对立的路径B）。

自律神经系统的唤醒会造成过度反应的倾向。如果人们在被激怒的状态下，将这种唤醒归因于挑衅，那么就会变得更加愤怒。这意味着，假若冲突一方最近有类似的经历，冲突就更有可能会升级，即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至于该方并不知道唤醒源在哪里（Zillmann et al.， 1974）。与民间看法不同的是，举行一场快速篮球比赛更有可能会激化而不是平息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处于性兴奋的状况下（Zillmann， 1971），或遭到巨大的噪音的烦扰（Geen， 1978），或深受大气污染之苦（Rotton & Frey， 1985），就更可能发生冲突升级。

自律神经系统唤醒所带来的愤怒效果，往往会在唤醒消失之后还持续很长的时间（Bryant & Zillmann， 1979）。比如，如果冲突一方在被另一方挑衅之前恰好处在唤醒之中，那么该方在数月后攻击另一方的可能性就会增强。这大致是因为，最初的愤怒为唤醒所强化，转变成为某种负面态度或目标，从而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冲突一方最近在某种其他情境下愤怒过，那么就更可能会对挑衅产生过度反应。压抑的愤怒会将该方变成紧绷的弹簧，时刻准备着将愤怒宣泄到另一方身上。例如，伯科威茨等人（Berkowitz， Cochran & Embree， 1981）发现，那些被迫将手放在冰冷的水中的被试，对待同伴时比那些只将手放在稍微有些冷的水中的被试产生更大的敌意。

与之相反，愉快的经历往往会对那些因挑衅而产生的攻击反应起到阻止作用。幽默（Baron， 1978）、适度的情色刺激（Baron & Bell， 1977）以及柔和悦耳的音乐（Konecni，1975），大概能给冲突一方带来好心情，从而通常可以减少攻击行为的表现。至于愉快的经验究竟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发展，还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攻击性反应的表达，总体说来还不是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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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饮酒恐怕是最广为人知的冲突升级的前兆。酒吧里的斗殴现象可谓妇孺皆知。在1948和1953年间，据统计费城64%的谋杀事件都是因酒精而起（Wofgang & Strohm，1956）。酒精的影响是让当事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中最显著的刺激物（比如挑衅行为）上，而注意不到到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以及自己行为对未来的影响（Steele & Josephs，1990；Taylor & Leonard，1983）。这大致会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升级效果，一是使挑衅看上去变得更加激烈，二是减少社会和认知的抑制，从而增加了冲突一方释放怒火的可能性。

时间压力——快速反应的必要性——也往往会给挑衅带来过度的攻击反应，进而推动升级（Ohbuchi，1995；Yovetitch & Rusbult；1994）。时间压力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酒精类似。面对挑衅时，人们首先会注意到挑衅本身，而后才会关注那些可能会抑制攻击反应的更广泛的问题，比如与挑衅者维系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反对过度反应的第三方的观点（Pruitt，1997）。如果存在时间压力，人们往往不会进入到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释放愤怒的另一个经验就是接触攻击榜样，即发起攻击行为的人（Baron & Kepner，1970；Wheeler & Caggiula，1966）。观看电视中的攻击行为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尤其在所描绘的事件是现实中发生的（Geen，1975），而且这一榜样正在发起报复性的攻击行为（Geen & Stonner，1973）。攻击榜样释放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愤怒的表达通常会受到强力规范的控制。人们已经知道，社会并不赞成攻击行为。因而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攻击行为感到负疚，或是害怕遭到批评，并通常会约束自己的愤怒。然而，攻击榜样的出现似乎暂时让攻击行为得到了社会认同。旧的规范——以及这一规范带来的抑制——似乎突然间降低了约束力。如果榜样能这样做，为何我不能？这就使得被压制的愤怒情绪得以表达出来。

攻击行为有时也受到对抗行为的抑制。比如适度的激烈情绪会引发攻击行为，但是如果情境允许，太过激烈的情绪却会引发逃跑行为，显然这种反应与攻击行为互不相容（Bell & Baron， 1976）。类似地，制止小孩因生气而啼哭的最好方法是，用某种愉快的对抗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对上述观点在实践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假设你正和一名男性同伴一起旅行，一路上他与你不断争论甚至打架，你能做什么来阻止进一步爆发冲突和冲突升级呢？你可以试图让他脱离冲突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境。此外，你还能通过避免噪音、污染或重体力消耗，试图让他的唤醒保持较低水平。你可以避免挑衅他，让他与其他人相处时不再像紧绷的弹簧一样一触即发。你还能让他远离酒吧、暴力电影和电视节目。你也能采用非暴力的问题解决方法，以便给他提供和解行为的榜样。最后，你还能试着让他沉浸在各种愉快的活动之中，让他保持好心情，并鼓励他采用那些与冲突升级不相容的反应。

冲突一方表达愤怒情绪的首选目标就是给自己带来厌恶感而遭到谴责的另一方。然而，这种愿望却往往无法付诸实施。给冲突一方造成烦扰的另一方可能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或者其做法本身情有可原，因而并非罪孽深重，或者根本就找不到有罪的另一方。在这些情况下，冲突一方想要惩罚的愿望就会为另一个攻击目标取代。一个人如果不能殴打暴怒的老板，就会对某种微小的不如意反应过度，比如冲着配偶大喊大叫，或者去踢一只猫。

霍夫兰和希尔斯（Hovland & Sears， 1940）的一项研究验证了这种替代现象。他们发现，在49年的时间里，美国南部的棉花价格和黑人被执行私刑的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棉花的价格越低，私刑数量越多。研究者推测，白人农场主因棉花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感到失望，但不能合法地攻击那些低价买进的商人，于是转而向那些触手可及的替代目标宣泄情绪，而黑人就成为这样的目标。在其他研究中也能看到替代攻击现象的证据。比如，那些曾在儿时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带有攻击性（McCord， 1986）。他们在心底里对这些虐待感到愤怒，并在未来的生活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他们遇到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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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冲突双方的特征


个体卷入冲突时，人格、年龄或性别差异也非常重要。冲突个体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们用于分析自身争议的冲突范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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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也会造成人们处理冲突方式上的差异。如果想要了解发生在同质性群体之间的群际冲突，这些变量是重要的。此外，一些稳定的群际差别也会影响着群体处理冲突的方式。


人格差异和童年经历


针对攻击的研究表明，冲突涉及某种特定人格倾向时，冲突螺旋尤其可能发生。有证据表明，面对挑衅产生攻击反应时，存在一致的个体差异（Geen， 1990）。有些人特别容易激怒，哪怕对于微小的挑衅也会报之以愤怒（Berkowitz， 1993）。这些人包括那些进取心十足、以成功为导向的“A型人格”者，他们往往会在别人妨碍自己时，产生过度反应（Carver & Glass，1978）。有些人特别容易冲动，一旦愤怒情绪被唤醒，他们就会反应过快，以至于抑制因素来不及发挥作用，并且很容易就表露出愤怒之情（Hynan & Grush， 1986）。还有些人对那些影响他们优势或胜任能力的形象威胁极为警觉（Toch，1969）。比如，那些拥有高度但却不稳定自尊的人们很容易被激怒，并常常会产生攻击反应，以弥补形象上的损失（Baumeister et al.， 1996）。所有这三种类型的人们都极有可能卷入冲突升级序列之中，并常常最终会伤及自己和他人。

有些人格特质有助于维系人际关系的稳定性。比如在激怒状态下，那些具有较高社会认同度需要或者对攻击行为产生负罪感的人们往往会低调反应（Dengerink， 1976）。这些研究表明，攻击反应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升级可能性，会在那些具有坚持社会规范强烈动机的人身上有所减少。此外，也有证据表明遭受挑衅之时，对他人的共情也会抑制复仇行为（Rusbult et al.， 1991）。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需要是敏感的，这会让他们在伤害他人利益之前三思而后行，即便这种伤害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他们卷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更小。

以上讨论的人格特质至少部分与童年经历有关。如果儿童因自己的攻击行为而受到奖励，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就更有可能卷入冲突螺旋（Berkowitz，1993）。如果儿童遭到成年人的拒绝和粗暴对待，长大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替代作用；也就是说，虐待会让儿童的内心感到愤怒，而在今后的生活之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其他人身上。成人的拒绝行为如果还伴有监管不力和训诫的前后不一致，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就特别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McCord， 1986）。此外，父母整天争吵打斗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往往会具有攻击性（McCord， 1986）。

人格因素能帮助我们了解冰球场风波的悲剧吗？关于这一问题有研究为证。科斯汀和浚泰的过去问题重重（“一项公正的裁决” ， 2002），包括袭击他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他们骨子里有对他人的挑衅过度反应的倾向，或者说对攻击性反应缺乏正常的抑制力。


年龄和性别差异


美国20到30岁之间的青年男子特别有可能卷入谋杀案，成为杀人犯或者被害人（Berkowitz， 1993），也就是说，他们尤其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升级。巴斯（Buss， 1999：293）对类似的资料进行了诠释，认为“最好的暴力性攻击预测指标（之一）就是年轻男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的9·11袭击案。恐怖分子都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正呈现出大规模的年轻人激增现象，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25岁以下的人所占人口比例过半（Zakaria， 2001：32）。”

另一些研究则支持了巴斯在性别方面得出的结论。总的来说，无论是在身体还是语言上，男性都要比女性更具攻击性（Eagly & Steffen， 1986；Felson，1982；Ohbuchi & Tedeschi， 1997）。不过，这些结论却明显不适用于长期非法的烦扰情境。研究表明，在这些情境下，女性的抗议程度要超过男性（Da Gloria & De Ridder， 1979；Mikolic et al.， 1997）。


冲突双方采用的升级模型


在第5章和第6章我们介绍了三种升级模型——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冲突螺旋模型和结构变化模型——从而便于对冲突进行学术分析。然而，这些模型也能视为冲突参与者思维模型——这些概念有助于冲突双方对冲突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诠释。所有这些模型都说明了冲突将升级到何种程度。

坚信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对冲突的解释，往往会为冲突螺旋的恶化推波助澜。冲突一方知道事态正在升级，但却并未看到这是己方对另一方升级的一种反应，而另一方升级也是对先前己方升级的一种反应，而是将己方的升级行为视为对另一方长期不断的烦扰所产生的合理反应，并且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以图让对方停止行动。在冲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才是问题的根本来源，而自己只不过是做出反应而已。如果另一方也用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来解释冲突的话，那么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引发新一轮争斗活动。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正处在冲突螺旋之中，或正面临进入冲突螺旋的危险，那么就会产生反效果，削弱或阻止冲突螺旋，以避免冲突升级（Richardson，1967）。这种分析方式可能会让冲突一方降低对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反应水平，态度变得温和，以期获得另一方对己方反应的回报（Tetlock， 1983）。冲突一方会像鸽派（保守派）那样行动，而不会像进行争斗者-防御者分析的鹰派（激进派）那样行动。

到底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正确，需要看具体的情境。如果保守派认为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之中，并且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能通过去升级化来避免冲突。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认为，自己的国家卷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冲突螺旋，于是就以个人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方式做出了善意的姿态。这一行动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去升级化螺旋，最终使得两国外交关系恢复正常。

然而，如果激进派是正确的，那么温和的且带有安抚性质的姿态，就可能会造成对手加大力度，迫使冲突一方做出让步。比如，1961年中国军队在包围印度的侵略据点后撤退，以表达自己努力渴求和解的愿望。但不幸的是，印度领导人“将中国的撤退看成是胆怯的标志，因而变得更为大胆，尽可能多地侵占存有争议的东段和西段领土”（Lebow et al.， 1984）。

由于激进派和保守派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判断正确，对于群体而言（包括组织和国家），明智的举措就是，在他们的成员中既发展保守派，又发展激进派，并且允许双方经常进行长期的争论。不过，需要牢记于心的是，激进派的分析往往更加大众化，这种分析会使得冲突一方的自利倾向增强，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因此另一方一定是“攻击者”。因此，发展保守派势力反而成了更困难且带有挑战性的工作。

冲突一方对己方所经历的冲突做出的结构变化分析意味着第三套战术的使用。比如，冲突一方可能会试图避免在自己的选区内发生促进冲突升级的结构变化。因此，假若某位领导人担心一项长期的防御性措施会变成激进派政策有力的攻击对象，那么就可能会坚持只形成一项临时性措施，以抵御当前所受到的威胁。结构性改变的分析也意味着，对于那些为冲突一方所采取，却为另一方所憎恨的行为，重要的是选择推翻或否定的时机（Pruitt & Gahagan， 1974）。比如，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水牛城大学的管理层为校警起初的暴力行径公开道歉，对那些遭到袭击的学生给予赔偿，并对那些最初遭到逮捕的学生放弃指控，那么校园危机应该很快就能平息。这些行为可能会阻止罢课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时机很重要，因为一旦罢课委员会成立，而且大批学生已经在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话，校园就转而处在严重冲突的扩展时期了。


文化差异


在《荣誉文化：美国南部的暴力心理》（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一书中，尼斯贝特和科恩（Nisbett & Cohen， 1996）论证道，重视荣誉的文化——对于地位和强硬的公众形象的关注——会促使人们面对挑衅做出粗暴反应。他们已经证实，荣誉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美国南部白人男性的凶杀率要远高于北部白人男性。这种区域差异仅仅存在于因某项争论或争吵而引发的谋杀案件上，这些案件中当事人的荣誉往往面临极大的危险，而在那些因抢劫或偷盗等行为而导致的谋杀案件中，则不存在这种区域性差异。还有，虽然总的说来，美国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对暴力行径的支持度上相差无几，但是在荣誉事件上——诸如保护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免受侮辱——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支持采用暴力。此外，南方人在受到侮辱时，与北方人相比，表现得更为愤怒，压力荷尔蒙改变更多（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及攻击性准备（睾丸激素水平升高），并且会更具攻击性地对待另一个人。

为什么荣誉文化更多地表现在美国南部而不是北部呢？按照尼斯贝特和科恩的说法，这与源自牛群的安全困境有关，也就是与美国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有关。牛群是一种便于运输的资产，因而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由于在经济发展初期法律的执行力度很弱，因而个人就必须树立一种声誉，以便在遭到威胁时，时刻准备着以暴力进行还击。发展到最后，即便是微小的怠慢都不能糊里糊涂地去对待，因为容忍这些小事情可能会招致进一步的冒犯，并最终会失去整个牛群。这一困境植根于这样的事实，即理性的个体在自我防御中努力打造自己的硬汉形象，而这些努力却引发了社会整体的非理性结果。由于人人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因而会发生诸多致命的争斗，而这些争斗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荣誉文化普遍存在于畜牧社会中，就是这一理论的证据（Nisbett & Cohen， 1996）。

在美国南部，尽管形成荣誉文化的条件——即牛群和脆弱的法律实施力度——已不复存在，但此种文化仍旧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仍旧希望对那些怠慢自己荣誉的事件实施报复，即便这样做不再会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

类似的荣誉文化也存在于很多贫困的内城黑人社区中。在这些地区，暴力仍是处理冲突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当冲突涉及侮辱之时。年轻人的争斗往往起始于一件小事，即他们中一方认为自己“未获尊重”。安德森（Anderson，1999）将这种文化称之为“街头规则（the code of the streets）”。

这一内城文化也部分源于安全困境。在这些街区各种犯罪行为猖獗，而警力却并不十分有效。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树立硬汉声誉来保护自己。而且，除了建立这种声誉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获得地位和尊重了。即便面对最轻微的侮辱（如对方注视时间过长），人们（尤其是年轻的男子，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都会报以粗暴的、有时甚或致命的暴力，从而赢得尊重。这种街头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获得尊重。因此，很多年轻的男性都渴望成为“街头最坏的家伙”。


群体的特征


群体间的冲突要比个体间的冲突更容易升级。只要存在内群体和外群体，外群体就会成为负面知觉和歧视的对象（Crocker et al.， 1987；Tajfel， 1970），而且对稀缺资源的争斗更为激烈（Komorita & Lapworth， 1982）。研究还发现，与个体相比，群体受到烦扰之时，会更加坚决地进行抵抗，并且更加粗暴地实施报复（Jaffe & Yinon， 1983；Mikolic et al.， 1997；Rabbie & Lodewijkx，1995）。在囚徒困境中，群体也表现出较少的合作性（Schopler & Insko，1992）。有几种理论能对这些效果进行诠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第2章提及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群体要比个体更容易引起争议，因为群体成员的自尊连在一起，每个群体成员都认为自己的群体要优于其他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 1986）。

第6章讨论了冲突升级时发生在群体之中的几种结构性改变，这些改变往往会进一步推动升级。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亚群体的建立，亚群体专注于争斗、确立激进领导的支配地位以及形成争斗群体的规范和目标。当存在允许这些改变发生的条件时，升级更有可能发生，这些条件包括群体成员间的沟通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激进的领导层。


先前的升级和结构变化


第6章讨论过大部分的结构变化，一旦结构发生变化，就往往会持续下去。这些改变包括敌对态度和知觉、敌对的个体和群体目标、激进的亚群体和领导者以及社区极化。严重的冲突往往最终会逐渐减弱，问题至少得到了部分解决或是最终被遗忘，不再使用或暂时搁置严重的战术。然而，如果结构变化已经发生，那么一旦出现新的冲突，这些改变就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难以掌控（Coleman， 1957）。冲突一方一旦产生敌对态度或知觉——包括怀疑、去人性化、憎恶等，就会更容易误解另一方的挑战，或者反应过度。激进的领导一旦掌权，就会在出现新问题时迅速采取行动。此外，一旦社区产生两极分化，要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解决新冲突就会面临重重困难。

这意味着，先前的升级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改变，会成为未来不稳定性的来源。当新的冲突出现之时，这些变化往往会使升级更可能发生，而且更为严重。



冲突双方之间关系的特征



社会约束


正如第3章所述，社会约束（Social Bonds）往往会促使冲突双方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这些约束也减少了冲突争斗之术的采用，尤其是那些较为严酷的战术。因而，社会约束是社会关系稳定的源泉之一——它减少了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这里讨论的约束包括积极态度、尊重、信任、友谊、亲属关系、感知到的类似性、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共同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及未来的相互依赖。兰斯福德（Ransford， 1968）曾经发现，与那些没有和白人交往过的黑人相比，那些与白人交往过的黑人更不愿意支持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种族公平。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友情会对社会冲突产生抑制效果。研究发现近亲之间很少发生谋杀行为，这证明了亲属关系的影响（Daly & Wilson， 1998）
 

[35]



 。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会使冲突双方避免冲突升级，有两项研究对此进行了佐证：（1）克雷默和布鲁沃（Kramer & Brewer， 1984）做过一项实验，结果表明，当两个群体的成员将他们自己视为同一地理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社区时，他们因公共资源产生竞争的可能性会更低；（2）科尔曼（Coleman， 1957）所进行的一项针对社区冲突的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往往会对成员们采用那些会造成与其他社区成员分歧的战术有所节制。

事情的另一面是，社会约束的缺乏会导致社会不稳。特别是存在感知到的差异、分属不同群体的成员身份、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文化的分歧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人们会带着怀疑有时甚至是警惕的眼神来看待那些与己不同的人。因此，斯特拉奇和施瓦兹（Struch & Schwartz， 1989）发现，那些在外貌或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的以色列群体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因而他们不能轻易地脱离一个群体加入另一个群体。亨廷顿（Huntington， 1996）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尤其有可能发生冲突升级。他用 “断层线”（fault lines）一词来描述世界上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联系的一些区域。亨廷顿认为，在这些区域冲突不但会非常严重，而且会长期持续下去。比如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人（主要是西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相互争斗了若干代。

约束能带来稳定作用，但往往为以下事实掩盖：即那些相互间更加稳定地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往往会有更多的交往，并感到更少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因此，他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更多的冲突事件，并产生更加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如果冲突持续下去，他们更有可能选用问题解决策略，而不太可能选用那些残酷的争斗之术。在一项凝聚力（团结）的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们以两个参与者为一组，观察到了这种矛盾现象（Back， 1951）。实验发现，当观点出现差异时，凝聚力更高的一对参与者争论得更为激烈，但最终却达成了更全面的一致。在成功的婚姻中常常发现这一模式。

依赖　依赖是最复杂的约束力之来源，因而值得我们单独拿出来讨论。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另一方不但对冲突一方特定的结果具有控制力，而且能根据它所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值而对之给予奖励和/或实施惩罚。与其他约束不同，依赖常常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而另一方并未对冲突一方有所依赖。

正如第3章所述，依赖往往会推动当事人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并且会抑制当事人使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Ben-Yoav & Pruitt，1984a， b；Heide & Miner，1992）。另一方能给冲突一方带来的帮助或伤害越大，冲突一方就越得小心，不能提出各种强硬的要求，或者使用粗暴的战术来打扰另一方。因此，依赖常常有助于稳定性，特别是当这种依赖是积极的和双向的（冲突双方都能给予对方奖励）。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共同对抗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相互依赖对方以求得支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高度合作的，并未发生升级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这种关系就急剧恶化，冷战随之而至。

依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另一方不予合作的话，这种依赖会造成冲突的升级而不是稳定。比如，如果冲突一方依赖另一方，要搭另一方的车子去上班，并且对于另一方而言，为冲突一方提供这种便利会付出高成本，那么双方的利益就产生了分歧。如果另一方只不过是偶然提供这种服务，而且冲突一方无法找到另外的便车，那么冲突一方就可能会采用争斗之术，以努力改变另一方的行为。冲突一方越依赖另一方，就越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以图给另一方以难忘的教训。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往往会不顾他们的感情和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约束力，经常性地卷入升级的冲突之中。这些人之间的依赖度很高，并且存在很多潜在的利益分歧。

约束力的破坏　当冲突升级之时，约束往往会瓦解。关系被生生切断；爱转变为恨，人们会转而依赖其他人，即那些更容易相处的合作者。这种结构变化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冲突螺旋会继续，而冲突双方之间的新冲突更有可能升级。简而言之，先前的升级破坏了群体间的约束力，提高了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在婚姻冲突管理的研究中能找到这样的证据。痛苦婚姻中的配偶彼此都对对方带有敌对态度和负面知觉，这些婚姻往往会倾向于负面的相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对配偶的批评以牙还牙（Bradbury & Fincham，1992；Rusbult et al.， 1991）。这就意味着，每次发生新的冲突，无论冲突规模是多么微小，都可能会升级为新一轮严重的争执。



更广泛社区的特征


冲突双方关系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所在的社区。社区的某些特征（如争论各方的外部支持）促进了不稳定性，并且构成了冲突升级化的基础。还有些特征（如冲突限制规范和社区间的横向联系）促进了稳定性，并且倾向于消除或阻碍升级。


外部支持


如果冲突双方都获得了外部支持，或者都获得了社区内部的支持，冲突往往会变得更激烈，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冲突升级。比如，两个邻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因外部支持而恶化。开始时，双方因一条公用车道的使用问题发生了小争论。之后，双方各自的朋友推波助澜，使得双方不再妥协，发生了冲突升级。最后，一方家里十几岁的男孩向另一家的孩子投掷鞭炮，并因此被捕入狱。这一冲突最终得以在社区调解会议中得以解决。在调解会上双方都发誓说，今后再不听从朋友们对冲突的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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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支持有时会以观众（audiences）的形式出现，观众是指那些旁观争执的人。观众往往并不喜欢冲突，并会试图阻止冲突，比如冰球场风波的旁观者。但观众并非总是如此。有些观众会从冲突中获得快感，并且会鼓动当事人升级冲突，甚至会在当事人不想争斗的情况下，将当事人称之为胆小鬼，威胁他们的形象，以达到升级冲突的目的。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最常见于那些观看其他男性发生冲突的男性旁观者。本书第6章曾提及美国州立监狱冲突的案例，可能就存在着这种情况。严重的升级往往源于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Brown， 1968）。

外部支持也会对群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升级推波助澜。比如，巴以冲突之所以自2000年起就严重升级，部分原因在于外界给予双方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这种支持一方来自阿拉伯国家，另一方来自美国。

还有一个现象与之相关，即广泛的社会运动会对当地社区的意见分歧产生影响。比如，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学生运动，不但遍布全球的大学校园，而且还鼓舞了那些引发水牛城危机的校园激进分子。这一事件在第6章有详细介绍。有人认为校外的学生领袖在幕后操纵着水牛城大学运动，但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国际上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模仿的榜样。的确，1968至1970年间美国迅速蔓延的学生示威游行运动似乎都包含着“攀比心理”。某个地区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新闻，使得其他地方的学生相信，这些运动不但可能发生，并且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学生在自己所在的校园举行运动，到底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部分取决于他们举行的游行示威运动与其他校园类似运动的可比性。

由此可见，如果在其他社区存在着异议群体参与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运动，社区的稳定性就会降低（Coleman， 1957）。运动一旦开始，就会形成“覆水难收”的局面。每一次极端行动都会成为其他社区效仿的范例，之后各个社区竞相仿效，这就形成了链条式反应。比如在1990年的东欧剧变中，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被颠覆。


限制冲突的规范


社区规范往往会禁止冲突双方使用粗暴的争斗之术，并规定群体成员解决冲突的正确方式是问题解决策略或者法院裁决，因而有助于稳定。“不可含怒到日落”，“爱邻人如爱自己”，诸如此类的格言，可以作为规制冲突的指导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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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所有的规范一样，对于那些已经很好融入社会的人以及那些感到社区时时照顾他们切身利益的人而言，限制冲突的规范特别有效。此外，只要社区有实施规范的能力——也就是说，能了解违背规范的行为并实施惩罚，那么这些规范对于该社区的其他人也是有效的。当社会缺乏这些规范时，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加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限制冲突的制度


大部分社区也以召开讨论会和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成员和平地解决冲突。这些制度能帮助人们以体面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因而有助于社会稳定（Glasl， 1982）。具体事例包括立法、司法及调解和仲裁制度。

社区内部的稳定——即冲突不会升级——取决于这些制度是否存在及其效力。这些制度要发挥效力，就必须在社区成员的眼中显得公平而且强大，而如果这些制度缺失，或者看上去有失公允，抑或软弱无力，那么社区成员可能采取自发的治安行动。人们将“自己掌控法律”，运用残酷的争斗之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解决冲突，因而导致冲突升级。第6章曾提及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家族冲突，就涉及那些造成冲突严重升级的自发治安行动。这两个家族都居住在山区，缺乏有效的警力，因而双方都觉得有必要采取直接对立的行动，进而导致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世仇争斗。本书开篇第1章提及的罗德尼·金骚乱事件，也可以视为自发的治安行动，这种行为源于人们认为警方处事不公，警察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对手而非保护者。　

感知到的公平性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发言权（voice），即在决策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如果当权者看上去倾听了人们的声音，并考虑了他们的观点，人们就会认为法庭的审判、警察的行为及其工作表现都是公正的。1965年洛杉矶发生瓦特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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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研究者们对当地的黑人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证实了话语权与冲突升级之间的关系。那些认为普通公民不可能影响政府决定的人们，尤其可能会支持使用暴力手段来追求种族公平（Ransford， 1968）。感知到的公平性还源自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当政者在决策时能做到不偏不倚、前后一致和谨小慎微（Lind & Tyler， 1988；Tyler， 1990）。

当社区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时，内部各机构感知到的公平性往往会集中在一点上，即社区内部的各群体是否都能得到充分的话语权。因此，安排好权力分享就能带来社区的稳定（Hampson， 1996；Zartman， 1995）。

作为冲突限制机构，除了要在人们的眼中保持公平之外，还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即拥有足够的垄断力量——使得他们能对那些不愿意听从指挥的人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冲突就可能会升级。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很多族群冲突的升级事件，这些例子向我们证实，一旦中央政府变得软弱不堪或者声誉扫地，冲突升级随时会发生。比如，发生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内战，部分原因在于执政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以及前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垮台（Bloomfield， 1997）。


社区结构：横向联系对纵向重叠


“社区结构”意指社区成员间各种联系纽带的分布方式。友情、亲情、族群认同及工作类型等，都是将某些社区成员连接在一起，而将另一些社区成员分离开来的纽带。

社区的稳定取决于社区成员间横向纽带的联系程度，而这种横向联系与纵向重叠正好相反（Coleman， 1957）。在一个纵向重叠（overlapping）严重的社区结构里，各式各样的纽带将同样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两个（或多个）群体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各不相同。天主教徒们可能大都是近期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干着体力活，并且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而新教徒们则主要是那些早先移民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拥有白领工作，并居住在另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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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的确有可能）这些群体之间既没有亲属关系，也缺乏友情或商业往来关系，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重叠度很高，并且非常不稳定的社区结构。如果在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群体间发生跨界冲突的话，那么整个社区就可能发生极化，并冲突会严重升级。





图7.2　社区1代表了具有纵向重叠特点的社区；社区2代表了具有横向联系的社区


在具有广泛横向联系（crosscutting）的社区结构里，几乎每个人都与其他人至少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每个宗教群体都有一些人是管理层成员，而另一些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两个群体（管理层和普通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是社区的新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老成员。友情及商业关系几乎和人口统计学特点无关。由于在任意两个（或更多）个体或群体间的冲突，都会受到他们相互之间的纽带或友情和彼此同事关系的制约，因而这种结构非常稳定。

图7.2向我们图示了一组纵向重叠度很高的结构（社区1）和一组存在部分横向联系的结构（社区2）。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只存在两种纽带：宗教信仰：天主教（A）对新教（B）以及社会阶级：工会工人（C）对商会经理（D）。在社区1中，这些维度相互重合，因而社区由两个不存在任何纽带的群体构成：天主教工人（A， C）和新教经理（B， D）。在社区2中，社会阶级和宗教存在横向联系。部分天主教徒是工人（A， C），而另一部分则是经理（A， D）；部分新教徒是工人（B， C），而另一部分是经理（B， D）。按照我们的理论假设，社区2要比社区1的结构更为稳定。

在社区2的两个维度中，横向联系加强了社区的稳定。通过工会和管理层中的宗教横向联系，宗教冲突得到了遏制，而通过宗教组织中的社会阶层的横向联系，劳资冲突得到了遏制。

横向联系之所以能减弱严重的社区冲突，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某些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的纽带使得他们能约束自己——出现利益分歧或彼此烦扰对方时，能避免社区极化和冲突升级（Vanbeselaere， 1991）。因此，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发生争执，那么天主教工人就会控制自己，不对新教徒工人采用严重的战术，而天主教管理层也是一样，会控制自己不要对新教徒管理层采用严重的战术；而新教徒工人和经理们将采取类似的立场。其二，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会试图对本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成员实施控制。因此，在宗教分水岭的两边，工人和经理都会努力限制店主和高中生（这些人并非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去攻击对立的宗教群体成员。其三，横向联系群体的成员能担当调解人，去实际解决社区问题。因而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会成员们就能坐在一起讨论宗教冲突，因为他们同属一个组织，而那些同属商会经理群体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一样。因此，横向联系的成员关系有利于冲突管理。

瓦希尼（Varshney， 2002）曾在印度城市进行了横向联系研究，他发现那些族群混杂组织居多的城市——如商会、行业协会、政党、商业群体——要比缺少这种组织的城市，更不太可能发生严重的印度教与教穆斯林的暴动。他发现宗教冲突隐约出现时，这些组织的成员就会尽力处理它们。比如，他们会努力平息一方宗教群体针对另一宗教群体散布的毫无根据的暴行谣言。

格拉克曼（Gluckman， 1955：12）举过两个横向联系的人类学例子。他发现努尔人（Nuer）远离家乡后，就会成为其亲属和新定居点居民之间争端的调解人。他这样做可能出于两种动机：一是害怕受到新邻居的报复，因而会鼓动自己的亲属小心对待；二是“他可能会鼓动自己的亲属提供补偿，因为他在所居住的区域内拥有很多利益”。格拉克曼还指出，在那些妻子必须移居到丈夫村庄里的非洲社会中，婚姻会带来稳定。结婚之后，无论何时，如果该妻子原来的村庄和现居村庄产生冲突，她都会倾向于息事宁人。在这两个例子中，由于移居者成为两个群体的成员，因而证明了横向联系能带来稳定。

我们再举个身边的例子。今日的美国可以视为拥有重重横向联系的社会系统。比如，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对抗，曾经酿成了美国南北战争，现在因存在数千个强大的全美性的组织——比如共和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而得到了遏制。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以及在大部分其他的社会分支之间，也存在着重重的横向联系。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几乎不会有什么亚群体的人能形成对抗其他亚群体的旗帜鲜明的联盟。

以上论断存在一处历史性的例外，即在美国社会中存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离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少的纽带。按照这里给出的理论，我们能把那些努力将黑人引入美国社会各个机构的民权运动，看成是发展横向联系的巨大社会工程，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不管这种民权运动是否是激进分子的目的。

横向联系下中等冲突的影响　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理论中还有一个矛盾的利好因素。在横向联系的情境下，社会群体间的中等冲突的确有利于社区的整体稳定，这使得严重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Coleman， 1957）。假定在美国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居住的社区里，每个族群中都有部分是管理者（都从属于管理协会和俱乐部），而另一部分人是劳工（并且都从属于工会）。那么在管理层和劳工之间发生的小型冲突，将会使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对抗更难升级，因为工人战线的两方都有两个族群的成员，他们一起工作，并且知道他们将来可能还必须一起工作。同样，发生在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小型冲突也应该会削减未来发生在劳资双方之间冲突的强度。因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小型冲突，那么双方就有可能避免严重的冲突升级。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几乎会将其他人看成是过去或未来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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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美国国会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在国会这一机构中，议员总是针对不同的问题结成各种同盟，因此不会出现严重的相互对立现象。议员彼此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关系，并且为了能在未来的联盟中一起工作，遵循着很多非正式的冲突限制规范。今日，可能是农业州反对工业州，明日，可能就是北部反对南部，而后日，就可能变成那些希望维持社会项目的议员反对那些希望削减社会项目的议员。个人永远无法预知在未来的冲突中，到底会需要谁的帮助，因此，如果让当前的争执失控就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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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所描述过的那些横向联系体系，都强烈反对冲突升级，但并非所有的体系都能完全地预防冲突升级。两个群体之间真正严重的利益冲突会打破任何社会纽带，不论这一纽带多么安全，都会导致升级失控，并且会产生一系列需要若干年才能修复的敌对行动。

分离社区的去极化　在诸如社区1中那些分离的社区中，有4种方法能消除极化现象。第一种方法是努力加强对更大社区的忠诚度。在民族国家中，国旗和国歌就能起到这种作用。第二种方法是设立或加强一个能使用威胁性或权力来阻止冲突升级的中央权力机构。第三种方法是煽动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比如，1982年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就是为了将一个面临分裂的政权以爱国名义团结起来。

第四种方法也是消除分裂社区里的极化现象最好的方法，即鼓励在分裂双方的个体之间形成某种纽带联系，因而朝着横向联系的方向转变。无论何时，只要统治群体将那些骚动不安的各派系成员吸纳进来（招安），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那么就在使用这种方法。利克特（Likert， 1961）建议道，在组织中使用招安方法，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纳入冲突部门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中的成员身份将给代表们带来一种共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委员会会议能让他们对共同关注的事件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这种代表被称为“连环别针”。过去皇族会采用类似的方法，安排他们的子女与外国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期换来与其他国的和平关系。

这种做法会在每个群体中培养出一批骨干，他们反对使用严重的争斗之术，而当群际冲突爆发时，这些人随时乐意担当调停人。如果冲突各方的每个“连环别针”都能有助于维系社区稳定，那么当然是多多益善。



威胁战术带来的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冲突防护因素——限制冲突的规范和制度、对冲突升级的恐惧、社会纽带、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身份——具有很强的制约力量，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冲突都能保持在平静状态，以及人类大部分的冲突事件都能和平解决。然而，这些防护因素并不总是存在或者总是十分强烈足以避免冲突升级。

在这些情况下，冲突双方就会常常采取威胁战术和具有惩罚性的行动，来阻挠另一方采用强硬的战术。我们往往能从暴力罪犯的拘捕和监禁或者普遍存在于国际事务的军事动员中，看到威胁和惩罚的生动画面。

所有的人类交往都包含一些微妙的威胁和轻微的惩罚，这些行为虽然不太明显，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所有人都有办法让身边的人们付出代价，比如孩子们大声哭泣，工人们消极怠工，妻子们变得愤怒，丈夫们很晚回家。大多数人还擅长于微妙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对某些话语装聋作哑、注意力分散、睁大双眼、皱起眉头以及叹气。这些信号完全能表达出一种威胁，因为接受者意识到，假若他们不认真对待，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简言之，为了威慑他人不要采取令人厌恶的行动，这种威胁和惩罚在社会关系中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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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


国际性事务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因威胁而导致的稳定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其他稳定源的力量通常很弱。这些理论中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这一理论只要稍加修改，就能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下，广泛适用于威胁战术的使用。

按照这一理论的解释，如果一个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受到军事原因的威慑而不敢袭击所有其他国家时，就存在着一种权力平衡（均势）。以常规性（非核）武器为例，威慑作用（不敢发动进攻）会受到发动进攻面临的自然和人为阻碍、进攻目标的军事反击能力以及它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支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有效的威慑力量，它们或者使攻击行为不可能获得成功，或者让攻击者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来达到目的。

有几种能实现均势的机制。集体安全机制（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义务营救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常常被国际社会视为理想的均势机制。这一机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并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大部分国际争端中，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一部分国家同情一方，而另一部分国家同情另一方。

除了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外，那些面临强敌的国家还试图通过武装自己和寻求盟友来维系或恢复均势。一些分析家认为，最稳定的状况就是，所有潜在的对手具有同等的军事力量；而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那些最不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必定具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Pruitt & Snyder， 1969）。如果存在一个起着平衡作用的国家，那么对两种稳定均有所帮助。平衡国家是指那些为了与失败者站在一起，一次又一次改变结盟对象的国家。在早些时候，英格兰就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扮演着平衡国家的角色。

均势理论也可以应用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比如，跨部门的委员会或者家庭等小群体通常会设法威慑那些攻击性过强的成员，阻止其袭击其他成员或控制讨论。在这些情境下，普遍存在集体安全机制，大部分群体成员形成了暂时的同盟反对该名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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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具有类似想法的个体可能会结成更小的同盟，而各个同盟成员之间相互支持，以至于不会有人被彻底打败。如果中间出现几名平衡者，永远转而保护失败者的话，那么局势也会变得稳定。群体领导者总是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

均势理论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力量的识别和测量往往较为困难，因而我们难以知道需要多大的力量来威慑对手。实际上，“力量”是社会科学中最难以定义和测量的一个概念。当冲突双方使用不同种类的武器时，这一问题变得特别严重。比如，一方是常规军，而另一方是游击队或恐怖主义敢死队。这类冲突往往会严重升级，因为双方都认为己方会取得长远的胜利。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越南战争会旷日持久，以及为何巴以冲突如此严峻以致积重难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军事优势主要取决于哪个国家先发动进攻，均势就会失效。无论军事力量如何分布，如果先发制人的国家能取得的明显优势越大，那么升级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种情况会因两个原因而变得不稳定：（1）先发制人带来的诱惑；（2）害怕其他国家先发制人，自己抢先出击。

1914年欧洲就出现过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当时欧洲各国都认为，首先发动军事动员的国家，动用火车运送军队进入他国边界，举行大规模袭击，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种不稳定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导火索是俄国在南部边界调动军队，试图阻止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德国意识到，俄国调动军队这一行为，将会使本国处于军事上的劣势，因而就对俄国的盟友法国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这一袭击是通过穿越比利时而进行的。


恐惧均衡


考虑国际事务的均势时，核武器的发展导致了一些改变。这些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并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有效的防御措施。在军事上各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对方，自己会予以回击，从而希望能威慑对方不要使用这些武器。这种报复行动称为二次打击（second strike）。准此而论，国际局势稳定的关键问题是二次打击的可靠度：消灭侵略者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当双方都具有二次打击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同归于尽”的结果。

按照威慑理论（deterence theory），建立二次打击的可靠度必须要根据遭受核打击的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或者是否是核武国家的盟国，从而采取某种不尽相同的形式（Kahn， 1960）。通常我们假定，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遭受核武器袭击的时候，如果可能就会实施核报复。因此，这里的问题只是二次打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是否能在遭受第一次核武器袭击之后实施报复。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意欲威慑针对无核盟国的袭击，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意愿。核武器国家会愿意冒着遭到侵略者毁灭性的核反击风险，真真切切地去实施报复吗？一直以来，即便在严格的常规武器装备竞赛的情境下，形成防御同盟的愿望都成问题；而在核武器时代，由于报复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因而形成这种愿望的可信度变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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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认为二次打击能力取决于核武器载体（导弹和飞机）的安全性，以及这些载体穿透敌人防线的能力。武器载体的安全性能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包括增加这些载体数量、将它们散布各处、频繁地挪动它们、将它们隐匿起来、并且在外面设立防护屏障。比如，有几个国家将核武器隐藏在不断移动的潜水艇中，从而敌方对核武器的定位和破坏几乎无法实现。

如果二次打击能力得到了确认，那么一个国家的核能力即使比敌方要少得多，也仍旧处于安全状态。在冷战期间，美国在破坏能力上“领先”俄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国人担心美国人的袭击。虽然军事力量上双方并不均等（并因此而缺乏一种均势），但双方都确信对方具有毁灭能力，因而出现了一种稳定的“恐惧均衡”。


基于威胁战术的稳定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安全建立在威胁战术的基础上，那么将会带来很多问题，并因此会依赖权力均衡或恐惧均衡。这些战术的前提是，冲突一方的反击决心有可能清晰地传达给潜在的侵略者。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这一方面有过很多失败的案例（Lebow et al.， 1984）。这些战术还假定，攻击者将会是理性的，他能精确地预测，并在面临高风险或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之时，准备避免采取行动。

准此而论，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承担主要责任的决策者：（1）心理上或情感上存在缺陷，并因此无法利用那些可用的信息；（2）认为军事上前景黯淡，或认为军事均衡势力变化太快不利于己，以至于感到他们不会因侵略行径而失去什么；或者（3）被国内、外巨大的政治利益推动，愿意冒着很大的风险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基于威胁战术的威慑就可能面临失败，而冲突升级将会变成现实。勒博、杰维斯和斯坦（Lebow， Jervis，& Stein， 1984）就以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和埃及两次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事件为例，对上述第三种情况进行了佐证。我们看到，在极为强烈的政治考量压力下，国家领导人对于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充满了希望。

在美国国内情境下，我们也能看到基于威胁战术系统的不稳定性。比如，约翰·辛格顿（John Singleton）的著名影片《街区男孩》（Boyz n the Hood）描述了洛杉矶贫困地区的状况。为了给现场的旁观者留下印象，两名几乎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年轻男子相互不断推搡并冲着对方大喊大叫。这场争吵延续到他们的亲朋好友中——最典型的是，影响到一位人生和未来都一无所有的男子，因而对暴力后果无所畏惧。地方当局所起的作用比不作为更糟糕，将这些人的行为限制在制造噪音和随意袭击上，以致每个人都处在一种高度的自律神经系统唤醒状态。在影片的最后，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大部分主人公都被杀死了。

基于威胁战术的威慑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它们实际上会推动冲突升级。这些威慑涉及“以毒攻毒”；因而存在推动冲突螺旋升级的风险。这意味着，基于威胁战术的威慑恰恰导致了它们本欲避免的问题。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冲突一方采用威胁战术，往往会挑战另一方的独立和强势形象，招人反感。如果冲突双方的力量只存在中等程度的差别（而非差别巨大），这一问题就会变得尤为严重，因为力量较强的一方往往会觉得可以随意使用威胁战术，而力量较弱的一方则会拒绝承认自身的劣势，并会变得具有反抗性或充满敌意（Pruitt & Carnevale， 1993）。当威胁战术符合社会规范，并因此至少合乎一定的情理，这一问题就会不太严重，正如大部分报复性威胁现象一样。不过，此种威胁战术仍有可能带来某种不满。

威慑推动冲突升级的第二个原因是，威慑性威胁常常会被另一方所曲解（Jervis， 1976）。一队军人被动员起来抵制武装入侵，可能被误解成一种潜在的攻击行为。原本只是设计用来二次打击的导弹，可能被敌方视为第一次袭击的武器。一个原本是为了保护其成员而形成的男孩帮派，可能看上去会威胁到另一个帮派的“领地”。这些认知所产生出的防御性反向反应，往往会引致冲突螺旋的开始或延续。

威慑推动冲突升级的第三个原因是，即便冲突一方的预备明显带有防御动机，另一方也可能仍旧会小心谨慎，以免冲突一方后期会产生攻击动机。因此，另一方可能还是感到有必要发动袭击，以削弱冲突一方晚些时候实施伤害的能力。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对防御性预备进行这样的解释和误读呢？冲突一方可以仔细地解释自身行为，尽量将自身的每项行动都与另一方的行动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另一方认为，从根本上而言，冲突一方的行为不过是对己方的反应。此外，我们应该支持那些明显带有防御性，而且无法转化成为攻击用途的预备行动，比如修建一堵墙，或者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冲突一方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一方面奖励另一方的合作性行为，另一方面对攻击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胡萝卜为另一方实成目标提供了一条非攻击性路径，并使得另一方更加不会相信，冲突一方准备进行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其他领域中努力消除紧张气氛，以避免另一方带着愤怒和屈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White， 1984）。

这些方法有时是有效的，但威胁战术往往会带来问题，因而对于我们而言，更好的方式似乎可以完全避免使用这些战术，并采用其他的冲突管理办法来替代它们。比如建立积极的社会纽带，确立新的社会规范，努力寻找争论问题的解决办法等。



总结和结论


诸如冷战、水牛城大学危机及冰球场打斗这类剧烈事件毕竟不同寻常，但中等程度的冲突升级却可谓比比皆是，几乎任何冲突都有可能激化。一项冲突是否可能升级，部分取决于冲突规模——即感知到的利益分歧程度以及冲突双方愿望的坚定程度。它还受到我们所称的“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果小冲突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升级，那么局势就非常不稳定；如果只有非常大规模的冲突才有这种影响，那么局势就非常稳定。

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都倾向于对烦扰反应过度，或者针对攻击行为只有微弱的抑制力量，那么就会带来不稳定（并因此导致冲突升级）。针对个体而言，促使过度反应的条件包括：自律神经系统的唤醒；因先前事件而变得愤怒（尤其是在无法识别或惩罚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时）；隶属于某种荣誉文化；存在粗暴反应的支持者或旁观者。性格暴躁的人也往往会反应过度。攻击榜样的存在和冲动性也是抑制攻击反应的不利因素。饮酒和时间压力也会带来此类效果——促使反应过度并削弱抑制冲突的因素。

如果冲突双方都对攻击反应拥有强烈的抑制力，或者情境本身会促进冲突管理，那么就有利于社会稳定。抑制攻击反应的因素包括：冲突双方对冲突螺旋的了解、对另一方的共情、与另一方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纽带（友情、亲情、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等）、对另一方的依赖（如果另一方通常很好打交道）、冲突限制规范的存在、热爱和平的第三方的出现、受到冲突不利影响的盟友施加的压力以及对社会认可的需要。在冲突一方与另一方纽带的推动下，冲突管理允许双方进行意义重大的对话，了解结构变化模型，并且便捷地利用警察、法庭、调解人等类似的冲突限制机构。

刚刚列出的几项条件也有助于群际关系的稳定。这些条件包括联系纽带和依赖性、源自同盟的压力及冲突限制的规范和制度。此外，对更大社区的忠诚和横向联系纽带的存在——即那些在冲突中横贯两个群体之间的友情和组织成员身份——会降低群际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我们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例，来说明组织成员身份的作用。在具有族群混杂的工会、行业协会、政党等特点的社区中，这两个群体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升级。这是因为，具有横向联系的人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避免冲突升级，也因为这些人会为了维护横向关系而进行冲突管理。

先前的冲突升级是导致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无论在个体还是群体水平上，因先前升级而导致的结构变化，往往会消除诸多预防未来升级的力量。

如果缺乏有利于冲突管理的限制和条件，那么冲突双方往往会转而使用威胁战术，并实施威胁，以便保护自己。如果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动和维系对另一方的袭击，而且这样做也不划算，那么在这种无序的状况下，局势也能稳定。在国际关系中，军力平衡或者双方都能确保毁灭对方，都可能会有这种效果。然而，如果冲突双方和社区只使用威胁战术，那么就很容易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第8章我们将纳入几种确认性机制，继续讨论冲突升级问题。确认性机制一旦形成，就会使得结构变化持续下去。这些机制是冲突升级趋势得以持续的基础，一旦确立就会一再发生，而且这些机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际关系恶化现象。



第8章 冲突升级的持续


冲突升级往往发生在冲突一方使用越来越严重的战术，对另一方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进而给对方带来越来越多的苦难之时。我们曾经在第5章讨论了伴随着冲突升级逐渐递增的一系列转型，还描述了两个冲突升级发展过程的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第6章我们介绍了第三种冲突模型，即结构变化模型。该模型假设了一个升级循环：冲突一方所采用的严重战术会引起结构变化，促使另一方采用报复战术，又激发结构变化，促使冲突一方运用更加严重的战术。我们还描述了发生在个体、群体以及社区的结构变化的本质。第7章我们继续讨论了在何种条件下冲突可能会进入严重的升级状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避免这一结果。

第8章为了完成这一讨论，我们将分析为何严重的冲突升级会如此经常性地持续下去——就像在图7.1曲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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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展现的长长的右翼尾端一样——以及为何新的冲突出现在同样的当事人之间时，这一冲突升级会再次发生。



赛伯拉斯的尾巴


希腊神话故事里，在地狱的入口附近站着一条冥府看门狗，名叫赛伯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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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里淌着毒涎，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都盘缠着一条条毒蛇。赛伯拉斯的尾巴长满鳞片，锋利有力，能让死者的灵魂轻松地进入地狱。然而，一旦灵魂经过赛伯拉斯的尾巴进入地狱，尾巴上的刺毛和鳞片就让灵魂再也不能回头了。很多捕捉动物的陷阱都有类似的功能，猎物在寻找诱饵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陷阱，但进入后就会发现不可能再撤回了。汽车修理铺门口的脚踩踏板，其操作原理也是相同的，踏板会让车辆顺畅地进入修理铺，但是却会损坏那些未缴费硬闯出来车辆的轮胎。

严重的冲突升级的情形类似。升级一旦开始，要想消除极其困难。准此而论，冲突升级犹如橡皮筋，拽到某一点之前，手一松，橡皮筋仍旧能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和形态。然而，一旦橡皮筋拉过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拉断橡皮筋，或者橡皮筋的弹性发生变化，从而阻碍橡皮筋恢复到原来的长度。正如橡皮筋拽过了其可以容忍的物理极限，处于冲突升级恶化中的个体关系可能会超出个体心理或群体的某个临界点——一个无法回头的点——从而将这种关系转变成新的冲突加剧状况
 

[47]



 。我们来看一个越过临界点的简单例子。某天冲突双方发生了口角，双方的交流陡然激化。一方攻击另一方，并且对其大喊大叫，反之亦然。在双方恶语相向的某个时刻，一方突然宣布自己将永远不再尊重或看重另一方了。最后，就像大部分争论那样，这次争论得以平息下来，但是双方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没有朝着较好的方向转变。冲突一方曾经说的那些话，可能当时主要是为了刺激另一方，而并非发自内心的真正想法，但是可能改变了另一方对自己的态度，并且这一变化不太容易得到恢复。



理论概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过程来考察冲突升级持续的原因。一是曾经讨论过的升级循环（参见图6.1）。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使得冲突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Allred， 1999）。在冲突升级的早期，如果冲突各方攻击对方的程度都超过对方攻击自身的程度，那么这一循环就会逐渐升温。不过在某一时点上，争斗行为会达到一条渐近线，并且由于升级循环的存在，这条渐近线会持续下去——至少持续一段时间。

虽然升级循环有助于我们理解升级的持续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解释升级的持续。人们通常会在冲突发生一段时间后感到厌倦，进一步了解冲突循环的弊端，并且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人们就会想办法找到出口，逃离冲突。

不幸的是，还有很多其他机制——而且这些机制更具说服力——能让冲突升级一直持续下去。这些机制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持续的结构变化，这就是第二种过程。这些改变使得争论各方的冲突一旦升级，就很难平息。这些改变也是产生阿扎尔（Azar， 1990）所称的“延期冲突”以及戈茨和迪尔（Goertz & Diehl， 1995）所称的“持久对手”的主要机制，也是本章主要关注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这些机制分别呈现在三个标题下：心理变化的持续、群体变化的持续以及社区极化的持续。本章最后我们要讨论第三种过程，即升级行动过程中的陷阱。



心理变化的持续


某些心理上的变化——比如愤怒和恐惧这类情绪的发展——本质上具有暂时性，因而不能解释升级的持续。然而众所周知，态度、知感以及目标却具有长期性，其原因我们马上会予以解释。本节我们将集中关注态度和知感，本节最后我们将简短地讨论一下目标的持续。





图8.1　扩展的结构变化模型。该图展示给我们一个升级循环和一些附加的确认路径。


敌对态度和知觉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往往会彼此强化。负面的信念证实了消极情感的正确性，反过来，消极的情感又使得负面的信念看上去理所当然（Pruitt & Olczak， 1995）。除此之外，还有六种确认机制，包括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当这些机制运行时，另一方所持负面观点的后果，最终会强化引发这些后果的观点。这些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的合理化、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过程以及自闭式敌视。我们可以在图8.1中看到这些机制的影响。该图不但展示给我们一个如同图6.1所描绘的升级循环，而且还展现给我们一些确认的路径。下面，我们将逐步解读该图中的各个因素。


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我强化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
 lling prophecy），这种现象表现为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的信念和态度，会使得前者的行事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引起后者采取强化前者这些信念的行为。我们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和家庭汽车的案例，案例中的父亲显然觉得，本是一个粗心且不为别人着想的孩子，并且大概时不时地让本意识到这一点。而父亲的责备，反而让本去按照那种确认父亲知觉的方式来行事，比如本恶意地不给汽车加满油。

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在图8.1中以实线箭头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升级循环中。从左下方开始，如果冲突一方的结构变化发展出对另一方负面知觉，这就会促使冲突一方按照那些为另一方所憎恶的方式来行事（路径D），从而唤起了另一方的负面知觉（路径A），这些知觉又会引发一些行为（路径B），从而确认冲突一方原有的观点（路径C）。一个类似的循环过程能确认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负面观点。

既然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于升级循环中，那么与本章开头对冲突持续的解释就不存在根本区别，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涉及能反过头来强化自身的恶性循环。然而，自我实现的预言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不同看法，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是一种假设。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自然的情境下，它都得到了实验结果的证明（参见Jussim & Eccles， 1995；Olson et al.，1996）。比如在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 1968）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研究者告诉小学的老师，他们班上有部分学生预计在本学年底会在学习成绩上成为“优胜者”。实际上，研究者只是从班级名单中随机地抽取了这些学生的名字。因此，这些学生和其他同学在智力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老师现在开始对前者持有积极的期望。到了学年底，这些“优胜者”的确比其他同学获得了更高的智力成就。虽然老师并未意识到，他们信以为真地（即认为这些“优胜者”能力更强）对待这些学生，从而实现了这一期望。


行为的合理化


第二种推动敌对态度和知觉持续下去的机制涉及合理化。冲突一方所持的负面观点导致其对另一方采取敌对行动，然后前者又对那些引发这些行动的观点进行重新确认，从而将这些行动合理化。在图8.1中以虚线M和N来表示这一因果序列，其普遍性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的案例。假设本对父亲的负面态度致使他没有加油。这一原因可能处在无意识的水平，以至于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去加油呢？”于是他不得不编造合理化的理由。比如，本可能认为父亲对他的利益抱有敌对态度，这就会进一步加强本的负面态度。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案例，当事人的行为似乎的确能加强其信仰和态度。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每年都会在夏季的“游行季节”里举办游行活动，以庆贺早些时候新教对天主教取得的胜利（Sandole， 2002）。那些参加游行的人们可能强化了自己对天主教的负面观点，或者强化了他们支配天主教社区的愿望，因而造成该地区的冲突持续不断地发生。

在合理化效应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呢？一种过程涉及自我知觉。自我知觉理论（Bem， 1972）认为，人们会从自己的行为来推断态度。因此，人们最终总是对那些自己伤害过的人产生敌对态度（Glass， 1964）。

另一种过程涉及降低失调性。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57）假定，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的不一致会产生某种不愉快的唤醒状态，这种状态称为失调。这种令人不适的状态激发人们去寻找减少失调的方法——比如改变态度使之与行为一致。

当个体的行为有损自我看法时，认知失调尤为严重（Cooper， 2001；Steele， 1988）。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己方是正派而又通达的人或者群体，不会伤及无辜的他人。这种自我看法与自己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了极大的失调。因此，冲突一方具有减少这种失调的强烈动机，它可以运用合理化机制，认为己方是因为另一方令人生厌的品质而被迫采取敌对行为。因此，通过维持甚或强化对另一方的敌对看法，就能减少认知失调，而这些看法原本就引发当事人最初的敌对行为。


选择性信息加工


一旦冲突一方已经形成了另一方的负面印象——另一方被塑造成不受欢迎、面目可憎、不能信赖、令人不快的角色——选择性信息加工就会导致冲突一方注意、搜索、诠释、保留以及回忆那些能确认最初负面印象的信息（Hopmann，1996）。冲突一方并未科学地搜集和评价资料，而往往关注那些支持先入之见的信息。结果，这些先入之见得到强化，甚至会变得更加强烈。冲突一方可能起先认为对手死板，而后认为顽固，最终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死敌。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性信息加工所支持的结构变化会自我强化，这种强化完全独立于另一方的任何言行。选择性信息加工完全能自我完成，这一点我们能从图8.1中的O和P圆环中看出来。

虽然术语选择性信息加工（se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存在一个负向反馈（这说明冲突一方形成了对现实的偏见），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标志着某种有效的心理功能。我们的世界是极其复杂的，海量的社会和非社会信息远远超过我们的加工能力，冲击着每一个人。为了应对这种“信息超载”趋势，我们很有必要找到选择性加工信息的方法，从而将信息输入减少到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抵消这一优势的缺点是，人们通常会强行将自己的印象置于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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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形成一种可以掌控的刻板印象而剥夺另一方丰富的个性特质。此外，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工特别危险。它会确认并进一步强化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好看法。借助于选择性信息加工，这些负面看法会极力丑化另一方的行为。如果另一方调动军队，那么冲突一方就会假定自己将要面临袭击；如果另一方提出和解议案，那么冲突一方会视而不见或者认为这是缓兵之计（Hopmann， 1996）。因此，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工，或者会保持现有的升级水平，或者可能会使升级徐徐向上发展。

如果我们想了解，选择性信息加工在维持冲突升级中的作用，可以参考库珀和法齐奥（Cooper & Fazio， 1979）的论文。他们讨论了选择性信息加工可以采取的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即对行为的自利评价、“发现”支持一方期望的证据以及归因偏差。接下来，我们将依次对这些形式加以讨论。

对行为的自利评价　双方的观点都很强硬时，同样一件事情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取决于各方把事情的发起者视为“好人”还是“坏人”（White，1984）。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1954）曾经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学生要对一场普林斯顿与达特茅斯的足球赛做出反应。在这场比赛中，普林斯顿队取得了胜利。研究者们发现，因观众支持的对象不同，这场赛事的评价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学生都看了比赛录像，而且都要求他们记录赛场发生的所有违规行为。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印第安人队的违规次数是普林斯顿老虎队的两倍，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却并未觉得两支球队在违规频次上有什么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冲突的客观现实总是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

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也得出了类似有说服力的结果。比如冷战期间，奥斯坎普（Oskamp， 1965）曾向美国大学生展示了两列平行的调解行为和挑衅行为的清单，这些行为美国和苏联都曾实践过。结果表明，同样的行为（比如“政府已经给那些更小的国家提供了军事训练和援助”）如果实施者是美国（好人），那么就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评分，而如果实施者是苏联（坏人），那么就会得到极为不利的评分。如果人们评价自己的冲突行为，这种自利评价的倾向尤为明显。人们认为自身的冲突行为要比对方的类似行为更有建设性，用意更良善（De Dreu et al.， 1995）。这种自利评价会引起挫折感，损害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选择性评价的证据并不仅限于实验室研究。比如，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都将自杀式爆炸视为英雄主义的无私行为，而大部分以色列人则认为这种行为既残暴又不道德。确认性证据的“发现”　冲突一方有选择性地注意到另一方态度或行为中那些能确认自己先入之见的方面，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促使另一方按照这些先入之见来行动，并以此来搜集信息，以便“暗中布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研究者进行过多次实验，虽然这些实验并未与升级的动力产生直接联系，但是却为确认性证据的“发现”提供了线索。其中有项研究斯奈德和斯旺（Snyder & Swann， 1978）向参与者提供了一些人的假设，然后让他们去寻找这些人的信息。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是内向性格的描述，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则是外向性格的描述。然后，研究者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选择12个问题来询问目标人物，以便测出这些人是否拥有描述中的人格特征。

研究者发现，那些检验“内向”假设（尽管这一假设并不特别适合目标人物，因为对他们的性格倾向还一无所知）的参与者选择了这样的访谈问题，比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希望您变得更加开朗呢？”“在喧嚣的聚会中，哪些不符合您的心意呢？”似乎已经知道目标人物是内向的人了。而那些检验“外向”假设的参与者则列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想要活跃聚会的气氛，您会怎么做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最为健谈呢？”也就是假设目标人物是外向的人了。在接下来的实验阶段里，确实允许参与者向目标人物分别提出自己所选择的问题，后者的反馈使得前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目标人物符合自己开始时得到的性格描述。这一实验清楚地表明，人们会选择性地安排可用的证据，从而确认他们的假设。

如果在日常交往中，这种现象会像斯奈德和他的同事们展现的那样作用明显的话，我们就能预计到，在那些严重的冲突中，如果情绪高涨、猜忌横生以及伤害他人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时，这一现象的影响力还会大得多。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加工非常肤浅，或者采用启发式加工策略（Thompson & Nadler， 2000），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或缺乏动力去注意那些否定证据，而这些证据的发现需要仔细而系统性的加工。相反，他们会更加依赖于那些符合他们假设的证据。

如果强迫人们去关注那些否定证据，将会发生什么呢？通常而言，它们完全能解释得过去。一名年轻的美国教师（Wood，1934：268）对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希腊学生时，在考试中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快的作弊事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希腊人群体的态度却因这些事件而产生了偏见……致使在我对希腊人形成的新态度与我对古希腊文化的深深崇拜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两者很难协调。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查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证据来证明这样一种主张，即现代的希腊人并非是古希腊时代希腊人的正统后裔，因而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承继那种因辉煌的传统而形成的自豪感。

幸运的是，人类还是有办法克服这种倾向，不去搜集那些用以确认自己观点的证据。如果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形成正确印象（Neuberg， 1989），并且预先警告他们这种现象所存在的陷阱（Swann， 1987），这一倾向就会消失。归因偏差　社会交往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归因（attribution）（因果推断），即找到他人如此行事的原因。归因会强烈影响个体随后针对他人的情感及行为反应（Allred， 2000）。

归因过程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其中就包括归因偏差（attributional distortion），很多实验研究（Hayden & Mischel， 1976；Regan et al.， 1974）和婚姻危机研究（Bradbury & Fincham， 1990；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1985）都证实了归因偏差现象的存在。在关于他人的信息中，那些能支持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个人假设的信息，往往会归因于当事人的气质，而那些不同于冲突一方假设的信息，则往往归因于情境。也就是说，那些与冲突一方期望一致的信息，往往会视为反映另一方持久且稳定的特点，而那些与冲突一方期望抵触的信息，则会归因于另一方面临的临时环境压力。

正在升级的冲突中，归因偏差的最终结果就是，另一方实际上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消除冲突一方的负面看法。如果另一方行事险恶，则会视为另一方居心叵测或本性残暴的真实标志。如果另一方宽容大度且亲切友善，就会被诠释为一种暂时应变措施。比如冷战开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视苏联为难以和解的敌人。苏联人采用争斗行为时，杜勒斯就将此视为他们邪恶品行的证明；而苏联人采用和解战略时，杜勒斯又说，他们正在变得弱小（Holsti， 1967）。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杜勒斯的归因都会推动美国的冲突升级行为。

由于这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的存在——对行为的自利评价、确认性证据的“发现”以及归因偏差——冲突更容易升级，更难平息，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一旦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这三个过程就会结合在一起，让其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瓶子中去。就像图8.1中的弧形（O和P曲线）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些过程都会自我强化，它们会按照升级得以持续下去的方式自我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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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性敌视


我们在第6章曾提及，人们会倾向于停止与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不尊敬的人交往和沟通。这里我们虚构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两兄弟共同经营一家商店，一方谴责另一方从钱柜里偷拿了1美元，但却遭到了后者的否认，于是前者就不再和后者说话了。在双方沉默了30年后的一天，一位陌生人走进了商店，坦承自己的偷窃行为（多年来这件事一直让他内心不安），并且进行了赔偿。至此，兄弟间的沟通才得以恢复。

沟通中断所导致的问题是，它使我们不可能去解决那些起初造成关系破裂的问题。冲突双方处于这样的状态，互相坚持自己先前的观点，包括那些使沟通戛然而止的观点。实际上，这些观点已经引发了自我持续的过程，这就是自闭性敌视（Autistic Hostility）（Newcomb， 1947），是另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可以再次用图8.1中的两个半圆形O和P来代表。

沟通真空常常会变成谣言散播的温床。客观事实遭到美化或扭曲，而人身攻击会成为家常便饭，将冲突逐步推向升级。我们来看一下1991年夏季，发生在纽约市皇冠顶（Crown Height）地区的黑人和哈西德派犹太人之间的对抗。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哈希德派犹太司机误撞了两名黑人儿童，造成一死一重伤。事件发生后，未经证实的谣言在社区内四处传播。其中一个谣言就是，在市政救护车到来之前，一辆哈西德派的救护车接走了犹太司机，而将两名重伤的孩子抛在了现场。根据警方的记录和目击者的证词，这一传言是不真实的，但却引发了一群年轻的黑人谋杀一名犹太男性的暴力事件。

谣言会在群体之间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得以散播，这一点还在第7章提及的一个研究中得到证实。瓦希尼发现（Varshney， 2002），在印度人社区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缺乏联结组织（如工会、政党）的印度城市中，谣言会激发两个族群的暴力行为。


敌对目标的持续


米切尔（Mitchell， 2000）曾经假定，那些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遭受痛苦的人们往往会坚持下去。这一现象不但能从认知失调理论中得到解释，而且已经得到了若干个心理学实验的证实（Smith & Mackie， 2000）。这可以解释多种目标的持续性，也包括那些经常会导致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敌对目标即复仇的愿望，会持续下去。实际上，它常常会成为“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而非生活的一部分”（Murphy & Hampton， 1988：105）。对此如何解释呢？一种解释是，可以认为尚未完成的复仇常常会导致仇恨（hatred），当事人感到愤怒，并认为对方品行邪恶——天性如此（Elster，1999）。愤怒通常是一种短暂的情感，但是与这种信念结合后，就往往会转化为仇恨而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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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愿望的持续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人们常常会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沉思（dysphoric rumination）或者忧思之中（Berkowitz， 1993）。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脑中回顾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所遭受侮辱或者欺压的详情。忧思通常会强化人们这样一种感觉：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惩罚对方理所当然（Bushman， 2002）。忧思往往并非出于自愿，是一种外界闯入的、无法控制的思想狂潮；但也有人主动地依靠它作为维持和坚定自己决心的手段，只要有机会就采取复仇行动（McCullough et al.， 2001）。



群体变化的持续


在个体层面上使得变化得以持续的大部分过程，在群体层面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例，该过程体现在图8.1中实线箭头移动过程所指代的升级循环中。对另一群体的负面看法可能会引发本群体的消极行为，该行为会推动另一群体采取行动，使得这些观点看似合情合理。比如新闻记者迪立普·海若（Dilip Hero， 2002）就曾经假定，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伊朗贴上标签，称之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会推动伊朗改善与伊拉克（被贴上同样标签的国家）的关系。

上文刚刚提及的忧思也会发生在群体层面上。借助于歌曲、故事、小说和诗歌以及电影等各种手段，群体成员对己方群体曾在外群体成员手中所遭受的冤屈和不正事件进行集体忧思。比如，塞尔维亚的小学生都要记住一首名为“深坑（The Pit）”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克罗地亚乌斯塔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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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犯下的暴行（Neuffer， 2001：19）：“我躺在死尸上：冰冷的肉体堆积如山/……/有位妇女在尖叫，我的意识突然复苏/我紧张不安地回转身躯，望向尖叫的方向/我明白了：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伤痛”。当然，集体忧思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人自身所在群体的苦难上，而不会集中在己方群体给对方群体带来的苦难上。因此，这就有助于冲突升级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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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我们曾描述过六种源于冲突升级，而且有助于冲突升级的群体变化：群体极化、失控规范、敌对的群体目标、群体认同和凝聚力、激进的领袖以及激进的亚群体。有些确认性机制会促使这几种变化持续下去。心理上的变化也一样，这些机制涉及自我强化和自我延续。换言之，群体变化常常会推动那些确认或者强化这些变化的新发展。

各种类型的规范都倾向于自我延续，包括那些鼓动针对外群体的竞争目标以及攻击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会在制定这些规范的合理目标实现之后还继续存在。这通常是因为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社会压力。如果有人敢于向某项规范挑战，那么往往会遭受到群体的惩罚。而那些怀疑该项规范的有效性的人则会保持缄默，因为他们害怕被人称为离经叛道者，或者，在群际冲突发生之时被人指责为叛徒。还会有其他群体成员遵循该项规范，因为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项规范存在争议。类似这样的过程延续着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在那个对失去牛群的可能性做出理性反应的时代早已结束之后，仍旧长期存在（参见第7章）。

敌对的群体目标也往往会持续下去。部分是因为这些目标得到了群体规范的支持，部分是因为明确阐述这些目标的领导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Mitchell， 1999， 2000）。

由于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的存在，那些激进的亚群体倾向于变得自我延续。在有组织的行动中，群体成员身份和参与投入给一些人带来了地位，给另一些人带来了职位和财富，还使一部分人觉得生命充满意义。由于这些利益很难放弃，因而群体成员会努力工作，以确保群体得以维系下去。如果群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开展充满争斗的冲突，那么这类冲突的持续就存在既得利益。这是使得升级往往会自我延续下去的另一种机制。第6章提及的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委员会给数百名学生带来了地位和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人原本应该循规蹈矩地去上课和准备考试。在罢课委员会持续存在的过程中，这些学生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且因而在危机的持续过程中继续保持这种既得利益。罢课委员会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轻易地解散，而会持续向大学的管理层发出挑战。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Schumpeter， 1955），危机未必就远在天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就曾经警告过，要小心为解决国际冲突而发展起来的游说集团，该集团的核心就是他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组织。

既定利益也会延伸到领袖身上，这些人几乎总是有维持他们领导地位的强烈动机。如果他们是因为在发起冲突时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或者领导才能而获得地位，那么就会在冲突的延续过程中获得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就会阻挠冲突的解决并制造新的冲突。这就是冲突升级往往会自我延续的另一个机制。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可以看到既得利益所起的作用。鲁塞特（Russett， 1967）认为，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次袭击非常危险。实际上，一位日本领导人在鼓吹这场袭击时，这样评论道，“有时我们必须闭上双眼，翻越庙墙而过。”然而，在他们眼中，能替代这次袭击的另一选择显然要差得多。这些领导者都是行伍出身，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们在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获得了政府的高官。1941年美国封锁了今印度尼西亚启运的石油运输，这使得战争难以继续。然而，一旦战事停止，这些将军和海军将领几乎肯定会降职。因此为了使战争持续，也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他们情愿拿自己国家的未来冒险。



社区极化的持续


我们已经看到，冲突升级往往会带来所在社区的极化。先前的中立方会被引诱或者拉入冲突各方。能继续保持中立或者袖手旁观的社区成员越来越少。严重极化的社区分裂成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内的人能保持正面关系，而在阵营之间人的关系则是负面的。

社区极化一旦形成，有几种机制会使之持续下去。极化意味着横向联系的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等）遭到破坏，而这些组织对于控制冲突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化也意味着中立第三方会消失，他们原本能促进关系的缓和以及调解争论。此外，人们会对整个社区失去了忠诚，从而感到无需容忍其他社区成员（Coleman， 1957）。这一切的结果会使得矛盾持续下去，而第三方总是面临着一种压力，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

此外，那些已经加入某一阵营中的社区成员往往难以重建另一个阵营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已经成为局外人，由于已经亲敌而永远失去了信任。这就意味着，极化往往会持续下去，即便引起这一极化的冲突已经得到解决。这就像掉下墙的蛋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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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极化的社区很难再次融合在一起。



过度投入和越陷越深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升级的持续性，即对争斗行为的投入往往会自我强化。原因之一是冲突一方具有使己方行为合理化的普遍倾向，这一点我们早先提到过。另一个原因是过度投入的过程，在研究越陷越深（entrapment）现象时会探讨这一过程。越陷越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具有反作用的人类现象。


关于美元拍卖的题外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们过度投入到冲突升级行动的轨迹，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室内游戏。这个游戏首先由舒必克（Shubik， 1971）发明，之后特葛（Teger， 1980）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个游戏称为美元拍卖，玩法如下：邀请几个人参加1美元的拍卖会，不断叫价直到叫出了最高的价格。叫价最高者将在支付了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之后，得到这张钞票。因此，如果获胜（高）投标是15美分，那么获胜者将赚取85美分（1美元减去15美分）。这个游戏的关键点在于，叫价次高者也要支付给拍卖者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但却无法获得一美元钞票作为回报。因此，如果该钞票的最高叫价停在了35美分，而次高叫价为25美分，那么胜出者就将获得总共65美分的回报，而叫价次高者也不得不支付给拍卖者25美分。

在游戏之初，人们通常会从一个小数量开始叫价。为什么不呢？如果能以10美分、20美分、或者30美分的叫价获得这张一美元钞票的话，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也许其他叫价人不会选择继续玩这个游戏。不幸的是，其他人通常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结果是几个人开始竞标。最终的叫价往往会到达一美元（也就是这个奖励的实际价值），而在此刻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游戏人数通常会减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叫价最高的人仍旧在互相竞争，而这两个竞标者的动机也从最初为了获得最大的受益（尽自己的可能做到最好）转而关注如何最小化自己的损失。当叫价超过一美元之后，问题就不再是冲突一方能赚多少钱，而是能不损失多少钱了。叫价往往会远远超过一美元。

为什么冲突一方不在叫价达到一美元这一时点退出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似乎是因为他或她已经知晓自己在这项“投资”中投入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因而不愿意放弃。此外，冲突一方继续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另一方将停止竞标，抚平自己的伤口，然后离开现场，将胜利留给自己。“如果我再坚持长一点的时间，”冲突一方这样解释道，“我仍能反败为胜。”问题在于，如果冲突双方都这样想，那么就没有一方愿意退出，而冲突将继续升级。

当冲突随着各方叫价的增长而增强时，还会发生另一种转型（参见第5章）。冲突一方对最大化赢利的关注，先是为最小化损失的关注取代，现在又为确保另一方至少和自身损失一样多这样一种决定所取代。“我可能会以身犯险，”冲突一方解释道，“但是这样做将会让另一方和我一样倒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元拍卖的最后阶段，那些看似很愚蠢的做法显现出来。换言之，冲突一方越来越关注那些对自己形象所造成的威胁。

舒必克的美元拍卖游戏说明，处于冲突升级中的人可能会非常不明智地过度投入冲突。比如舒必克报告说，一美元的钞票往往会以高达5或者6美元的价格被拍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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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疑会成为人们在不理性思维支配下过度投入的例证。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为什么冲突一方有时会超越所有的理性，忘我地投入冲突并竭尽所有的资源？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一些答案，我们必须探究越陷越深这一主题。


越陷越深的特征


越陷越深指的是这样一种过程，即冲突一方在一段时间内追逐某一目标时，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或者其他资源，用外部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不合理的。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会越陷越深，比如，曾经将更多的金钱浪费在一辆总是出毛病的旧车上。然而，本书最为关注的情境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必须在两个或多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形成带有竞争关系。美元拍卖游戏就是越陷越深的人际冲突的典型例证。在群际层面上，我们以罢工为例。冲突双方都坚持下去，部分是因为各自都已经投入太多，也遭了不少罪，一旦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双方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时间越长，就越会紧迫地感觉到，需要通过继续不妥协状态来证明这一立场的合理性。

最后，在国际决策层面上，我们可以分析越南战争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和其逐步深入的卷入行为，说明越陷越深现象。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 1969）在《最好的和最明智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中，作者用了非常多的这类术语来解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保守派再三指出，美国开始的是傻瓜之旅（而且不符合道德），我们应该在失去又一条美国人的生命（或者是越南人的生命）之前，立即从东南亚撤回我们的军队。然而，激进派反驳说，这正是我们应该继续待在越南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应该持续战争的原因。他们指出，如果现在撤退的话，将会让无数条生命白白地牺牲，越南战争也会被人视为毫无意义的闹剧。不管怎样，在越南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在东南亚反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只不过是一两场战争而已。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分析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所引起的余波。


预防越陷越深现象


无论是在心理学家的实验室还是在实地调查中，越陷越深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参见Brockner & Rubin， 1985）。这些研究启示了一些能预防越陷越深的策略。

● 设定限度。冲突一方在开始追求目标之前，如果对自己的投入设定了限度，就不太可能会越陷越深。此外，如果冲突一方向他人宣布，公开承诺自己会忠于这一限度，就最不能发生越陷越深。

● 组块分析。如果越陷越深的情境下耗费的资源是时间，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特殊的问题——比如，如果冲突一方被某个自动电话交换机要求“稍等”，或者被一个错进了办公室的人拖着问问题。问题在于，是否持续这种投资方向并没有一个自然的决策点。冲突一方被动地卷入到这样的耗费中，而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中。这种情境下，冲突一方特别容易越陷越深。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鼓励冲突一方定期地再评价己方的投入——这一过程称为组块分析，以避免越陷越深。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的发现说明，即使是稍微提供组块分析的机会，也会起到作用。研究中，那些正在从事一项越陷越深任务的参与者，每三分钟就会被实验者叫停一次，询问他们希望继续还是退出。结果表明，与那些从未被实验者打断的参与者相比，这些参与者只不过对这一问题稍加考虑，就只耗费了前者不到一半的时间而最终退出了任务。

● 突出代价。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所引入的停止点不但允许冲突一方对其投入进行组块分析，而且还会提醒冲突一方，继续参与下去带来的代价。这类提醒的出现就可能会减少越陷越深现象。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81）在一项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给了部分参与者“结算表”，描绘了他们在每个可能的停止点上需要付出的代价。结果发现，与那些得到结算表的参与者相比，没有拿到结算表的参与者——对于他们而言代价并不突出——显然会更容易陷入任务之中。其他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在一项越陷越深任务的早期，也就是过度投入所带来的压力开始生效之前，人们就能获得突出的代价信息，那么这一效果尤其明显（Brockner et al.， 1982）。

● 避免关注冲突一方的形象。在美元拍卖游戏的最后阶段里，冲突一方之所以坚持下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迫使另一方至少损失和自己一样多的钱。也就是在这一阶段里，冲突一方变得极为关注自己留给另一方和所有旁观者的强硬形象。随着个体或群体间的冲突继续强化，冲突一方会有威胁感，认为自己采取的任何和解或友好姿态，都会暗示出自己的软弱，并会招致将来的盘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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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羞辱的恐惧感进一步迫使冲突一方在这种越陷越深情境中坚持下去。准此而论，如果我们能记住与这一关注有关的危险，那么就可能会帮助我们避免越陷越深。



总结和结论


本章我们解释了严重的冲突升级如此频繁地持续的原因，或者当新问题出现时会再次发生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升级循环就像所有的恶性循环一样，往往会自我延续。

第二存在着很多种机制，使得结构变化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下去。有些机制是会强化敌对态度和知觉的心理过程。这些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敌对行为的合理化、自闭性敌视以及3种选择性信息加工：对自己和另一方的行为做出的自利评价、选择性地信息搜集和归因偏差。另一些机制致使敌对目标得以持续。比如，因为对过去的侮辱或欺压所产生的仇恨和忧思，复仇的愿望得以持续保持。

所有刚刚提及的机制都促使群际和人际的冲突升级得以持续下去。此外，敌对的群体规范往往会因社会的压力而得以延续。激进的亚群体和他们的领导有时会刻意安排那些使他们获得权力的冲突持续下去，以便自己能继续统治更大的群体。他们在冲突的继续上拥有“既得利益”。

升级的冲突也会因曾经极化的社区难以重新团结在一起而持续下去。一旦存在横向联系的机构遭到破坏，而且潜在的调解人已经选择支持某一方，那么预防内部争斗的政治过程就消失了，而结果就是极化继续下去。

第三部分涉及越陷越深过程，个体和群体都因此陷入自我毁灭的战术之中。极为常见的情形是，起初只有少量约束的投入变成了诱饵，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浪费甚至是生命的无谓牺牲。避免越陷越深的策略包括，为冲突持续投入设定限度，将时间组块分析，阶段性地突出代价以及避免对个人强硬形象的关注。

很明显，在升级的冲突中，激化容易平息难。严重的冲突升级一旦启动，就往往会自我强化。然而，我们知道，冲突并不会永远升级下去。在某一个点上（如果双方仍旧活着的话），混乱状态会趋于平静，冲突会开始减弱。第9章我们要考察那些可能终止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过渡环境。




[1]

 费歇和基施利（Fisher & Keashly， 1990）加上了第四个阶段，即冲突双方旨在互相破坏的阶段。如果我们用第3章曾提及的双向关注模型进行解释，另一方目标的这一进展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另一方关注，这一点并未展示在图3.1中。


　　




[2]

 前文提及另一个家庭冲突升级的例子，即第1章的本和他父亲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严重的战术替代了较轻的战术，问题的数量迅速扩散（开始是那辆汽车，然后就扩散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关注点），动机发生了转变，而且冲突的当事人也由两人发展到整个家庭。虽然故事本身并未言明，在整个冲突升级过程中，当事人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父亲谈话的焦点从汽车转到了儿子的懒惰和自私——在这个案例中，焦点从具体问题转变为普遍问题。


　　




[3]

 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从中可以得到对特定事件的解释或预测。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往往可以用各种可供选择的模型来解释或预测同一个事件，而且这些模型中不只一个是正确的。比如，假若我们正在努力解释，一个孩子是如何学会“7乘以7等于49”的。如果我们想用学习的强化模型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孩子因正确说出 “7乘以7等于49”而得到了赞扬，因此获得了这一知识。如果我们用社会学习模型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说，孩子之所以获得这一知识，是因为模仿了他们尊重的人，而这些人说，“7乘以7等于49”。人们往往努力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选择，但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孩子可能首先模仿而习得这一等式，之后会因重复该等式而受到奖励，最后该等式就成为孩子长期记忆的一部分。


　　




[4]

 在先前的版本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被称为“攻击者—防御者模型”。


　　




[5]

 尽管这一系列事件涉及苏联的单方面升级，但其实形成冷战局势的整个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循环的，而且更符合冲突螺旋模型。我们接下来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6]

 美国特工处（U. S. Secret Service）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园枪击事件的背后，那些枪击者最常见的动机就是，对过去所遭受的烦扰进行报复。这项研究考察了1974到2000年期间37次校园枪击事件中的41名年轻人。


　　




[7]

 这些未来杀手令人羞愧的经历，可能是源于普遍存在于众多美国学校里的这样一种感觉，即取笑和讥讽那些与众不同者，对于主流群体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而在哥伦拜恩（Columbine）枪击事件之后，据报道学校有名足球队员这样说道，“哥伦拜恩是个又好又洁净的地方，除了那些‘残次品’……当然我们会取笑他们。但是对于那些顶着古怪的发型和戴着角帽来到学校的孩子们，你能期待什么呢？……如果你想要摆脱一个人，通常你就会取笑他们（Aronson，2000：71-72）。”


　　




[8]

 我们并不少说校园杀手都是在愤怒爆发的那一时刻冲动杀人。大部分校园杀手都制定了复仇计划，并仔细挑选了武器以及枪杀目标（Vossekuil et al.， 2000）。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自我消耗消除了那些道德和对未来导向的控制力，这些力量本可以对他们的计划加以节制。自我消耗这一概念是由鲍迈斯特（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来的（请看Baumeister et al.， 1999）。


　　




[9]

 卷入冲突的双方通常都会将另一方视为“攻击者”，这样做会让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觉好些。因此，大部分苏联人对美国产生了镜像反应，都认为对方应该单方面为冲突负责（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当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谴责对方带有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冲突螺旋的主要部分。


　　




[10]

 很多理论家在著作中都讨论了冲突螺旋模型，包括诺斯等人（North et al.， 1964），奥斯古德（Osgood， 1962， 1964）、以及理查森（Richardson）的研究。谈到冲突螺旋模型和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的区别，最难掌握的是那些面对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的冲突升级案例。在这样的案例中，冲突一方（争斗者）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回应，另一方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升级。我们将之视为争斗者—防御者案例而非冲突螺旋案例，是因为冲突一方并未随着另一方的升级而升级，而只是对来自另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因此，不存在行动、回应及进一步回应这样的螺旋。


　　




[11]

 先前我们曾提到过，为了尽力阻止西德统一，苏联采取了越来越严重的战术，这些事件都可以视为这一大规模冲突螺旋中的一个争斗者—防御者片段。


　　




[12]

 我们在这里用了“悲剧”一词，是取自经典的希腊悲剧的含义。希腊悲剧中的个体往往出于看似合理而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但却制造了对自身带有悲剧性的结果。在那些正在升级的冲突螺旋中，当事人双方都在同一艘带有自我破坏性的船上。


　　




[13]

 有人会说，冲突升级源于以色列占据约旦河西岸，或是阿里尔·沙龙（Ariel Saron）走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Temple Mount），而不是源于巴勒斯坦人的投掷石块行为。然而，我们将后者作为2000年开始的暴力循环的起点，因为我们将暴力定义为在身体上对另一方进行伤害。


　　




[14]

 伯顿（Burton， 1962）、科尔曼（Coleman， 1957）、普鲁伊特和欧扎克（Pruitt & Olczak， 1995）、熊彼特（Schumpeter， 1955）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曾在其著述中间接提到过这一模型。


　　




[15]

 读完本章之后，你可能会想了解结构变化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版本的细节问题。


　　




[16]

 该项法则原来的陈述要广泛得多。多伊奇（Deutsch， 2000a）将他的“社会关系原始法则”表述如下：“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所引发的独特的过程和结果，也往往反过来会引发该种社会关系。”


　　




[17]

 前文曾提及这类形象威胁，可以视为诸多校园杀人案的原因所在。前面提及的对形象损失的恐惧是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


　　




[18]

 温特（Winter， 1987）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冲突螺旋中，与权力有关的形象关注变得日趋强烈。


　　




[19]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中都提到了态度和知觉问题。请参看巴塔尔（Bartal，2000）、欧文（Erwin，2000）以及佩蒂和卡乔波（Petty & Cacioppo， 1996）的著作。


　　




[20]

 这类示好技术上称为单向主动权（unilateral initiatives），我们将在第9章加以讨论。


　　




[21]

 《新闻周刊》（Newsweek）的柏林局负责人查尔斯·雷恩（Charles Lane）报道了来自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如下观察：“我认为最过分离奇的报道，是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所讲述的，在萨拉热窝动物园，激进分子用塞尔维亚族的婴儿来喂狮子。我觉得这一报道很具娱乐性，直到我听到一名55岁的妇女，站在雨果斯堪迪克银行（Yugoskandic bank）线外，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故事。她这样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不得不捕杀动物的原因。’”


　　




[22]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害怕对方复仇的恐惧会促使那些可能的施暴者三思而行，这会削弱冲突升级。因此，比斯等人（Bies et al.， 1997）发现，这种恐惧能可以用作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以预防众多的组织冲突升级。然而，一旦复仇已经实施，反复仇行为往往会紧随其后，而这些行动又推动着冲突双方背道而驰。


　　




[23]

 这方面广为人知的座右铭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应视为支持人们复仇，而应视为逐步转变到遏制过度复仇的良方（Jacoby， 1983）。


　　




[24]

 安哥拉有句箴言点明了这一巨大的知觉差距：“行恶者健忘；受害者永记。”


　　




[25]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法对一名正双手提着裤子奔跑的敌方士兵射击。他说：“我来这儿是射击‘法西斯分子’的，但一个提着裤子的男人不是‘法西斯分子’，很显然他是一名与你相似的人，你感觉好像不应该对他射击（1968：254，转引自Brehm & Kassin， 1993）。”


　　




[26]

 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从属的群体越大，就越有可能丧失自我意识并实施攻击行为。去个体化现象可以部分地解释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事件。据报道，除了4名警察实际参与了殴打罗德尼·金之外，还有很多警察站在旁边观望。


　　




[27]

 新的冲突群体未必会卷入剧烈的冲突升级。他们的行为往往局限于那些彬彬有礼的战术，如请愿和努力影响选举结果。然而，冲突也可能会升级，蒙受损害的群体会变得好战，并会采取越来越严重的行动，伴随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更极端的要求、日益增强的凝聚力、要求一致性的更多压力以及越来越好战的领导集体。在一个已经升级的冲突结束时，好战的冲突群体往往会在社区里承担合法的角色。为此，他们的领导者（无论是原来的领导还是一个新班子）必须在和平的政治过程中担当起群体利益倡导者的角色。因此，南非好战的非洲国民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就变成了一个政党，并且推举候选人参加选举。同样，美国劳工运动起初是暴力的和革命性的组织，最终却成为政治机构的一个固定部门。的确，里昂（Lyons， 2002）曾这样论证道，在内战的背景下，除非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否则已升级的群际冲突无法得到长期解决。


　　




[28]

 在水牛城大学冲突中，读者无疑会发现一组相对可以预测的行动和回应，一边是学生和教职工，而另一边是警察和管理层。想了解这种双人舞模式的读者应该读读鲍尔斯和奥克斯（Bowers & Ochs， 1971）撰写的《控制动乱的语言艺术》（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29]

 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群体成员的分裂问题。


　　




[30]

 本文的抑制是指针对特定行动的认知约束。


　　




[31]

 愤怒是导致攻击的原因之一，这一常识观点已为我们欣然接受。有些理论家也接受这一观点（比如Allred， 1999；Zillmann， 1979），但另一些理论家却并非如此（Berkowitz， 1993）。


　　




[32]

 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有案例的支持。然而，幽默和小礼物确实是减少了谈判中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Carnevale & Isen，1986； O’Quin & Aronoff，1981），这一事实说明了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即效果表现在干预反应产生的一面。谈判时愤怒的情绪往往并不显著；因此，愉快的经历对谈判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不太可能是通过调和愤怒而实现的。


　　




[33]

 请看马卡斯等人（Marcus et al.， 2000）对替代攻击现象所作的元分析研究。


　　




[34]

 这里“范式”一词是指提出解释的一种思维方式，而非正在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人。


　　




[35]

 这一研究结果也在动物界得到了证实；亲属关系更近的动物往往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并且较少会成为彼此的攻击对象（Buss， 1999；Pfennig & Sherman， 1995）。


　　




[36]

 第11章将专门讨论社区调解，这将是调解章节的主要部分。


　　




[37]

 此类规范必须与那些自然规范以及规定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规范区分开来。正如第2章所述，后两种规范通常会彻底消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消除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38]

 Watts Riots， 1965年8月11日至17日在美国洛杉矶的瓦特居民区发生瓦特暴乱。持续6天的暴乱致使34人死亡，1 032人受伤，3 438人遭到拘捕，财产损失超过4千万美元。这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之前这座城市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编者注


　　




[39]

 “重叠”这个词的含义可能并不清晰。在这一事例中，宗教信仰、族群、社会阶级及地理区域等各种差别全部重叠在一起。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维度将社区成员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同质群体。


　　




[40]

 此外，中等程度的纷争有时利于一些机构的发展（比如代表委员会和调解服务机构），这些机构随时准备解决将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将在第11章讨论冲突管理体系时，重新考查这些机构。


　　




[41]

 虽然存在横向联系的成员减少了群际严重争斗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总的说来，他们却并非总是对社会有益。社会需要特定群体的积极主动的竞争。比如，在那些生产同种产品的公司中发展连锁型董事会，社会必须抵制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些公司之间需要相互竞争（Schoorman et al.， 1981）。


　　




[42]

 第4章我们全面地讨论过威胁战术。


　　




[43]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的故事，妈妈和姐姐站在了本这一边。


　　




[44]

 有人主张，当事人一方保护盟国的愿望是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和盟国联系纽带的强度。因此，当事人一方与盟国的贸易、旅游以及友好声明，可能都有助于威慑针对盟国的袭击。


　　




[45]

 图7.1中B曲线尾端大部分都走高，但是到了末端则开始下降。这样绘图的原因是，升级的冲突最终会结束在某一点上，正如第9章所讨论的各种冲突结束过程。


　　




[46]

 Cerberus，有三个头，赫西奥德的《神谱》中记载有50个头，为了雕刻方便而减为3个。——编者注


　　




[47]

 我们可以在普鲁特（Pruitt， 1969）的研究中，找到能预测临界点位置的几何模型。


　　




[48]

 Procrustean bed，出自希腊神话，指强求一致的政策。——编者注


　　




[49]

 这样一个有助于冲突升级的认知过程有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积极结果。比如，两个处于热恋中的人可能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互相看待对方——不断地寻求证据来支持心中的看法，对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带有偏向性地解释恋人的行为，忽视那些负面信息（“他今天早上性情非常暴躁——一定是因为这可恶的天气”）；同时夸大积极性信息的稳定性（“她刚刚又讲了一个笑话。她是多么风趣啊！”）。换言之，这些过程既能强化正面印象，也能强化负面印象。默里和霍姆斯（Murray & Holmes， 1997）对恋爱关系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


　　




[50]

 对仇恨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尤其是仇恨和愤怒的比较参见本济夫（Ben-Ze’ev， 2000）和厄尔斯特（Elster， 1999）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清洗中的作用参见内马克（Naimark， 2000）和考夫曼（Kaufman， 2001）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暴动中的作用参见霍罗威茨（Horowitz，2001）的著作。


　　




[51]

 Ustasha，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曾经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编者注


　　




[52]

 科尔曼（Coleman， 2000）指出，集体忧思是使得冲突得以跨代持续下去的途径之一。


　　




[53]

 Humpty Dumpty，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54]

 我们曾经对这个游戏进行了改变，在一大群商务人士面前拍卖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我们的一位同事成功地将之卖到3 000美元！


　　




[55]

 在第6章讨论过这类形象威胁。几乎所有的冲突升级类型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踪影。




第三编 僵局和解决




第9章 僵局认知和去升级化


前面4章我们阐述了严重的争斗之术得以选择及冲突升级的过程和原因。我们还讨论了为何升级一旦发生就往往会持续下去。然而，不论使得冲突升级持续下去是何种机制，在某个时刻，升级的冲突总会结束。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好的事物最终的确都将走向结束，但欣慰的是，大多数丑恶的事物也往往会走向结束。处于严重升级的冲突中的人彼此造成的伤害只有那么多，而持续的时间也只有那么长。本章的主题是要探讨冲突升级结束和去升级化启动的原因及过程。此外，经常会出现某种重要的转型，成为连接升级结束和针对冲突解决而发动的最早和解行动的桥梁。我们还将关注这种转型的本质。



为何冲突会停止升级


假设有两个孩子为谁应该先骑一辆闪亮的新自行车发生争吵。他们已经来来回回争论了好长时间，两人之间的冲突一直处于升级状态。最后，他们开始互相推推搡搡。然而，这一过程在某个时刻停了下来，为去升级化所替代，通常可能有以下5种原因：

第一，　一方成功地压倒了另一方，使得对方屈服。正如例子里一个孩子吵赢了并且骑走了自行车。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第6章提及的监狱大战的例子。毫无疑问，那名被打败的犯人对结果感到很不满意，但显然那两个打他的人却并不这样想。冲突之所以停止升级，是因为后者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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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　一方能占据单方面的优势。假设其中一个孩子（冲突一方）只不过爬上了自行车的座位，并骑着它直到日落时分，冲突就结束了。冲突停止了升级——并非是因为压倒了另一方，而是因为冲突一方已经占据了情境优势。

第三，双方都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离开了自行车，转而去干其他事情。

第四，有权力的第三方（或者更多其另一方）介入了该情境，并实施了解决方案。比如，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扮演仲裁员，对此事进行裁决。

最后——我们还可以更加详尽地阐述这一选择——冲突双方停止争斗，商定一种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借助第三方作为调解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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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孩子们可能会就冲突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同意轮流使用自行车，并通过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谁先骑。



僵局认知


谈判和调解通常源自对僵局的认知（perceived stalement），这种情形下，冲突一方（最好是双方）能认识到，自己在冲突中无法再以某种可以接受的代价或风险来取得进展——想进一步采取措施，通过升级冲突而获胜，是不可行的和/或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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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冲突一方感知到，自己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或者另一方的优势正在逐步增强，那么僵局感就会加重。

在认识到僵局的某个时刻，冲突一方通常不会进一步升级冲突，尽管其可能还不愿意采取行动，最终达成协议。这时冲突激化的程度可能已经到达了最大。对于冲突这艘动荡不安的方舟，僵局已是高水位标志。水位可能不会再升高，但也没有出现去升级化水位开始降低。

即使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冲突一方仍有可能继续采用争斗之术，以图占据优势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看上去并未发生变化，然而，冲突一方对冲突的展望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冲突一方可能还想“让对方吃点苦头”，但现在看来，这样做无法获得预期的结果，或者太过冒险。可能另一方会拒绝让步，可能冲突一方的资源正在枯竭，也可能冲突一方的代价或风险变得让人无法接受。无论何种原因，冲突一方都勉强接受了一个现实，即继续冲突所带来的伤害要大于解决冲突。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减弱或解决冲突的曙光开始出现，尤其在另一方也有同样认识的情况下。

冲突一方得出结论，自己身陷冲突僵局，其理由主要有4条，即争斗之术的失败、必需资源的枯竭、社会支持的丧失及无法接受的代价或风险。

过去使用的争斗之术虽然有些成效，现在却可能因为没有刺激作用而失败。也许冲突一方曾经过于频繁地使用辩论说服和威胁战术，过于坚持强硬立场；而另一方则发现这些行动不再令人信服或者值得注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正如两个曾经住在一起多年的人，双方都非常熟知对方的举动和姿势，以至于都不可能占据优势。一方所有的举动都会遭到对方精心准备、了然于胸的回击，攻防都显得游刃有余。

争斗之术所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与继续争斗必需资源的枯竭有关。这就像拳击手在多次被击打到绳子那头之后，变得伤痕累累且虚弱不堪一样，冲突升级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只不过有心无力罢了。这既不是缺乏打败另一方的决心，也不是不明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冲突一方最大的希望仍旧是将对方踢出局，并且在最后一分钟抓住胜利。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了。口头和战术攻击曾经很有威力和效果，但现在对对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虽说这些武器还能再次用来做致命一击，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在一方陷入冲突僵局时，有几种资源可能会枯竭。一种资源就如职业拳击手所拥有的能量——继续维持争斗所必需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活力会逐渐衰竭。在众多竞夺性的争斗中，另一重要的资源就是金钱——发动竞争而投入有形资产所需的持续财务能力。比如，在美元拍卖游戏中（参见第8章），当投标者没有更多的资金继续争斗之时，拍卖就结束了。当两名对手的供给线被切断，争斗必定会走向结束。最终，时间本身也往往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耗尽就会迫使竞争对手进入僵局。

冲突一方因社会支持逐渐减少而被迫陷入僵局，这也可能与资源的枯竭有关。为了维持与他方的争斗，冲突方往往要依赖选民或赞助者的支持。劳资谈判之所以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坚持下去，是因为谈判者仍能继续得到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即使这种支持可能是被动的。革命者通常会依赖他们试图颠覆国家的外部盟友的支持——供给、招募、安全庇护以及其他类似事物。

盟友通常会超越争执双方，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有时会使得他们向争论双方施压，要求双方结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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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那些职业拳击手，也最好不要视为孤立的个体，而是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拳击手能否继续比赛通常不是他们个人就能决定的。因此，冲突的升级往往会止步于僵局，因为冲突一方不再能保证获得必需的群体成员或盟友的支持。

最后，存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使得僵局明朗化，这是因为冲突一方得出结论，认为继续争斗将带来巨大的代价或风险，因而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可能组织内的成员会抱怨财富正在耗尽，或者抗议生命的逝去。还有可能发生的是，冲突涉及新问题和新人员，这会使与另一方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如果冲突需要金钱支撑，而这些钱又是其他项目所急需的，机会成本也可能会成问题。或许可能会存有对未来灾难的恐惧感（Zartman， 2000）。当钟摆指向午夜之时，冲突一方可能会不自在地觉得自己正走向不归路——己方与另一方的关系将彻底破裂，第三方可能会利用己方的穷途末路，或者己方将遭到某些极具破坏力的武器的严重伤害或者打击。


承认僵局


冲突各方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身处僵局之中。结构变化可能如此巨大——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或者激进的意识形态可能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充满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实际上必输无疑的战斗。或许他们在认识上越来越深地陷入冲突——太专注于细节而看不到未来更黯淡的结局，或者坚守自己的承诺以完成先前的声明，或者固执己见以证明先前的投入合理。

此种情形下，可能需要某种沉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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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幡然醒悟——突出事件会彰显其争斗获胜的机会很渺茫，或者继续争斗需投入的巨大代价和风险——灾难或毁灭性的事件会激发当事人仔细地反思实际发生的一切。在国际关系中，沉痛打击可能包括敌人冲破关键防线、大批生命突然死亡或者权力和领导合法性的突然丧失（Druckman & Green， 1995；Mitchell， 2000）。

对僵局的认知还可能伴随群体或国内领导层的变动（Haass， 1990；Lieberfeld， 1999；Mitchell， 2000）。因此，政府的变化往往会导致领导层重新思考现有的冲突，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比如，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冷战的紧张状态就开始变得缓和。德·克拉克（De Klerk）成为南非总统之后，启动了各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磋商。拉宾和巴拉克先后担任总理之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开始了艰苦的谈判。新领导人采纳新思维通常有几种原因。他们常常要比那些即将卸任的领导层更年轻，也更灵活；他们并对过去的决定没有承诺义务，因而能进行广泛的政策回顾；他们也通常会在任职初期，即上任后的“蜜月期”内为改变留有余地。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称为冷战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该危机使双方都认识到陷入僵局。在危机发生前的数月，苏联已经开始将若干艘装有中程导弹和核弹头的船只运往古巴，该行动的意图清楚明确，即这些武器一旦部署好之后，将直接威胁美国东部的城市中心。清晰无误的苏联活动照片证据呈现给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并引起了他的注意，危机由此开始。总统随即做出反应，威胁道，除非俄国人立即停止所有进一步的运输行动，并且销毁掉已经部署在古巴的武器和设施，否则将对所有苏联到古巴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苏联以沉默来应对这一威胁。这一幕成为两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超级大国对立事件。

肯尼迪总统宣布，海上封锁将于10月24日（周三）付诸实施。美国派出巡洋舰和航空母舰进入到古巴海域。快到上午10点之时，发现了两艘苏联船，正朝着800公里外的检疫站行使。这两艘船，“加加林”和“科迈尔斯”号驶近边界附近，一艘苏联潜艇开到两艘船之间的位置。美国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接到命令，向潜水艇发出信号，示意其升至海面以上并说明自己的身份，如果对方拒绝将投放深水炸弹。

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其感人的纪实书籍《十三天》（Thirteen Days）中，从自己的角度详细描述了整起事件（Kennedy， 1969：69-70）：

我认为这几分钟是总统最为关注的严重时刻。世界已处于大规模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错吗？是错误吗？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或者说不该做的事吗？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蒙住了嘴。他松开了拳头又攥紧了拳头。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几乎变成了灰色……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了。

当天上午10:25，传来了消息，苏联船只出现故障搁浅在水中。总统立即下达命令，不得阻止或拦截任何苏联船舶，给这些船舶以回航的机会。罗伯特·肯尼迪做出了以下结论（Kennedy， 1969：72）：

于是我们又重新回到细节问题的讨论上来。会议以低沉的声调进行下去。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世界好似一度停滞不动，而现在又开始转动起来。

1962年10月美国和苏联都有大量的机会和丰富的资源，在古巴海岸线之外的领域继续各种争斗。然而，双方都意识到，这样做的代价和风险太高，以至于不可能持续争斗。持续的危机给双方带来的代价都很高——无论在金钱、人力还是对解决其他紧迫问题的干扰都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核灾难很可能在所难免。结果导致了典型的僵持状态，双方都尽最大的勇气在冲突升级的道路上尽可能走得远些。在这场面对面的对抗之后，双方着手进行谈判，最后签署了这样一项协定，即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条件是苏联承诺撤销和销毁其在古巴所部属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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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一事件对双方的震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一个“缓和”时期，期间双方通过谈判还达成了其他几项协定。



去升级化如何开始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冲突一方认识到冲突僵局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何冲突一方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冲突无法忍受，应该尽快结束。然而，一旦冲突一方感知到僵局，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首先，冲突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好转。冲突一方心有不甘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在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之内战胜对方，然而又不愿意让步或退避，将胜利拱手让与对方。即便稍作让步，对于冲突一方的自尊都是一种打击，很有可能表示己方向另一方示弱。另一项选择退避无异于屈服，也难以接受。

现在只剩下问题解决方案了。问题在于如何开始实施这一方案。冲突一方不但进退两难，而且很可能会谴责另一方给自己带来了不幸。然而，冲突一方也开始意识到没有另一方的同意，己方也无法得偿所愿。很显然，冲突一方只有提出一项另一方觉得可以接受的方案，才能得到另一方的同意。

冲突僵局认知最重要的结果是，冲突一方被迫接受另一方为己方相互依赖的合作者，而不得不与之进行某些交换。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另一方并非可以愉快合作的朋友，而是令人鄙视的敌人，自己与之合作是迫不得已。（当有人问温斯顿·丘吉尔，大英帝国为何决定与苏联结盟以打败纳粹德国时，丘吉尔这样回答道，“为了打败纳粹，我会与魔鬼结盟”。）冲突一方尝试走出僵局时，因为要解决冲突，往往将对方视为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恶棍，对方又是不得不迎合和依赖的敌人。这就为去升级化和谈判打开了大门。在此，谈判可以定义为“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讨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决利益的分歧（Pruitt & Carnevale， 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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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判是一种温和的公开冲突，它的战略选择与其他冲突并无二致。谈判与其他冲突行为的差别是，谈判有可能解决甚至彻底根除冲突。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说，谈判往往会表现出两种极端形式：要么冲突各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使用言语的争斗之术力求获胜；要么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联合起来解决问题。谈判通常先表现为第一种形式，然后过渡到第二种形式，虽然并非总是这样；也就是说，谈判开始会表现为充满争议的利益交换，之后才会变为更具合作性的磋商。冲突各方试图走出僵局之时，他们首先会利用谈判来获取竞争优势，而如果对抗策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会转而采用问题解决策略。


乐观主义精神


要想冲突一方参与谈判，不但要使其认识，双方要解决冲突僵局必须相互依赖，而且还要对成功抱有乐观主义（optimism）精神（Pruit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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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可以基于工作信任（working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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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相信另一方只要有机会，就会采取合理化行为。如果缺乏这种信任，冲突一方将继续争斗，而不会参加漫长而无果的谈判活动，因为参加谈判可能会被对方误解为示弱。工作信任可能源自这样一种感觉，即另一方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另一方像冲突一方一样，认为获胜的希望渺茫，而且/或者忧虑冲突持续带来的代价和风险。工作信任还可能源自某种信念，即相信冲突一方以及/或者另一方的期望值已经下降到双方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冲突僵局里期望值往往会因无法达到而下降）。工作信任是影响感知到的共同之处（PCG）的因素之一，这一概念曾在第3章中介绍过。

要想让冲突一方在谈判开始之后坚持下去，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必须建立在感知到的问题解决之道上，即相信冲突双方实际上正在达成一项双方都可接受的协定。换言之，隧道尽头是光明。这是影响PCG的另一个因素。

乐观主义精神还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冲突一方相信自己正在和另一方的有效代表打交道——有效代表指那些在另一方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中占据足够部分的人，如此谈判协定才能持续。没有有效的代表，任何谈判都毫无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详尽地探讨了冲突一方，而极少提及另一方。然而，要真正启动谈判进程，冲突双方都必须做好放弃冲突升级的准备，并尝试不同的做法。此外，双方还必须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如果双方都能认识到，他们都陷在冲突僵局之中——即他们的获胜几率很小，并且/或者要获胜所承担的代价和风险过高——那是再好不过的。但实际上，只要有一方（我们称之为“冲突一方”）能这样看问题，并将自己的愿望降到某个点上，从而让另一方开始乐观地认为，能找到一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已足够。比如，南非白人政府与黑人之间的谈判之所以能进行，并最终导致南非建立了一个以黑人为主体的政府，就是因为当时的白人政府很悲观地认为，己方在与黑人的冲突中难以取胜（同时还受到外部世界反种族隔离政策压力的影响），于是降低了己方的期望值，从而让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代表了大部分黑人）领导人开始乐观地认为，能通过谈判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政府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同时，非洲国民大会（正确地）判断出它将取得胜利，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僵局。幸运的是，为了南非的和平，非洲国民大会的期望值完全限制在这一时刻，即他们的期望与政府部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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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东的僵局和谈判


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启动并维持谈判至关重要，最好的证据莫过于1973年10月发生的中东战争（“十月战争”）的余波。战争始于埃及和叙利亚同时针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突袭的结果令世界震惊，而当时以色列大部分人正在过犹太教最为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长驱直入，进入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一直隶属于以色列的占领区，即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以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十月战争”最终变得有利于以色列，但这一局面出现在战败给以色列带来严重的恐慌之后。

扎特曼（Zartman，1981）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局势时指出，在战争结束之时，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在很多方面陷入了冲突僵局之中。一方面，他们已经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有了真实的了解。以色列发现，自己有可能（至少暂时地）会被势均力敌的对手所打败，而埃及和叙利亚则发现，他们最终无法打败以色列。此外，以色列还发起反攻，将埃及军队团团包围。另一方面，以色列拥有西奈领土，但其合法性却没有得到阿拉伯邻居们的承认。从埃及和叙利亚的角度看来，他们虽然不拥有领土，但却拥有两大优势，一是自己这方的兵力日益增长，二是他们有能力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主权国地位。

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介入这一紧急的国际局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回穿梭于以色列和其对手之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他不断强调，双方正处在冲突僵局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希望，能通过强制手段取得半点进展，而他们现有的这种力量均衡状态，却可能让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此外，在调停过程中，他从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使双方谈判者觉得谈判将会成功。如此，基辛格维系着一种僵局感，并且带来了乐观主义元素——即让双方相信，只要他们跟着基辛格走，就会在部分原则上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扎特曼这样描述基辛格这方面的技能：

甚至当基辛格营造双方的僵局认知时，他真实的战术技能也同时来自于这样一种能力，即让双方确信，妥协不单在理论上可能，而且无论如何，妥协都要优于可怕的单边行动或者不作为（Zartman， 1981：152）。



摆脱困境


我们在第6章和第8章花了很多篇幅讲述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并使得升级得以持续。即使在冲突双方都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并对冲突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因而谈判的情境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这些结构变化仍会阻碍冲突的去升级化和谈判进程（Coleman， 1997， 2000）。那么，如何逐渐消减这些结构变化，直到谈判得以进行呢？在各种文献中，学者们曾经讨论过三种方法：接触与沟通、高端目标的设定以及单方的调解举措。前两种方法可以由冲突一方或双方实施，也可以由欲伸出援手的第三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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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方法则要求冲突单方面采取具有一定风险的行动。


接触与沟通


敌对双方的直接接触，以及伴随而生的沟通过程，具有很多益处。首先，接触与沟通使冲突一方有机会解释己方的行动和提议，否则会招致对方的防御反应或报复行动。第二，接触与沟通有助于冲突一方了解另一方的动机、耐性等特点；这不但能增加信任，而且能让冲突一方在行动时打扰另一方。第三，接触和沟通允许双方采用问题解决战略，因而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如果缺乏这样的讨论，那么为了达成双方能共同接受的方案，冲突双方必须不断尝试，也会犯很多的错误，这就造成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想要达成某种整合性的协定，最可靠的方式是讨论双方的需求和优先问题。第四，接触与沟通有助于揭除去人性化的面纱。冲突一方不再将另一方视为邪恶的敌人，热衷于给己方制造痛苦，而是视为和自己同样饱受冲突之苦的同类。这种“人性化”能培养对另一方的同情心，创造机会将另一方纳入己方的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y）。最后，接触和沟通有助于增长人际吸引力，有助于积极关系的发展。研究表明，接触与敌对相比，通常能促进吸引力（Drolet & Morris， 2000; Miller & Brewer， 1984; Zajonc， 1968）。

尽管接触和沟通具有这些潜在优势，却不应视为解决所有冲突升级的灵丹妙药。在激烈的冲突中，它们往往会变得毫无用处，甚至还会起到负面作用（Rubin， 1980）。如果冲突一方并不信任另一方，或者太过愤怒乃至对另一方可接受的所有解决方案都不予考虑，就不会善用可能的沟通渠道（Deutsch，1973）。这样，一方使用沟通渠道也往往是为了威胁或者欺骗另一方，而不是推动问题的解决（Worchel， 1979）。实际上，冲突严重升级时，群际接触会加强内群体的认同感，而对外群体成员会愈发担忧（Greenland & Brown， 2000；Pettigrew， 1998）。此类情境下，沟通可能会充满火药味，而双方的交流会充斥愤怒和侮辱。

本书第2章提及谢里夫的男生野营实验，我们观察到了这种效果（Sherif et al.， 1961；Sherif & Sherif， 1969）。在营地里，两群男孩分别住在不同的小木屋，并且鼓动他们相互挫败对方，因而引发了严重的敌意和争斗。此后，各屋男生的接触即便不具竞争性（比如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也会导致争吵和相互起外号，这些行为会激化矛盾。那些身陷痛苦的亲密关系中的情侣，也往往会表现出同样的效果（Gottman & Levenson， 1988；Noller & Fitzpatrick，1990）。

这些观点削弱了接触和沟通的价值，但并不是说这种冲突管理方法毫无效力。比如，有研究者建议，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感到非常恼怒，那么在沟通产生效力之前，需要一段冷静期。或者一定时间内，可能需要调解人穿梭于冲突各方之间，在直接接触发挥作用前，先改善双方形象，为达成协定打下基础。或者，在处理群际关系之时，可能有必要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冲突各方的温和派先进行广泛的非正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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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高端目标


在实验了多种冲突解决方法（包括给双方提供接触和沟通的机会）均未获成功之后，谢里夫及其同事终于找到一种方法，能成功化解野营地两个小木屋男孩之间的敌意。这种方法就是，让孩子们进行合作，共同解决那些与双方冲突本身无关的问题。比如，辅导员老师故意让野营地的水供应系统出现故障。这些男孩们不得不在一起工作，拆开水塔，并将水塔搬到一辆卡车上，送到城里去修理。这些任务的完成逆转了先前的冲突升级，在两组之间建立了联系。

谢里夫称这种方法为高端目标（superortinate goals）的设立，因为该方法要提出一项冲突双方共同认可的目标，并且凭借任何一方一己之力都无法单独完成。最常见的高端目标是共同敌人的出现。正如普什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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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谚语所云：“我反对我的兄弟们；我的兄弟们和我反对我的表亲们；我的兄弟们、我的表亲们和我反对外人。”二战期间，我们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发展。当美国和苏联面对纳粹德国这一共同敌人时，负面情感迅速转变为正面情感，而二战结束后，双方的情感迅速恶化，而近期美国认识到，双方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新的共同敌人，积极情感再次复活。

拥有高端目标，并且为高端目标努力，会加强冲突一方与另一方的联系（Johnson et al.， 1984）。这种现象发生的方式有几种。其一是遵循心理平衡原则——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Aronson & Cope， 1968）。其二是减少群体间差异的突出性；朝着共同目标努力的人容易产生共同的认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因而不太可能相互敌对（Bettencourt et al.， 1992；Gaertner & Dovidio， 2000；Turner， 1981）。其三是随着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日益了解，减少了对外群体成员的担忧（Islam & Hewstone，1993）。其四是一种强化机制；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每个人都会回报另一方，由此会使另一方产生亲切和感激之情。追求高端目标也意味着，冲突一方将自己视为代替另一方工作的代表，这种观点，不但可能会培育出对另一方的积极情感，而且会克服对形象损失的担心，而对形象的担心往往是冲突僵局的特征。

大部分情况下，高端目标对稳定非常有利，但也有例外。如果为实现目标而形成的合作未果（比如共同的敌人获胜），那么这种联合就可能会分崩离析，而接下来会发生争吵，责备哪一方该为失败负责。如果双方关系本来就很紧张，那么这种争论尤其可能发生，因为先前树立的形象往往会留下阴影（Worchel et al.， 1977；Worchel & Norvell， 1980）。

冲突情境下，如何建立高端目标？有时高端目标的确立乃是迫于形势，比如，两个国家同时遭到第三方袭击。有时冲突双方可能会设定此类目标，以便努力化解冲突。比如，一对已婚夫妇决定生养孩子来挽救他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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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目标的设定也有可能源自第三方，比如，一名老板可能会安排两名争吵的员工在圣诞晚会上一起工作。

在冲突升级中，冲突双方彼此非常敌对，通常难以达成共同的目标，或者劝说他们合作。争斗之人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即使是那些为抑制争斗而设定的高端目标。因此，就像接触和沟通一样，也不能把高端目标视为解决所有冲突升级的灵丹妙药。然而，在从僵局到去升级化，进而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痛苦过程中，高端目标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单方的调解举措


上述两种方法都有其价值，但都需要另一方的顺从或者协作。接触和沟通要求另一方乐意与冲突一方打交道或者对话。冲突一方要想和另一方一起为某个高端目标努力，那么也必须以另一方愿意与己方一起工作为前提。这里的难点在于，有时候双方的关系太过紧张，乃至另一方不愿意和冲突一方发生任何联系。

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只能主动出击，自身做出合作姿态，并不强求另一方默许。冲突一方采取此种单方的调解举措，就是为了加强另一方对己方的信任感，从而开启富有成效的沟通和合作。

单方的调解举措可以只在小范围内发生，旨在测试另一方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测试既安全又不易觉察。如果另一方也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且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备，就可能会注意到这些举措，并作出回应。然而，实际上，那些最能引起对方兴趣的举措，却往往规模庞大而且引人注目，旨在打破自身在另一方心目中的敌对形象，扭转其他深度的结构变化。

奥斯古德（Osgood， 1962， 1966）将那些引人注目的调解举措概述为一种策略，称为“缓解紧张局势过程中渐变且要求交互的举措（GRIT）”，要求冲突一方采取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行动，旨在逐步消除对方的不信任感和其他结构变化，开启积极性行动和反应的去升级化螺旋。

下面是一套有关这些举措的有用指南（Aggestam & Jonsson， 1997；Hopmann， 1996；Lindskold， 1978；Mitchell， 1999， 2000；Stein， 1996）。

● 举措应该既清楚明白又出乎意料，以引起对方的注意，挑战其先入之见，因而促使对方重新思考冲突局势。

● 举措应该是自愿采取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为了避免对方将这些举措诠释为一种廉价的把戏，冲突一方应该付出某种代价或者承担某种风险。

● 举措实施之前，应该公开宣告，以表示己方正在努力缓解紧张局势，而且应该鼓励另一方回应。

● 即使另一方并未对系列举措做出回应，冲突一方也应该继续实施这些举措，以便让这些努力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政策变化，给另一方充足的时间重新思考其策略。

● 应该奖励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奖励大小应与其合作的程度挂钩。

● 如果另一方误解这些措施，或者企图得寸进尺，继续升级冲突，那么冲突一方应该准备予以反击。

举一个例子说明单方的调解举措。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飞往耶路撒冷。萨达特说，这次行程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就是说，是为了增进以色列对埃及的信任），为双方谈判铺平道路。显然，他认为先前两国之间的冲突升级和战争主要源自冲突螺旋，在这一螺旋中，双方相继将对方视作仇敌。萨达特总统的举措与上述指南中的前三条相符，既出乎意料又不可逆转，而且提前宣之于众，表现出解决冲突的诚意。很显然，萨达特为这次行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疏远了其他阿拉伯世界国家和自己国家的部分民众（Stai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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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很难怀疑他关注和平的诚意。实际上，耶路撒冷之行似乎已经赢得了以色列人相当的信任（Kelman， 1985；Mitchell， 2000）。虽然这种信任感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有助于重启谈判，并获得成功。

还有一点很重要，萨达特是在1973年中东战争发生之后去耶路撒冷的。如果这次行程发生在战争之前，那么以色列未必会将之视为调解举措来进行回应。在开战前，埃及的军事力量看上去并不强大，因而以色列并不认为自己处在冲突僵局之中。作为中东的“支配力量”，以色列几乎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寻求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来解决埃及问题。此外，萨达特的举措很可能被以色列诠释为一种软弱的标志，而非改变心意的证据。然而，在遭到埃及袭击之后，以色列准备重新审定其策略，而几乎不再会将萨达特的行为误会为示弱。

问题的关键在于，萨达特的调解举措成为“强硬却具有和解性”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第10章详述）。与以色列开战，萨达特首先发出了这样一条强硬信息，即坚决维护埃及的根本利益。以这样一条信息为背景，萨达特后来的耶路撒冷之行所体现的和解信息，才会比单独发送和解信息更可能奏效。

当然，在这样一种冲突高度升级的关系中，和解信息往往难以传递给对方，因为升级本身已经给对方带来了重重疑虑。因此，通常很有必要采用一项引人注目且事先协商好的减压方案，包括吸引眼球的单边行动，比如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

单方的调解举措还有一种特殊形式是道歉，冲突一方就己方先前已经采取的行为向另一方表示歉意。冲突一方一声真诚地说声“对不起”，往往会消除另一方的复仇愿望（Kim & Smith， 1993），因而能加强另一方对己方的共情（McCullough et al.， 1997），打开宽恕及和解的大门（Fisher， 2001）。最为重要的是，道歉具有分水岭的作用，将过去发生的种种不悦事件与未来事件暂时分离开来。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道歉能终结严重的冲突升级时期，开启全新、宽松的问题解决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道歉亦非解决冲突升级的灵丹妙药。如果道歉的时机不当，或者不够真诚，那么道歉很可能就会引起对方的猜忌。而且，如果曾经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较为严重，那么即便冲突一方的道歉既适合时宜又足够真诚，只有道歉也可能不足以创造出问题解决的氛围（Yamamoto， 1999）。此外，道歉意味着对外公开承认，己方要承担伤害另一方的责任（Ohbuchi et al.， 1989；Tavuchis， 1991）。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忍受这种公开的耻辱，以及承担随之发生的金钱或法律责任，可能会比持续冲突遭受的伤害更大。然而，我们不但能使用这一简单而有力的工具，而且应该更为经常性地使用，以改善冲突关系的氛围。


去升级化螺旋：越陷越深过程的建设性使用


如果单方的举措形成了去升级化的螺旋，那么这些举措就是成功的。这种情况下，双方交替进行的一系列调解行动，会让双方互相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进而使得谈判看上去切实可行。在这样一种去升级化螺旋中，每一行为都是为建立信心而做的，鼓励对方做出回应行为。去升级化螺旋是冲突螺旋的反面，后者在升级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参见第5章）。

本书的作者普鲁特（Pruitt， 2000b）将去升级化螺旋描述为一种“求偶之舞（courtship dance）”。他举了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这一例子似乎发生在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定谈判之前的数年。冲突一方是爱尔兰共和军及其党羽新芬党（Sinn Fein），二者都是主体为天主教的组织，而另一方是英国政府。新芬党当时的领袖是杰瑞·亚当斯（Gerry Adams）。显然，舞蹈的引领者是第三方，即温和的社会民主和劳工党（天主教占主体）领袖约翰·休谟（John Hume）。令人惊讶的是，当军事行为仍在继续之时，这一去升级化螺旋的确发生了。该螺旋的发展过程如下：

● 1988年，新芬党发出了该党正在重新审视其政策的种种信号，这些信号中最显著的就是休谟和亚当斯对话（亚当斯和休谟就如何解决冲突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讨论）。

● 1989和1990两年间，英国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卿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e）举办了和解会谈，他指出英国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并未有包藏私心的经济或战略利益，而且如果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武力行动的话，英国将回报以“富有想象力的步骤”。在休谟的推动下，布鲁克发表的这些言论，挑战了新芬党对英国的部分刻板印象。虽然武力行动仍旧在继续，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确宣布，在1990年圣诞节停战三天。

● 1992年，新芬党发布了一份题为“为了爱尔兰的长期和平”的和解声明，接着在9月休谟劝说亚当斯发表声明，宣布新芬党“将比从前更愿意为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道路”。

● 1993年10月，英国与爱尔兰联合发表《唐宁街宣言》。英国宣布，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武力行径，那么就会“开启新的大门”。该宣言发布之后不久，英国首相梅杰指出，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武力，他将愿意和新芬党进行对话。

● 最后，1994年8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并呼吁进行谈判。

虽然双方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开始最后的谈判，但在这些年中，这一去升级化螺旋（伴随着那些秘密的幕后谈话）却一直引领着双方走向谈判桌。由于诸多敌对事件的存在，而且这些敌对性事件性质又如此严重，因此这一螺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一螺旋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僵局的存在，都愿意接受谈判，这推动了双方积极回应彼此的调解举措（Pruitt，2000b）。

去升级化螺旋有时会包含积极的越陷越深过程，这与第8章结束时提及的那种病态的越陷越深现象刚好相反。当冲突各方都致力于某种无法逃避的去升级化模式时，就会发生积极的越陷越深现象。在先前的阶段中，和解的势头已然建立起来，当事人各方也已开始感觉到，他们在去升级化系列中投入太多，以至于无法放弃。



总结和结论


所有的冲突升级最终都将结束，冲突一方可能取得了胜利，或者双方共同撤出冲突，或者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或者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本章的重点是，到底在何种条件下，以及通过何种过程，能产生最后那种结果——去升级化和谈判解决。

我们展示出这样一个成熟的理论，即去升级化和谈判的开启可以追溯到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结合，认为最少能达成一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认知到僵局的存在意味着，冲突一方认为己方依赖于另一方，且不能强制另一方予以合作。僵局认知可能源自以下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条件：争斗之术的失败，使用这些战术所必需的资源的枯竭，失去同盟的支持，以及代价或风险变得难法接受。乐观主义精神可能源自工作信任——冲突一方感到另一方不但和自己同在一条船上，而且也准备解决问题。然而，谈判要持续下去，冲突一方必须最终能看到黎明的曙光——即一种既能接受也能实现的选择。在群际冲突中，乐观主义精神也要求冲突一方相信，自己正在与一名说了算的代言人谈话——这名谈判对手应能作为另一方的委托人，签署富有约束力的协定。

引起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条件并非总能奏效。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冲突一方可能非常短视，并且在争斗之中越陷越深，以至于无法清晰地看清事情。要想使该方清醒过来，唯一的办法恐怕是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或该群体换了领导。另一种是结构变化可能已经使得冲突一方形成了太多针对另一方的负面观点，以至于不愿意和另一方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并且完全缺乏信任感。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克服这些负面的观点：接触和沟通（这主要是用于处理中等程度的冲突）、形成高端目标以及单方的调解举措（包括道歉）。

如果双边都能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单方的调解举措往往会导致一种去升级化螺旋——双方表现出一系列逐步加强的保证行动。去升级化螺旋可以为谈判开启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

谈判要奏效，几乎总是需要问题解决。这是第10章的主要关注点，该章还要讨论和解与持续协定的其他内容。



第10章 问题解决与和解


第9章的主题是，冲突升级往往会到达冲突僵局的临界点，此时，冲突一方或双方都发现，进一步使用残酷的争斗之术，没有作用或者不大明智。为了走向谈判桌，还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改变。双方必须对冲突形成乐观主义精神，相信能找到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定。推动谈判的力量必须要超过那些让冲突持续升级的结构变化。

谈判刚开始时，对抗往往不会停止，不过会表现为口舌之争；比如，进行辩论说服，而不是大喊大叫或者相互抨击。然而，要达成一项协定，通常问题解决过程也必不可少。问题解决是指，为了找到能满足双方愿望的方案而付出的所有努力。无论如何，问题解决都不是争论的最后一步。很多较为温和的冲突都在早期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冲突只会稍有升级或者根本就不会升级。

虽然问题解决（本章主题）对于结束激烈的冲突几乎总是必不可少，但是仅靠这种方式还往往不够。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放在遵循签订的协定和保持双方未来的关系上——即创造出这样的条件，不但能让协定得以遵循，而且新冲突不会再像旧冲突那样升级。此外，双方还需要努力进行和解，旨在建立起一种新的双边关系。我们将在本章最后讨论和解主题。



问题解决


最好的情况是，在问题的解决中双方联合起来，找到一种相互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冲突双方或他们的代表能自由地交谈，告知对方自己的利益所在和优先考虑的事情，然后一起努力找出造成分歧的真正问题，再使用头脑风暴法寻找选择性方案，从而弥合相互对立的利益冲突，并从双方的福祉出发，共同评价这些方案。

然而，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分歧，或者发生结构变化，要全面地进行问题解决讨论并不总符合实际或者切实可行。冲突一方可能会担心，这种开诚布公的行为将剥夺自己获得竞争性收益的机会，或者会给另一方这样的机会。当这些担忧存在的时候，单方面进行问题解决就成为一种实际可行的选择。冲突一方——个体或者较小的派别群体——能在私下里完成上述的所有功能：洞察另一方的利益所在，识别真正的问题，设计互惠互利的选择性方案，并从联合的角度来评价这些选择。我们将在第11章介绍另一种方法，让一名调解人执行问题解决工作。


问题解决的结果


处理冲突时，问题解决策略并不总能成功。不过问题解决策略一旦成功，就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问题解决会引致冲突管理（con
 ict management）的产生，即冲突各方都寻找去升级化和避免冲突升级的方法。比如，双方签署一项停火协定，或者在双方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以便出现新问题时双方能对话。冲突管理涉及程序性而非实质性协定。或者，问题解决还有可能使双方达成协议（settlement），即双方达成一项足以应对重要议题的实质性协定，从而双方愿意放弃已经升级的争斗。协议的难度在于，剩余的议题可能会在将来使升级再度升温。比如，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协定——美国承诺不再侵略古巴，条件是苏联撤回导弹。然而，美国想要在西半球设立共产主义防线这一根本问题，在这项协议中却并未提及；因此，很容易再次发生古巴危机（虽然幸运的是，这项危机并未发生）。如果问题解决策略真正奏效，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决议（con
 ict resolution），即大部分或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处置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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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各方如果能依据协定最大限度地得偿所愿，则比那些通常通过协议所达成的表面协定更可能持续下去。比如，那项将印度从英国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协定，就在双方建立起一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有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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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能依据问题解决结果的结构（即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方式）来对冲突结果进行分类。因此，成功的问题解决可以导致妥协或整合式的解决方案。

妥协　妥协指冲突双方明显各退一步，达成一项折中性协定。比如，存在薪酬纠纷的冲突双方在各自的提议上折中成交；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在各自的立场上各让一步，同意一项新的生产计划；或者是一对夫妇在是否到缅因州还是佛罗里达州度假问题上不再争论，决定去北卡罗来纳州海滨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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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妥协的效果有时非常好，有时也会很糟。最常见的情况是，妥协给双方带来的是一种折中的结果——绝没有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好，也没有他们所担忧的那样糟。实际上，双方只要能找到整合式的解决方案，都往往要比妥协好很多，然而，许多冲突都还是以妥协告终。原因或许有：双方的愿望还不够强烈；或是迫于时间压力，以至于难以着手寻找新的选择（Yukl et al.， 1976）；或是担心冲突会旷日持久；或是受到社会所公认的双方应各让一步这种“公正”崇拜的影响，无端地将注意力投注在这种“半斤对八两”的公正上。此外，妥协有时也能源自过度升级的事件。为了打败对方，双方已经投入了太多精力，而且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些于己有利的选择上，以至于无法做出创造性的努力，设计出新的选择性方案。因此，当他们终于认识到，己方已处在一种具有危害性的冲突僵局之中时，就想求助于简单明显的妥协方案。

整合式解决方案　整合式解决方案就是一种调和（即“整合”）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利益的方案。在三种协定类型之中，整合式解决方案能产生最好的共同结果。比如，两姐妹正在为一个橘子而争吵。两人可以将这个橘子一切两半，达成妥协性协定——姐姐能将自己的这一半榨成果汁，而妹妹则可以用自己那一半的橘皮来烤蛋糕。然而，如果姐姐能得到整个橘子所榨出的汁水，而妹妹则能拿走所有的橘皮，那么显然双方都会从这一整合式解决方案中获利更多。如果她们想要妥协的话，那么将永远找不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故事中，有可能得到一种完全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一种能完全满足双方愿望的方案。然而，大部分整合式方案不会如此成功。它们只不过是部分地调和了冲突双方的利益，这让他们感到相当满意，然而，如果他们能获得先前所期待的全部利益，那么可能会更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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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解决方案有时必须纳入一些已知的选择方案，但更为常见的是，它们会涉及新的选择方案的提出，并且要求一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因此，正确地说，它们往往源自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整合式解决方案可能分别由冲突一方和/或另一方提出，或者由双方在联合会议上提出，或者由第三方，比如调解人提出。

能容许整合式解决方案提出的情境，据说具有很高的整合潜力（Walton & McKersie， 1965）。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境都具备这样的潜力。比如，当一名旅游商人与一名北非商人就一张地毯的价格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几乎不具备什么整合式潜力了；冲突一方的收获几乎肯定意味着另一方的失去。然而，大部分情境都具备整合潜力，而这种潜力往往超出了我们通常的认识。因此，在问题解决策略上付出娴熟而持续的努力往往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整合式解决方案对于冲突双方，无论是共同利益还是各自利益，都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它们就值得我们努力追求。这主要有4个原因：

1. 如果双方各自的愿望都很强烈，而且都不愿意进行妥协，那么就不可能达成协定，除非找到一种方法，能将双方的利益联合起来。

2. 妥协（以及诸如抛硬币这类机械的协定）能达成协议。然而，要完全解决冲突，却通常必须提出那种能触及双方主要关注点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因此，双方才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合式解决方案的实施中来；而且与其他两种协定方式相比，整合式解决方案也更不可能失败（Thomas， 1976）。

3. 整合式解决方案会给双方带来好处，因而往往会加强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加强的关系往往具有内在的价值，也会在接下来的情境中推动整合式解决方案的提出。

4. 整合式解决方案通常会给冲突双方所在的大社区带来福祉。比如，如果一个公司的各部门能创造性地调和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该公司往往会在整体上受益（Pruitt & Carnevale， 1993）。

整合式解决方案的出现会削弱，甚至能消除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一点已经在图2.2d中得到了证实，该图展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一核心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妥协方案，但是却无法满足双方的期望值（这一点展示在虚线中）。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在图2.2a中消失了，这是因为提出了一项整合式解决方案（图的右上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在关注问题初始时就已经知道整合式解决方案，就能避免冲突。如果在上面的例子中，姐妹俩能立即想到用果皮来交换果肉，那么就不会发生冲突。


整合式解决方案的类型


显然，达成整合式解决方案非常重要。那么，整合式解决方案是如何实现的？从冲突双方相悖的诉求（如立场相悖）转变为调和双方利益的选择性方案，都通过了些什么样的路径？我们已经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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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此类路径，可以导致5种不同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做大蛋糕、非特定性补偿、相互合作、削减代价以及搭建桥梁。这种类型学分类，除了具有理论价值之外，还便于任何企图解决冲突的谈判者或调停人用作核查清单5。

为了提高陈述的理论和实际价值，我们提及了必需的信息种类，以便明确阐述每一类型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按照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来排列解决方案的类型，将最容易的放在最前面。我们还会提出几个重构问题（reframing questions），帮助我们重新明确地阐述冲突议题，从而有助于寻找各种解决方案。要打破因反复阐述诉求而产生的条条框框，重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因此，重构会促使冲突各方迈上探索整合式解决方案的道路。最根本的重构问题，不过就是“怎样做双方都能获得成功？”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源自这一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一直以一对夫妻（或任何两个人）为例，他们正决定去哪里休两周的假，来说明整合式解决方案的类型。丈夫想要去山上度假，而妻子想要去海滨度假。他们已经考虑过在两个地方各花一周时间度假这一妥协方案，但还是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做大蛋糕　一些冲突完全源自资源的短缺。时间、金钱、空间、汽车、人才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所有这些都是需求多而供给匮乏。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大蛋糕从而找到整合式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增加可用资源。比如，这对夫妇可以劝说雇主额外再给他们两周假期，这样他们就能花两周在山上度假，再花两周在海滨度假。福利特（Follett， 1940）援引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牛奶公司在一个乳品厂的卸货平台上争抢着卸罐头，这时有人想到，可以通过加宽卸货平台来解决他们的争端。

如果冲突一方发现，另一方的提议本可以接受，只不过它们会带来机会成本才摒弃它们，这种情况下，做大蛋糕就是一种有用的方法。比如，丈夫之所以拒绝去海滨度假，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他远离大山，而妻子之所以拒绝去山上度假，是因为这样做等于失去了去海滨的乐趣。然而，做大蛋糕绝非普遍适用的补救办法。如果另一方的提议存在与机会成本相反的内在成本（比如丈夫无法忍受到海滨度假或者妻子无法忍受到山区度假 ），那么做大蛋糕就可能会产生相当糟糕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其他类型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好。

做大蛋糕必需的信息可以非常少，所需了解的全部信息可能仅限于冲突双方的需求。这并不表示，这种解决方案总能轻易找到。有可能不存在资源短缺问题，或者要扩大资源库代价昂贵。此外，资源短缺问题可能不够突出。比如，上述装卸平台上谁先卸货的例子中，双方可能根本不清楚，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平台的大小。

如果想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那么考虑好几个重构问题非常有益。冲突一方和另一方如何都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冲突是否取决于资源的短缺？重要的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扩展？

非特定性补偿　非特定性补偿条件下，冲突一方得偿所愿，而另一方则获得某种无关的货币补偿。如果这种补偿不能精确地弥补另一方所承受的代价，它就是非特定性的。比如，在我们的例子中，假如丈夫同意花费一定的家庭收入给妻子买辆新车，妻子就可能会同意去山上度假——即使她认为这样做很无聊。再比如，主管给雇员一笔特殊津贴，以弥补赶工错过的饮食。

诉求得到满足的冲突一方往往会提供补偿，因为该方从另一方手中“买进”让步行为。然而，补偿也可以源自第三方，甚或源自得到补偿的一方。比如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名雇员没有进餐，却放纵自己要找一间好的办公室继续工作。

两种信息有利于提出非特定性补偿的解决方案：（1）另一方珍视什么，比如，另一方珍视自己得到关注还是渴望金钱；（2）另一方做出让步到底会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第二种信息有利于提出完全的补偿方案。如果这些信息中只能获得一种，或者两种信息都不能获得，那么就可能要向另一方“叫价”来获得另一方的认可。冲突一方要以试误的方式不断改变己方所能提供的好处，或者增加己方的叫价幅度，直到找到一种另一方能同意的方案。

重构问题有助于确定补偿的方式。比如，另一方珍视冲突一方提供的哪些内容？这对于另一方而言到底具有何种价值？另一方向冲突一方退让会遭到多大的伤害？

非特定性补偿虽然通常都能发挥效用，但有其局限性。伯顿（Burton ，1990）认为，通常来说，如果人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种方式就不可能起到补偿的作用。换言之，人们通常不会因为能得到冲突利益之外的货币，就放弃对食物、安全、群体认同等类似的需要。或者即使人们暂时接受这类协定，随着需要的死灰复燃，协议就会变得不稳定，甚或遭到土崩瓦解。非特定性补偿的其他局限还有规范约束。比如，向一名政府雇员付款换取食品券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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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　在相互合作这一解决方案中，冲突双方都能在那些对己方而言优先性较低，而对对方而言优先性较高的问题上进行退让。如此，双方都获得了各自诉求中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与其他整合式解决方案一样，相互合作也并非普遍适用的冲突解决方案。只有在考虑了冲突诸多重要议题，而且双方在这些议题上拥有不同的优先性之后，这种方式才能发挥作用。假设在我们的例子中，夫妻双方除了对度假之地存在分歧之外，妻子还想住在一流的酒店中，而丈夫则只想住在旅行者之家。设若对于妻子而言，住宿条件最为重要，而对于丈夫而言，度假地点最为重要，那么两人就能达成具有一定整合度的解决方案，即一起去山上度假，并住在一流的酒店中。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假设劳工方和管理方正在讨价还价，劳工方原先的诉求是加班费再增加20%，并且增加20分钟的休息时间，而管理方则表示，这两方面他们都不愿意让步。如果对劳工方而言，加班费的增加特别重要，而对于管理方而言，延长休息时间尤其无法接受，那么双方就能达成一项合理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劳工方可以放弃自己对更多休息时间的要求，用以交换管理方在加班费问题上做出让步。对于双方而言，这种解决方案都要比在两个议题上妥协更好，比如加班费只增加10%，而休息时间只增加10分钟。

相互合作可以视为非特定性补偿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冲突双方都将自己限定在所讨论的系列议题中，而并未触及新的问题，而且双方在那些对于对方而言相当重要的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相互合作和非特定性补偿的效果有赖于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所描述的“差异交换（trading of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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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通过相互合作来形成解决方案，掌握冲突双方在那些亟待讨论的问题中的优先项，从而使得一方做出的让步能与之匹配，这一点大有裨益。然而要获取优先项方面的信息通常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人们往往会试图隐藏自己的优先事项，因为担心自己在获得补偿之前，被迫在那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让步。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往往会错误地将自己的优先事项投射到另一方身上，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他人想要的。

相互合作的冲突解决方案还能通过试误的过程得以形成：冲突一方提出一系列可能的一揽子方案，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高期望，直到找到另一方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Kelley & Schenitzki， 1972）。

为了通过相互合作形成解决方案，询问如下几个重构性问题颇为有益：对于冲突一方而言，哪些问题具有较高的优先性，而哪些问题的优先性较低？对于另一方而言，哪些问题具有较高的优先性，而哪些问题的优先性较低？冲突一方优先性高的议题之中，是否有一些对另一方而言优先性较低，反之亦然吗？

削减代价　在通过削减代价方式而达成的解决方案中，冲突一方得偿所愿，而另一方付出的代价得以消减甚至免除。这样双方获得的共同利益较高，这并非是因为冲突一方改变了自身的立场，而是因为另一方所遭受的损失减少了。比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丈夫之所以不喜欢到海滨度假，是因为不喜欢拥挤不堪的氛围。如果给他租住一个带有安静内院的套房，在那里他能读书，而妻子大可以出去，进入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么他的度假代价就得到了消减，他就可能愿意去那里度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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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代价通常采用特定的补偿形式，即做出让步的冲突一方会收到某种东西作为回报，这种回报能精确地弥补己方失去的价值。比如，如果妻子反对去山上度假的主要原因就是吃不到海鲜，那么夫妻双方就能达成这样一项协定，在山里找一家能提供海鲜的酒店。特定补偿与非特定性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补偿的是那些承担的精确代价，而不是像后者那样以某种无关的货币进行偿付。在特定补偿中，代价实际上得到了对冲，而不像非特定性补偿那样，通过在其他其他方面获得利益而得到过度补偿。

当然，要想通过削减代价的方式来找到解决方案，最好能了解另一方承担的代价到底是什么这类信息。这样的信息要比另一方优先项之类的信息更为深入。这需要了解那些潜藏于另一方公开立场之下的利益点——价值和诉求。

重构问题有助于提出削减代价的解决方案：冲突一方的提议会让另一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些代价如何才能得到削减甚或免除？

搭建桥梁　在搭建桥梁的方式中，冲突双方都不能满足己方的初始诉求，而是设计出一项新方案，以满足双方诉求之下的最重要的利益点。比如，在我们的假日案例中，丈夫的主要兴趣点在钓鱼，而妻子的主要兴趣点是游泳。如果双方能找到一个临近森林和河流的内陆湖泊度假地，那么这些优先性较高的利益点之间就能搭建起桥梁。福利特（Follett， 1940）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即两位女子在图书馆的一个隔间里读书。其中一位想要打开窗户透透气，而另外一位则想关上窗户，因为怕受凉感冒。最终的解决方式就是，打开邻近房间的一扇窗户，这样既能让新鲜空气进来，又避免了直接吹风。

搭建桥梁一般源自对某些问题的重构，重构的基础是分析双方的根本利益点。比如，在我们的假日例子中，如果将 “我们应该去山上还是去海滨度假？”这一初始方案替代为“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钓鱼和游泳的机会？”，那么就可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新构想成为搜索模型（search model）的基础（Simon， 1957），该模型可以用来寻找新的选择方案。

极难找到类似上述图书馆开窗事件的解决方案，能连接冲突一方和另一方所有的利益点。更常见的情形是，较为优先的利益点能得到满足，而不太重要的利益点则被放弃。比如，妻子同意去内陆湖滨度假，就不得不放弃呼吸海滨空气这一较低的价值，而丈夫则不得不放弃其观赏壮观山景的嗜好。

由此可以推断，要提出搭建桥梁方案，往往必须掌握一些信息，即双方利益的本质，以及这些利益的优先项。利益中的优先项有别于诉求中的优先项（后者用于提出相互合作的解决方案）。诉求是谈判中冲突双方提出的方案，即他们采纳的立场，而利益是潜藏于这些诉求之下的关注点。

若想通过搭建桥梁而得到一种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这样使用上文提及的信息：在初始阶段，一方的搜索模型应该包括双方的所有利益。然而，如果这样不能得出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选择方案，那么该模型就应该摒弃掉那些优先性较低的利益，而重新开始新的搜寻。应该不断重复这一循环，直到双方达成一项协定。最终的结果虽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却能为双方接受。搭建桥梁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抛弃那些优先性较低的价值，类似于相互合作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抛弃那些优先性较低的诉求。然而，后者针对的是具体的提案，而前者针对的是潜藏于这些提案之下的利益。

通过搭建桥梁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以提出几个重构问题：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中优先项是什么？如何能实现双方优先性较高的利益？


潜在利益分析


为了提出一项整合式解决方案，比如削减代价或者搭建桥梁，我们通常必须了解那些构成冲突一方立场（在削减代价的情况下），或者冲突双方立场（在搭建桥梁的情况下）之基础的潜在利益。

获取对方利益信息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劝他们自己说出来。积极倾听技术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即“注意另一方的说话内容，当另一方语意不够明确的时候进行询问，并且通过复述他人的立场，从而不时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Pruitt & Carnevale， 1993：42）。不过，这一技术存在2个问题。一是人们并非总是了解潜藏于其优先项之下的利益的精确属性。他们在争论中表现出的立场往往无外乎“感觉”最好。他们对自己的提案感觉良好，而觉得另一方的提案不容易实施，但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妻子可能觉得在海边度假很舒服，而在森林里度假就不舒服，但并不确定为何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因此，她可能就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利益所在。

另一个问题就是担心泄露自己的信息。冲突一方可能不愿透露己方的利益所在，因为担心另一方会用这些信息建立优势地位——比如构建对己方的威胁。如果互相猜疑，这一问题就会浮现。比如，配偶一方不愿意告知另一方，自己非常需要温情，因为担心对方在想要自己做出让步的任何时刻，会撤回这种关爱。

幸运的是，除了让人们直接谈论他们的利益所在外，还能通过其他方法搜集这些信息。这些方法包括角色互换（role reversal）或者共情——冲突一方努力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问题。有些人的共情能力更强，而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共情能力强的人能找到更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Neale & Bazerman， 1983）。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第三只耳朵倾听”（Reik， 1952）——也就是说，注意另一方强调的观点、情绪化的地点、忽略而并未提及的问题及其他情境下的行为（Fisher et al.， 1991）。还能向第三方询问另一方的需要和价值观。

利益之下的利益　如果只了解那些直接潜藏在冲突一方提案下的利益所在，还往往不够。通常有必要寻找潜藏于这些利益之下的利益所在，或者潜藏利益之下潜藏利益的所在，以此类推。问题的关键是，利益的层次结构往往像一棵具有层次等级的树，更基本的利益在下面支撑着那些更为表面化的利益。只要沿着冲突一方的利益树往下挖掘的足够深，那么往往可能找到容易与另一方的利益发生连接的利益点。

图10.1讲述的是男孩试图劝说父亲同意他买一辆摩托车的故事，左边是一棵利益树，右边列出的是父亲与儿子冲突的利益点。树的顶端是男孩最初的立场（买辆摩托车），该立场与父亲的立场（不买摩托车）完全相悖。对男孩这一计划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位于第一层级的潜在利益点：想要在邻居那里制造噪音。但这一利益点也与父亲想要保持和平与宁静的利益点相悖。对男孩立场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潜藏在第一层级利益点之下的第二层级的利益点：引起邻居的注意。然而这一利益点再次与父亲的利益点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希望默默无闻地生活。直到有人（父亲、母亲、男孩本人或其他人）发现，潜藏在男孩购买摩托车这一愿望下更为基本的利益点是，给重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的渴望，之后这一矛盾才得以解决。由于还存在着其他方法，既能给重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又不与父亲的利益相悖——比如，出去参加高中足球队这一搭建桥梁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在男孩优先之树的底部是第四层级的利益点，即自尊。然而，由于双方的争论能在第三层得到解决，因而没有必要继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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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父子冲突中儿子一方的利益树


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辨明男孩潜藏的需要和价值观，因为他的这些诉求在逻辑上均来源于这些潜藏的需要和价值观。然而，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诉求有时会被潜藏的需要替代，而非需要的逻辑延伸，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比如，冲突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抱怨，可能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是另一项更为紧迫的关注点合法或安全的替代品。因此，如果丈夫抱怨妻子总是下班很晚，以至于无法按时吃晚餐，那么他实际上可能表达的是，妻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他。与抱怨妻子不再爱他相比，对延迟晚餐的抱怨听上去更加合情合理，表达出来更为安全，更不会让人感到尴尬，或者更容易说出口。或许丈夫自己心里都可能不清楚，抱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图10.2　冲突未必涉及两极对立（引自Fisher， Ury， Patton， 1991:74）


问题相同——意义不同　分析立场分歧之下的利益时，往往会发现，冲突双方考虑的同一问题对于各自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虽然表面上看双方存在异议，但在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图10.2展示了能为搭建桥梁留下空间的维度。

如果调解人发现，一方想要解决实质问题，而另一方只是想解决表面现象，矛盾就能化解（Golan， 1976）。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的一次停火发现，埃及第三军被以色列军队包围。于是，在唯一一条能将食品和药品运送到第三军的道路控制权上出现争议，双方似乎势不两立。调解方（亨利·基辛格）在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之后认为，以色列要的是对该路段的实际控制权，而埃及想要的主要是以色列并未控制该路段的表面现象（以免返回国内尴尬）。于是找到了一项搭建桥梁的解决方案，即在该路段上设立3个联合国检查站（造成该路段为国际控制的假象），但保留了以色列对该路段的控制权，以及在第一个检查站检查卡车的权力，以确保这些卡车并未携带武器。

如果发现一方的关注点是眼前利益，而另一方的关注点是长远利益，冲突也能得以解决。比如，在水牛城的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事件中，调解争端的市长发现，公交公司是因为预算问题而拒绝增加薪水，而工人的主要关注点是，未来几年之内薪水是否上涨。因此，调解人建议，工人们即刻得到他们所提涨幅的一半，而在一年之后，当公司有机会向市政府要求提高票价之后，再得到所提涨幅的另一半。这就是另一种搭建桥梁的解决方案。

信念、叙述和隐喻　冲突一方提出的诉求和诉求之下的目标和价值观，往往都基于他们建构世界的信念或假设。因此，对于那位想以摩托车给重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的儿子来说，他必须相信邻居是重要的人，而且制造噪音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形成一套共同的信念或假设（即能为双方认可），往往是问题解决策略奏效的关键，因为这会让双方互相了解，甚至会对对方的立场产生共情。因此，如果父亲也认为，驾驶摩托车有助于提升儿子的自尊，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这是满足这种基本需要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可能更愿意让儿子买辆摩托车。形成共同语言是迈向共同信念的第一步。

引发冲突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依附在冲突上的情感，往往有赖于冲突双方对冲突和有关事件的叙述（Cobb， 2003）。冲突双方各有说法，而且冲突加剧时，双方对同一事件的阐述往往有天渊之别。因此，以色列对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的解释是，犹太人遭受的种族大屠杀以及曾经多次遭到阿拉伯人的攻击，他们似乎在挑战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生存权。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己方对以色列的袭击，解释为以色列总想侵犯己方的领土和自由。

要领悟引发冲突的利益和信念，理解另一方的叙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要解决冲突，这种叙述必须得到矫正。对另一方叙述所表现出的理解，也能促进另一方的信任。因此，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1977年成功的耶路撒冷调解之旅中，参观了大屠杀纪念碑，由此表明自己对犹太人叙述中的重要部分的尊重。

如果冲突双方对冲突历史和其他相关事件有着相同的叙述，那就向冲突的解决又迈进了一步（Rothman， 1997）。因此，德国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那场战争中实施的诸多暴行的责任，就可能有助于推动西欧的统一。然而，冲突加剧时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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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突及其处理方式的认识，也建立在那些用于了解冲突的隐喻基础之上。隐喻是将某样事物比作其他事物的说法。有些隐喻会强化冲突，使冲突的解决变得更为困难。我们以北爱尔兰的困难局势为例。长期以来，爱尔兰共和军将英国的行为视为“殖民主义”的表现，而英国政府则视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为“犯罪行为”。这些极为负面的隐喻使得双方的冲突难以得到解决。幸运的是，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这些隐喻逐渐得以消除。

使用错误的隐喻可能会妨碍棘手问题的解决。因此，这般隐喻，我们正卷入到一场“恐怖主义战争”，会将注意力从解决引起恐怖主义的人类问题上转移出来，而集中到军事对策上。更为中立，因而更有成效的说法可能是，“反恐主义运动”或者“打击恐怖主义”。

使用共同的隐喻或者口号来描述冲突双方的任务，可以推动谈判双方共同采用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比如，在如何使用一片森林的多边谈判中，如果争论各方都同意，他们正在试图达成“健康森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Blechman et al.， 2000），那么冲突的解决就会变得更为容易。

隐喻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谈判的成功则部分取决于双方到底有多了解对方的隐喻，以及如何运用这些隐喻。因此，盖尔芬德和麦卡斯克（Gelfand & McCusker， 2001）指出，美国人倾向于将谈判看成是 “运动比赛”，而日本人则将之视为 “家庭聚会”。这就使得双方形成了不同的知觉和目标，而如果双方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妨碍跨文化会谈的推进。


问题解决策略的实施程序


显然，在大部分冲突中寻找整合式解决方案非常有意义。冲突一方应如何开始这一寻找过程呢——这一寻找过程应如何组织呢？这可以从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中找到答案。

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的步骤　接下来的一系列步骤有助于冲突一方在与另一方显著的冲突中，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第1步：询问是否真的存在利益分歧。前文对冲突的定义是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即认为冲突双方当前的期望值不可调和。这样一种认知可能并不真实，这可能是误解了客观情境或者另一方的提案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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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冲突双方都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冲突就会消失，而解决问题就没必要进行。因此，就逻辑上而言，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是询问双方是否存在真正的利益分歧。

不实冲突的出现方式至少有3种。冲突一方可能已对另一方的意图或期望值形成了错误的看法。比如有一次，一名木匠来到本书作者普鲁特的家中，谈及修理工作时，木匠要求支付50美元。当普鲁特问他为何要付费时，木匠表示他担心房主们会在他估算的基础上申请保险费用，之后自己进行修理。当普鲁特告诉他，自己不擅长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之后，他就不收取这项费用了。第二，冲突一方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另一方有目的的行为将带来原本可以避免的代价。比如，父母可能会反对在家里举办十几岁少年的聚会，因为预计到他们会制造噪音，直到他们了解到，预计的聚会会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举行。第三，冲突一方可能认为另一方的目标独断专行或者违背情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大学系主任认为自己在某些学生费用的分成上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发生了冲突。最后，在“摊牌”会议上，院长认为继续教育学院应该占有更大的份额，因为其预算主要依赖“软收入”。院长既然这样说，那么他先前所提的要求看来并非独断专行，而系主任也会就此觉得，冲突不复存在了。

第2步：分析冲突一方自身的利益和信念。设定合乎情理的高愿望，并准备坚持到底。如果冲突一方断定冲突的确存在，那么下一步就是仔细检查己方的利益所在——根本目标和价值观。这不但能避免鲁莽行事，而且不至于陷入琐细问题的争论之中。这一步可以运用上文介绍过的利益树分析方法。这样做之后，冲突一方还必须合理地设定与这些利益点相关的高目标，并准备坚持到底。简言之，在根本利益点上，冲突一方必须既保持高期望，而且坚持不变。

我们谈到冲突一方要定下长远目标并且坚持不变，我们承认这会延续冲突，但也往往是形成真正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必不可少的环节（Filley， 1975）。冲突一方必须保持高期望值，并且充分认识到，它们可能会与另一方的期望值不符。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我们绝非鼓励冲突一方鲁莽行事。冲突一方一开始就应该抱有高期望值，但该期望值不能超过所有合理整合方案所允许的条件。如果期望值持续走高，时间就会流失，冲突可能变得非常激烈，而且会使另一方开始觉得解决冲突毫无希望，并因而退避（请看第4步）。

第3步：分析另一方的利益，寻找调和双方期望值的方法。设置了高期望之后，冲突一方应该找寻调和己方和另一方期望的方法。换言之，冲突一方应着手寻找另一方观点和整合式解决方案的信息。这时候，冲突一方可以提出我们先前曾经讨论过的那些重构问题，并使用一种或多种搜索模型，努力实现冲突双方都认为最重要的目标。

目前尚不清楚，在这5种整合式解决方案中，到底哪种更好或者更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先入为主地搜索某种特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正确的解决方案部分取决于可用的信息类型。如果冲突一方不能彻底了解另一方诉求之下的利益所在，就不能使用削减代价和搭建桥梁方案，而必须运用其他三种方案。冲突一方应该坚持同时寻求数种解决方案——比如，在寻求相互合作解决方案的同时，还寻求做大蛋糕。

有时，对另一方情况的信息了解过少，从而无法进行深思熟虑，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比如，另一方可能会反对冲突一方的提案，但却拒绝给出理由或者提出相反的提案。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只能采取试误的策略（Kelley & Schenitzki，1972；Pruitt & Carnevale，1982），即提出一系列符合己方期望值的选择方案，希望其中一项也能吸引另一方。

第4步：降低期望值并继续搜索。如果在第3步，双方未在合理的期限内达成协定，就应该做出如下选择：冲突一方可以稍微降低期望值——也就是说，在优先性较低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干脆抛弃那些优先性较低的利益——然后再度尝试；如果冲突一方的搜索模型同时兼顾了双方的期望值，也可以降低己方对另一方期望值的设想，然后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后，再试图说服另一方相信期望值的降低是可取的。

应该不断重复第4步，直至双方达成一项协定，或者有一方不得不撤出冲突。

刚柔并济　上述第2、3和4步的系列策略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冲突一方在根本利益上应该保持坚定的立场——只有当这些利益显然无法实现时，才能做出让步——但在寻求另一方的利益并对这些利益予以回应时，也可以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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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冲突一方能灵活地实现己方的利益，从而能广纳新思想，调和己方和另一方的利益。因此，这项策略也可以描述为具有坚定的灵活性，即冲突一方对于最终结果保持坚定的态度，但在实现结果的方法上应该灵活变通。费歇等人（Fisher et al.，1991：54）的话语真正抓住了坚定的灵活性的本质：“执著于立场可能不明智，但执著于利益却是明智的。这就是……你应该不断努力进取之处。”
 

[28]





刚柔并济的策略往往在教养儿童的实践中得以成功运用。明智的父母会给孩子设定严格的道德标准，并设定诸如清洁、安全和父母亲内心的宁静这些严格的最低目标。他们督促自己的孩子在这些价值观的框架内生活，并对那些犯规的孩子进行训诫。不过，父母也会同样关注孩子的幸福，因而在价值观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保持灵活性，允许甚至帮助孩子在父母价值观的框架内达成自身的目标。比如，一名父亲可能在儿子整理房间这件事情上要求严格，但在整理的时间以及方式上能保持灵活性。刚柔并济策略的结果可能符合父母亲的价值观、亲子的共同利益以及有利于建立和睦的亲子关系。

刚柔并济的策略与乔斯沃德（Tjosvold）的“建构性争论”这一说法具有密切的关联，后者指的是在合作目标的背景下公开差异（Tjosvold et al.，2000）。乔斯沃德对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表现出与另一方相反的立场，不但会引发另一方的好奇心，而且会促使另一方寻找潜藏在这一观点之下的信息，这反过来会促使问题解决策略的成功。与西方人相比，生长在集体主义社会的中国人更不愿意公开相反的观点，但乔斯沃德发现，这样做推动了整合式协定的形成，这一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安排议程　刚柔并济的做法以及与之相关的4步骤模型，有利于处理单一问题或者一组相关的问题。然而在双方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会议上，如果要讨论很多问题，就必须形成一项议程，言明处理各项问题的顺序。安排这样一项议程，有3种指导方针。

首先，尽早将较容易处理的问题提上日程，往往较为明智。这是因为成功的问题解决，一定程度上具有累积效应，因为早期的成功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后期也可能取得成功——存在整合的可能。这并非是一项必须遵守的规则。有时存在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他大部分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此，或者该问题损害了冲突双方的关系，使得双方难以有效地进行对话。这种情况下，该问题就应视为“拦路虎”，必须首先加以解决，并从议程上移除（Weiss，2002）。

如果进行问题解决的讨论，提出了相互合作的解决方案，就有必要同时考虑数个问题，从而使得冲突一方在某个问题上的让步能换来另一方在另一问题上的让步。这就是第2种指导方针，倘要扩大议程，纳入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往往适合这种方针。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双方必须小心，不要陷入误区，坚持认为在达成协定之前，所有摊到桌面上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倡导可以讨论多个问题，而不是力图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议程包含的项目太多，以至于要在不同的时间考虑那些可能相互交换让步的问题，从而错过了相互合作的机会，这时第3种指导方针就能派上用场。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勉强接受一项不大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可以在问题解决开始时，坚持这样一项基本原则，即直到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之后，才能最终批准协定的所有内容。这样就能根据后期谈判的问题，重新考虑先前的问题。

搜索方案　考虑复杂议题时，通常必须使用双重方法。在问题解决的早期，必须致力于制定一项最为重要的方案——即双方共同目标的简短声明，作为通往最终协定的路线图。此后，才能设计一份有效的议程，以便最终达成详细的协定（Zartman， 1977）。如果未形成这份方案，双方的议程就会深陷于各种细节，以至于失去动力，并撤出问题解决过程，或诉诸争斗之术。

看一个这类方案的例子。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进行戴维营对话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这一行径引起了世界的瞩目，随后达成了一项基本的协定。本质上来说，以色列同意从西奈半岛撤军，并开始商谈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是为了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这一方案成为之后数年进一步磋商的基础。

打破联结　虽然偶尔也能达成完全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即双方都能得偿全部所愿），但这类协定极为罕见。通常来说，冲突一方或双方要找到部分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必须做出选择性让步。在执著坚持的同时，必须放弃某些诉求，降低特定的期望值，或者在特定的价值观上进行妥协。

诉求、目标、期望值和价值观往往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们在心理上与其他的诉求、目标、期望值和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因此，要做出退让，必须打破联结，在此过程中，将心理上联结在一起的项目分离开来。费歇（Fisher，1964）将这一过程称为“分离（fractionation）”，而霍普曼（Hopmann， 1996）则将之称为“分解（disaggregation）”。比如，1962年出现的古巴导弹危机，乍看上去只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即相对而言，美国和苏联孰强孰弱。然而，在13天的冲突过程中，这一完零和般的问题被双方分离成若干小议题（如导弹移除的时间，美国对此的补偿等）。这些小问题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我们再以因度假地点而发生争执的已婚夫妇为例。如果他们找不到前述解决方案，打破联结可能就能发挥作用。大部分夫妇都认为他们必须一起度假；也就是说，他们将度假与团聚的概念联结在一起。对于某些夫妇而言，分离这两个概念可能会得出最具整合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夫妇一起度假并非总是必要的。


隐蔽的问题解决


很多情况下，问题解决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果另一方已经采取了争斗之术，不愿意参加问题解决，又该怎么办？冲突一方在问题解决上所作的努力是否可能遭到对方误解或者利用？

答案是肯定的。正如第3章所述，如果另一方并未准备好加入问题解决，冲突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就会带来3种风险。所有的问题解决行为都会带来形象损失的风险——即造成这样一种知觉：冲突一方软弱可欺或优柔寡断，因而愿意全面退让。事实上，这种知觉会促使另一方实施争斗行为，努力劝服冲突一方做出让步，因而有损于问题解决。如果冲突一方对可能的协定试探着提出建议，还会带来某种立场损失的风险。立场损失是这样一种知觉，即另一方感知到冲突一方已经从先前的立场退却了。第3种风险是信息损失，如果冲突一方说出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或者暴露出立场可以退却的信息，就会发生信息损失。信息损失所带来的危险是，另一方可能会利用这一信息进行威胁或者要求进一步的让步。

解决这3种损失的办法是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covert problem solving）策略。可以将问题解决战术设想成一个从高度公开到非常隐蔽的连续体。在公开的一端是这样一些举措：公开探讨可能的选择方案；在某一问题上让步，希望得到回报，另一方在其他问题上让步；提出一项妥协或整合式解决方案。在隐蔽（隐而不现）的一端是4种基本战术：幕后接触、双轨外交、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和努力向对方发出信号。这些战术允许冲突一方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者向公开的问题解决方向迈进，同时能让冲突一方在这些努力不奏效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Mitchell， 2000）。如果冲突一方经过此类试探后发现，另一方准备接受己方也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准备加入问题解决的进程，冲突一方随后就会变得更加公开——即确信己方不必担心形象损失、地位损失或信息损失。

隐蔽的问题解决的另一价值是，它能适应争斗行为。如果冲突一方既想探究问题解决或者某种问题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同时又想保持争斗的姿态，就可以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策略。问题的关键是，公开的问题解决行为和激烈的争斗行为之间存在心理上的矛盾。这两种表现所要求的态度截然不同。隐蔽的问题解决行为更容易与争斗行为共存，因为它也不太忠于合作。如果群体内成员都想要参加争斗，这样做也不太会显得不和谐。冲突一方很难在另一方部分正确的情况下，聚集起力量进行战斗。因此，采用隐蔽的问题解决策略的领袖，在公众场合往往表现得好斗——群体成员看不到问题解决行为。

隐蔽的问题解决通常发生在冲突升级之后的一段时间，此时冲突双方到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双方各自都在摸索解决冲突的新办法，但都不完全清楚对方的想法。对方也准备实施问题解决策略吗？如果我方开始安抚行动，对方会报答抑或利用我方的主动让步，将之转变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吗？运用隐蔽的主动让步，冲突一方能测试另一方实施问题解决的诚意，而不必冒太大的风险。如果另一方通过了测试，冲突一方随后就能满怀信心地转向更公开的问题解决行为。

如果没有可用的隐蔽方法，即使冲突双方都想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也往往无法解决僵局，因为冲突一方找不到低风险的方法，以检查另一方合作的诚意。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4种隐蔽的问题解决战术。

幕后交往　幕后交往指秘密进行的、非正式的问题解决之讨论。这些讨论往往由一小部分人进行，讨论情境通常较为轻松和中立，比如一起吃顿饭。幕后交往通常发生在谈判期间，此时，冲突双方在正式场合的态度看上去仍然强硬而又好斗。在国际（Alger， 1961）、行业（Douglas， 1962）和国内商业（Pruitt，1971）领域的谈判记录中，都能找到此类交往的记载。有些谈判完全是在幕后进行的，比如，1993年的奥斯陆谈判产生了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协定（Pruitt et al.， 1997）。与通常在谈判桌上进行的公开交往相比，幕后交往能更为灵活地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

在正式谈判的情境之外，也可能出现幕后交往。例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摩洛哥秘密会面，为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萨达特历史性的耶路撒冷之旅奠定了基础（Stein， 1996）。

幕后交往能降低上述3种风险。立场损失问题很少会发生，因为冲突双方通常都知道，在私下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并非官方立场，除非或直到官方证实这些观点。形象损失和信息损失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如果参与者只是以个体身份说一家之言，而非代表组织，就能尽可能减少这些风险。这样安排可以避免两件事的发生：其一，问题解决行为被人视为群体成员准备投降的信号；其二，从非正式代表的言论推论出群体成员的需要和价值观这类信息。此外，还可以安排组织内地位较低的成员（诸如技术专家）参加幕后会议，这些专家能解决问题，但不能认定他们一定能成为上司的代言人。这种做法能为预防后两种损失提供额外的保障。如果幕后交往没有进展，这些手段可以让高层决策者拒绝承担这些幕后言论的责任。

安排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员参加幕后会议，并允许他们发表一家之言，这既有利也有弊。形象损失和信息损失的确能降到最低，但存在另一种风险，即由于这些人并不完全了解所在组织的观点，或者他们阐释意见时，得不到对方的完全信任，因而他们有效实施问题解决策略的能力要差一些。我们能做好两个步骤的工作，将这一风险降至最低，即在非正式的问题解决讨论之后，紧接着举行更为正式的会议，以便做出实际的承诺。非正式讨论可以增加冲突一方的信心，使其相信另一方真正有志于问题解决，或者找到能达成最后协定的方向，这都是非正式讨论的优势所在。正式讨论可以做好幕后交往的收尾工作，将官方批准的印章盖在最后协定上。

幕后会议还有秘密进行的优点，因而能淡出公众的视野。这样就能克服群体规范对与另一方沟通的限制，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有时会存在这一问题。此外，参加幕后会议的人既能披露信息又能表明立场，而不用担心盟友、第三方和群体成员的反应。这种灵活性在更为公开的情境中不太可能出现。

不过，秘密会议也有缺点。如果在会议上形成一项实际协定，那些未能参会的人可能就会变成“破坏者”，暗中破坏这一协定（Kriesberg， 1998）。因此，在秘密探索了可能的协定之后，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将那些潜在的破坏者带入谈判进程。

双轨外交　幕后会议有时会涉及双轨外交——即公民私下或非政府组织的非官方交往（Diamond & McDonald， 1996；Montville， 1987）。我们以冷战期间西方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之间的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为例，该会议促进了武器控制的进程。与官方之间的幕后会议相比，双轨会议不但更灵活，而且几乎没什么形象损失、立场损失和信息损失。此外，与会人员往往持有与政府官员不同的观点，因而可能会提出官方外交意想不到的新想法。这类会议还有一个优点，即能削弱冲突升级中经常出现的负面刻板印象（Jeong， 2000），并能让双方的大批民众了解对方的目标和叙述。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外交官越来越觉得，双轨外交可以成为他们正式实践的“单轨”外交的辅助（Chataway，1998）。

中间人的使用　如果幕后会议的风险看上去太大，或者冲突双方不可能直接联系，那么第三方有时会被当成协调问题解决的中间人。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期间，美国新闻记者约翰·斯卡利（John Scali）就在美国和苏联政府间来回穿梭，传递信息（Young， 1968）。

与幕后会议相比，中间人调停能更好地保护冲突双方，免遭形象损失和信息损失，因为并不清楚，中间人是否能代表派遣方的真实想法。即使他们看上去很好说话，冲突一方也不能确保，另一方真的准备做出大幅退让。如果他们泄露潜在的利益点，冲突一方也不能确保这些信息是正确的，因而不能据此提出威胁。然而，中间人往往能找到双方充分的共同点，并为另一方忠于问题解决的诚意提供足够的担保，以便让冲突一方觉得，值得花时间与另一方开展更直接的交往。中间人也能提出新的想法，并因此而有助于双方形成共同点；而且他们能在去升级化螺旋中起到协调作用（参见第9章末尾的讨论）。

通过中间人所进行的双边对话，能避免争论双方的正面对抗，并因此避免了双方关系潜在的摩擦。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频繁使用间接渠道，来解决冲突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第3章探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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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和解信号　和解信号（也称为隐态沟通或者符号语言）是表示愿意做出特定让步或采取其他合作行动的暗示。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对劳资谈判双方交流的记录（Peter， 1952：18），当时中间人刚刚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劳工薪酬每小时涨9美分：

弗雷泽和特纳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并未说一句话，却在进行某种交流。在双方眼神的交流中，双方都在问：“如果我同意9美分，你也会转而同意吗？”弗雷泽说：“好了，为了阻止罢工，我们愿意考虑一下。”特纳点头表示同意。特纳按铃叫秘书进来，记录下一份协定备忘录，紧张的局面消失了。

弗莱泽的眼神和试探性的陈述都可以视为信号。陈述要比眼神的含义更清楚，大概是因为眼神的交流让弗雷泽确信，风险并不大，他能冒险一试中间人的建议，试探能否获得对方的支持。这类行动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来回反馈，双方的意见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信号对话中这种情形极为普遍，而且与第9章末尾提及的去升级化螺旋紧密相关。

有效的信号必须既引人注目，又能拒不承认（Mitchell， 2000）。它必须引人注目，否则没有效果。又能拒不承认，这样才能在另一方并不打算接受信号所暗指的提案时，将形象损失和立场损失降到最低。否则冲突一方的谈判立场就可能松动。

和解信号可以发出试探性的气球，了解妥协提案或整合式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也能在提议启动联合性问题解决时，如果另一方不感兴趣，将形象损失降至最低。然而，与幕后交往和中间人行为不同的是，发送信号很少能直接促成整合式解决方案的新观点，因为它们无法用来表达复杂的想法。



劝说另一方加入问题解决的策略


如果冲突一方有实施问题解决的意向（无论是因为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还是因为真正关心另一方的福祉），另一方也有实施问题解决的意向，对冲突解决就会大有裨益。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冲突一方现在能使用更公开的问题解决战术，确信另一方不会对此加以利用，这些战术也往往会因此而更有效。其二，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即双方相互交换看法与价值观等信息，并一起努力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通常要比单方独自的问题解决更有效。如果双方都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详谈，就能找到一种搜索模型，该模型将代表各自利益真正的融合。

如上所述，如果冲突一方不能确定另一方实施问题解决的诚意，就往往会采用隐蔽的行动来试探。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冲突一方有时能采取主动，努力将另一方转向问题解决的方向。

冲突一方要想顺利完成后一项任务，关键是要公开表现出刚柔并济的姿态（Komorita & Esser， 1975；McGillicuddy et al.， 1984）。先前我们曾指出，刚柔并济的姿态有助于形成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现在我们更认为，如果冲突一方明确地向另一方表露出这样一种姿态，就会促使另一方跟随冲突一方采用问题解决策略。

我们的推理如下：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坚定的一面，是因为冲突一方要，（1）劝说另一方，争斗之术不可行，因为冲突一方会坚定不移地维护己方的根本利益；（2）避免另一方将己方的和解信息误会为软弱的标志。这一战略之所以需要安抚的一面，是因为冲突一方想让另一方确信，当前情境下存在整合的可能——即可以相信冲突一方会帮助找到一项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且如果另一方也决定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冲突一方就不会回到争斗的老路。这就像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上书“礼貌具有感染力”。我们相信，良好的问题解决策略也具有感染力。

我们来看一个刚柔并济姿态公开表现的例子，这是发生在冷战中的一段插曲，即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所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试图结束美国对民主德国的占领——并因此想阻止联邦德国技术人员迅速叛逃的行为——因此威胁美国，己方要与民主德国单方面签署一项和平条约，并驱赶柏林走廊上空的美国战机。肯尼迪总统认识到必须做出一些退让，于是“决定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但在非实质问题上进行谈判”（Snyder & Diesing， 1977：566）。7月25日，肯尼迪在演讲中宣布了确保德国统一和美国继续占领西柏林的三项基本原则。肯尼迪立下誓言，强调这些原则的坚不可摧，美国将以武力和相应的军备建设来确保这些原则得以坚守。他还号召苏联及其盟友坐下来谈判，消除西柏林那些“切实的不安定因素”，从而展示出美方的灵活性，和对俄罗斯敏感问题的关注。

这些做法得到了两个结果。一是柏林墙的建立。当时，在西方人眼中，这一行动是苏联实施的争斗行为。而现在回想起来，这可以视为一种双方联合的问题解决的结果，因为该行为建立在双方一系列公开声明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声明都暗示了修建隔离墙的愿望（Pruitt & Holland， 1972）。柏林墙的建立解决了双方的问题，既阻止了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又未破坏美国在西柏林的权利。二是最终的谈判，使得美国的权利见诸于书面文件。

下面几个部分，我们将探究到底什么样的具体指导，能表明一方采取了刚柔并济的姿态。


表示坚定的立场


我们的分析表明，冲突一方能以各种方式发出坚决维护其根本利益的信号。一是发表有力的言论捍卫这些利益。二是不愿意做出单方面退让（Komorita & Esser， 1975）。三是冲突一方安排群体成员做出强硬的陈述，并且让另一方清楚，己方对这些成员负责（Wall， 1977）。四是形成适度的威胁能力（Lindskold & Bennett， 1973），既要足够强，让冲突一方的坚定性给另一方留下深刻印象，又不能太强大，刺激另一方采取应对恐惧的对策。

为了强调坚定性，可能有必要使用争斗之术。如果冲突一方最近曾做出让步，这一点尤为重要。否则另一方可能会将冲突一方的灵活诠释为软弱，因而会坚持甚或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还会变本加厉地投入争斗活动。我们仍以肯尼迪的表现为例。他发誓，必要时美国会以武力保障西方在柏林的权利，而且相应的军备建设也是为这项任务服务的。在问题解决战略刚实施时，冲突一方有时也需要使用争斗之术，来激发另一方充分关注冲突一方的幸福，进而采用问题解决策略。

在推荐使用争斗之术时，我们要留意可能引起的很多问题。使用这些战术会促使使用方和目标方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因此会破坏问题解决进程。这些战术也往往会疏远目标方，并因此促进冲突螺旋的形成。简言之，争斗之术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形成。冲突一方如何能既获得这些战术的优势，同时又避免缺陷？这一问题有几种答案：

● 使用争斗之术来捍卫根本利益，而用做冲突的特定解决方案。因此，肯尼迪捍卫了美国对柏林的占领，而并未对特定的准备工作做出提前判断。

● 冲突一方在使用争斗之术时，可以配合着发出灵活处理和关注另一方利益的信号。肯尼迪主动提出就“切实的不安定因素”进行谈判，采用的就是这种谋略。这些谋略旨在让另一方感觉到，整合的潜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问题解决进程看来是有保证的。

● 将争斗行为与安抚行为隔离开来，从而各部分的策略不会彼此干扰。隔离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坏警察/好警察”惯例，即让一名团队成员（坏警察）采用争斗行为，而让另一名成员（好警察）采用问题解决的行为。在坏警察威胁的情境下，好警察提出的合作就更可能得到目标方的回报。在好警察恭维的情境下，坏警察的冲突升级行为也不太可能引发目标方的报复升级行为。比如，托收代理人告知一名拖欠款项的债务人，其委托人将会起诉债务人，除非能达成一项双方都可接受的协定。

● 使用威慑力量而非强制威胁。强制威胁要求另一方采纳某一特定选项，而威慑虽然排除了另一方偏爱的行动或解决方案，但并未限制其他选项，而是允许另一方做出选择。简言之，威慑只否定另一方，并不要求另一方肯定。


表示和解的意图


冲突一方能以多种方式，发出信号，表达对另一方结果的关注和形成最后协定的灵活性：

● 公开表达对另一方幸福的关注，并“承认另一方的利益是问题的一部分” （Fisher et al.， 1991：51）。

● 如果能找到连接冲突双方利益方法，就愿意改变自己的计划。

● 证明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组织一个专家谈判团队来向另一方明显地展示，冲突一方有能力提出有用的新观点。

●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用以向另一方展示己方合作的诚意。

● 奖励另一方所有合作的举措（Deutsch， 1973）。

● 重新审视另一方明显无法接受，但冲突一方认定的利益点的所有因素，确保这些因素对于己方的福祉必不可少。如果证明这些因素对于冲突一方的优先性较低，就可以放弃它们。而如果证明它们的优先性较高，冲突一方就可能要挖掘与另一方立场矛盾的利益点之下的利益点。


鹰派和鸽派的争论


大多数社区（小群体、组织和国家）都包括鹰派和鸽派，他们在外部关系的处理上，立场截然相反。鹰派倾向于采用强硬且好斗的防御手段来保护集体利益；而鸽派则倾向于与发生问题的外群体进行谈判并采用问题解决策略。我们对刚柔并济的重要性所做的分析表明，要理智地处理好外部关系，这两种派别都有存在的必要：鸽派致力于达成协定，而鹰派能避免退让太多，放弃己方的根本立场。有项谈判实验支持了这一结论。雅各布森（Jacobson，1981）指出，与只有鹰派或鸽派的情况相比，既有鹰派又有鸽派的冲突双方能达成更多的整合式协定。按照他的解释，这种混合型团队使用了刚柔并济的办法。鹰派坚持为团队获取更高的利益，而鸽派则努力寻找方案，满足双方鹰派的要求。

冲突中的群体往往会试图掩盖己方的两派之争，以便努力向对手展示，自己这边是一致对外的。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做法可能并不好，因为冲突一方暴露出两派分歧，等于向另一方发送刚柔并济的信息。鹰派的存在透露的信息是强硬和决心，而鸽派的存在透露的信息是和解的诚意。这种结合会促使另一方进行合作。如果有人能证明，这两个派系在政治力量上势均力敌，那么这一效果甚至会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下，外群体的好斗行为会适得其反，造成鹰派地位的上升，而合作行为则会获得奖励，推动鸽派在政治上获得胜利。此种效果与坏警察/好警察惯例所产生的效果紧密相关。



协定之外


本章详尽地探讨了如何达成协定，以解决争议和停止争斗。不幸的是，很多情况下，除非我们采取额外的措施，否则这些协定往往很脆弱，很容易崩溃。正如罗斯坦（Rothstein， 1999）指出的，这些协定常常会带来短暂的欢快，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冲突会这样长久终止。在这段欢欣鼓舞的时期里，双方都可能会忽略或低估那些必须完成的额外工作，以避免协定的破裂或者新的冲突升级。至少，需要做两件额外的事情：达成持久的协定和修复关系。


达成持久的协定


如上所述，整合性更强的协定可能会更加持久，因为冲突双方在谈判结束时，未获满足的需要很少。这类协定离冲突的真正解决其实并不遥远。实现和监控遵从行为的程序也能成为协定的一部分，比如，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两国边界上，以监控军队的移动。

要让一项群体间或国家间的协定获得成功，可能也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破坏者——即冲突单方或双方中那些想要推翻协定的人或群体。比如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就是破坏者的例子。1993年之后，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已经部分指向推翻奥斯陆协定，该协定旨在启动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以色列这边的破坏者也同样非常活跃。

斯泰德曼（Stedman， 2000）提出了控制潜在破坏者的三种方法：（1）满足潜在破坏者的诉求，前提是这些诉求并不过分；（2）在潜在的支持者中排斥破坏者，并因此将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加诸他们身上；（3）如果潜在的破坏者做出不利于协定的事，可以剥夺他们的资源、监控他们的活动以及惩罚他们，来压制他们。此外，协定签署之后，往往需要帮助达成协议的第三方的继续参与， “以确保整个进程不会脱离预定的轨道” （Hampson，1996：11-12）。


修复关系：和解


源自残酷斗争的结构变化往往难以逆转，即使造成这些变化的冲突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些结构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冲突双方关系的破裂。双方关系往往会遭到重大损害，以至于结束冲突的协定无法维持很长时间，尤其在协定签署之后双方还必须继续打交道时。要么从前的冲突重新发生，要么猜疑和其他结构变化使得新的冲突更易出现。

顺理成章，“后解决阶段”需要修复已损的关系——即消除先前升级中形成的结构变化。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只消除一种结构变化通常是不够的——敌对态度、情感、目标或者负面认知——因为总会有其他的结构变化让它死灰复燃（Pruitt & Olczak， 1995）。确切地说，双方需要对整个成员的关系进行广泛性修复。关系修复的过程通常称为和解（reconciliation）——近些年来，这一主题已经获得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认为和解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请看Deutsch， 2000b；Kriesberg， 2001；Rigby， 2001；Shriver， 2001；Yamamoto， 1999），但在两点上似乎没有什么异议：（1）有效的、可持续的和解必须面对痛苦的过去，同时规划共同的未来；（2）它至少应该包括李德瑞奇（Lederach， 1997）所说的部分：真相、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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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与和平。下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个部分。

真相　迈向和解的步伐起始于对过去事实的认识。冲突单方或者通常双方都曾经遭受过苦难——即一方或者双方都有受害者。这些已往的真相必须挖掘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受害者、迫害者和第三方（Lederach， 1997）。

冲突结束后，冲突双方往往想要埋葬痛苦的过去。受害者痛恨回顾过去，因为过去的经历迫使他们重新激活所遭受过的痛苦和羞辱，而对于迫害者（以及一些旁观者）而言，直面过去让他们感到耻辱和内疚。然而，就像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Archbishop Desmond Tutu）所说，“没有记忆就无法痊愈”（转引自Hawk， 2001：307）。因而，挖掘真相无论多么痛苦，都是和解过程的第一步。

和解过程中真相的重要性最能体现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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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南非压迫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支配黑人）和平地转变为民主制度。像许多经历过剧烈政治转变的社会一样，南非也面临着难题，如何处理过去那些作奸犯科者。按照历史的先例，要么全部赦免，要么全部审判，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不适合南非这样一个极度需要和解的社会，结果就出现了TRC这样的社会创举。该委员会愿意宽恕那些承认过去罪行的作恶者，以此来愈合南非社会的创伤。虽然TRC的最终效果如何，必须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一定是20世纪最具胆识和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和政治实验。

TRC的目标是“查明过去的真相，适当的情形下实行大赦，确定赔偿方案，而最终目标是重建并恢复受害者被侵犯的人权和尊严”（Friedman， 2000：400）。正如TRC的名称所示，该委员会认识到，首要之事是恢复过去种种不公的隐藏真相，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因此，它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和资源来搜集不公的事实。在这项工作中，TRC不仅鼓励受害者前来讲述他们受苦的经历，而且鼓励作恶者承认他们的罪行。

真相促进和解的原因之一是，它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讲述自己的苦难。这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伤口的愈合（Shriver， 2001；Staub， 2001）。一名曾经被关进监狱并被警察打瞎双眼的男子，曾有幸给TRC的官员讲述了他遭受的苦难，并总结了揭露真相带来的治疗价值：“……我觉得，一直以来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不能讲出我的经历。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告诉了你我的经历，让我感到似乎重见光明（转引自Shriver， 2001：27-28）”。当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时，很多不公行为的受害者都陷入了可怕的过去，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折磨（McFarlane，2000）。

真相促进和解的另一个原因是，真相能修正过去不精确或扭曲的叙述。记忆和叙述很容易为迎合动机和利益而发生改变（Loftus， 1979）。受害者往往会过分夸大他们遭受的苦难，而作恶者则往往会对自己在作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Baumeister et al.， 1990）。这就在作恶者和受害者之间制造出紧张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会传给下一代。因此，受害者会讲述他们受苦的经历——通过小说、歌曲和历史书籍等——希望他们的后代为自己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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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恶者传承的则是对恶行加以美化或合理化的版本。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当前的关系。日本在二战前占领过韩国，因而许多韩国人都遭受过日本的残酷统治。虽然这两个先前的敌对方能共同主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但在实现完全和解之前，很多棘手的问题仍有待解决。有一个问题至今仍唤起韩国人强烈的敌意，即日本不愿意修改历史教科书，现在的教科书并没有承认日本过去对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实施的暴行和侵略。这一事例说明，不精确的记忆和叙述是如何延续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鸿沟，因而阻碍了和解过程。纠正公开发行的冲突历史记载，现在视为和解的关键要素（Montville， 1993）。

如果挖掘已经遗忘的过去会激起已经平息的敌意，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然而，如果受害者仍旧记得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要想完全和解，就必须从发掘真相开始。理想的做法是，在发掘真相的过程中，曾经卷入冲突的各方应一同对过去进行分析，从而让作恶者完全承认他们造恶的罪孽（Fisher， 2001；Montville， 1993）。

宽恕　在和解过程中，宽恕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宽恕常与和解混淆。对宽恕的改造能力印象深刻的席美尔（Simmel， 1955：118）曾经指出，宽恕的力量如此神奇，乃至“在理性上完全无法理解”。

所有“宽恕”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放弃复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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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和第8章曾提及复仇愿望的力量和持续，而宽恕是克服这些愿望的少数方法的一种。宽恕并不意味着忘记或者姑息不正行为，而是有意识地决定不再推动复仇行为。它将冲突双方都从复仇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将痛苦的过去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分离开来。

宽恕有时是个人内心的过程，是单向的行动，并未对冒犯者提出任何要求。受害者无条件地原谅了作恶者，而并不考虑后者是否表现出悔意、是否想得到宽恕、甚至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恶行。这种宽恕的确促进了受害者痊愈，因为受害者从无情的复仇愿望这一诉求中解脱出来（Scobie & Scobie， 1998；Worthington， 2001），而且宽恕还打破了冲突螺旋。

然而，无条件的宽恕有可能会带来3个问题。其一，这种宽恕可能无助于恢复受害者和作恶者之间的关系。妻子可能会原谅丈夫的出轨行为，但并不想和他继续保持婚姻关系。按照雅各比（Jacoby， 1983：347）的说法，无条件的宽恕“只不过是一种心态——对于宽恕的一方而言，这种状况可能具有情感上或者道德上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纽带，或者作为一种恢复受伤害者和伤害者之间文明关系的媒介，这种状况却没有意义。”其二，如果双方进行沟通，那么无条件的宽恕很容易会被误释为一种凌驾于作恶者之上的道德优越感：“我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且不肯纡尊降贵。因而，我原谅你。”这一信息传递的是傲慢而非尊重（Murphy & Hampton， 1988），有可能激起作恶者的进一步伤害。其三，无条件的宽恕可能会被人视为软弱的标志，招致进一步伤害。弗罗斯特（Frost， 1991：123）提供了一个例子，证明了这种危险。时任桑地诺内务部长（Sandinista Interior Minister）的托马斯·博奇（Thomas Borge）遭到尼加拉瓜国民卫队的关押，并饱受折磨。他的妻子被他们奸杀。在1979年桑地诺解放运动结束后，博尔赫造访了关押国民卫队成员的监狱，并认出了其中两人。他明确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被你们折磨过的博奇——我的妻子被你的同伙杀死了……现在你们发现这场革命的重要性是什么了吧……我原谅你们……来吧，走出门去吧，你们自由了（转引自Montville，1993：120）。”博奇无条件的宽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的卫队成员，大部分后来集合在一起，反对桑地诺政权。

宽恕也可以是一个人际间的过程，一种“双方之间的交易”（Augsburger，1992：283）。准此而论，受害者原谅对方，是为了交换作恶者真正的悔恨和愧疚。这样一种交易象征性地抹去了受害者和作恶者的身份，给各方都提供了一个“重新赋予对方人性”的机会（Shriver， 2001）。

实证研究表明，这样一种交易是实现宽恕的主要方式。作恶者的道歉或悔恨的表达通常有助于宽恕的实现，而如果缺乏这些道歉或悔恨的话，宽恕就不容易达成（McCullough et al.， 1997；Ohbuchi， et al.， 1989）。

宽恕这一美德，在许多宗教和大部分当代文化中不断地得到倡导和强调。尽管如此，现实情况却是，宽恕的达成是相当难的。电影《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就表明，在人际交往中要放弃复仇的愿望是多么艰难。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曾经非常恩爱的已婚夫妇——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扮演的丈夫和凯瑟琳·特纳（Kathleen Turner）扮演的妻子——陷入了一个不断升级的报复和反报复循环。在影片的最后，夫妻俩之间的暴力冲突发展到俩人都悬挂在一个大型吊灯上。吊灯很快落到硬地板上，碎了，这对夫妇随即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碎玻璃之中。身受重伤的丈夫使出自己最后的力气，想要伸手去触摸他的妻子——仿佛是向对方道歉并请求宽恕。而同样身受重伤的妻子这时已几乎无法动弹，于是举起手进行回应——但这一回应却是，推开了丈夫的手。复仇的愿望终究还是占了上风。

如果宽恕难以在个体水平上达成，可以想象，要在群体之间实现宽恕是多么艰难。实际上，有人（如Hawk， 2001）甚至质疑群体间的宽恕是否可能发生。如果宽恕只是属于受伤害者，只有受害者本人能实施宽恕——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能。

施赖弗虽然承认，要取得集体性宽恕面临重大挑战，但还是认为，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的政治领袖都能说出愧疚之意，宽恕就能达成（Shriver， 1995）。我们以1972年发生的一次交流为例，当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联邦德国领导人施密特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中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谈到了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俄国人的暴行。施密特则讲述了一段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士兵参加侵俄战争的经历，同时也对侵略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表达出深深的负罪感。虽然勃列日涅夫并未宽恕施密特，但却有了些宽恕的迹象。施密特写道：“可能是这种对残酷战争记忆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帮助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从1972年到他（指勃列日涅夫）逝世这段时期，相互尊重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转引自Montville， 1993：117）。”

正义　正义是指“正确地做事、创造平等机会、纠正错误以及赔偿（Lederach，1997：28）”。 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人发动了恐怖大屠杀，图西族人尼亚贝扎（Nyirabeza）虽幸免于难，却失去10位家庭成员，她说道：“我只是在等待正义。”刽子手是她以前的邻居，过去常常与她一起分享食物和饮水。现在，那个邻居回到了村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未因罪行而遭到惩罚。这的确加深了她为被害的儿孙们所感到的痛苦（Gourevitch， 1997）。

和解需要在宽恕和正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缺乏正义的道歉和宽恕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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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果缺乏宽恕，那么对正义的诉求则显残酷。这两个极端都有可能让和解脱离轨道。

施赖弗（Shriver， 2001）把给受害者获得的正义分为两种类型，即惩罚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和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前者指对作恶者予以适当的惩罚，而后者指赔偿，即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加以补偿。在这两种正义中，恢复性正义更有可能引致和解，因为惩罚性正义往往会激起仇恨，并有可能引发冲突螺旋。赔偿行动除了能直接促进和解，还能表达作恶者真诚的悔恨，因而推动了宽恕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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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性正义还有助于受害者和作恶者在对方眼中重新人性化，这就扭转了一项影响冲突升级的最重要的结构变化（Fisher， 2001；Montville， 2001；Shriver， 2001）。因此，恢复性正义是一种用人性绳索将冲突双方重新联系起来的办法。

和平　完全的和解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平息痛苦的过去，另一方面设计充满希望的未来。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和解的三个部分——真相、宽恕和正义——都着眼于过去。最后一个部分——和平——着眼于未来。

可持续的和解需要“积极的”和平而非“消极的”和平。消极和平只不过是停止暴力，而积极和平则意味着，促进受冲突影响各方的和谐、统一、合作和安全（Borris & Diehl， 1998；Deutsch， 2000b；Galtung， 1996）。以下方面能促进积极和平，即“横向联系的加强，解决（未来）冲突的制度化程序，以及共同认同的建立和促进这些共同认同的既得利益”（Borris & Diehl， 1998；Deutsch， 2000b；Galtun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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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结和结论


如果双方能联合行动，那么问题解决策略——即找出能满足双方期望值的方案所付出的各种努力——效果就是最好的；不过冲突双方中的单方或者第三方也能使用这种策略。解决问题会导致三种协定，即冲突管理、协议或决议。冲突管理是一种程序性协定，能产生去升级化和/或避免未来的冲突升级。协议指那些终止争斗的实质性协定，但却往往太过肤浅而无法持续。决议涉及解决冲突双方的根本问题，因而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问题解决有时会导致一种简单的妥协——冲突双方都明显地退让到某一中间立场上。不过，这种方法往往无法达成一项协定，而冲突要想得到真正的解决，需要提出一项能协调双方最根本利益的整合式协定。整合式协定有5种形式：即做大蛋糕、非特定性补偿、相互合作、削减代价以及搭建桥梁。

削减代价和搭建桥梁需要分析冲突一方或双方潜藏的利益——即引起他们诉求的目标、价值和假设。这通常要跟随利益树一直下到根部。这可能也涉及在问题的意义上找到双方的细微差异，比如，关注的是实质问题还是表面现象，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未来。此外，检查冲突双方的因果信念以及他们的叙述和隐喻也富有成效。

在检查并确保双方真的存在利益分歧之后，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往往需要刚柔并济，也就是说，冲突一方不但强硬地坚持己方的根本利益的，而且关注另一方的利益，在确切的协定内容上保持灵活性。如果冲突一方能清晰地向另一方表明这种刚柔并济的姿态，就能促使另一方转向问题解决的进程。

如果存在很多复杂问题，冲突一方必须小心谨慎地设定议程，以便使双方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同时集中所有的问题，权衡取舍。复杂事务的谈判往往包括两个阶段，先提出整体方案，之后讨论与方案每条细则有关的细节。如果存在一个决定许多其他问题的问题（“拦路虎”），就应该将它视为议程的首要部分，加以解决。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了给双方提供前进的动力，从那些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更有意义。考虑这些问题时，找出它们之间不必要的联结非常重要。

如果公开的问题解决努力所取得的效果适得其反，双方就可能利用幕后交往、双轨外交、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或者交换信号这些方式来进行隐蔽的沟通。此外，双方还必须确保签署的协定得以遵从，同时避免新的冲突升级。更具整合性的协定更可能持续，详细规定遵从协定的步骤并监控遵从行为的协定，也更可能持续。有时，还需要控制潜在的破坏者的程序。

要调解争论双方，修复他们的关系也很必要，出现严重升级时，尤其如此。冲突专家认为，和解需要满足四项前提：真相、宽恕、正义与和平。真相要求双方坦诚地记录过去的不公行为。宽恕如果能成为双方交易的一部分，即受害者表示原谅，用以交换作恶者真正的悔恨和愧疚，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正义的表现方式很多，其中恢复性正义与和解目的最相符。和平意味着为双方未来的和谐、统一、合作以及安全设立条件。

本章我们已经证明了解决冲突的两大技术——问题解决与和解——的重要性。对于冲突双方而言，并不总能采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冲突。冲突升级可能使他们变得太过强硬，而且相互猜疑对方解决冲突的诚意，或者他们还可能对解决冲突的整合潜力缺乏信心。这些情况下，通常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11章 第三方干预


通过本书的学习，我们发现，饱受冲突升级之苦的人在冲突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冲突双方的立场不但相去甚远，而且往往会变得日益强硬。这是因为双方充满了敌意，并且都担心任何和解姿态都会被对方误会为软弱。冲突双方的沟通或者中断，或者变得极为紧张，以至于不能有效地进行谈判。此外，即使在中度升级的冲突中，冲突双方也都可能缺乏客观、信任和/或创造性，而这些因素对于他们走出深陷的冲突困境非常必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出冲突的动机，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方法。因此，出于种种原因，争议双方有时不能或不愿意朝着达成自愿协定的方向努力。

在这些情形下，第三方往往参与进来，从而将冲突引向协议或决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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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应争议一方或双方的要求
 

[38]



 ，或者自己主动，或者在社区或其他机构的安排下进入冲突情境。

本章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第三方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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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思考第三方的含义，以及第三方参与冲突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第三方进入冲突的方式和时间。之后我们要仔细看看调解者（最常见的第三方）到底能做什么，来帮助解决争端，也要了解调解的效果。再后我们要考察第三方干预的其他几种类型（包括旨在和解的第三方干预），以及各种干预发生作用的条件。本章最后，我们要讨论选择各种干预方法的指导原则。



何谓第三方


简而言之，本书提及的第三方指与争议无关并力图帮助各方结束冲突的人。第三方干预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契约干预和紧急干预（Kressel & Pruitt， 1989；Pruitt & Carnevale， 1993）。契约干预是由冲突管理专家（比如专业调解员或法官）按照已有的正规程序来实施，干预者与冲突或冲突的解决不存在私人利益的关联。紧急干预（更为常见）由非专业人士实施，干预者通常与争议双方都存在持续的关系，并且与冲突结果往往存在利害关系。紧急调解的程序往往是非正式的，因为并未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实施（Botes， 2003）。比如，父母对手足同胞之间发生的争吵进行干预，管理者对两名工人的分歧进行调解，某国对两个邻国的领土争议进行干预——这些都是紧急干预。


第三方的角色和环境


自从人类出现，第三方就已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在《圣经》、 《伊利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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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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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典籍中，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影。

第三方的类别很多，有些更具指导性，更加果断而强硬地将自己的观点推销给争议双方。法官和传统性仲裁员的指导性最强，因为他们有权力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从而解决争端。调解者、中间人和建议性仲裁员的指导性较弱。他们虽然有权提出新的冲突解决办法和可能的协定，但却要让争议双方自己来决定是否达成协议。法官与仲裁员不同，因为法官要依照一系列细则和司法先例做出裁决，而仲裁员则不但能在任何地点聆听案例，而且在安排听证的方式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听取了控辩双方的陈述之后，传统仲裁员能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建议性仲裁员只能发表倡议性的协定，争议双方完全能随心所欲地决定是否听从。调解者的角色是协助冲突双方进行谈判，而这种协助的具体形式取决于调解者对阻碍谈判因素的诊断。中间人的角色和调解者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人要在冲突双方之间来回穿梭，而非在联席会议上与双方对话。

本章还将讨论其他类别的第三方，包括和平维护者、关系治疗师和冲突管理培训师。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领域，最受关注的第三方干预是调解，因此，调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只要存在冲突，第三方干预就可能发挥作用。因而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内战的派系间，抑或劳资双方间的争议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干预形式。契约式调解和仲裁先前只用于调整劳资关系，但近年来，这些方法以“选择性争议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这一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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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在很多新领域之中。ADR适用的情境已经很普遍，包括社区冲突（发生在邻里之间、房东与租客之间、旧恋人之间等）、校园争端、堤坝和油田等影响环境的大项目地理位置的确定及政府规则的制定（Spector， 1999）。

以前只能由法官处理的争端，现在也可以运用ADR来处理，包括离婚和儿童监护、小额索赔和商务合同纠纷（Wall & Rude， 1989， 1991）。与先前的方法（包括法庭裁决）相比，ADR成本更低，往往更易成功。ADR较之法庭另一个巨大的优势是，更少诉诸严格的法律原则。因此，更有可能满足争议双方的利益和需要（Rubenstein， 2003），提出更多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增加争议双方的满意度，减少双方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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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存在这些优势，越来越多的冲突个案转而使用ADR。比如，现在很多签订的合同都会明确写上，如果发生争端，适用调解或仲裁条款。



第三方介入的优点和缺点


无论第三方的介入是契约干预还是紧急干预，都可能会深刻地改变争议双方的交往。多数情况下，这种改变有益。第三方的出现会使升级中的冲突至少暂时偏离破坏路径。但是第三方干预也会出现问题。如果在一项冲突中，争议双方已经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了有效的进展，那么第三方介入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破坏双方朝着协定方向迈进的动力。实际上，研究表明第三方干预，尤其是那些积极且带有强制性的干预，在争议双方已经朝着冲突解决方向努力的情况下，会适得其反（Hiltrop， 1985， 1989；Lim & Carnevale， 1990；Zubek et al.， 1992）。比如，研究发现在离婚案件的调解中，当夫妻俩已经开始建设性地对话时，调解者的积极干预反而有害（Donohue， 1989）。

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即第三方介入并非灵丹妙药，相反它是一剂猛药，会带来不利的副作用，因而第三方介入冲突时，要小心翼翼，并且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只有冲突双方都需要第三方介入时，介入的效果才可能最好。第三方介入只有帮助冲突双方找到解决方案，使他们相互间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进而使干预变得没有必要，才算大功告成。



第三方进入冲突的方式和原因



同意第三方的进入


第三方有时会应争议方的邀请介入一项冲突。比如，在如何处罚一名制造麻烦的工人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劳工方和管理方通常会同意，由一名仲裁员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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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第三方会主动介入冲突，而争议双方也表示同意。

冲突双方为何同意第三方介入争议？这里我们要注意4个条件。第1个条件是冲突双方都想走出冲突。用第9章的话来说，双方都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或者他们当前的冲突战术没有效果，或者要付出太大的代价或冒太高的风险。第2个条件也在第9章提及，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的和平解决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他们的立场相去并不远，对方并非不可理喻，并且/或者第三方具有良好的声望。第3个条件是，文化规范推动双方寻求第三方干预。与美国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相比，这些规范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更为盛行（Gire & Carment， 1993；Tinsley， 1998）。

第4个条件至关重要，即他们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冲突失去了信心。大部分个人主义者都有自主需要（autonomy need），冲突不很激烈时，他们一般不愿意接纳第三方干预。然而，如果冲突非常激烈，自主需要可能会被更强烈的僵局感以及逃离冲突的愿望淹没，这就促使争议双方与第三方携手合作。


强加的第三方


第三方干预并不总是两厢情愿。第三方有时会强行进入争议，而争议双方并不情愿。比如，母亲往往会干预子女之间的冲突。有时，第三方是在冲突所在社区的强压下介入冲突的，也就是说，社区指定一些人帮助解决冲突。在美国，法律往往会让第三方强行加入，许多州都通过了强制性调解法规（Winston，1996）。强加第三方的动机往往是自我保护，因为冲突往往会扰乱或者威胁第三方或那些派遣第三方的社区。

我们以纽约州的公共雇员关系委员会（Public Employee Relations Board）为例。该委员会规定了一系列程序，以处理警察和消防队员之间的谈判僵局。按照程序，该委员会先派遣一名调解员，协助双方寻求一项双边都能接受的协定。如果调解不成功，再派遣一名事实调查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并提出一项建议性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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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事实调查仍未形成一项协定，那么这项争端就必须呈交给一名仲裁员，由他/她来宣布一项有约束力的裁决。显然，此案中对社区的保护是干预的动机。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在社区的警察和消防队员都罢工，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

第三方或者派遣他们的社区必须握有权力，才能将自身的服务强加于那些本不情愿的争议者们。


第三方动机


什么动机使得第三方介入一项冲突？对于那些本身工作就是第三方的人而言，比如法官和专业调解员，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然而，在紧急干预这一类型中，那些自愿介入冲突的第三方的动机又是什么？为何他们会介入这样一个既花费时间又徒增烦恼，甚至可能危险的任务呢？

这一问题主要有3种答案（Bercovitch， 2002b；Touval & Zartman， 1985；Wall et al.， 2001）。一是冲突可能威胁到他们自己、群体其他成员或他们喜爱之人（可能包括争议一方或双方）的福祉。因此，母亲介入孩子争斗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的吵闹声让她们感到心烦，同时担心孩子的安全。第2种答案就是，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文化规范，推动第三方——尤其是那些地位很高的人——干预一项冲突。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这种规范的力量特别强大。因此，中国和韩国公司中的管理者往往遵循这样一种文化规范：地位较高的人应该干预下属间发生的争议（Jia， 2002；Tinsley & Brett， 2001）。最后一种答案是，第三方有时为了报答友情，或者讨好争议一方或双方以及希望看到冲突解决的社区重要人物（Touval & Zartman， 1985）。



调解


调解指第三方协助进行谈判，以帮助冲突双方自愿达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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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达成协定的方式通常是让步和问题解决，因而调解方要花费大量时间促使争议双方降低期望值，并推动或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调解者有很多方法扫平阻碍争议双方自行达成协定的大部分障碍。本部分我们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调解者可以做好三项基础工作，以实施有效干预：改善争议的自然和社会结构，改变争议的问题结构，以及推动冲突双方走向冲突解决。


自然和社会结构的改善


调解者如果想将争议导向引往冲突解决方向，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冲突的自然和/或社会结构。调解者可以操控冲突双方对话场所的开放性和中立性，保持对话的秘密性，以及周密安排双方的联络与沟通，从而改善冲突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

从事自然和社会结构改善的调解者可以视为斡旋者。冲突不激烈时，斡旋就足以解决冲突。

场所的中立性　系统地改变场所的中立性是一种有用的战术。谈判地点放在中立场所——不是任何一方的主场——往往有优势。这样做有助于第三方控制旁观者靠近，而且还能阻止任何一方利用谈判地点获得战术优势。谈判场所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在争议一方领地内进行的国际调解，比在中立场所进行的调解成功率更低（Bercovitch， 2002a， b）。不过，如果谈判一方比另一方弱小很多，第三方要在工作上取得成效，就可以刻意将讨论地点安排在力量较弱一方的主场，从而很好地抵消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场所的开放性　有效的调解者可以系统地改变冲突双方讨论场所的开放性，使双方朝着协定的方向努力。开放场所指一个能为各类旁观者——包括冲突双方群体成员和媒体——轻易观察并施加影响的场所。而封闭场所的特点就是私密性，也就是说，这种场所能限制部分外部观察者接近讨论现场。

有效的调解者会正确地建议，冲突双方早期所有的讨论都要在封闭式场所进行。这部分是因为开放的地点容易招致外部人员的干扰，并会促使双方更加强硬。如果谈判时有旁观者（包括媒体），争议双方就可能会大幅度夸大他们原本想要呈现给对方的强者或弱者形象。因此，如果条件尚未成熟就选用开放场所，就很容易促使双方变得强硬而倔强，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更难达成协定。封闭场所还能促进双方非正式的人际交往，这样做有利于在冲突一方心中树立对方的积极形象，并促使双方联合解决问题。

矛盾的是，在将要或已经达成协议时，也就是说，讨论进行到晚些时候，公开双方讨论的场所非常明智。因为这时外部观察者的出现可能会让双方忠于协定，不再反悔。

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举行了戴维营谈判（参见第1章第6页），美国总统卡特显然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参与了前期分析。在13天的谈判期间，卡特总统特意让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淡出了公众视线。当时公众唯一知晓的事情是，贝京在晚上观看了电视节目，而萨达特则在树林里的某间小木屋里享受美好的夜晚。直到会谈快要结束时，双方原则上已达成一项协定，他们才出现在公众面前。在谈判的最后时刻，他们出现在白宫的草坪上，在世界人民的亲眼目睹下签署了多份文件。

场所的秘密性　如果私人空间能提供保护，免遭外界干扰，那么秘密场所的保护作用更大。实际上，如果冲突一方或双方的后方有一些极端分子，这些人一旦知道双方要对话，就会百般阻挠，那么秘密地进行谈判或者调解就至关重要。双方的领导者会这样推断：如果双方达成协定，那么对方就会做出足以令极端分子安静下来的退让行动；如果未达成协定，那么自己可以拒不承认对话——否认这些对话发生过，或者宣布这些对话并未获得授权——因而可以粉碎满腹狐疑的极端分子的根基。秘密性也使冲突各方面对对方敌意行动时，有可能发起并继续对话。

1993年的奥斯陆对话就是例证，它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建立。在挪威调解方的主持下，这一系列会议得以在挪威的一个偏远场所举行。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注意，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突尼斯总部的代表，迂回曲折地进入了挪威。奥斯陆对话的秘密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中，到处都有强硬人物，将与对方代表的会谈视为叛国行为。以色列和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本打算同期在华盛顿举行公开谈判。1992年12月，以色列将415名哈马斯极端分子驱逐出境，于是巴勒斯坦人决定停止谈判。相比之下，秘密进行的奥斯陆对话“在这一期间得以平静地启动并延续”（Pruitt， 1997：246）。

秘密性也有一个缺点。如果冲突双方达成了一项实质协定，那么一方或双方阵营中被排除在外的人可能会变成“破坏者”，暗中破坏这项协定（Kriesberg，1998）。奥斯陆对话之后，以色列就发生了此类事件，出现了大量针对奥斯陆协定的尖锐批判，最后以一名右翼极端分子暗杀以色列总理拉宾达到顶点。某些情况下，在秘密考察了可能达成的协定之后，如果能将潜在的破坏者拉入谈判或批准协定的过程，就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联络和沟通　乍看上去，似乎调解者总应鼓励争议双方直接联络。冲突双方是否有比公开宣布他们的差异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冲突？然而，正如第9章所述，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直接联络这一建议。只有敌意较弱，或者冲突双方达成协定的动机很强，直接联络才有积极作用，而如果冲突非常剧烈或者严重升级，直接联络只会适得其反。这样，直接联络可能会引发愤怒，相互羞辱，使得一冲突局面雪上加霜（Rubin， 1980）。此种情形，我们应明智地建议调解者，避免冲突双方的直接联络，除非直接联络能达成共识，看上去能改善而非恶化现有状况。

不适合直接联络时，调解者可以与冲突各方分别会面，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由此来控制他们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类会议称为核心会议（caucusing）。冲突双方如果充满敌意，而且还没有联合起来解决问题，核心会议是调解者所倚重的战术（Welton et al.， 1992）。通过核心会议，调解者能洞悉冲突一方潜藏的利益点和关注点，而这些信息在另一方在场时无法获得。此外，调解者也常常会在此类会议中分别同冲突各方进行联合式问题解决（Welton et al.，1988， 1992）。“在核心会议中，争议方往往不易发怒，而且也较少有戒备心理，因而也就更加灵活和具有创造性（Pruitt， 1995：319）。”

通过改善冲突双方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推动双方进行沟通，调解者还能促进协定的签署（Kriesberg， 1998）。在奥斯陆对话中，挪威作为第三方，为双方代表安排了共同的生活条件和娱乐活动，这有助于双方友好相处，而且能让冲突双方将对方视为正常的个体，而非可恶的外群体代表。第三方分别向冲突双方解释对方的观点，使双方更容易达成整合式协定。而当对话濒临破裂时，第三方又会私下里会见双方，解释对方的行为，并鼓舞达成最终协定的信心。此外，在正式会议之余，他们还在双方代表之间传递信息（Pruitt， 1997）。


问题的修改和选择性结构


饱受冲突升级之苦的人往往会忽略引发争斗的问题。零和思维以及由此而生的创造力匮乏，剥夺了他们凭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的机会。准此而论，调解者的有效介入能发挥一定作用，因为调节者能协助争议双方识别问题和选择方案，用更加富有成效的术语来重塑问题，协助争议双方朝着协定方向排列问题，以及提出争议双方自身无法找到的新的选择方案。

问题的识别、重塑和排序　研究表明，调解者最大的作用是，帮助冲突双方识别冲突存在的若干问题（Carnevale et al.， 1989；Hiltrop， 1989）。由于冲突升级往往具有认知歪曲的显著特点，对另一方以及所谈论的问题知觉错误。因此，如果冲突双方掌握了彼此追求目标的精确信息，就能朝着协定的方向迈进。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实用的战术，即探索双方的利益树（如图10.1所示），找到能与另一方潜在利益一致的利益点。

不幸的是，识别问题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争议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矛盾，或者坚持贬损对方，调解者就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某些特定问题涌现出来——以免发生不可预计的突发后果。挖掘双方对立价值观之下的问题，往往会使双方的立场更加强硬，并会滋生敌对行为。

调解者还能重塑问题，让问题体现冲突双方的利益，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调解者能采用第10章提及的5种整合式方案（比如做大蛋糕），重塑问题。此时，调解者应鼓励双方考虑每种新框架下可能出现的新想法。

调解者还可以探究图10.2所展示的问题的含义，找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如到底是实质问题还是表面问题等）。他们能打破这些问题彼此的关联，以便单独讨论这些问题。比如，将协定的实质问题与执行方式的讨论分离开来。他们能控制议程，因而能控制讨论问题的秩序，也就是说，将双方能相互交换利益的项目集中在一起，写进双方能相互合作的协定之中（Hopmann，1996）。他们能找出必须首先解决的大问题，从而创建整体方案。一旦该方案得到了双方认可，细节问题可以在后期解决。他们也能识别出那些可能阻碍协定的问题，并且探究这些问题能否加入随后的谈判。他们还能将冲突双方提出的可能阻碍协定的原则性问题彻底从谈判桌上移除，集中讨论可以解决的更具体的冲突问题。

调解者有时能找到一些建设性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争议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有助于他们超越现实冲突，实现高端目标。正如第9章所述，高端目标能将充满敌意的争斗转变为合作机会（Sherif et al.， 1961；Sherif & Sherif， 1969）。比如，虽然中东冲突持续了若干年，并且明显处在激烈争斗的阵痛中，但他们在若干关注点上仍然一致，而这些关注点——包括恶劣的气候、干旱、共同的经济模式及许多共同的敌人——在本质上具有潜在的高端目标特征。某种程度上，娴熟的调解者至少能帮助双方为部分持续的冲突搭建桥梁，让双方一起为某些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这些目标可以促成双方的合作。

调解者通常会控制会议议程，即按照何种顺序讨论问题。我们在第10章（第249~250页）探讨了建构议程的指导方针。

创建新的选择方案　如果争议双方能静下心来，思索如何解决身边发生的冲突，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他们非常了解自己所在的环境，如果冲突解决方案并非调解者设定，而是冲突各方自行商定，他们往往会更努力地实施解决方案。不过，如果他们固守最初的立场，或者太情绪化根本无法进行创造性思维，调解者就必须为他们设计新的解决方案。调解者的优势在于，可以站在双方中间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因而往往较少偏见，更少发生知觉上的扭曲，因而也会更灵活、更有创造力。

有些调解方倾向于一开始就提出一项方案，以所谓的“单一文本”程序进行。他们先会晤争议双方，以便掌握双方潜在的目标和利益点，之后就会提出连接双方利益点的新方案，让双方对此进行评价。再后，基于争议双方的反馈，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之后再展示给双方。这样一种循环会一直持续到双方达成协定，或者方案已经不可能再修改，而必须要求争议双方拍板才停止。按照费歇等研究者（Fisher et al.， 1991）的说法，在调解以色列和埃及的戴维营对话中，美国总统卡特就成功地应用了这一方法。

调解者有时会采纳一项由冲突一方在核心会议中提出的方案，并当作调解者自己的提案呈现给双方。这看上去有些怪异，但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能抵消反应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即谈判双方通常都会对对方提出的任何方案大打折扣（Ross & Stillinger， 1991）。出现反应性贬值的原因是，谈判方往往持有零和观点，认为有利于另一方的提案必然不利于己。二是有助于冲突双方避免形象损失——亦即如果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方案，那么自己的强硬形象就会受到挑战。

调解者宣称自己为方案的设计者，能将让步的责任从争议者的肩上，转移到自己肩上。双方先前都不愿意让步，唯恐让步会被对方视为软弱的表现，致使对方得寸进尺，而如果现在知道让步是由调解者提出的，争议方就能心安理得地做出让步（Pruitt & Johnson， 1970）。现在，冲突一方就能对己方群体成员和另一方说，自己并非被迫做出让步，而是秉持公正的态度，与调解者一道合理地解决冲突。

回避承诺　新选择方案可以回避那些阻碍冲突解决进程的承诺。正如第8章所述，深陷在冲突中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执着于某个行动方案，但私底下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但又欲罢不能。娴熟的调解者可以提出一项方案，使争议方能回避承诺，来帮助他们逃离这种越陷越深的行为模式。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有3种。一是将一个概念拆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存的子概念。比如，德克萨斯州准备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时，曾经承诺过要保留一支海军——但这项承诺与加盟州所应有的地位矛盾。最后，将海军这一概念一分为二，即海军人员与海军舰队，成功地回避了该州的承诺。允许德克萨斯州保留它想要的海军人员，但并未保留海军舰队！

回避承诺的第2种方法是，给客体或事件重贴标签，使之不再属于承诺的范围。1991年，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与巴解组织成员会面，而是举行了马德里会议，鼓励以色列与一个纯粹的“巴勒斯坦人”实体进行初步讨论。这就保全了以色列的颜面，得以与一个并未承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群体发言人会面。

最后，调解者还能借助于“分歧协定”回避承诺。美国和苏联过去似乎认可了彼此在古巴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因此两国才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认可分歧的存在能让争议双方将分歧领域单独划分出去，而在余下的其他领域内进行合作和对话，从而回避了自己先前对争斗的承诺。


增加争议方达成协定的动机


调解效果取决于调解者让争议双方摆脱僵局的能力，并朝着让步和问题解决的方向前进。调解者有时会去鞭策争议双方这样去做，但如果争议双方本身就有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动机，那么情况会好很多。只有这样，双方达成的协定才更易持续。调解者如何才能劝说争议双方朝着解决冲突的方向迈进？答案必然包括5种基本战术：促使双方认识僵局、鼓励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让步、平复情感以及强加时限。

促使双方认识僵局　如第9章所述，在严重升级的冲突中，争议双方往往会认识到，在接受调解之前他们处于僵局之中。冲突一方之所以接受调解，是因为其运用的争斗之术，在可以接受的代价或风险之内，并不能取得胜利。强势的第三方——即能控制冲突一方结果的人——有时能制造出一种僵局，使冲突一方无法继续敌对行动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1973年，中东战争快要结束时，当时以色列包围了埃及第三军，而同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禁止以色列发动进攻——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外援，如果以色列发动进攻，美国可以让它蒙受极大的风险。结果，以色列和埃及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而导致和谈对话，并最终签订了和平条约。类似地，父母往往会干预孩子们的争斗，不让他们大喊大叫或互相打斗，然后鼓励他们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大部分调解者并不具有美国国务卿或者父母对子女一般的权力。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试图说服冲突双方承认他们陷入了僵局——他们并没有紧握胜券的把握，理应有向对方让步的心理准备。如果调解者能搜集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论点，那么劝说更可能成功。

鼓励乐观主义精神　乐观主义精神是促使争议双方开启对话并积极沟通的另一个动机因素。调解者可以建立冲突双方彼此的信任感，敦促他们相信彼此有很多共同之处，适得其所地鼓励乐观主义精神。

对于那些受到激励采用问题解决策略的争议方，他们彼此必须要建立些许的信任感，否则他们就会过于担心形象损失、立场损失和信息损失而无法继续。比如，研究发现，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持有的信任水平，能准确地预测双方能否共同进行问题解决（Indvik & Fitzpatrick， 1982）。

调解者增加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感的方法很多。在与冲突一方举行的核心会议上，他们能正面谈论另一方，调解者能呈现证明另一方良好意愿的证据。调解者能在淡化双方分歧和冲突的同时，指出他们共同的利益点。调解者能推动另一方采取单方的和解行动，不论多么微小，都能营造出有形的证据，证明该方愿意放弃某些事物，忠于和解进程。另一方做出此类让步后，调解者还可以建议冲突一方投桃报李，做出回应性的让步，以此奖励先让步的冲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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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者也可以将冲突双方对信任的需要降到最低。他们能协调双方的让步过程，让双方同时让步，并不依赖于另一方将会回报的誓约。他们也可以请愿保证或监督最后协定的遵守。

冲突方对调解者的信任，一定程度上能代替对敌对方的信任（Coleman，1997）。此外，如果争议双方的背景差别极大（比如教师与学生，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可以通过共同调解（co-mediation）建立对调解者的信任。共同调解指两名背景分别与争议双方背景相符的调解方，组成团队共同工作。共同调解不但能增加信任感，而且还能让双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也能向对方做出更有效的解释。

一定程度上信任是有用的，但是继续谈判或调解的动机，最终取决于相信存在解决冲突的共同基础——协定的达成指日可待。最绝望或无望的事情是，冲突一方感到，自己将徒劳无功，或者大部分和解努力达成协定的希望渺茫。调解者能营造出这样一种感觉，即只要在谈判时启动和保持动力，那么就有可能达成协定。为此，调解者可以让争议双方达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小协定，形成链式结构。

鼓励让步　在核心会议上，调解者往往会指出，冲突一方的期望值过高，应该适度降低。他们可能会声称，另一方将永远不会接受冲突一方的方案，因而该方案无法实施。他们或许也会指出，局势正在恶化，冲突一方必须及早让步。

握有权力的调解者还可以采用威胁和妥协、奖励和惩罚等办法引发退让行为（Touval & Zartman， 1985）。这些战术可以称为强力调解（Strau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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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调解者往往可以利用舆论，及时公布讨论进度，借助媒体的力量，为解决冲突施加压力。因此，调解者能大肆宣扬公众的肯定，奖励冲突一方的让步行为，或者借助审慎的公众批评，惩罚其不妥协的行为（Wall， 1979）。所有称职的调解者都知道应该适时释放媒体的力量。

还有一种选择，强势调解者能鼓动其他的第三方——比如争议一方或双方的盟友——对争议方施加压力，使其退让。在津巴布韦的独立运动中，英国调解者就采用了这一做法（Stedman， 1991）。克劳克等研究者（Croker et al.，1999）认为，对付第三方群体的联合就像“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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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如果调解者经济实力雄厚，有时就可以补偿冲突一方或双方的退让行为，从而圆满地完成一项谈判。在戴维营对话中，美国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所扮演的调解者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换取冲突各方在这一对话进程中的灵活性，美国承诺将继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用这种方式将蛋糕做大，使零和游戏转变为双赢游戏。

不过，调解者提出或者暗示补偿也存在风险。第三方资源的注入可能会导致勒索行为。正如哈里斯和卡内瓦莱（Harris & Carnevale， 1990）所发现的，如果争议双方意识到，调解者能补偿他们的让步行为，就可能会做出较少的退让，并传递更多的争斗信息，从而要求第三方补偿。争议双方会逐渐认为，调解者非常渴望双方达成协定，因此能威胁调解者提供更多的援助。

平复情感　处在升级状态中的争斗一般会带来诸如愤怒、憎恨和沮丧等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可以激励冲突双方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弄清楚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从而对谈判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过，这些情感也会让冲突各方严防死守僵化的立场，并引发严重的争斗，因而往往会妨碍冲突的解决。

情感有时能反映冲突各方根深蒂固的关注点，而这些关注点并不能轻易地抹杀。如此看来，调解者在阻止冲突一方强烈情感表现的同时，还要帮助该方识别己方和另一方的情感，饱含同情心而又脚踏实地、不带惩罚之心地处理这些情感。帮助冲突一方理解另一方高涨的情感，往往会有助于让这些情感冷却下来（Bies， 1989， Weiner et al.， 1987）。

有时情感就像 “热蒸汽”一样。“热蒸汽”排掉之后，冲突各方就能更有效地工作，朝着解决差异的方向迈进（Russell & Drees， 1989）。争议双方宣泄自己的情感时，调解者要仔细并带有共情地聆听（同时小心不要支持任何一方的控诉）。单是这种积极聆听就能帮助冲突双方冷静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纽约中学的一名高中女生，她参加了学校的调解项目（Davis，1986：289）：

作为争议一方，我来到了调解会。对方是四个女孩。我想：“谁想要这个呢？我来这儿干什么？”我只是想挥拳将这些女孩打出去。我推测调解者会告诉我些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但是调解者却没有。她并没有将我拖出去，而只是听我诉说。能将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感觉真好：说出来之后，我再也不想发脾气了。

调解者还有最后一种重要的方法，即适时地加入些幽默，来帮助争议者掌控愤怒情感。在争议方显露出愤怒情感时，幽默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氛围。这样，争议双方更愿意达成协定。正如第3章所述，愉快的心境能推动一方真诚地关注另一方，而这种关注能减少报复行为（Baron， 1984， 1990；Baron & Ball，1974），鼓励退让行为（OQuin & Aronoff， 1981），并推动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行为（Carnevale & Isen， 1986；Hollingshead & Carnevale， 1990）。幽默也有使冲突各方更愿意信任调解者（Kressel， 1972）。很多专业的调解者在平息敌对氛围和迈向协定时，都十分重视幽默的效果（Kressel & Pruitt， 1989）。

强加时限　第三方有时能单方面建议或强制实施最后期限，来推动双方采取行动。争论双方面临时间限制时，如果协定不能按时完成，迫于压力必须认真对待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会使他们更可能达成协议。卡特总统强加给贝京和萨达特的戴维营对话结束的最后时限，就是此种时间限制效果的例证。卡特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前达成协议，他将被迫放弃调解，转而在华盛顿采取其他施压行动。此后不久双方就达成了协定。

调解者务必小心，不要在谈判中过早行动。冲突双方需要时间来降低自己的期望值，或形成创造性思维，这是提出整合式解决方案所必需的（Carnevale & Lawler， 1986；Yukl et al.， 1976）。因此，我们给第三方最好的建议是，在解决方案已经成形或者提出之前，必须耐心等待，只有解决方案已有眉目，才能强加最后时限。这样明智而审慎地确定最后期限，可以鼓舞冲突双方完成议程，而不是无休无止地等待对方先采取行动。卡特在戴维营的调解就遵循了此项原则，在协定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之后，他才宣布最后期限。


调解的效果


社区调解的研究已找到了大量成功的证据（Kressel & Pruitt， 1989）。在这些案例中，争议方的满意度通常很高，协定往往能达成，而遵从率也颇为引人注目。有项研究发现，与法官判定的索赔案件相比，小额索赔案件由调解确定的费用更可能获得支付（McEwen & Maiman， 1989）。研究者认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可能有3个原因：采用调解的索赔案支付的费用更低；调解更频繁地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调解之协议往往出自双方自愿，而判决之协议则会强制执行。

许多研究表明，以下情形调解更可能获得成功：冲突升级的程度中等而不过高；冲突双方具有达成协定的动机；资源丰富；未涉及原则性问题；冲突双方势均力敌；双方内部不存在严重的不和（Kressel & Pruit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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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并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没有调解的谈判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两个过程的差别不过是，经由调解的（调解并非“灵丹妙药”）谈判要比未经调解的谈判更为有效。

有研究揭示调解者的某些行为和特点，使调解特别可能获得成功。在两项研究中，调解者促进沟通和解释另一方立场的行为，均获得了很高的评分（Hiltrop， 1989；Pearson & Thoennes， 1982）。在其他几项研究中，调解者阐明问题并且规划议程的行为格外重要（Kressel & Pruitt， 1989）。然而，当冲突变得激烈之时，调解者除了要采用促进性策略，还要采用那些将压力加诸于争议者的指令性策略（Donohue， 1989；Hiltrop， 1989）。针对国际调解的研究（Bercovitch， 2002a， b）表明，与那些被视为局外人且地位较低的调解者相比，那些身处高位以及与争议方有共同认同的调解者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此外，与那些只受到争议一方的邀请，或者自己主动介入争端的调解者相比，那些应争议双方之邀进行干预的国际调解者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些研究结果在国内争端的调解中也很好地得到了证实。

调解者偏见　如果争议双方认为调解者公正无私，不偏袒任何一方，调解就更可能成功。如果争议双方认为调解者对他们抱有偏见，他们就更不愿意接受调解（Welton & Pruitt， 1987），也更不可能遵守调解协定（Pruitt et al.， 1993）。然而，从调解效果来看，不偏不倚并非硬性要求——并且幸亏如此，因为第三方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

正如费歇（Fisher， 1981）所言，置身冲突的人往往期待第三方成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但实际上，这种单纯的、不带情感的而且公正无私的个体几乎不存在。事实上，在紧急干预中，第三方几乎总会与争议双方的某方关系更近。如果调解者与必须做出更大退让以达成协定的争议一方的关系更好，这种偏袒甚至可能更有助于达成协定（Faure， 1989；Kressel， 1972）。通常争议双方主要关注调解者能否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如果偏袒的第三方能“交出另一方”的利益，就会为他们很好地接纳（Touval & Zartman， 1989）。霍普曼（Hopmann， 1996：226）举了以下例子：

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虽然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发现基辛格能成为一名同时为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接受的调解者。仅亲近以色列这一事实，就能使他要求以色列做出让步，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代替基辛格。而且调解的过程中，他无需担心以色列会认为，他会出卖以色列的根本利益。

此外，为了平衡冲突双方力量的悬殊，调解者往往会支持弱势一方。调解者在推动争论双方达成协议之前，可能要让他们觉得双方势均力敌。这样双方才会将冲突现状视为僵局，促使双方采用问题解决战术，包括与第三方合作。有鉴于此，面对力量悬殊的冲突局面，调解者往往会站在弱势方一边。为了给联合的问题解决创建更理想的条件，调解者可以建议将谈判地点安排在弱势一方的主场，甚或支持弱势方的利益和立场。



第三方干预的其他形式


最常见的第三方行为就是调解。但还有其他形式，而且越来越多。这里我们将讨论第三方行为最常见的若干形式。


中介


中介方（也称 “中间人”）指那些穿梭于争议双方之间的第三方。他们与调解者类似，因为他们要协助争议双方自己达成协定，而不是强制实施裁决。然而，他们自始至终几乎都以核心会议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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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冲突双方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对话，或者受到社会阻力的分隔，就需要中间人。因此，在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冲突解决的早期，基辛格就作为埃及和以色列的中间人，往返于开罗和特拉维夫之间。基辛格推动双方解决冲突，但双方却不愿碰面，因而都通过基辛格来进行对话。

通过中间人进行对话也避免了争议双方间的正面对抗，因而避免了双方关系的潜在摩擦。盖尔芬德等（Gelfand et al.， 2001）研究发现，在那些强调人际和谐的文化中，比如日本，人们频繁地使用间接渠道解决冲突。

冲突双方的关系极为糟糕时，可能会出现中介方两两相连的链式结构。比如，1998年《北爱尔兰和平协定》得以签署的正式谈判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先前数年进行了非正式的链式沟通。沟通链条以新芬党（主要以北爱尔兰天主教派爱尔兰共和军为主体的政治派别）的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为起点，到社会民主及劳工党（北爱尔兰一个温和的天主教党派）的约翰·休谟（John Hume），再到爱尔兰政府成员，最后到英国政府成员（Pruitt， 2000b）。在越南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也出现了一个沟通链，该链条的起点是美国政府，穿过英国官方，再穿过东欧官员，最后到达越南政府（Kraslow & Loory，1968）。

沟通链条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链条上所有相邻双方的关系，都要好于链条两端冲突双方的关系。在各点之间的相邻双方，更加友好，更为了解彼此，更愿意相互帮助。亚当斯能有效地与休谟打交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休谟能有效地同爱尔兰总理打交道，是因为他们同属温和派爱尔兰人，而爱尔兰总理能有效地同英国总理打交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友好相处的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亚当斯无法有效地同英国总理打交道，即便在政治上可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差异实在太大。理论上由三方中间人组成链条也可能存在，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实例。

并非所有的中间人都是第三方。在组织（包括国家）谈判中，我们往往能在冲突双方内部找到中间人的沟通链。当任意一方的谈判者相互开始交谈时，这些链条就相互连接在一起。比如，在教师工会和学校董事会的典型谈判中，教师们和他们的工会主席洽谈，工会主席和工会谈判代表洽谈，工会谈判代表和校董会谈判代表洽谈，而校董会谈判代表和校董会成员洽谈（Pruitt& Carnevale， 1993）。在教师和校董会成员之间的所有各方都是中间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调和那些存在于他们左右两边对应方的差异。（因此，校董会谈判代表的工作就是调和校董会主席与工会谈判代表的要求和观点。）本书的第一作者（Pruitt， 1994）已经提出了这种中介链接的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两个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定质量，取决于链条上连接双方组织的所有中间人关系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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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


进行仲裁的第三方必须得到冲突双方的认可。仲裁时先要举办听证会，冲突双方分别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支持证据，之后再由仲裁员对案件中的问题进行裁决。在传统性仲裁（又称为约束性仲裁）中，这一裁决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在建议性仲裁中，这一裁决具有选择性，冲突双方必须就是否接受裁决进行磋商。

如果已经有一套游戏规则，而问题只是如何诠释这套规则，那么最常用的冲突解决方式就是仲裁。因此，在产业关系中，仲裁通常用来决定那些合同已经谈妥之后出现的争议；比如，因合同是否允许解雇或让某位雇员下岗而引发的争论。如果冲突涉及合同本身的磋商，调解是更为常见的解决方式。

涉及公职人员——即他们的服务能拯救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比如警察和消防员——的纠纷，并不适用建议性仲裁。由于这些职员举行的罢工会给社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如果调解并没有解决因新的合同而发生的争端，那么许多州（就像前文提及的纽约州）就会强行实施传统型仲裁。这样做的优点是，仲裁者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因而公职人员的罢工都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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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对即将要进行仲裁的预期——意味着争议双方手中的控制权会被强行夺走——会刺激争议双方自行达成协定。

传统性仲裁　传统性仲裁具有约束力，在谈判和调解上具有两个优点。优点之一是总能做出一项决定。我们并不确定冲突双方是否会遵从仲裁员的裁定，但通常他们都会遵从，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仲裁，而且仲裁结果又相当于他们之间签订的新合同。另一个优点是，仲裁往往很快就能完成——先是举行听证会，之后仲裁员就宣布裁决；没有必要等待冲突双方来下决心。仲裁的主要缺点是，它很少会形成一项整合式协定，因为仲裁者往往并不了解冲突双方的利益点，并且会倾向于采用简单的方案，比如折中方案。

建议性仲裁　建议性仲裁可能看上去比较怪异——为何雇佣只给出看法的第三方？然而，这种方法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公平何在的判断，并因此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焦点。仲裁员做出裁定之后，冲突双方必须重新开始谈判。由于任何一方的退让幅度都不可能大于仲裁员的裁定，这项裁定就往往会被放大，成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能加快达成协定的时间（Pruitt，1981）。如果仲裁之后再举行法庭听证会，冲突双方就更有可能签订协定了，这是因为，胜任的权威人物所做出的建议性仲裁，可能会被人视为非常类似法官的裁决。如果冲突一方已经知道法官将如何判决，为何还要自寻烦恼，劳神费力地去法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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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仲裁　这种方式结合了调解和仲裁，如果争议双方通过调解并未达成协定，那么就会强制实施约束性仲裁。调解/仲裁有两种形式：调解/仲裁（同一人），即某人既是调解者又是仲裁员；调解/仲裁（不同人），即调解者和仲裁员不是同一个人。与仅仅进行调解相比，调解/仲裁有3个优点（Pruitt et al.， 1989）。一是，调解期间可以推动争议双方主动达成协定，因为他们会担心，如果调解失败，冲突必须靠仲裁来解决，他们将对最后的结果失去控制权。二是，双方最终总能达成某项冲突解决方案。三是，这种方式使得争议双方对调解者的建议更为关注，因而提高了调解者的地位。这种情况只适用于调解/仲裁（同一人）形式。

前文我们曾描述过纽约州对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冲突处理方法，这是一种调解/仲裁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往往运用于社区调解。调解/仲裁也用于很多非工业化的社会，以处理那些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会极化并破坏村庄、家庭或宗族的争议。就像格利佛（Gulliver， 1979）和梅利（Merry， 1989）所描述的，在这些社会中，某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个体获得了担当第三方的荣誉。冲突发生时，社区成员会传召这些人，他们会与争议双方单独对话，或者在更大的群体环境下沟通。如果争议双方愿意解决冲突，就会签订一项调解性协定；而如果不愿意，第三方就往往会同社区的其他人员一道努力，为了社区和谐这一利益点，强制实施冲突的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调解/仲裁要比单独进行调解更加有效（Kochan & Jick，1978；McGillicuddy et al.， 1987）。在社区调解中心进行的一项实地实验中，研究者麦格利卡迪将发生争议的个案分别放在3个条件下：调解、调解/仲裁（同一人）及调解/仲裁（不同人）。结果表明，调解/仲裁（同一人）的问题解决效果最好，其次是调解/仲裁（不同人），而单靠调解的效果最差。

调解/仲裁也有缺点。这种方式可能会降低争议双方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强加的仲裁方式的威胁，才被迫解决冲突。还有一个缺点是，调解/仲裁（同一人）形式的调解者，拥有强制实施冲突解决方案的权力，因而在调解期间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势，以至于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冲突个案进行仲裁。这种做法否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争议双方原本能自己来处理争端，并可能找到一种比仲裁员所提出的方案更具整合性的方案。


培训


如今，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方面的培训日益普遍。这些培训有些是第三方众多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比如调解和关系疗法，有些则是单独进行的。人们可以参加冲突管理的工作坊，或者能取得该领域的硕士学位，甚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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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总会涉及技能的培养，这些技能包括如下内容（Diamond， 1997；Novaco， 1975；Raider et al.， 2000）：

● 分析冲突。识别冲突发生的条件，阐明自己和另一方的利益点，监测冲突螺旋和结构变化。

● 有效沟通。积极聆听，换位思考，清晰表达，及时反馈；

● 谈判和问题解决。营造一种合作氛围，分清问题的先后顺序并重塑问题；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迈向协定；

● 应对愤怒和其他情感。监控自己的情感，通过情感的片段来思考他人的做事方式，觉察和应对另一方的情感。

● 采取行动。创建冲突管理体系，管理和评价项目。

技能开发中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本书提到的概念学习，而另一部分则涉及这种知识的具体应用——即在模拟的冲突情境下分析案例和角色扮演。

当今美国，谈判培训显得特别重要。大部分管理学院都在MBA课程中提供这种培训，使用鲁维奇等（Lewicki et al.，1998，2000）和汤姆森（Thompson，2001）等学者撰写的教材。按照雷德（Raider， 1995）的报告，几乎有一半的美国大中型企业为雇员提供此类培训。

美国许多中学和部分小学都有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培训课程（Raider，1995；Van Slyck & Stern， 1991）。这些学校也向他们的学生提供同伴调解服务，让那些业已受过特别训练的学生去帮助解决其他同学的冲突。约翰逊和约翰逊（Johnson & Johnson， 1991）就是此类校内项目的先驱者，他们不但开发了培训材料，而且还与小学生一起，成功地实施了一项同伴调解项目（Johnson et al.，1995）。

社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向培训师求助，培训师会与冲突参与者或希望恢复和平的人们一起工作。技能培训之后，往往要分析特定的冲突案例，并要努力提出解决方案（Broome， 1997；Fisher， 1997）。的确，莱德拉齐（Lederach， 2000）就坚决主张，帮助冲突参与者反思冲突，并提出一项能反映他们的文化和当地局势的应对之策，绝对要比技能培训重要得多。因此，培训师可以帮助冲突参与者识别当地的人脉网络，找到能接触到冲突双方的中间人，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差异。在这些项目中，重入问题（re-entry problem）——即一旦培训项目结束，如何保持冲突管理的成果，总是显得十分重要。


关系治疗


第三方的出现是为了修复双方之间的恶劣关系，而关系的恶化源自伴随严重冲突而生的结构变化。关系的修复往往发生在实质性协定达成之前，发生在特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关系的改善使得谈判或调解产生效果。正如第10章所言，为确保所签订的协定能得到长期坚持，在协定达成之后，对关系进行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对人际和群际关系有着很多的技巧。人际疗法　婚姻治疗是关系治疗中最古老的一种治疗方法（Baucom & Epstein，1990）。很久之前，婚姻治疗师就像调解者一样，试图帮助夫妻订立一项合约，约束双方的行为，以改善夫妻关系。研究发现，这些合约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治疗期（Jacobson & Follette， 1985），因而这一领域的问题就转换到一种培训视角。

现代的婚姻治疗师试图帮助夫妻解决自己的问题，教给他们联合的问题解决技能，并帮助他们掌控和克服双方长期紧张的交往方式（Johnson & Greenberg， 1985）。类似的治疗方法也适合长期紧张的亲子冲突（Van Slyck et al.， 1992），以及同事冲突（Walton， 1969）。

近年来，治疗方法和教育干预项目越来越多，以便促进冲突双方的宽恕与和解。举例来说，有种治疗方法（Gordon et al.， 2000）能帮助夫妻双方原谅对方的背叛行为。治疗师先协助夫妻评估背叛行为带来的所有后果，之后再帮助他们想出应对负面情感的方法。治疗师还会帮助双方探究导致背叛行为的各种原因，并且培养他们的共情。最后，他们会协助夫妻双方评估和解的可行性。这些工作与第10章提及的和解步骤是一致的。因而迄今为止，实证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些治疗和教育干预的整体功效（Worthington et al.， 2000）。

群际治疗：互动式冲突解决工作坊　第三方干预也可以用于修复教职工之间的群际关系（Burton， 1969；Cheldelin & Lyons， 2003；Fisher， 1997；Kelman，1992）。这些干预有着不同的称呼，比如互动式冲突解决、咨询、或者问题解决工作坊。这些方法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国际冲突和国内族群冲突，但现在也应用于各种群际冲突之中。以下冲突方就曾使用这些方法：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希腊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互动式冲突解决方法常常会有持续数天的工作坊，一般由学者和实践者共同组织。冲突双方的意见领袖和中层决策者会参与这些会议，而莱德拉齐（Lederach， 1997）则坚持认为，他们才是长期冲突得以解决的关键人物。这些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向冲突双方全面传授冲突知识，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特定冲突，并鼓励他们将冲突视为能解决的问题，而非赢取胜利的战争。工作坊尤其强调要了解另一方的不满之处，以及洞察潜藏在这些不满之下的叙事，同时将另一方视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理性人。后面这一看法有助于抵消与升级相伴而生的结构变化，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负面态度和刻板知觉。工作坊的次要目的是，在冲突双方之间建立联系，并为解决冲突制订计划。与冲突管理培训一样，工作坊通常会在即将结束之时，讨论一下重入问题。该领域的新发展表现为不断召开的工作坊，参与者一次又一次地重聚在一起（Rouhana & Kelman， 1994）。

评价研究表明，这些工作坊改善了冲突一方对待另一方方的态度，使他们想到冲突的复杂性，并且促进了冲突双方的沟通（Fisher， 1997）。至于此类工作坊对于冲突结果的具体影响，却难以评价。不过，可以推论这些工作坊有助于严重冲突的解决，因为工作坊使双方大多数人都能掌握渊博的冲突管理知识，他们在出现僵局时能挺身而出，并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Pruitt， 1997）。的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以用来解释达特茅斯会议所起到的效果。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正是这些会议将美国和苏联的专家聚集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冷战正逐步烟消云散之时，达特茅斯会议中的部分经验丰富者成为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


改变社会结构和体系


无论是在个体间还是群际间，只要关系发生问题，关系治疗都有效。然而，冲突常常植根于社会的结构或体系中——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这些体系制造出利益分歧和扭曲的关系（Rubenstein， 1999）。因此，关系治疗可能还要结合其他干预措施，以改变发生故障的社会体系。

杜根（Dugan， 2001）指出，某项冲突的最终根源可能定位于以下3种层次中的任意一种：问题本身（基于问题的冲突）、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关系冲突）及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结构冲突）。常见的情形是，基于问题的冲突植根于，或者用杜根的话来说，“嵌套”于关系冲突中，而关系冲突又植根于结构冲突中。假设两兄弟在父母遗产问题上发生争端。乍看之下，这一冲突似乎局限于特定问题——即遗产的分割。然而，随着冲突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两兄弟之间逐步恶化的关系也会对冲突推波助澜。他们可能会为一件旧家具的归属而大打出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想要这件家具，而是因为他们能用这一问题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发泄怒气。如果再进一步探究，我们可能会发现，冲突的最终根源在于存在缺陷的社会体系，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定，长子能自动继承父母的所有财产。在弟弟看来，这一规范可能就极端不公。

分析冲突中的嵌套本质非常重要。简单地将一项冲突视为基于问题或者基于关系的冲突，但实际上该项冲突是源于结构的不公，就像 “治疗癌症贴创可贴”一样荒谬（Dugan， 2001：367）。结构性的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


和平维护、和平实施以及和平建设


和平维护（peacekeeping）是指在战区部署轻型武装部队来管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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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凭借其成员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多数国际维和工作。通常在征得争议双方同意之后，维和成员进入到该战争地区，在一切争议中保持中立，并将武力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维和人员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扩展（Jeong，2000）。传统的维和行为往往出现在一项停火协定达成之后，包括占据敌对双方武力之间的缓冲地带，监督部队撤退，并强制双方停火。在塞浦路斯、西奈半岛和黎巴嫩南部，维和部队曾经实施过此类行动。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诸多内战的爆发，维和的作用已经扩展到以下内容：保护人道主义援助或运输线、释放犯人、扫雷、护送难民到国境、修复设备（桥梁、电力）、监控选举、解除派系武装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Diehl et al., 1998）。维和部队曾经在波斯尼亚、柬埔寨和索马里提供过这些服务，在这些地区，维和人员通常会与当地政权机构和其他救援人员密切合作。

由于日复一日地提供这些服务，维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逐步卷入到当地社区成员的谈判和调解之中（Wall et al.， 2002；Druckman et al.， 1999）。比如，沃尔访谈的维和人员大约有70%的人报告说，虽然他们的工作原本是监控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停战协定，但他们都曾在波斯尼亚做过调解工作。经由他们调解的冲突案例包括，平民们为抗议过高的收费而封锁了一座公共设施建筑物（由一名陆军中校来调解），克罗地亚人向穆斯林开火（由一名陆军少校来调解），穆斯林不允许塞尔维亚人穿过小镇前往公墓（由一名中士来调解）
 

[57]



 。

外部军事力量还会以参战者的身份逐步卷入到某些冲突中，因为他们希望保护受害者和纠正错误。此类例子包括，联合国部队（在美国的领导下）在科威特遭到伊拉克侵略后，发动了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以及北约帮助科索沃反对塞尔维亚袭击的防御战。这些战争通常被称为和平实施（peace enforcement）而非和平维护。和平维护与和平实施之间的分界线有时比较模糊，因为和平维护者有时会逐步卷入针对当地民兵的战争中，比如索马里发生的冲突。

在政局不稳及战火肆虐的地区，和平建设（peace building）是另一项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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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建设是指，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努力使争议双方和解
 

[59]



 以及重建社会的政治、管理和经济秩序。没有和平建设，和平维护和和平实施就可能缺乏长期效果。因此，联合国通常会同时派遣维和人员和政治官员，而非政府组织也往往会牵涉其中。比如，美国及其同盟国就曾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在该国进行了和平建设。（阿富汗战争可以视为一场和平实施运动，旨在根除总部设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

和平建设者的任务包括：建立新政府、创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改革商务实践、修建争端解决设施、为新商务提供本钱以及组建公民社会。此外，发展横向机构，以便为发生争执的派系提供联系渠道，往往是诸多和平建设者的首要任务。还有，修复发生故障的社会体系，以避免损害关系和引发冲突，也应该成为和平建设者的任务。


设计冲突管理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描述的第三方作用大部分都涉及在听证会和工作坊中执行职务。但第三方的作用绝不局限于这些环境。第三方新近出现的一个作用涉及冲突管理系统——为社区、矿山、工厂及类似的环境而设计，该系统能帮助人们随时有效且高效地解决冲突。

乌里、布雷特和戈德堡（Ury, Brett & Goldberg， 1988）是这一领域主要的创立者。他们强调，开发冲突管理体系非常重要，在冲突发生之时能马上付诸行动，也能让冲突双方调和他们潜在的利益点。他们指出，利益导向（即问题解决）的冲突解决方法通常要优于权利导向（如决定谁是正确的，诸如法庭程序）或权力导向（如决定谁更强大，诸如罢工）的冲突解决方法。利益导向的方法往往会产生令人满意的持续结果，而这些结果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工作关系，而更好的关系反过来可能预防冲突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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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里等（Ury et al.， 1988）学者针对利益导向的争议解决体系的设计提出了以下基本指导：

● 提前明确指出哪些社区成员是谈判者和调解者，将会按照什么样的时间表，以及如果谈判和调解失败，还会使用哪些方法。

● 建立谈判的“回环系统”，鼓励争议双方不再纠结于谁正确或谁强大这类问题，转而使用利益导向方法。比如，为了避免权利竞赛，可以启动建议性仲裁这一程序，让第三方指出，法庭将会如何处理此种争议。争议双方在获取这一信息之后，会对权利竞赛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认识上产生更多共识，因而鼓励他们采用利益导向的方法。此外，要想避免权力竞赛，可以采用冷却期（cooling-off period）这一程序，即要求争议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不采取任何举措。

● 向争议双方传授谈判技能，激励他们使用成本低的程序，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比如，让他们很容易接触到能推动利益导向谈判的第三方。给潜在的第三方传授调解技能。

● 提出低成本的权利导向和权力导向程序，万一利益导向方法失败，争议双方还能采用这些程序。此类程序很多——包括调解/仲裁、投票表决以及法庭宣判——它们都会限制权力竞赛时采用成本昂贵且带有破坏性的战术。

● 刻意安排程序，让争议双方先从低成本的程序起步，然后只有在低成本的程序无法解决争议时，才转而采用高成本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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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体系设计专家科斯坦蒂诺和默钱特（Costantino & Merchant， 1996）曾经对上述乌里等人的设计提出了三项批评：（1）这样的体系应该由争议双方在外部专家的协助下来进行开发，而不是由专家自行设计。（2）这些体系不但应强调冲突解决，更应注重冲突预防。具体而言，组织应该确保自身在做决策的过程中，成员能广泛地参与进来，以至于他们在冲突升级之前，得以消除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组织能给雇员开展沟通和建立共识技能培训、团队建设以及举行会议，从而形成广受赞同的大政方。（3）这些体系能从根本上解决反复出现的冲突，而不只是在冲突发生之时予以解决。冲突往往还会有更大的体系问题需要解决。他们还为第三方提供了循序渐进的程序，以帮助组织形成新的冲突解决系统。



干预方法的选择


在刚刚列举的大量干预程序中，第三方如何决定选用哪种方法呢？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由桑德和戈登伯格（Sander & Goldberg， 1994）提出，针对国内冲突应该推荐何种形式的第三方干预。如何选择调解、仲裁和法庭判决程序，他们提出如下指导原则。如果争议双方的目标是将成本降至最低、迅速解决问题、或者维系/改善他们的关系，就应该使用调解程序。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证明自己正确、开创一个先例、或者一定要结束冲突，就应该使用仲裁或判决程序。仲裁比判决能提供更多的隐私保护，并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费歇和柯施里（Fisher & Keashly， 1990：236-237）也根据他们对国际冲突和国内（族群政治）冲突的经验，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另一种回答。他们在冲突双方的关系中区分出四种层级的升级状况：

● 讨论，其中“知觉还是正确的，对关系的承诺还是坚固的，而且对可能获得共同收益的信念还占据主导地位。”

● 极化，其中“信任感和尊重度遭到威胁，而扭曲的知觉和简化的刻板印象出现。”

● 分离，其中“竞争和敌对成为基本的主题，认为冲突……威胁到基本需要。”

● 破坏，其中“双方的主要意图就是破坏或者至少是使用暴力来征服对方。”

这一理论的本质可以总结为两个命题：（1）冲突升级越严重，需要的第三方程序就更具强制性；（2）如果一项强制性程序获得成功，那么冲突升级会减弱，而第三方能下移到强制性较弱的程序。

更确切地说，该理论认为，在最低的升级水平上，或者说在“讨论”这一层级上，第三方应成为调解者，促进双方的沟通，小心地给冲突各方施压，不能超过达成协定所必需的水平。在极化层面上，冲突双方的关系正开始瓦解，第三方需要启动关系治疗以扭转这一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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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第三方才可能进入调解过程。在分离层级上，为了阻碍冲突双方相互敌对的行为，第三方需要动用刺激因素。这就意味着，要凭借强力或仲裁方式进行调解。如果第三方能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住双方的敌对性，并部分地解决冲突，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关系治疗，并最终使用普通的调解方式了。最后，在破坏层级上，第三方必须先使用和平维护，这包括使用武器以阻止冲突双方相互破坏。一旦达成这一目标，第三方就可能会转而使用更温和的干预程序。

在选择第三方干预形式时，升级水平可能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即使在最严重的冲突中，如果冲突各方都有逃避冲突的动机，那么第三方也还是有可能使用强制性较弱的战术。因此，在1993年奥斯陆对话中，挪威人仅仅提供了斡旋服务——最温和的调解形式，这是因为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僵局。虽说冲突各方之间的冲突已经严重升级，但他们解决冲突的动机也非常强烈。



总结和结论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考察了第三方的各种作用，即第三方干预冲突能做些什么。如果争议双方似乎无法自己解决冲突——谈判不起作用或无法进行，第三方就会接受邀请或者主动介入冲突。干预分为契约干预和紧急干预，前者由冲突管理专家来完成，而后者的介入者则包括争议双方周围的相关人士，因为冲突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所在社区的利益。如果争议双方认识到他们正处于僵局之中，并对第三方介入的结果充满乐观，那么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欢迎这种干预。

调解——第三方协助谈判——是最常见的第三方服务。它包括3类战术：（1）组织安排自然的和社会的结构，包括控制场所的中立性和开放性；如果冲突双方敌意盛行或者出现极端分子，支持保密；如果双方无法理性对话或者他们的讨论在来回兜圈子，就将他们隔离开来。（2）修改问题和备选的结构。这类战术是调解者最重要的任务，包括识别隐藏在讨论背后的真正问题、富有成效地重塑问题以及用最优化方式给他们排序。冲突双方必须受到挑战，思索那些能满足双方利益点的解决方案，而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由调解者提出新方案。（3）激发争论者达成协定的动机。这类战术包括第三方不但要让争议双方明白，自己正处于僵局之中，而且鼓励他们对调解结果充满乐观。争议双方往往有一种倾向，即拖延时间，不做出最后的让步，而是等待对方采取行动。为防止这一现象，第三方往往会设定最后期限，并推动双方做出让步。

在谈判失败的情形下，调解往往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存在严重的结构变化、冲突涉及原则性问题、冲突一方或双方就几乎没有解决问题的动机或者内部存在纷争，那么谈判和调解都无法获得成功。中立的调解者往往工作会更加有效；但中立却并非绝对要求。这是因为在紧急调解中，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中立方。此外，冲突一方可能希望调解者与另一方有瓜葛，以便对另一方有效地施加压力。

第三方成功的一项重要规则是，置身于争议双方能自行有效解决的争端之外。另一项有关的原则是，冲突双方越不具备解决争端的能力，第三方就越应该积极地进行干预。

第三方干预是一项发展中的产业。每年似乎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角色类型。我们总共讨论了10种不同的干预方法，其中五项——调解、中介、仲裁、和平维护与和平实施——旨在通过停止争斗或形成一项协定来稳定当前的局势。另外还有五项——冲突管理培训、人际治疗、互动式冲突解决工作坊、和平建设以及冲突管理系统的设计——都有更长远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留下一些有益的“剩余影响”——以新见识、新技能、或新社区结构和机构这类形式——来帮助冲突双方解决自身冲突，并避免未来的冲突升级。这就是该领域现在的发展方向。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在诸多类型的第三方策略中进行选择。理论学家们指出，正确的选择有赖于争论双方的目标、已经达到的冲突升级水平以及双方逃离冲突的动机水平。

本章从理论讲到实践，横跨时而精深奥妙的研究世界与常常发生的混乱问题之间——这些问题出现在冲突各方面对真实而紧迫的社会冲突要求协助、并假定冲突将会得以解决之时——这也是我们该结束本书的时候了。不过，我们最后还想讲个故事……

人类学家威廉·乌里（William Ury）喜欢讲一个杜撰的传说。一位老绅士预计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宣布要按以下方法给三个儿子分配他的财产：一半给大儿子，三分之一给二儿子，九分之一给小儿子。老绅士去世了，他的财产总共为17头骆驼。三个儿子试图按照父亲的遗愿来分割财产，但很快就发现无法进行——至少是在不伤害骆驼的情况下。他们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位村里的长者骑着骆驼，风尘仆仆地走过来。她走下骆驼，问三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听完陈述之后，她将自己的骆驼贡献出来，和老绅士的骆驼放在一起，看看是否能有所帮助。这样做真的管用。在第18只骆驼加上去之后，问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大儿子分得了9只骆驼（18只骆驼的一半）、二儿子轻轻松松分得了6只骆驼（18只骆驼的三分之一），而还剩2只骆驼分给小儿子（18只骆驼的九分之一）。9加上6再加2等于17。还没等三兄弟明白怎么回事，这位聪明的老妇人就骑上了自己那头骆驼，骑着它走入缓缓下沉的沙漠夕阳中。

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一故事再次例证，富有创造力的第三方能做些什么；其二，我们据此可以告知诸位，读者们，我们真诚地希望你们——以打开新思路的形式——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了第18只（或两只）骆驼。




[1]

 在严重的冲突中，这样的结果处处可见。比如如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1977）发现，近期各国发生的内战中，有75%之所以结束，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取得了胜利。


　　




[2]

 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仲裁和调解。


　　




[3]

 本节和下节针对“去升级化如何开始”的讨论，是以成熟理论（ripeness theory）为基础的。该理论关注严重的冲突会转为谈判和调解的条件。该理论的创始人扎特曼（Zartman）（1989，2000）认为，以下两种条件都满足时冲突就是成熟的：（1）冲突双方都体验到互相伤害的僵局，尤其在此僵局因一个最近的或是迫在眉睫的灾难而变得严重时，并且（2）冲突双方都看到了冲突的出路。我们使用这一理论时，是从当事人中的一方（本书的术语是“冲突一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不是一起看待冲突双方。我们的概念和扎特曼的概念相似，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这些是冲突一方的特点，而非冲突双方的整体特点。我们反对必定总会存在“互相伤害的僵局”的观点，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某些情况下，谈判之所以能启动，是因为一方认识到僵局的存在，而另一方是乐观主义者（参见脚注9）。还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术语“僵局”要比扎特曼的更为宽泛。我们认为僵局的发生可能归因于冲突一方认识到，其针对另一方的争斗并没有成功，而且/或者这一争斗正在产生令人无法忍受的代价代价或风险。对于扎特曼而言，僵局只是对争斗未获成功的认知。


　　




[4]

 亨廷顿（Huntington，1996）曾指出在最为严重的冲突升级中，比如发生在世界文明之间“断层线”上的冲突，冲突双方可能会无法相处，以至于双方同盟都必须一起工作以“遏制或暂停”争斗。1979年发生于今津巴布韦共和国的内战之所以得到调停，就部分归因于当时那些为非洲叛军提供居留地的国家领导人施加的压力（Stedman， 1991）。


　　




[5]

 “沉痛打击”（shock）一词源自戈尔茨和迪尔（Geortz & Diehl， 1995）的研究，他们追踪了大部分旷日持久的国际对抗，直到出现重大的政治变化，诸如战争和国际力量分配的改变。


　　




[6]

 培切恩（Patchen， 1991）在研究美苏关系时发现，以下两种情况，两国往往会采取合作行动，并会积极回应另一方的合作行为：其一，他们对自己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能力信心不足；其二，他们都关注竞争带来的代价。这一发现佐证了我们的论点，即这些条件会促使双方对冲突升级失去耐心。


　　




[7]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经出现了大批关于谈判的文献，从理论性论文（参见Brett， 2001; Douglas， 1962; Gulliver， 1979; Kochan， 1980; Morley & Stephenson， 1977; Schelling，1960; Stein， 1989; Walton & McKersie， 1965）到研究总结（参见Carnevale & Pruitt， 1992; Druckman， 2003; Faure， 1987; Hopmann， 1996; Kremenyuk， 2002; Pruitt， 1981; Rubin & Brown， 1975; Zartman， 1994），再到教材（参见Lewicki et al. 1998， 2000; Pruitt & Carnevale，1993; Thompson， 2001），再到为联接理论和实践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参见Bazerman & Neale，1992; Breslin & Rubin， 1991; Fisher & Brown， 1988; Fisher et al.， 1991; Goldberg et al.， 1992; Hall， 1993; Lax & Sebenius， 1986; Neale & Bazerman， 1991; Raiffa， 1982; Salacuse， 1991; Sjostedt， 1993; Susskind et al.， 1983; Ury， 1991; Zartman， 1994; Zartman & Berman， 1982）。然而，本书并非只专注于谈判，而是将主题清晰地定位在冲突的去升级化上。


　　




[8]

 斯坦（Stein， 1989）曾经把僵局认知和乐观主义的结合，视为一种威胁与机遇并存的认知。


　　




[9]

 “工作信任”这一术语是由凯尔曼（Kelman， 1997）提出的。


　　




[10]

 里伯菲尔德（Lieberfeld， 1999）就这些事件所做的解释，与我们的解释一样，但也略有差异。这里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单方面对僵局的认知导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美国已经对冲突的前景感到无望，并且在与越南谈判之时就同意撤军。然而，在这次事件中，只有美国一方认识到冲突僵局的存在，对于北越人而言，这是一个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并最终赢得战争的机会。


　　




[11]

 第三方还能做许多其他事情，将在第11章深入讨论。


　　




[12]

 这种接触，在俄罗斯和西方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之间以“第2轮”会议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得双方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结束冷战变得更加容易。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奥斯陆谈判，也源于以色列教授和巴解组织官员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谈，这些会谈发生在正式谈判启动之前（Pruitt et al.， 1997）。


　　




[13]

 Pushton，主要为居住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穆斯林民族。——编者注


　　




[14]

 这往往并非好主意，因为孩子可能会使夫妻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而且如果这一战术没有效果，孩子还可能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常用的“补救”措施（Rubin & Rubin，1989）。


　　




[15]

 萨达特后来因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而遇刺。


　　




[16]

 协议与决议之间的差别并非泾渭分明，而主要体现在程度上。基本利益的分歧促使各方产生冲突，而协议与决议两者都处在协定满足基本利益这一维度的另一端。决议处在这一维度的高端；如果基本的利益得到了彻底解决，那么冲突将可能不再重新出现。


　　




[17]

 通常情况是，冲突管理（如停火）先于为协议或决议而进行的谈判，而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进展过程（Olonisakin， 2000）。然而，还有可能发生的是，严重升级的冲突仍旧继续的同时，谈判就在秘密进行了。比如奥斯陆秘密谈判，导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1992年签署了协议。


　　




[18]

 “妥协”一词的通常用法要更为宽广；它通常表示冲突双方放弃其最初要求的任何协定。为了将简单的妥协与整合式的解决方案区分开来，我们遵循福莱特（Follett）的说法，采取一种更为狭窄的定义。


　　




[19]

 整合式解决方案有时称为“双赢解决方案”（参见Pruitt & Carnevale， 1993）。然而，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整合式”，因为正如此处所提及的，对于双方而言，这些解决方式很少是完美的“胜利”。它们通常要求冲突一方或双方进行某种程度的让步。


　　




[20]

 读者如果想更多了解整合式解决方案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设，可以参阅《作为谈判者的经理》（The Manager as Negotiator）一书第5章（Lax & Sebenius， 1986），以及《谈判过程和国际冲突的解决》（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一书第6章（Hopmann，1996）。读者如果想更多了解推动整合式解决方案发展的具体技术，可以参阅《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Fisher et al.， 1991）。


　　




[21]

 福阿和福阿（Foa & Foa， 1975）提出过一个针对补偿种类的通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类别的补偿形式适合弥补不同的退让行为。他们按照两个维度对资源进行了分类：具体性（有形性）和特定性（资源的价值取决于交付资源的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爱情是抽象而特定的资源；货物和金钱是具体而非特定的资源。两位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补偿形式在维度空间上与所获得的资源距离越近就越适合。因此，用货物来交换金钱是正确的，用社会地位来交换爱情也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用金钱来交换爱情。


　　




[22]

 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92）举了一个新奇而有趣的例子：“如果一名素食主义者和一名酷爱食肉的人进行讨价还价，前者有些肉而后者有些蔬菜，那么他们已知的偏好上的差异性就有助于达成一项协定。”杰克·斯普拉特（不能吃肥肉）和他的妻子（不能吃瘦肉）达成了一项类似的协定。两位作者识别出六种差异，这些差异都能在冲突中加以运用，以便帮助制定出（经过谈判的）协定。这些差异包括相对价值（这在先前的例子中曾经指出过）、期待、能力、风险偏好以及时间优先等方面的差异。要更为详细地了解这些差异形式的分析，参见兰克斯和塞巴尼斯的著作（Lax & Sebenius， 1986：99-105）。


　　




[23]

 兰克斯和塞巴尼斯（Lax & Sebenius， 1986）在讨论规模经济时提到削减代价方式的变化，即双方的代价都得到消减：两个卫生保健组织想要在一个服务欠缺的地区设立一个新诊所。这两个组织并非各自建立自己的诊所，而可能同意建立一个设施，因此能共同承担费用，同时服务更大的客户群。因此，并未做大蛋糕，该计划要求双方在烘烤固定大小的蛋糕的情况下，削减代价。


　　




[24]

 将自尊放在男孩利益树的底端，表示我们同意伯顿（Burton， 1990）和罗斯曼（Rothman，1997）的观点，人类的基本需要——比如安全、认可、公正、尊严、自尊、身份认同及控制环境——潜藏于很多冲突之下，并且可以解释那些常常伴随冲突而生的强烈情感和坚定立场。然而，这些作者认为，有必要严格区分基于利益的冲突和基于需要的冲突，这一点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认为，利益总是潜藏于冲突之下，而基本的人类需要则通常位于利益树的底端。


　　




[25]

 斯路奇（Sluzki， 2003）指出，在冲突解决和调和的每一步上，双方都必须改变他们的叙述。双方通常都要承受叙述的这种转型，即从遭受迫害转变为取得进步和获得力量。


　　




[26]

 汤普森（Thompson， 1990b）及汤普森和黑斯蒂（Thompson & Hastie， 1990）已经证实，谈判者常常会陷入到不实的冲突中，看不到双方在某些或者所有的问题上实际上能达成一致意见。


　　




[27]

 扎特曼（Zartman， 1995：336）曾经在一项政府建议中阐述过这种刚柔并济的方法，当时这些政府正面临着部分公民的内部反叛。扎特曼建议道，政府应该采用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既进行对话找寻双方合理诉求的共同点，又与极端分子作斗争。”


　　




[28]

 范德韦尔特（Van de Vliert， 1997）将坚定的灵活性称作“混合的冲突行为（conglomerated con
 
 ict behavior）”，因为它是合作因素和竞争因素的混合体。霍普曼（Hopmann， 1996：92）从两方面对坚定的灵活性提出了批评：“一方面，如果双方谈判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则无论采取多么灵活的方法，坚定的目标都可能会全面阻碍谈判进程。另一方面，策略过于灵活可能会被另一方视为软弱的标志，进而为另一方所用，以实现其利益。”霍夫曼的第1项批评，可以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系列的第4步找到答案：如果双方未在合理的期限内达成协定，就应该降低期望值。他的第2项批评本章稍后作答，即为了强调坚定性，断言必须采用争斗之术。这种断言应能富有成效地抵消另一方认为己方软弱的知觉。


　　




[29]

 第11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中间人。


　　




[30]

 李德瑞奇用的术语是“仁慈（mercy）”而不是“宽恕”（forgiveness）。


　　




[31]

 请参考里格比（Rigby， 2001）对TRC和其他社会类似委员会的详细描述。


　　




[32]

 沃尔坎（Volkan，1997）将先辈们受害的记忆称作“选择性创伤”。如果冲突中存在选择性创伤，先前发生的冲突就会有死灰复燃的倾向。


　　




[33]

 “宽恕”有如下定义：“对那些曾经给你、你的挚爱或你认同的群体造成严重伤害的人，放弃愤怒、怨恨和复仇的愿望。它也意味着愿意接纳另一方进入己方的道德社区，从而赋予其获得关心和公平的权利（Deutsch， 2000b：58-59）。” “（宽恕是）这样一种愿望，愿意放弃己方对不公正的冒犯者的憎恨、谴责和不易察觉的报复，同时逐渐产生不应有的怜悯、慷慨甚至爱意（Enright &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 1996：108）。”“（宽恕是）一系列动机的改变，即个体越来越缺乏报复冒犯伙伴的动机，越来越缺乏继续疏远冒犯者的动机，以及越来越增强与冒犯者和解并友好相处的动机，即使冒犯者曾做出伤害行动”（McCullough et al.， 1997：321-322）。”“（宽恕是）一种结合了道德真相、忍耐、共情和承诺的行为，用以修补破裂的人际关系（Shriver， 1995：9）。”


　　




[34]

 因此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说：“如果你偷了我的笔，却没有还给我，只是说‘对不起’，那么你的道歉毫无意义（Shriver， 1995:224）” 。


　　




[35]

 请看山本（Yamamoto， 1999）所举的群际赔偿行动的例子。


　　




[36]

 建立消极与积极和平所需的各种 “工具”，参见阿尔杰（Alger， 1999）和伦德（Lund， 2001）的著作。


　　




[37]

 第三方并非总想结束冲突。他们有时会促使一方或双方的冲突升级（“你不应该不把他的侮辱当回事。”）或者或者继续争斗，将冲突带到相反的方向。


　　




[38]

 冲突一方接触第三方的原因很多，比如包括寻求建议或同情，或者希望第三方责备或压制另一方（Averill， 1983；Keating et al.， 1994）。


　　




[39]

 第三方所起作用的理论回顾和研究文献，参见：Bercovitch（1984；2002a， b）， Bercovitch & Rubin（1992）， Crocker et al.（1999）， Fisher（1997）， Goldberg et al.（1985）， Kolb（1983， 1994），Kressel & Pruitt（1989）， Pruitt & Carnevale（1993）， Rubin（1980， 1981）， Smith（1987）， Touval & Zartman（1985）， Wall & Lynn（1993）， Wall et al.（2001）以及Zartman & Rasmussen（1997）。


　　




[40]

 Iliad，古希腊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编者注


　　




[41]

 Odyssey，描写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历经10年返回故里的旅程。《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合称为荷马史诗。——编者注


　　




[42]

 ADR的讨论参见Costantino & Merchant（1996）， Duffy et al.（1991）， Kressel & Pruitt（1989）和Pruitt（2000a）的研究。


　　




[43]

 这里举一个本书作者普鲁特在一次听证会上亲眼所见的调解案例。一名不太聪明且年龄偏大的员工威胁要杀死公司的老板。这一罪名很可能会将他送进监狱。聆听这一案件的法官意识到，该事件源起于一项可以解决的冲突，故而将该案件转到一个社区调解中心。在听证会上，发现事件真相是，这名员工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但由于他换轮胎的速度越来越慢，老板就将他解雇了。解雇之后，该员工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养活自己和偿还房贷。听证会上，老板同意继续让他在公司里工作。到底老板为何做出这一决定还不十分清楚，可能他已经疲于和这名雇员发生冲突，也可能冲突给他带来了负面的公众形象，还有可能他觉得将这样一位老员工解雇带来的负罪感，要超过解雇他给公司带来的微小利益。这位雇员也轻松地答应不再威胁老板。在这一案件中，转而采用ADR可以说是恩威并施。


　　




[44]

 仲裁员的工作通常是，解释两个群体订立的合同，看看如何将它应用于特定的案例。


　　




[45]

 本案例中的这名实况调查员起到了建议性仲裁员的作用，一般事实调查员的工作是收集与冲突有关的信息。要想更多地了解事实调查（也称为“质询”），请看郑（Jeong， 2000）的研究。


　　




[46]

 有部分学者（Bush & Folger， 1994；Lederach， 1995）指出，将调解的目标视为帮助双方达成协定，这一说法太过狭窄，他们认为，调解的目标还应该包括“转变”冲突。因此，他们鼓励调解者帮助争议各方改善他们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自我并改进冲突管理技术，让双方更全面地了解和欣赏对方。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建议，人际协定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冲突双方在签订协议后的人际关系质量（Pruitt， 1995）。然而，菲利普斯（Phillips，2001）警告说，争议双方可能不会总关注改善双方关系的质量，而且也可能不愿意与推进这一进程的调解者合作。她鼓励调解者按照争议双方的需要和愿望来调整自己的目标。


　　




[47]

 这正是约翰·休谟（John Hume）在推动北爱尔兰去升级冲突螺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9章第225~227页）。


　　




[48]

 研究表明，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调解者会更多地使用此类战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的调节者握有这样做的权力（AbuNimer， 1996）。


　　




[49]

 herding cats，西方文化认为猫的脾性极难捉摸。英语里有种说法，“就像驯猫一样”，形容做事难度极大。——编者注


　　




[50]

 内部不和会让领导者非常难于做出达成协定所必需的让步。这是因为，让步很容易遭到内部政治对手的挑战，后者所希望的是，通过宣扬领导太过软弱，退让太多，来增加自身的支持率。


　　




[51]

 第10章曾提及中间人的作用，即协助进行隐蔽的问题解决。


　　




[52]

 我们之所以将中间人与调解者区分开来，一是因为中间人既能位于冲突双方之间，也能出现在冲突双方内部，二是因为他们往往在链条上沟通。科洛西（Colosi，1983）和克里斯伯格（Kriesberg，1999）用术语“准调解者”来指代冲突双方内部的中间人，比如双方的谈判者。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单独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因为冲突内部的中间人与那些出现在冲突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在作用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两种中间人都力图调和链条两端争议方的差距。


　　




[53]

 通常说来，警察和消防员罢工都是非法的，而公立学校的教授和教师罢工也往往一样。至于这些专业人士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足够重要，使得他们的罢工将给公众的福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问题我们留待读者决定。


　　




[54]

 在一个密切相关的过程微型审理中，争议双方有机会看到，如若他们的冲突上了法庭，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55]

 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和解决学院提供这一领域的硕士学位，最近已经开始招收博士。本书的作者之一普鲁特就是该学院一名访问学者。


　　




[56]

 如果读者对和平维护文献感兴趣，可以参看Fetherston（1994）；Gordon & Toase（2001），Olonisakin（2000）， Woodhouse & Ramsbotham（2000）的研究。


　　




[57]

 这些资料取自詹姆斯·沃尔（James A. Wall）的私人访谈。


　　




[58]

 如果读者对和平建设文献感兴趣，可以参看Leatherman et al，（1999）， Lederach（1997），Reychler（1999）， Sampson & Lederach（2000）的研究。


　　




[59]

 我们曾在第10章中讨论过为从前交战过的双方和解可能需要做的一些步骤。


　　




[60]

 这些作者也承认，在如下三种情况下，光用一种利益导向方式可能还不够。这三种情况是，（1）争议双方的利益点完全相悖；（2）双方在谁是正确的，或者谁更为强大这些问题上，有着极为不同的知觉；或者（3）为了解决与公共政策有关的事情，通过宣判来解决问题是必要的。在这些情形下，争议解决体系也应该包含那些决定谁是正确的及谁更为强大这样的低成本步骤。


　　




[61]

 其他作者还认为，设立早期预警系统是重要的，这一系统有助于早些时候探测到那些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而及早转向其另一方式。如果读者想要知道如何能富有洞察力地看待这一问题，以及那些可以用来探测国际冲突发展的工具，请看莱瑟曼等人（Leatherman et al. ，1999）的研究。


　　




[62]

 费歇和柯施里只是提及过群际关系疗法的种类，但这一理论却很容易被扩展到人际关系治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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